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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首语

  《厦 大 中 文 学 报》(JournalofChineseStudies,Xiamen

University)系由厦门大学中文系创办的中国语言文学学术研究

丛刊。厦大建校伊始,中文即为重镇。学界名流鲁迅、林语堂、沈

兼士、罗常培、周辨明、施蛰存、林庚等教授其间,学术基础,乃得奠

定。迄今百年,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斯风日炽。于兹创立本刊,秉

持“追求真理、注重实学、崇尚创新、鼓励争鸣”之宗旨,立足东南,

面向世界,刊发高质量、前沿性之学术文章,展示中文研究成果,增

强学人了解互动,促进学界交流合作,为推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

繁荣和发展,贡献力量。

厦门大学中文系

201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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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苏新春

  本专栏共推出语言文字学领域的6篇厚重论文,3篇属对古代文献的训释考

证,3篇属现代语言问题的论析。魏慈德一文从新出土的《逸周书》篇章入手,努

力还原古籍原貌,更独具视角的是把论文重心放在了审视历代学人特别是清代

学者的校勘之功上。论文源流有序,考辨翔实,颇令人信服。所证清人考辨有

失有得,失当所失,得实非易之结论,更显后学的求实之心。张惟捷一文对卜辞

中“白羌”之争,从字形因近似易讹的角度提出“白”当为“百”,甲骨文辞中并不

存在“白羌”一词。其求证精微,立论慎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黄圣松一文考

证《左传》之“范”字,虽只是一字之辨,但广征博引,下力甚深,所论“范”字具有

动词义之说甚佳,也把原文之意梳理得更为妥帖。徐欣路一文从我国历史上

“共 方格局”转为“口 书格局”基本语言形态的宏阔角度,提出文言文是从未退

出语言交际历史舞台的一种有价值的语言资源,其结论给人的警醒肯定不会止

于语言学界。郑泽芝、王雅斐一文对所研究的教材与词典中的助词注释进行了

穷尽性描写,其所得所见,无论对教材与词典的助词的诠释,还是对教学中的讲

授与学习,都是颇多裨益。所创立的助词调查与描写方法,在计算机的语言调

查中也具有示范作用。孙碧泽、沈阳一文则对台湾地区“国语”中“用V的”做了

认真辨析,特别是对其语用特点及与普通话差异的论述,颇为可信,更好地揭示

了台湾地区“国语”中这一独特用法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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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土的《清华简·祭公之顾命》
来看清人对《逸周书·祭公》篇的校注

魏慈德

(台湾东华大学 中国语文学系 台湾 花莲 974)

  摘要:传世的《逸周书》历来不受重视,直到西晋时才有孔晁为之注,至唐宋时篇章散佚,
甚者有误以为其源自汲冢周书者。到了清代时赖卢文弨、王念孙、朱右曾等人之力,比校诸

本,刊定文句,广为注译,后人才得以竟读。只不过清人在校勘诸本异文并加以译注的同时,
常需加以裁断并改定文句,所凭借者不外是古书中曾出现的句子,以及校注者对篇文内容的

理解等,然因学者间各持之有理,也造成了传世《逸周书》版本文字或译注诸说并陈,莫衷一

是的情形。而今日赖有出土文本,可让我们重新来审视清人对其书的校注之功。因此本文

以《清华简·祭公之顾命》为本,先对学者间针对简文所提出的说法加以裁择,辅证之以相关

铜器铭文,并予以通释串讲;接着以出土本和传本的文字做对比,进而分析传世本《祭公》文

字的正误,及清人校改注译《祭公》的得失。
关键词:祭公;逸周书;清华简;校勘;王念孙;于鬯

一、前言

《逸周书》之名,见载于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其在《汉书·艺文志》中已著录,列于《六艺

略》“《书》类”的九家之一,作“《周书》七十一篇”。唐颜师古注《汉书》时曾引刘向说,以为乃

“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而先秦诸书引此书者,如《战国策》《韩非子》,
皆曰“周书”。其书序载明七十篇篇名(合序为七十一篇之数)并篇旨,然已亡十一篇。今存

的五十九篇中有十七篇不见孔注。颜师古曾提及“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朱右曾则据以为

唐初孔氏注本亡其廿五篇,师古后又亡其三,故今见孔注只有四十二篇。但他也指出唐代似

乎还有另本《逸周书》,如刘知几《史通》云“《周书》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终灵景,不言有所

阙佚”①。因此这四十二篇或四十五或五十九篇之数,可能都是据不同本子而言。篇数差别

① 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序[M].台北:世界书局,19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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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大的原因,在于此书历来不受重视,未经校雠整理,故散佚多方,篇数无定,殊为可惜。①

而近年《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以下简称《清华简(一)》)公布了数篇曾收入于《逸周书》
的篇章,包括《程寤》《皇门》《祭公之顾命》,其中《程寤》传世本已佚,清人曾据《太平御览》《艺
文类聚》等所引《程寤》逸文辑录片羽,其文今正可与出土本互明。而《皇门》《祭公之顾命》
(传本《逸周书》名为《祭公》)二篇,皆有孔注,足证其源流之早。这些新出土的《逸周书》篇章

内容,不仅让今人看到了逸书的原貌,还可利用来比校传世不同刊本的文字,甚者可据此一

战国抄本,来审视明清以来学者们的校勘得失。而本文想讨论的主要是后面这个问题,尤其

是有清一代的学者所做的工作,故择《祭公之顾命》试论之。

二、历来《逸周书》研究及对《祭公》的看法

今所知《逸周书》最早刻本为元至正十四年嘉兴路学宫刊本(刘贞本),其后有明嘉靖廿

二年章檗校刊本(《四部丛刊》所收)、万历年间程荣辑刊的《汉魏丛书》本,以及万历年间何允

中辑刊之《广汉魏丛书》本等。清代卢文弨校定《逸周书》(《抱经堂校定本》)时,所据元明旧

本就涵盖了元代至正本、明章檗本、程荣本、何允中本等,几乎是当时所能见到的所有元明刊

本。② 因此清代校勘《逸周书》书者,莫不以卢校本为底本。如潘振《周书解义》(嘉庆十年四

月,1805。成书时间,下同)、陈逢衡《逸周书补注》(道光五年五月,1825)、丁宗洛《逸周书管

①

②

关于《逸周书》四十二篇增至五十九篇的推测,可参阅黄怀信.逸周书源流考辨[M].西安:西北大学

出版社,1992:69.王连龙.逸周书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55.魏慈德.从出土的《清华

简·皇门》来看清人对《逸周书·皇门》篇的校注[M]∥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出土文献:第七

辑.上海:中西书局,2015:63-89.
卢文弨:《逸周书校定本·卷一》记《逸周书》雠校所据旧本有:“元刘廷幹本、明章檗本、明程荣本、

明吴管本、明卜世昌本、明何允中本、明胡文焕本、明钟惺本。”曾作校者有:“元和惠栋定宇、吴江沈彤果堂、
嘉善谢墉金圃、江阴赵曦明敬夫、临潼张坦芑田、江宁严长明东有、金坛段玉裁若膺、仁和沈景熊朗仲、仁和

梁玉绳曜北、钱塘梁履绳处素、钱塘陈雷省衷。”《抱经堂丛书》本,乾隆丙午(1786)抱经堂雕,民国十二年夏

五月北京直隶书局影印。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下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1298.又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汉书籍善本中有《汲冢周书》十卷(登录号B1423000。原东方文

化学院购自中国),题“嘉靖元年跋刊本”。前有元至正甲午(十四年)冬十二月黄玠的《周书叙》残文,后有

嘉靖壬午(元年)八月杨慎的《汲冢周书跋》,卷末还有昭德晁公武志、李焘的周书后序、嘉定十年丁黼的刻

周书序。内文由赵泗儒点阅,孙宗耀、何箫、王济世、傅商梅、徐季蛟同订。黄玠、晁公武、李焘、丁黼的序皆

见于元代至正本,而杨慎的跋则收录于万历年间何允中辑本,五篇前后叙跋的行数、字数与内文皆不同,疑
采他本叙跋补入。万历廿二年赵标辑刊之“汇刻三代遗书”本《汲冢周书》十卷,即据杨慎所校而来,然此本

与赵标辑刊本有异,如《皇门》“其善臣以至十(“于”之误刻)有分私子”,赵本“于”作“予”、“有克和有成”赵
本“有”作“周”(同程荣本)、“譬若众畋”,赵本“畋”作“略”(同程荣本)。此嘉靖元年跋刊本误刻处颇多,如
《命训》“夫人道三天道三,天:有命,有祸,有福;人:有丑、有绋絻、有斧钺”,前文“人道天道”顺序倒、“六方

三迷,其极一也”,“迷”为“述”之讹,此种错误未见于章檗本、程荣本等。而《皇门》“其善臣以至十有分私

子”,“十”为“于”误,亦见程荣本,“王用有监,明宪朕命,有克和有成”,章檗本作“王用有监,明宪朕命,用克

和有成”,程本作“王周有监,明宪朕命,用克和有成”“譬若众畋,常扶予险,乃而子于济”,章檗本作“譬若众

畋,常扶予险,乃而予天济”,程本作“譬若众略,常扶予险,乃而予于济”;而《祭公》“弘成康照考之烈”,程荣

本作“昭考”,看来此嘉靖元年跋刊本或早于程本、赵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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笺》(道光五年十一月,1825)、唐大沛《逸周书分编句释》(道光十六年九月,1836)、朱右曾《逸
周书集训校释》(道光廿六年六月,1846)皆然。清末孙诒让在《周书斠补·序》(光绪廿二年

七月,1896)中指出“近代卢绍弓校本、朱氏亮甫《集训》,芟 蓁薉,世推为善册”。对卢校及

吸收卢校优点的朱书大加推崇,并以为《逸周书集训校释》,正可为清人校勘《逸周书》的代

表。①

而最早替《逸周书》作注者是西晋武帝时的五经博士孔晁,此后一直要到清代才又有学

者为之注。从卢文弨校订旧本文字以来,接着有潘振、陈逢衡、丁宗洛、唐大沛、朱右曾皆有

专书训注。而若是曾对此书做过文句校勘和札记的,较为知名者,有清一代就有王念孙

(1744—1832)《读书杂志·逸周书杂志》、庄述祖(1750—1816)《尚书记》、洪颐煊(1765—

1837)《读书丛录》、俞樾(1821—1907)《群经平议·周书》、孙诒让(1848—1908)《周书斠补》、
于鬯(1862—1919)《香草校书·周书》、陈汉章(1864—1938)《周书后案》、刘师培(1884—

1919)《周书补注》等。
因此可以说,清代的《逸周书》研究,可略分为二个面向,一是校勘方面的成果,在卢文弨

后,主要由王念孙、庄述祖、洪颐煊、俞樾、孙诒让、于鬯、刘师培等人承继;一是训解注译方面

的成果,由潘振、陈逢衡、丁宗洛、唐大沛、朱右曾等人发扬之。
对于《祭公》一篇,清人大抵也都视为真先秦文献,如庄述祖的《尚书记》即训注了《逸周

书》中的《商誓》《度邑》《皇门》《祭公》《芮良夫》《尝麦》《世俘》七篇;陈逢衡以为“《度邑》《皇
门》《祭公》《芮良夫》其尤雅者也”(《逸周书补注·叙略》);张大业以为“《商誓》与《多士》《多
方》相出入;《度邑》《作雒》与《召诰》《洛诰》相发明;《尝麦》与《吕刑》相彷佛;《祭公》《芮良夫》
与《无逸》《君奭》相近似,意其足相印证者在是乎”(《逸周书管笺序》);唐大沛列《商誓》《度
邑》《皇门》《尝麦》《祭公》《芮良夫》为上编训告书,以为“与《今文尚书》廿八篇悉同轨辙”(《逸
周书分编句释·凡例》)。

民国以来,兴起了利用甲骨金文材料来对比《逸周书》文句,以证成其篇章为先秦文献的

研究方法,如郭沫若首先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以古文字材料和《世俘》篇比对,提出《逸
周书》中可信为周初文字者仅有《世俘》《克殷》及《商誓》。② 尔后,学者们循其径,对《商誓》
《尝麦》《祭公》诸篇加以研究,指出其亦属西周文字。③ 加上《郭店简》和《上博简(一)》公布

后,其中并见《缁衣》一篇,内容引到《逸周书·祭公》中的“汝无以嬖御固庄后,汝无以小谋败

大作,汝无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句(传本《缁衣》“祭公之顾命”作“叶公之顾命”),证成《祭
公》早在战国中期以前就被学者广为诵习。今清华简《祭公之顾命》的出现,更证明《祭公》为
真古文,早有先秦楚文字写本。然而传世本《祭公》虽经过清人校改,但因文本流传二千余年

来,不知几更移写,即便校改,仍多处不通。故孙诒让言:“俗陋书史,率付之不校即校矣,而

①

②

③

孙诒让.周书斠补:序[M].影印光绪二十六年刻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1.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69.相关讨论亦可参王连龙.逸周

书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90-298.
如李学勤的《<世俘>篇研究》《<商誓>篇研究》《<尝麦>篇研究》《祭公谋父及其德论》诸篇,收录于李

学勤.古文献丛论[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69-102.李学勤.师询簋与祭公[M]∥安徽大学古文字研究

室.古文字研究:22辑.北京:中华书局,2000:70-72.蔡哲茂.金文研究与经典训读———以《尚书·君奭》与
《逸周书·祭公篇》两则为例[J].东华汉学,2010(12):1-20.麻爱民.《逸周书·祭公》新证[J].古籍整理研究

学刊,2010(4):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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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专家通学如卢、朱者,固百不一遘。今读《酆谍》《商誓》《作雒》诸篇,则卢、朱两校,亦皆不

能无妄改之失。”今若将传世与出土文献中的《祭公》试比,见文字已讹误多处,不惟卢、朱以

己意妄改,更遑论他家臆断。而今出土本子正可让我们重新来审视清人的校改注译之功过。
清华简未出土以前,曾对《祭公》做过研究者有李学勤、蔡哲茂、麻爱民等学者,其中李学

勤最先以青铜器铭文和《祭公》文字对比,而力主其是真西周文献者(以《毛公鼎》《史墙盘》
《师询簋》《何尊》铭文与《祭公》文字对比,并指出《师询簋》铭文与《祭公》有八处相似),后来

的研究者也都循此研究方法。今《祭公》又见于出土战国楚简,更证明在战国中期已被广泛

传抄。此外,《祭公》中的主角祭公谋父乃周穆王时卿士,而唐兰在《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

征》中曾怀疑金文中的“伯懋父”(见《小臣宅簋》《吕行壶》《师旗鼎》等)即是文献中的祭公。
然伯懋父乃卫康叔封之子,主要活动在成康之际,与昭穆时期的大臣祭公谋父并非一人,此
点李学勤亦已明辨之。①

《祭公之顾命》一篇传世《逸周书》名曰“祭公”,然若依《礼记·缁衣》,当作《叶(祭)公之

顾命》(“叶”“祭”音近通假)。此篇据《周书·序》所言,作于周穆王时,为祭公临终之际,穆王

向其垂询治道,所对之遗言。传世古籍中祭公的事迹,有谏穆王征犬戎及从王西征事。如

《左传·昭十二年传》载“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
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袛宫。……其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
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诗为逸诗,未见收于《诗经》。而《国语·周语上》
首章,载祭公谋父谏穆王伐犬戎事。其中祭公以从周祖后稷到文武受命,以及夏商之既败的

历史过往来作譬,勉王恭明德行先王之道的说法,与本篇有相通之处。② 而古本《竹书纪年》
载“(穆王)十三年西征至于青鸟之所憩。十七年西征昆仑邱,见西王母。西王母止之。曰:
‘有鸟 人。’西王母来见宾于昭宫”。虽未言有祭公,然今本《竹书纪年》载此事时,则见有祭

公,如“(穆王)十一年王命卿士祭公谋父。十二年毛公班、共公利、逢公固帅师从王伐犬戎。
冬十月王北巡狩,遂征犬戎。十三年春祭公帅师从王西征,次于阳纡。秋七月西戎来宾。徐

戎侵洛。冬十月造父御王入于宗周。……十七年王西征至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西王母来

朝宾于昭宫。……二十一年祭文公薨”③。而穆王西征之事又见载于西晋武帝时出土的《穆
天子传》,传中随穆王同行的祭公、毛班、井利,皆见于《祭公》中。

①

②

③

李学勤.释郭店简祭公之顾命[J].文物,1998(7):45.张应桥.西周卫国国君康伯髦事迹考[J].文
博,2006(6):94.唐兰早年亦认为伯髦父为康伯髦,后来因将有伯髦父铭文的师旗鼎订为穆王时期,而改变

说法。参彭裕商.伯懋父考[M]∥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四十周年暨冯

汉骥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225.然彭文仍误以伯懋父为祭公谋父。
《国语·周语上·祭公谋父谏穆王征犬戎章》:“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

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

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
以敦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弗欣喜。商王

帝辛,大恶于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务武也,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
古本见朱右曾辑录,王国维校补.古本竹书纪年辑校[M]∥杨家骆.竹书纪年八种.四版.台北:世界

书局,1989:232.今本见林春溥.竹书纪年补证:卷三[M]∥杨家骆.竹书纪年八种.四版.台北:世界书局,

1989: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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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土本《祭公之顾命》释文大义

出土的《祭公之顾命》收录于《清华简(一)》,释文由沈建华主笔,终由李学勤定稿。自公

布以来研究者众,其后胡凯、黄泽钧等都做过集释的工作,方便我们掌握诸家不同说法。①

以下先将全篇文字加以隶定,主要根据《清华简》释文,并参校诸说以定(释文用宽式,通假字

径以通行字隶定,有疑义者暂录以原形)。
王若曰:“祖 (祭)公,哀余小子,昧其在位,旻天疾畏(威),余多时叚惩。我闻祖不【1】

余(豫)有 (迟),余惟时来视。不 (淑)疾甚,余畏天之作畏(威)。公其告我印(懿)德。”祭
公拜手【2】稽首,曰:“天子, (谋)父朕疾惟不瘳。朕身尚在兹,朕 (魂)在朕辟昭王之所,
亡 (图),不知命。【3】王曰:“於(呜)虎(呼),公,朕之皇祖周文王、剌(烈)祖武王,宅下国,
作陈周邦。惟时皇上帝【4】宅其心,卿(享)其明德,付畀四方,用膺受天之命,敷闻在下。我

亦惟有若祖【5】周公暨祖召公,兹迪 (袭)学于文武之曼德,克夹绍成康,用 【6】成大商。
我亦惟有若祖祭公修和周邦,保 (乂)王家。”王曰:“公称丕显德,【7】以余小子扬文武之剌

(烈),扬成康昭主之剌(烈)。”王曰:“於(呜)虎(呼)! 公,汝念哉! 逊措乃【8】心,尽付畀余一

人。”公懋拜手稽首,曰:“允哉!”乃召毕貆、井利、毛班,曰:“三公, (谋)父朕【9】疾惟不瘳,
敢 (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王受之,惟武王大败之,【10】成厥功。惟天奠我文

王之志,董之用畏(威),亦尚宣臧厥心,康受亦式用休,亦美【11】懋绥心,敬龏(恭)之。惟文

武中大命, (戡)厥敌。”公曰:“天子、三公,我亦上下卑(譬)于文武之受【12】命, (皇)甚方

邦,丕惟周之旁,丕惟句(后)稷之受命是羕(永) (厚)。惟我后嗣,方建宗子,丕【13】惟周之

(厚)屏。於(呜)虎(呼),天子,监于夏商之既败,丕则亡遗后,至于万亿年,参舒(叙)之。
【14】既沁,乃有履宗,丕维文武之由。”公曰:“於(呜)虎(呼)! 天子,丕则寅言哉。汝毋以戾

兹罪辜【15】,亡时 (远)大邦,汝毋以俾(嬖)御息(塞)尔 (庄)句(后),汝毋以小 (谋)败
大 (作),汝毋以俾(嬖)士息(塞)大夫卿 (士),汝【16】毋各家相而室,然莫恤其外。其皆

自时中 (乂)万邦。”公曰:“於(呜)虎(呼),天子,三公,汝念哉。【17】汝毋 ( )② ,唐唐

(厚)颜忍耻,时惟大不弔(淑)哉。”曰:“三公,尃③求先王之恭明德;刑四方【18】克中尔罚。
昔在先王,我亦不以我辟 (陷)于难,弗失于政,我亦惟以没我世。”公【19】曰:“天子,三公,
余惟弗起朕疾,汝其敬哉。兹皆缶(保)舍(余)一人,康 之, (蠥)伓(服)之,然毋夕 【20】
惟我周有常刑。”王拜稽首举言,乃出。

①

②

③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下册[M].上海:中西书局,

2010:173-179.胡凯.清华简《祭公之顾命》集释[EB/OL].(2011-09-23)[2014-11-25].http://www.gwz.
fudan.edu.cn/SrcShow.asp? Src_ID=1662.黄泽钧.祭公译释[M]∥季旭升.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读
本.台北:艺文印书馆,2013:239-273.黄怀信.清华简《祭公》篇校释[M]∥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

心.清华简研究:第一辑.上海:中西书局,2012:228-241.沈建华.清华简《祭公之顾命》与《逸周书》校记[M]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出土文献研究:第十辑.北京:中华书局,2011:23-37.
贾连翔.清华简壹—叁辑字形校补札记[M]∥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出土文献:第四

辑.上海:中西书局,2013:103.
原考隶作“事”,复旦读书会改隶作“尃”,今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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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清华简(一)·释文注释》的说明,《祭公之顾命》凡廿一简,无次序编号,原有篇题

五字(“祭公之顾命”)记于第廿一简正面下端,除了部分简上下端稍残外,全篇文字保存良

好。是今传本《逸周书》所收《祭公》的祖本。内容为记“谋父患病不瘳,临终前告诫前来探视

的穆王,如何总结夏商二代败亡的教训和文王、武王成功的历史经验,保守周王朝基业。对

于执政的三公,则力嘱他们要更好地辅保穆王”①。《周书·序》云:“周公云殁,王制将衰,穆
王因祭祖不豫,询谋守位,作《祭公》。”

全篇概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为穆王因闻祭公病笃,趋来咨诹善道,并历数周王世一

路创业维艰之事;后半部分则为祭公进献之雅言。兹先分别申述串讲如下:

(一)简文前半部分内容

前半部分穆王与祭公共有两次对话,分别如下:
第一次对话:

  王若曰:“祖祭公,哀余小子,昧其在位,旻天疾畏(威),余多时叚惩。我闻祖不余

(豫)有 (迟),余惟时来视。不 (淑)疾甚,余畏天之作畏(威)。公其告我印(懿)②

德。”
祭公拜手稽首,曰:“天子, (谋)父朕疾惟不瘳。朕身尚在兹,朕 (魂)在朕辟昭

王之所,亡 (图),不知命。”

第二次对话:

  王曰:“於(呜)虎(呼),公,朕之皇祖周文王、剌(烈)祖武王,宅下国,作陈周邦。惟

时皇上帝宅其心,卿(享)其明德,付畀四方,用膺受天之命,敷闻在下。我亦惟有若祖周

公暨祖召公,兹迪 (袭)学于文武之曼德,克夹绍成康,用 成大商。我亦惟有若祖祭

公修和周邦,保 (乂)王家。”
王曰:“公称丕显德,以余小子扬文武之剌(烈),扬成康昭主之剌(烈)。”
王曰:“於(呜)虎(呼)! 公,汝念哉! 逊措乃心,尽付畀余一人。”
公懋拜手稽首,曰:“允哉!”

第一次对话,穆王说一次,祭公拜手稽首答语一次;第二次对话穆王说了三次,祭公拜手

稽首答语一次。

①

②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下册[M].上海:中西书局,

2010:173.
“印”原考释作“抑”,复旦读书会改作“懿”,今从之。“印”影母真部字;“懿”影母脂部字,声同而韵

部有阴阳对转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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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对话中穆王言:“祖祭公,怜悯小子我昏昩在位,①故上天暴虐,让我多次遭逢大

惩(“余多时叚惩”句中,“叚”整理者通“假”,引《礼记·礼运》“假,亦大也”为说。传世本此处

作“溥”。黄怀信读“嘏”,大也。亦同)②。我听闻祖祭公久病不愈,因而我来探视。天不善

若是,使公之病重,我怕天之作威(指公遽丧),希望公能告诉我(治国)嘉德。”
上段文字中的“旻天疾威”“不淑”“作威”“懿德”都见于先秦文献,如《诗·小雅·小旻》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大雅·召旻》“旻天疾威,天笃降丧”。“不淑”本指天不善,后多用为

遭际不善之专名,前者如《诗·小雅·节南山》“不弔(淑)昊天,不宜空我师”,后者如《左传·
襄公十四年》“公使厚成叔弔于卫,曰:‘寡君使瘠,闻君不抚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

(淑)?’”③“作威”见于《书·汤诰》“夏王灭德作威,以敷虐于尔万方百姓”;“懿德”则见《周颂·
时迈》“我求懿德,肆于时夏”。

“我闻祖不豫有迟”句中,“不豫”指未能痊愈,“有迟”复旦读书会以为是“病情持续,长期

不见好转”之意。又见《清华简·金縢》“武王既克殷三年,王不豫有迟”(传本作“有疾弗

豫”),《葛陵楚简》有“疾迟疽(瘥)有 (续)”(乙三39、甲一24)、“将速疽,无咎无敓(祟)”(乙
三2)④,其中“迟”乃作为“速”的反义词,因之简文“不豫有迟”之“迟”亦当同,表示病情持续,
而简文的“疽(瘥)”则义近“豫”。

针对穆王的请求,祭公则拜手稽首答礼曰:“天子,谋父我的病将不癒。我的身体尚在

此,我的魂已跟随在先君昭王左右(黄怀信言魂已离舍,离死不远,可参),(对我的将死)不要

想有所改变,不知天命将如何,要顺应天命(简文“亡图不知命”)。”其中“亡图不知命”句,黄
怀信疑其有误字,并据传本改读为“勖宅天命”(助王宅天命);黄泽钧译作“我没有想法,也不

知天命”,皆不确切。而“拜手稽首”又见于西周铜器铭文,多见于穆王之后。⑤

周王认为先王死后,魂将升至于天,配于帝之左右,故《诗·大雅·文王》有“文王陟降,

①

②

③

④

⑤

“哀余小子”的“小子”为穆王谦称,黄泽钧据《礼记·曲礼下》“天子未除丧曰予小子”,将此处译作

“可怜我这个失去先人的小子”,不确。黄泽钧.祭公译释[M]∥季旭升.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读本.台
北:艺文印书馆,2013:242.今本《竹书纪年》载祭公死于穆王廿一年,故此时昭公已亡故多年。黄怀信据传

世本作“虔虔在位”,而主张简文“昧其”为后人所改,并译为“叔祖祭公,希望您可怜我小子,使我能有威严

在位,不要犯以前的过错”亦无据。黄怀信.清华简《祭公》篇校释[M]∥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

心.清华简研究:第一辑.上海:中西书局,2012:229.
沈建华.清华简《祭公之顾命》与《逸周书》校记[M]∥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出土文献研究:第十辑.

北京:中华书局,2011:24.“叚”字在金文中用法有近似“敢”,或被视为一种表示可能的情态助动词,或读为

暇、遐、瑕者,参林宏佳.西周金文“叚”“敢”辨异———兼说《诗经》中的“遐”与“瑕”[J].台大中文学报,2014
(46):10.

王国维以为“不淑”一语,其本意谓不善也,不善或以性行言,或以遭际言,而“不淑”古多用为遭际

不善之专名。又“如何不淑”者,古之成语,于弔死唁生皆用之。王国维.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一[M]∥观

堂集林: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76.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二[M].北京:文物出版

社,2013:20-21.
张光裕言,两周彝器铭文中,凡穆王以前之铭文皆作“拜 首”,穆王以后始间有“拜手 首”之出

现。张光裕.“拜稽首”释义[M]∥雪斋学术论文集.台北:艺文印书馆,1989:245.然在文献中,如《尚书·召

诰》《逸周书·世俘》等,皆已见“拜手稽首”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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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左右”(王国维以为此以“陟”为主而兼言降者也)①,属周厉王自作器的《 钟》言“丕显祖

考先王,先王其严在上”(《集成》1.260。《集成》为《殷周金文集成》简称,下同),《 簋》言“其
各(格)前文人,其濒在帝廷陟降, 皇上帝大鲁令,用 保我家朕立(位)”(《集成》

8.4317),都提及祖考先王在上,甚至明言其在于“帝廷”(或“帝所”),且 (申绍)了皇天所

给予之大命。尔后,虽诸侯卿士亦可云“其严在上”,如《士父钟》“用喜侃皇考,皇考其严在

上”(《集成》1.145)、《虢叔旅钟》“皇考严在上,异在下”(《集成》1.238)影响所及,至春秋晚期

的齐器《叔夷镈》,也说“夷典其先旧,及其高祖, 成汤,有严在帝所,溥受天命”(《集成》

1.285)②,认为商人先王成汤,也同样在上帝左右了。因故祭公言,其死后魂将上天,追随于

先君昭王左右。
第二次对话中,王连续讲了三次,内容分别是:
呜呼,祭公,我的皇祖文王、烈祖武王定居于这块土地,建立了周邦(简文为“宅下国,作

陈周邦”。“陈”整理者引朱右曾的《集训校释》通读为“甸”,有治、作义;黄怀信则读为“久”,
前者较佳)。皇天上帝度量其心,赐之明德[“卿其明德”,整理者读“卿”为“飨”,通“享”。享

其明德,即能分享帝所赐明德。黄泽钧译作(上帝)彰显他们的德性,不确],付畀四土,因此

能承受天之大命,其声名普遍地被人间所听闻。我朝还有如你的先祖周公以及召公,引导著

追学于文王、武王的美德,并辅佐着成王、康王,承继先人之遗绪,用以平大商之众。我朝更

有如祖祭公您,治平万邦,保护治理王家。
此次的王曰中,穆王先颂扬始建周邦的文王,灭商一统的武王,因其能得到皇天上帝的

认可,故能广有四方之土,受天命。再言及因有周公、召公的辅佐,引导着追学于文王武王之

大德,故至成王康王时能平大商之众,安定周邦。而今又有祭公之助,使周邦得以平治,王家

得以安定。
其中颂扬文、武王的句子,又见《书·立政》“以觐文王之耿光,以扬武王之大烈”(《伪孔

传》:“能使四夷宾服,所以见祖之光明,扬父之大业。”)、《诗·周颂·武》“於皇武王、无竞维

烈。允文文王、克开厥后。嗣武受之、胜殷遏刘、耆定尔功”,都提到了文王之功在创建周朝,
而武王之功在胜殷大业(大烈),故简文称其为皇祖与烈祖。《史墙盘》“曰古文王,初盭(戾)
龢于政,上帝降懿德大甹(屏),匍(抚)又上下, 受万邦, (讯)圉武王,遹征四方,达(挞)殷
(悛)民,永不巩,狄(逖)虘髟,伐夷童”(《集成》16.10175),也是颂扬文王“初戾和于政”的

始建之功,与武王“挞殷悛民”的空前大业。
而上帝度周人之心,并予以明德,使其能受天命而有天下之事,也见于文献,如《诗·大

雅·皇矣》“维此王季,帝度其心”、《康诰》“汝丕远惟商耈成人,宅心知训”,其中“宅心”即“度
心”,言度量商耈老之心,知其道也。《皇矣》又言“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

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毛传》“怀,归也。”)、《上博简·孔子诗论》“帝谓文王怀尔明德,
害(盖)诚谓之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诚命之也”(简7),皆言文王享有帝之明德事,也即

简文的“卿(飨)其明德”。

①

②

王国维.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一[M]∥观堂集林: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77.
“有严”一语,王国维以为“古人多以之斥神祇祖考”。王国维.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二[M]∥观

堂集林: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83.周人以为文武为得天命者,而这样的天命又透过周人的君臣关

系,由王任命或册命给臣下,形成一种反复继承的关系,因为天命可改,故需过策命的方式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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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并见于文献或青铜器铭文中的词语有“夹绍”“有若”“修和”“保乂”,“夹绍”见陕西

郿县(今眉县)杨家村《逨盘》,言“丕显朕皇高祖单公, (桓桓)克明慎厥德,夹 (绍)文王

武王达(挞)殷,膺受天鲁命,匍(抚)有四方,并宅厥勤疆土,用配上帝”①及《禹鼎》“丕显

(桓桓)皇祖穆公,克夹 (绍)先王,奠四方”(《集成》5.2833)。其余词语见《尚书·君奭》“惟
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康诰》“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

乂民”、《多士》“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君奭》“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率惟兹有陈,保乂

有殷”、《康王之诰》“则亦有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从上引文句也可证知简文

“ ”当对读为“乂”,复旦读书会以为“ ”从二月相对,并以月为声,月、乂皆属月部字,故可

相通。
第二次王曰说道:“祭公,您所行所举皆昭显之德,能与我发扬文武之大业,发扬成王康

王昭王以来之大业。”
第三次王曰说道:“呜呼,祭公您要思量,要顺着安定着你的心,尽力地辅助我。”(“逊措

乃心”,逊措,顺置也。)
其中“公称丕显德,以余小子扬文武之烈”与《洛诰》“公称丕显德,以予小子扬文武烈”句

近。“扬文武烈”义近于《 钟》“遹省文武”(《集成》1.260)。“汝念哉”见《康诰》“呜呼! 封,
汝念哉”。

(二)简文后半部分内容

简文后半部分,祭公在应允穆王后,召来毕貆、井利、毛班三公,并陈述了六次。分别是:

  “三公,谋父,朕疾惟不瘳,敢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王受之,惟武王大

败之,成厥功。惟天奠我文王之志,董之用畏(威),亦尚宣臧厥心,康受亦式用休,亦美

懋绥心,敬龏(恭)之。惟文武中大命, (戡)厥敌。”

第一次祭公说道:“三公(毕貆、井利、毛班),我谋父的病将不愈,(我在此)敬告天子,皇
天上帝改变了给予殷人的天命,转由文王受之,并让武王打败殷人,成就大业。皇天奠定我

文王之志,用天威监督之,并宽壮其心,②安宁之以美善之事(简文“康受亦式用休”,整理者

指出“式”为语辞;黄怀信读“亦”为“乂”之误,“式”为法式,乂式二字译作“治的法式”,嫌赘,

①

②

蔡玫芬.西周文化特展图录[M]∥赫赫宗周.台北:台湾“故宫博物院”,2012:28.
“宣臧厥心”句,整理者初读“宣,明也”;“臧,善也”。后易为“ ,与今本宽字古音同属元部,读宽

字”;“臧,通藏字。……按今本‘亦尚宽壮厥心’与简文同。”沈建华.清华简《祭公之顾命》与《逸周书》校记

[M]∥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出土文献研究:第十辑.北京:中华书局,2011:29.黄怀信言“宣”是“宽”之误,
“臧”是“壮”音误。黄怀信.清华简《祭公》篇校释[M]∥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简研究:第
一辑.上海:中西书局,201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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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者意见佳),①并用来勉励且安定其心,(使文王能)谨慎地恭敬承受之(天命)。因此文

王武王能应天之大命,战胜敌人(商人)。”其中“敢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王受

之,惟武王大败之,成厥功”语与《古文尚书·康王之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
周文武诞受羑若,克恤西土”近似。然可注意的是《康王之诰》与简本《祭公之顾命》都在文王

前加“周”,照理来说,康王诰诸侯时,不需言“周文武”,因诸侯们皆属周臣,言“文武”或“我周

文武”(《无逸》《立政》皆有“我周文王”语)即可,今简文在“文王”前加“周”,刘国忠认为是因

楚王谥号多与周王王号一致,楚人在抄写这些《尚书》类经典时(《清华简·金縢》篇题“周武

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亦在王名前加“周”),有意对里面涉及的一些王号问题加以区

别。所以把“文王”称谓改写为“周文王”。② 若然,则伪古文的《康王之诰》其来源可能也是

这类再抄且非周人的写本。
西周青铜器铭中提到文武受命的有《 尊》《师克盨》《师询簋》《毛公鼎》等,因之这是一

个周人普遍接受的信仰。③ 而“董之用威”亦见《古文尚书·大禹谟》(“戒之用休,董之用威,
劝之以九歌,俾勿坏。”)④。

毕貆、井利、毛班为穆王时的三公,毕貆(桓)为毕公高之后,毕公高乃文王之子,今由《清
华简·耆夜》知其乃武王时伐黎的主将。⑤ 井利见于《穆天子传》及穆王时期的《长囟盉》
(《集成》15.9455)。毛班之名见《穆天子传》及穆王时期的《班簋》(《集成》8.4341),该器主即

①

②

③

④

⑤

黄泽钧译此段为“因为上天要让文王安心,所以督促他用武力灭了崇和黎;上天要壮大文王武王的

心志,文王武王也都安然接受,因而得到美好,上天嘉美文王武王的行事,安定文王武王的用心,文王武王

也都恭敬地承受。因为文王武王能够符合上天的大命,所以能消灭敌人”。黄泽钧.祭公译释[M]∥季旭升

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读本.台北:艺文印书馆,2013:242.增字解经且语多有误(或据孔注“董之用

威,伐崇黎也”而来)。其中“董之用威”当是指上天以威监临文王,非督促文王以武力灭崇黎;“康受亦式用

休”当是指上天以美善之事安宁文王之心,非文王武王也都安然接受,因而得到美好。
刘国忠.试析清华简《金縢》篇名中的称谓问题[M]∥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简研

究:第一辑.上海:中西书局,2012:177.
周代青铜器铭中提到文武受天命的有:《毛公鼎》“丕显文武,皇天引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

率怀不廷方,亡不闬于文武之耿光”(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5册2841号[G].中华书局,

1985:261)、《师询簋》“丕显文武,膺受大命”(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8册4342号[G].中华

书局,1987:306)、《师克盨》“丕显文武,膺受大命,匍有四方”(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9册

4467号[G].中华书局,1988:123)、《 尊》“肆玟王受兹大命,隹珷王既克大邑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殷周金文集成:11册6014号[G].中华书局,1992:196)。

出土文献中与《大禹谟》有关的句子,还见《郭店楚简·成之闻之》(简33)“大禹曰:‘余才(兹)宅天

心。’”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社,1998:168.
李学勤.从清华简谈到周代黎国[M]∥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出土文献:第一辑.上

海:中西书局,2010:2.陈颖飞.清华简毕公高、毕桓与西周毕氏[M]∥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清华简研究:第一辑.上海:中西书局,2012:130.又韩城梁带村墓地 M502墓地出土铜鼎上载毕伯为毕公

作器,参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韩城市文物旅游局.陕西韩城梁带村墓地北区

2007年发掘简报[J].文物,2010(6):19.张天恩以为鼎铭中的毕公为第一代的毕公高,器主毕伯克为宣王

时期的毕氏大宗。张天恩.论毕伯鼎铭文的有关问题[M]∥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一次年会论

文集2008.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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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班,为武王母弟毛叔郑之后(铭文自言“文王王姒圣孙”及“文王孙”)。①

第二次公曰内容为:

  “天子、三公,我亦上下卑(譬)于文武之受命, (皇)甚方邦,丕惟周之旁,丕惟句

(后)稷之受命是羕(永) (厚)。惟我后嗣,方建宗子,丕惟周之 (厚)屏。於(呜)虎
(呼),天子,监于夏商之既败,丕则亡遗后,至于万亿年,参舒(叙)之。既沁,乃有履宗,
丕惟文武之由。”

祭公说道:“天子、三公,我再以文武受命前后之事作譬,②从一个(伟大的)小方国,我周

人创业之基始,后稷被授予天命,其是如此的深长且稳固。至我后世子孙,广建宗子,成为周

邦之坚固屏藩。呜呼,天子你要鉴于夏商二代之覆亡,大至于无遗后到万亿年,要参验承述

此事(历史教训)。知此理,乃能有所行的方向(施政的方向),要从文武之道。”
“上下卑于文武之受命”句,黄怀信以为“辟亦当读为‘譬’,譬如、打比方”“上下,犹古今、

远近”,甚是。周初文诰有作譬之例,如《清华简·皇门》有“今我卑(譬)小于大,我闻昔在二

有国之哲王则不恐于恤”“卑(譬)如戎(农)夫,骄用从禽,其犹克有获”。其以小大作譬,而本

篇以上下(即先后,远近)作譬。且以周本小邦,后得天命的说法,可见《康诰》,武王诰康叔

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
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其
中“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指周人初建邦时土地的褊小,故青铜器铭中多

见“勤疆土”语(《逨盘》《 钟》)。《多士》“肆尔多士,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乱,
弼我;我其敢求位?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为,惟天明畏”,自比为“小国”,亦同。

“丕惟周之旁”句,今传本作“丕维周之基”,孔注“所受是大维周之开基,大维后稷所受

命,是长居此也”,义当近同。
而后稷受命之事,见于《诗经·大雅·生民》《周颂·思文》《鲁颂·閟宫》,《尚书》则见于

穆王时吕侯所作的《吕刑》(“乃命三后……伯夷……禹……稷降播种,农殖嘉谷。”),周初文

献罕言后稷受命者,而本篇与《吕刑》同属穆王时作,或当时已有此说。

①

②

李学勤.班簋续考[M]∥中华书局编辑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辑.北京:中华书

局,1986:186.
“天子,三公,我亦上下卑于文武之受命”此句难解,传世本作“天子自三公上下辟于文武”不辞,孔

晁将“辟”解为“法”,陈逢衡解为“征辟”,孙诒让解为“助”。意思不离“从天子到三公上下都要法于文武(或
上下征辟贤者佐文武,或助文武以成大业)”。但何以加“自……上下”难解,今对照简本,知上下当针对卑

(譬)而言,即以古今、远近来譬喻,文中指文王受命前后之事。如此下文先言后稷受命,再者言周之后嗣旁

建宗子,以为厚屏方可通。此段黄怀信译为“我也以上下以文王、武王受命,及其子孙们大开方国作为周的

藩篱来作比方”,将简本与传世本文句混在一起解释,不妥。黄怀信.清华简《祭公》篇校释[M]∥清华大学

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简研究:第一辑.上海:中西书局,2012:240.黄泽钧则译为:“天子,三公,我
们君臣上下要效法文武受命的精神及作为,大大地战胜四周的邦国,这才是张大周邦,这才显后稷受命深

厚绵长。”其中“精神及作为”“战胜四周的邦国,这才是张大周邦”皆增字解经。黄泽钧.祭公译释[M]∥季

旭升.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读本.台北:艺文印书馆,2013: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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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丕惟”见《酒诰》《多方》,语词也。① 黄怀信作“大为”,不当。“旁建宗子,丕惟周之厚

屏”语近《古文尚书·康王之诰》“皇天用训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树屏,在我后之人”。
第三次公曰:

  公曰:“於(呜)虎(呼)! 天子,丕则寅言哉。汝毋以戾兹罪辜,亡时 (远)大邦,汝
毋以俾(嬖)御息(塞)尔 (庄)句(后),汝毋以小 (谋)败大 (作),汝毋以俾(嬖)士息

(塞)大夫卿 (士),汝毋各家相而(乃)室,然莫恤其外。其皆自时中 (乂)万邦。”

祭公再对穆王敬言说,希望国君不要行乖戾背道(违反惩戒)之事,不要离弃大邦之道

(指文武之功),(国君)不要以嬖御(宠妾)充当庄后;(国君)不要以小聪明败坏了大计划;(国
君)不要以嬖士(近嬖佞臣)充当大夫卿士,(国君)不要让自己的近亲家族们,只顾自己家室

而不忧王家王事。如此才能居于天下之中,而治理万邦。
其以“汝毋以俾(嬖)御息(塞)尔 (庄)句(后)”一段,又见《上博简·缁衣》及《郭店简·

缁衣》,分别如下:

1.《上博简·缁衣》(简12):
《臸公之寡(顾)命》员(云):“毋以少(小) (谋)败大 (图);毋以辟(嬖) (御) (疾)妆

(庄)句(后);毋以辟(嬖)士 (疾)大夫向(卿)倳(士)。”

2.《郭店简·缁衣》(简22、23):
《晋公之寡(顾)命》员(云):“毋以少(小) (谋)败大 (图);毋以卑(嬖) (御) (塞)妆

(庄)句(后);毋以卑(嬖)士 (塞)大夫卿事(士)。”

3.传世本《礼记·缁衣》:
《叶公之顾命》曰:“毋以小谋败大作;毋以嬖御人疾庄后;毋以嬖御士疾庄大夫卿士。”
其中《上博简》的“臸公”当即《郭店简》的“晋公”,也即本篇的“祭公”。“晋”上半所从即

“臸”,“晋”为“箭”的古文,箭从前声,古书中有从“前”声之字与“浅”通用的例子,而浅、察二

字所从声旁相同(察即从祭声)。② “前”为元部字,与月部的“祭”有阳入对转的关系。而传

世本的“叶”为“祭”的音近通假字(“祭”精母月部;“叶”书母月部)。③ 简本作从丯声,亦月部

字。
“息庄后”句,《上博简》作“ 庄后”;《郭店简》作“ 庄后”;传世本作“疾庄后”。《上博

简》《郭店简》都是作从自声之字,自声可通 声(《说文·十三篇下·土部》“塞,从土 声”),
如《清华简·系年》中的“赛妫”(简23)即《左传·庄公十年》的“息妫”,证明古音“赛”“息”可
通。而“赛”“塞”所从声符同,故“息”可读“塞”,因之“ ”“ ”皆可通读为“塞”。塞,充当也,

①

②

③

屈万里.尚书集释[M].台北:联经出版社,2001:161.
李家浩.楚大府镐铭文新释[M]∥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124.
李学勤.祭公谋父及其德论[M]∥李学勤集.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187.李学勤.释郭店

简祭公之顾命[M]∥中国哲学:20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337.清人庄述祖早已指出《礼记·缁

衣》的叶公即此篇的祭公,并以作“叶”乃字之误。庄述祖.尚书记卷五:云自在龛丛书:第一集[M].江阴缪

氏校刊本,189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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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以嬖御塞庄后”,即“不要以嬖御(宠妾)充当庄后”。今本作“疾”,则为义近。三本相较,
知今本衍“人”“御”“庄”三字。

“汝毋各家相乃室,然莫恤其外”语近《清华简·皇门》“以家相厥室,弗恤王邦王家”,而
“其皆自时中 (乂)万邦”则见《召诰》“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乂”。《洛诰》“其自时中乂,万

邦咸休,惟王有成绩”,屈万里以为中谓中土,乂为安也。① 而本篇的“ ”“ ”两字(前者下

半繁加火),也由文献对照,再次证明其当通读为“乂”。
第四次公曰:

  公曰:“於(呜)虎(呼),天子,三公,汝念哉。汝毋 ( ) ,唐唐 (厚)颜忍耻,时
惟大不弔(淑)哉。”

祭公言:“呜呼,天子、三公,你们要思量(记得)这些事,你们不要絸 唐唐(此语不明,今
本作“泯泯芬芬”,昏乱之貌,或近似),厚颜行耻辱之事,如是则大不善也。”“不淑”已见前引。
“絸”字依贾连翔补,其将“絸 ”读为“絸紧”或可参。②

第五次公曰:

  曰:“三公,敷求先王之恭明德,刑四方克中尔罚。昔在先王,我亦不以我辟 (陷)
于难,弗失于政,我亦惟以没我世。”

祭公说:“三公,要广求先王恭敬地行明德之心,并求用刑于四方皆能中法度。从前先王

(昭王)在位时,我也不使王陷入危难之境,不离弃(荒怠)政事,我也以此(勉己)终其一生。”
“明德”一语见《康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以及《多方》“以至于帝乙,罔不明

德慎罚,亦克用劝”,两例皆与“慎罚”相对,指执政者能施惠于人公平合理。而如何慎罚,亦
见《康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
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

“不以我辟陷于艰”语见《师询簋》“谷(欲)汝弗以乃辟陷于艰”(《集成》8.4342)、《毛公

鼎》“俗(欲)汝弗以乃辟陷于艰”(《集成》5.2841)。而祭公的“弗失于政”或也可以《毛公鼎》
铭中宣王赞毛公的话作注。铭文言:“父 ……引惟乃知余非,庸又(有)闻。汝毋敢荒宁,虔
夙夕惠我一人,雍我邦小大猷,毋折缄,告余先王若德,用仰昭皇天, 大命,康能四或

(国),俗(欲)我弗作先王忧。”即规过、劝谏,导之以先王之明德,不使祖先蒙羞,不辱天命。
第六次公曰:

  公曰:“天子,三公,余惟弗起朕疾,汝其敬哉,兹皆缶(保)舍(余)一人。康 之,
(蠥)伓(服)之,然毋夕 ,惟我周有常刑。”

①

②

屈万里.尚书集释[M].台北:联经出版社,2001:176.
贾连翔.清华简壹—叁辑字形校补札记[M]∥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出土文献:第四

辑.上海:中西书局,201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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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公说道:“天子,三公,我的病不会好起来,你们要谨慎啊。要保护保辅天子。要使(国
家)康宁,要勉力服事(国家),让世祀不绝,因我周有不变的典型。”

“舍”字或为“胥”,实古文字“余”下多加口,整理者以为“余一人”难通,而改读“胥一人”,
“胥”属上读,而为“保胥”,注“胥,相也”。但祭公以“一人”指称穆王,仍为不辞。

“余一人”通常为国君自称的口吻,在此祭公面对天子三公却言“余一人”,义难解,故黄

怀信也释为“保舍(胥)一人”,将“舍”上读,以“一人”为天子,译为“要保证你们所保之人的康

宁”。① 因前文也出现穆王自称“余一人”(“尽付畀余一人”),故此处的“余一人”当仍指穆

王,因此似乎从文义上将“保余一人”,释作保护或保辅天子较可行。然传本为“兹皆保之”,
未见“余一人”,孔注“言当式敬我言,如此则天下皆安之”,以为所保者是祭公的话语,从文意

来看,这种解释较合理。因此简文此处也不排除有讹文的可能。
而“余一人”以下文字,“康”及“夕”下之字,杨蒙生作“ ”及“要”,并将“康 ”读为“康

孜”,意为“勤勉并受到教导和辅佐”;“夕要”读为“射(斁)要”,意为“不要厌弃先王定下的要

约”,可备一说。②

而“余一人”以下文字,因文义不明,参考传本作解(“康子之攸保,勖教诲之。世祀无绝,
丕我周有常型。”)。

最终,王拜稽首举言,乃出。“举言”当是奉扬其言,以为圭臬义。

四、清人对传世本《祭公》的校注

《清华简·祭公之顾命》已如上述,首尾一贯,一气呵成。而传世本虽脱讹字甚多,但经

卢文弨校改,已能通读;复经朱右曾裁断诸说,在未有出土文本前,已属善本。故今日宜以

《集训校释》文字为底本,来与出土文本相校。据以为底本的原因,一则传本时期的对校工

作,黄怀信等人所著的《逸周书汇校集注》已整理得相当完善,今若再以传世最早的完本(《四
部丛刊》所收明章檗校刊本)来对校,则累重复之功;再者本文主要讨论清人校勘《逸周书》的
功过,卢书所校大抵皆元明版本之误,而朱右曾又几乎吸收了清人,包括卢校、王氏父子札记

等的成果,因此下文以《集训校释》所收《祭公》文本做讨论。而为了呈现卢、朱校勘之处,对
于《集训校释》改动章檗校本的文字加以标出。此外,校注的重点有二:一是文字的校勘(集
校);二是文义的解读(集注),合而论之。(以“传本”称呼《集训校释》文,“原本”指章檗校刊

本。方格内为补缺字,灰色为《集训校释》与章檗本有异者。)③

  王若曰:“祖祭公,予小子,虔虔在位,昊天疾威,予多时溥愆。我闻祖不豫有加,予

①

②

③

黄怀信.清华简《祭公》篇校释[M]∥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简研究:第一辑.上
海:中西书局,2012:237.

杨蒙生.清华简《祭公之顾命》“康 之,保伓之,肰母夕要”句解[M]∥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出土文

献研究:第十二辑.上海:中西书局,2013:38.
下引清人校改文字,主要依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及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

注》,未见此二书者另注。简文说法则主要参胡凯.清华简《祭公之顾命》集释[EB/OL].(2011-09-23)[2014-
11-25].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 Src_ID=1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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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敬省,不弔。天降疾病,予畏天威。公其告予懿德。”

章檗本“予小子”句前有“次”字,《集训校释》删。又朱右曾从卢校改“之威”为“天威”。
【集校注】本段文字中,传本异于简文者有“(次)予小子,虔虔在位”“溥愆”“不豫有加”

“予惟时敬省,不弔”,而多了“天降疾病”句。
传本“次”字,朱右曾以为衍文,删。今对照简本作“哀余小子,昧其在位”,知“予小子”上

尚有一字,“次”不当删。潘振以为“次”,通“佽”,助也;于鬯以为“次”当读为“咨”,《尔雅·释

诂》“咨,谋也”①。陈汉章据《诗·周颂》“闵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及《书·文侯之命》
“闵予小子嗣,造天丕愆”,以为“盖闵、汶声近,汶、次形近,故讹”②。而刘师培则以为“次”疑
“欥”讹,《说文》“欥,诠辞也”,并引《诗》“欥求厥宁”为例,则“欥”“聿”古通。“欥予小子”犹
《尚书·大诰》“越予小子”、《诗·周颂》“维予小子”也。③ 诸说中“闵”为怜悯,“佽”为助,
“咨”为谋,“欥”为语助词。

从文意来看,传本的“□予小子,虔虔在位”当是穆王自谦之辞,是导致“昊[旻]天疾威,
予多时溥愆”的结果,如同简文“哀余小子,昧其在位,旻天疾威”,哀怜我昏昧在位,使上天暴

怒。是故陈汉章的“闵”字说,就句义上而言与简本较近,而所引《书·文侯之命》“闵予小子

嗣,造天丕愆”也与后文“昊[旻]天疾威,予多时溥愆”意略同,是故诸说中“闵”义较佳。然而

是否由“汶”字讹来(次 汶 泯 闵),或可再议。
“虔虔在位”句,简文作“昧其在位”,前者为敬慎在位;后者为昏昧在位,在句中都当是自

谦之辞,由于下句为“昊[旻]天疾威”,故简文的语气胜于传本。其中传本“昊天”当为“旻天”
之误,“旻天”又见《多士》“旻天大降丧于殷”、《诗·小雅·雨无正》“旻天疾威”及毛公鼎铭的

“敃天疾畏”。④

传本的“予多时溥愆”简文作“余多时假惩”,整理者训假为大,并以惩与衍形似为说。⑤

然愆为过失(《尔雅·释言》“愆,过也”),惩为惩罚。在句中指因“旻天疾威”,故我多逢天之

降难,因之“惩”义较佳。而因传本作“愆”,故历来解作我多过失,如孔晁“言昊天疾威于我,
故多是过失”;潘振“昊天疾急威怒,降徐夷之乱,是西游之大过,较他过为多矣”,说嫌迂曲。

“不豫有加”简本作“不余(豫)有迟”,“有迟”语见《清华简·金縢》及《葛陵简》,“加”当是

①

②

③

④

⑤

于鬯还指出“魏源《书古微》云‘次字未详,而疑其有讹,非也。’朱右曾本删去次字,尤妄。观序云

‘穆王因祭祖不豫,询某守位,作祭公。’卢文弨校云,‘某当与谋同。’盖询谋守位,即本此序予小子虔虔在位

而言”。于鬯.香草校书:周书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4:200.
陈汉章.周书后案:卷下[M]∥缀学堂丛稿:初集.排印本,1936:1.
刘师培.周书补正[M]∥刘申叔先生遗书:第二册.台北:京华书局,1970:923.
李学勤曾以毛公鼎“敃天疾畏”作比,言“昊”为“旻”误。李学勤.祭公谋父及其德论[M]∥李学勤

集.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190.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下册[M].上海:中西书局,

2010:175.又沈建华在《清华简<祭公之顾命>与<逸周书>校记》中亦言“疑‘愆’与‘ ’字形近而讹”。沈建

华.清华简《祭公之顾命》与《逸周书》校记[M]∥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出土文献研究:第十辑.北京:中华书

局,20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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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的形讹。①

“予惟敬省,不弔。天降疾病,予畏天威。公其告予懿德”简本作“余惟时来视。不

(淑)疾甚,余畏天之作畏(威)。公其告我印(懿)德”。据简文,此处的“予惟敬省,不弔”当指

穆王来省视祭公之病,哀叹公遭逢此疾之不善。潘振云“省,视也”正确。而“不弔(淑)”乃针

对祭公之病况而言(简文言“不淑疾甚”可知),②但孔晁注“弔”为“至”,而言“己道不至,故天

下疾”大误。因之,陈逢衡注“言予敬省天心不至,故天降疾病于我股肱师保之臣”,唐大沛注

“言敬谨省察己所行不至于道者”,皆沿其误。
“畏天威”与“畏天之作威”意同,《周颂·我将》“畏天之威”。此句孔注“王畏守不善”,卢

(文弨)云“注‘守不善’疑讹”,孙诒让将之改为“‘王畏将不差’,不差,谓病不愈也”。“畏天

威”在此当是讳言祭公将死,孔注以之与上述的“己道不至”合读,而言“畏守不善”,孙诒让虽

能正其义,但仍为之曲解。

  祭公拜手稽首,曰:“天子,谋父疾维不瘳,朕身尚在兹,朕魂在于天。昭王之所勖,
宅天命。”

【集校注】传本的“昭王之所勖宅天命”句,孔晁注“犹明王之所勉君天下之士也”,陈逢衡

进而言曰:“勖,即冒,懋也。‘昭王之所勖’犹《君奭》言‘乃惟时昭文王迪见冒’‘昭武王惟冒’
耳。”实则依简文,此处当断读作“朕魂在于天,昭王之所,勖宅天命”。“于天,昭王之所”与简

文“朕辟昭王之所”义通。③ 而“勖宅天命”乃衍“宅天命”而来,“勖”为衍文。“宅天命”即简

文的“亡图,不知命”。意谓不要想改变天命,不知命将如何(要安于天命)。
孔注“言虽魂在天,犹明王之所勉君天下之士也”,潘振云“虽魂已在天,犹明晓王之所

勉,安宅天命”,庄述祖言“惟明德者能居天命”,朱右曾以为“勖,勉也,勉王安保天命”,都把

本句重点放在“勖”字上,而把本为祭公要穆王顺应天命来看其病重这件事,都说成了王安居

于天命了。

  王曰:“呜呼! 公,朕皇祖文王、烈祖武王,度下国作陈周。维皇皇上帝,度其心,寘
之明德,付畀于四方,用应受天命,敷文在下。”

“畀”本作“俾”,从卢校改。
【集校注】简文在“皇祖文王”前多一“周”字,而“作陈周”后也多“邦”字。与下句简文“皇

①

②

③

沈建华.清华简《祭公之顾命》与《逸周书》校记[M]∥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出土文献研究:第十辑.
北京:中华书局,2011:25.

麻爱民将“不弔”属下读,而为“不弔天降疾病”,译为“不友善的老天降下了疾病”,误。麻爱民.《逸
周书·祭公》新证[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4):31.

沈建华以为此句衍“于天”“勖”三字,若然则还须以“朕辟”为脱文。因昭王已死,有“于天”或“朕
辟”,才能名确指称已故的昭王。沈建华.清华简《祭公之顾命》与《逸周书》校记[M]∥中国文化遗产研究

院.出土文献研究:第十辑.北京:中华书局,2011:26.而黄怀信以为“亡图不知命”句,义不可解,疑有误字。
黄怀信.清华简《祭公》篇校释[M]∥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简研究:第一辑.上海:中西书

局,201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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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王受之”(传本“皇天改大殷之命,维文王受之”)同。两处皆在王名

前加“周”,据前说,或来自非周人文本。
“皇祖文王,烈祖武王,度下国,作陈周。”孔注“下国谓诸侯也”,潘振云“周地在岐山之

阳,太王所居,至文武而邦已旧,故曰陈周”,庄述祖将“国”改为“邑”,并以“度下国”指周公营

成周之事(简文亦作“国”,改“邑”,非)。陈逢衡以为“下国犹言小国,即小邦周之谓,对上帝

而言,故曰下国。作陈周者犹云陈锡哉周”。丁宗洛言“语意当是言文武所制作者陈布周

密”。朱右曾则说“言文武之安定下国,制作陈布周密”。语多分歧,据简文义当为文王、武王

定居于这块土地,并建立了周邦。诸说中以陈逢衡的说法近是。而对于“作陈周”的“陈”义,
有“陈旧”说(潘振、刘师培以为当训“久”,义近);“敷陈(陈布)”说(陈逢衡、丁宗洛、朱右曾)
以及俞樾提出的“作,始也”“陈通甸”说,①以俞说可信。俞说后又经孙诒让补正,并以“作陈

周”与“作雒”义同,谓作邦甸于周也。②

“维皇皇上帝”句与简本略同,“度其心”简本作“宅其心”,两者文献皆见(《诗·皇矣》“帝
度其心”、《书·康诰》“宅心知训”),而“宅”当读为“度”,即孔注“天度其心之能”。而潘振云

“度谓能度物制义也”则非。
“寘之明德,付畀于四方,用应受天命,敷文在下”,简文作“享其明德,付畀四方,用膺受

天之命,敷闻在下”。文王之明德来自于帝之馈与,故言文王“有命自天”“怀尔明德”,孔注以

为“寘明德其身”亦同。陈逢衡言“帝度其心,故有明德之示,以佑启我后人”,则非。
“敷文在下”当依简文读为“敷闻在下”,《文侯之命》“丕显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

闻在下”,指声名普遍地被人间所闻知,即孔注“敷其文德在下土也”。

  “我亦维有若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兹申予小子追学于文武之蔑,用克龛绍成康之

业,以将大命用夷居大商之众,我亦惟有若祖祭公之执和周国,保乂王家。”

“天命”,《集训校释》改作“大命”。“夷居”下本有“之”,据丁宗洛说删。
【集校注】本段传本多衍,“我亦惟有若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句,衍“文”“列”;“用克龛绍

成康之业”句,衍“用”字;“以将大命用夷居大商之众”为“用 成大商”之衍。而“兹申予小

子”的“申”为“由”误;“克龛绍成康之业”的“龛”为“会”之误;“执和周国”当为“盭和周国”之
误。

其中“克龛绍成康之业”的“龛”字,丁宗洛以为是“ ”之误,李学勤也将之与《史墙盘》及
《师询簋》铭相对应,认为是“ ”之讹,进一步主张将《文侯之命》“用会绍乃辟”改为“用 绍

乃辟”。③ 然陕西郿县杨家村出土《逨盘》上有“会 (召)康王”语,因此“会绍”似无须改作“

①

②

③

俞樾.群经平议卷七:周书[M]∥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178册:经部 群经总义

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17.
孙诒让.周书斠补[M].影印光绪二十六年刻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151.
李学勤.祭公谋父及其德论[M]∥李学勤集.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190.李学勤.师询簋

与祭公[M]∥安徽大学古文字研究室.古文字研究:22辑.北京:中华书局,2000:71.



厦大中文学报 JournalofChineseStudies,XiamenUniversity

20   2016年3月·第三辑

绍”。① 而“ ”之义,见《史墙盘》“ 事厥辟”,乃表“堪”,句谓在服事君王方面能胜任。② 而

因传本“龛绍”前已有“克”(表能之意),与“ ”语意重复,加上又有《文侯之命》的辞例(“用会

绍乃辟,追孝于前文人”),“会绍”为合会承继之意。故将传本的“龛”视为“会”之讹较佳。另

《史墙盘》有“盭龢于政”语(《集成》16.10175)。盭、戾同音,戾训定,即安定协于政事,此处的

“执和周国”义当近,“执”为“盭”之讹。③

此段中的“兹申[由]予小子追学于文武之蔑,克龛绍成康之业,以将大命用夷居大商之

众”的主语皆是周公与召公,因祭公为周公之孙,故穆王说“若祖周公”。“兹申[由]”,简文作

“兹迪”,“迪”亦当读为“由”。“由,道也”(《大诰》“迪民康”、《康诰》“迪吉康”,“迪”字皆率导

之义),此句孔注“言己追学文武之征德,此由周召分治之化也”,丁宗洛云“‘申’字玩注宜作

‘由’”。或许在孔晁时尚未讹。而庄述祖“申,重”;陈逢衡引施彦士说“引申予小子仰文武之

末光而不废家学也”,皆误。
“文武之蔑”,简本作“文武之曼德”,一作“蔑”一作“曼德”。黄怀信以为“蔑”亦美义,沈

建华则赞同于鬯说法,以为“蔑”为“茂”(懋)之误。孔注“己追学文武之征德”(“征德”卢校改

为“微德”),“微德”似亦注“蔑”,而王念孙以为正文但言“蔑”,但不当加德字以释之。主“蔑”
与“末”同,另解为“追学于文武之末”,④然与简文差异颇大。于鬯以为“蔑”本作“茂”,形近

而误,并将“茂”与下文“用”连读。用,庸也;庸,功也。茂用者,茂功也。此穆王言追学文武

之茂功。故下文祭公言“维文王受之,维武王大克之,咸茂厥功”⑤。言虽巧,然简文后祭公

言“成厥功”,并不作“咸茂厥功”。传本所衍的“用”字,乃卢文弨校改“周”字而来,朱右曾从

之;而庄述祖校改作“害”,说明传本“克龛绍成康”句上还有一字,若将其与上句合读则为“追
学于文武之蔑用(周? 害?),克龛[会]绍成康”,今简本作“曼德”,或者“蔑用”正是“茂惪

(德)”之讹。
“会绍”为合会承继,“夹绍”为夹辅承继,或为不同文本间的差异。“以将大命用夷居大

商之众”,潘振言“以奉天命,以平安大商之众也”,陈逢衡言“请天命,克抚此有殷遗也”。今

对照简文后可知“克龛绍成康之业,以将大命用夷居大商之众”,当作“克会绍成康,用夷大

商”。“之业”“以将大命”“居”“之众”衍,很可能皆注文误入正文。
“执和周国”,孔注“执谓执其政”;潘振作“(祭公之)执政绥和周国”;庄述祖读“执”为

“埶”,治也,言“祭公盖以三公治东都,嗣周公之事”;朱右曾读“执”为“执持”,皆不正确。
刘师培曾以为此段多衍文,其言“我亦维有若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兹申予小子追学于

文武之蔑”句,“列祖召公以上语属上节;兹申予小子以下别为一节,与上节对文。考《尚书·
君奭》举商臣以例周臣,《文侯之命》举先正以例晋文,与此篇文例正同。此文‘我’字确系衍

文,亦维有若云云,冢上文文武言,与下我亦维有若祖祭公云云对词,犹《君奭篇》所谓‘惟文

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云云。‘召公’以下当有脱语,‘兹申予小子’以下犹《文侯

①

②

③

④

⑤

魏慈德.古文字资料对先秦古籍的补正举例[M]∥林庆彰,蒋秋华.经典的形成、流传与诠释.台湾:
学生书局,2007:42.麻爱民.《逸周书·祭公》新证[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4):30.

“ ”通“堪”说,见裘锡圭.史墙盘铭解释[M]∥裘锡圭学术文集:第三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17.
李学勤.祭公谋父及其德论[M]∥李学勤集.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190.
王念孙.逸周书:弟四[M]∥读书杂志.光绪观古堂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26.
于鬯.香草校书:周书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4:200.



从出土的《清华简·祭公之顾命》来看清人对《逸周书·祭公》篇的校注 语言文字研究

2016年3月·第三辑 21   

之命篇》‘闵予小子’下别为节也。明己身亦赖召公为辅,自今本衍‘我’字,而其义不可

通”①。
今观简文,“我”字既非衍文,“召公”以下亦未见脱语,而且“我亦维有若”句与“兹申予小

子”须连读不可拆分,刘说不确。

  王曰:“公称丕显之德,以予小子扬文武大勋,弘成康昭考之烈。”

【集校注】此句传本与简本文字近同,传本“扬文武大勋,弘成康昭考之烈”,简本作“扬文

武之烈,扬成康昭主之烈”。孔晁注“称,举也”;唐大沛云“扬,表扬也”;庄述祖言“文略同《洛
诰》”,皆是。朱右曾“扬,续也”,则非。

  王曰:“公无困我哉! 俾百僚乃心,率辅弼予一人。”

【集校注】此段传本缺“呜呼”二字,传本“公无困我哉,俾百僚乃心”句,孔注“言公当使百

官相率和辅弼我,不然则困我”。潘振云“言公无以告病困我,使百官心皆辅弼予一人也”。
对于“公无困我哉”句,孔注以为是“俾百僚乃心”句的结果句;而潘说则认为是祭公的病笃将

使王困,二者皆不辞。简本作“公,汝念哉”,为提示期望之语(公,您要思量),传本的“公无困

我哉”或当为“公,无困哉”(公,您勿自伤穷困),《洛诰》亦见“公无困哉”,衍“我”字。
“俾百僚乃心”句少一动词,据《师询簋》《 盨》“敬明乃心”来看,当脱“明”字。② “俾百

僚明乃心,率辅弼予一人”与“逊措乃心,尽付畀余一人”,前者勉祭公能使百官明其心志,相
率辅弼穆王,后者则希冀祭公顺定其心,尽力辅佐穆王。两者异文。

  祭公拜手稽首曰:允乃诏,毕桓于黎民般。

【集校注】此段文字简文在“拜手稽首”前有“懋”,传本无。两相对照,传本的“允乃诏,毕
桓于黎民般”中,“允”当作一句;“乃诏”与“毕桓于黎民般”当合为一句。“于黎”为“井利”之
讹;“民般”为“毛班”之讹。而“允”下夺“哉”字。

“毕桓于黎民般”据简文当是指“毕貆、井利、毛班”三人,此句孔注“般,乐也,言信如王

告,尽治民乐政也”。训“毕”为“尽”;“般”为“乐”,知当时文字已讹误。后来的潘振、庄述祖、
朱右曾等人,也都训“般”为“乐”;不同者,惟在“桓”义为“忧”或“和”上作解而已。其中比较

特别的是王念孙和于鬯的说法,王念孙以为:

  案孔训般为乐,而加政字,以增成其义,殊有未安。予谓桓疑相之误;般疑服之误,
毕相于黎民服者,毕,皆也;相,治也。服,事也;于,语助耳。言王之所诏皆治民之事也。

①

②

刘师培.周书补正:卷六[M]∥刘申叔先生遗书:第二册.台北:京华书局,1970:923.
蔡哲茂.金文研究与经典训读———以《尚书·君奭》与《逸周书·祭公篇》两则为例[J].东华汉学,

2010,12(12):11.李学勤.师询簋与祭公[M]∥安徽大学古文字研究室.古文字研究:22辑,北京:中华书

局,2000:71.麻爱民.《逸周书·祭公》新证[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4(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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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注云“信如王告,尽治民乐政也。”则所见本尚作相,故以治民解之,唯服字已误作般,
故训为乐耳。①

此处以“桓”为“相”之误,将“般”视为“服”讹,并训为事,仍不离治民之义。王氏受限于

时代的认知,仅能就孔注来推论传本原貌,殊为可惜。于鬯以为:

  旧读“允乃诏”为句,则“毕桓于黎民般”六字尤不成义。孔解谓“尽治民乐政也”。
晦曲已甚。王念孙《杂志》政(改)“桓”为“相”,改“般”为“服”,然义亦卒不了。鬯妄谓

“允”当一字为句。“毕桓”者人氏名,疑毕公高之后,毕公高为文王第十五子,则桓实周

之族姓而沈在下位者。故曰黎民般。般之言班也。班般字通,不胜枚证。毕桓在黎民

班中而诏之,若云举毕桓于俦类之中耳。上文云:“王曰:公无困我哉! 俾百僚乃心,率
辅弼予一人。”意似欲祭公于百僚之中举贤以辅我,故公曰允。允者,诺王也。于是举毕

桓以自代。②

虽说言“举毕桓以自代”有曲说处,但能将“允”作句读,及指出“毕桓”为人名(毕公高

后),“般”通“班”字,亦可谓卓识。

  公曰:“天子,谋父疾维不瘳,敢告天子,皇天改大殷之命,维文王受之,惟武王大克

之,咸茂厥功。”

“惟”本作“维”,“克”本作“败”,《集训校释》改。
【集校注】此段文字传本中的“天子”当为“三公”之误,其导致了上文出现的“毕桓、于

[井]黎(利)、民[毛]般[班]”句不得解。③ 而“疾维不瘳”前脱“朕”字;“大克之”与“大败之”
义近;“咸茂厥功”简文作“成厥功”。简文的“成厥功”句乃上承“大败之”而来,故传本的“咸”
(孔注“文王以受命为美,武王以克殷为美,故曰咸也”)当为“成”之误,并衍“茂”字。④

  “维天贞文王之董用威,亦尚宽壮厥心,康受乂之,式用休。亦先王茂绥厥心,敬恭

承之。维武王申大命,戡厥敌。”

“董”本作“重”,据卢校改。
【集校注】此段文字中,缺、衍、倒、讹文皆见。“维天贞文王”后缺“之志”;“之董用威”当

①

②

③

④

王念孙.逸周书:弟四[M]∥读书杂志.光绪观古堂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27.
于鬯.香草校书:周书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4:200.
蔡哲茂以为“猜测今本整理者因为上文有‘天子,谋父縢(朕)疾维不瘳’相同句法,便将‘三公’改为

‘天子’二字,然后‘毕桓、井利、毛班’三个人名就讹误成‘毕桓于黎民般’,造成我们今日所看到的版本”。
蔡哲茂.读清华简《祭公之顾命》札记第三则[EB/OL].(2011-05-04)[2014-11-25].http://www.bsm.org.cn/

show_article.php?id=1473.
刘国忠.试析清华简《金縢》篇名中的称谓问题[M]∥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简研

究:第一辑.上海:中西书局,2012: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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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董之用威”,倒;“康受乂之,式用休”衍“之”,“乂”为“亦”讹,“亦先王茂绥厥心”衍“先王”;
“武王申大命”当为“武王中大命”。

传本“维天贞文王”句,简文作“奠我文王之志”,俞樾言:“按此本作‘维天贞文王,董之用

威’。故孔注曰‘董之用威,伐崇黎也’。今本‘董之’二字误倒,当据注乙正。孔解贞字之义,
未得。贞当训定,《释名·释言语》曰‘贞,定也’。文王之时,天命已定矣,故曰贞。”①简文相

对于“贞”者作“奠”,“奠”有“定”义,故俞说可通。然“董之用威”当解为天以天威监督文王,
非文王重之用威,以伐崇黎。此外“茂绥厥心”的主语亦是皇天上帝(皇天上帝茂绥文王之

心),而传本在其前衍了“先王”,反成了先王茂绥文王之心。如潘振言“先王,太王王季也”,
误矣。“康受乂之,式用休”句,潘振已指出“式,语辞”,而译作“文王安受方国而治之,移风易

俗,治用休美”。依简文,“康受”“用休”的对象都是文王,即上天安宁文王以美善之事,非文

王治用休美。

  公曰:“天子,自三公上下,辟于文武,文武之子孙,大开封方于下土。天之所锡,武
王时疆土,丕维周之基,丕维后稷之受命是永宅之。维我后嗣,旁建宗子丕维周之始

并。”

“封方”本作“方封”,据王引之说改。“基、丕、维”三字原缺,据卢说补。

【集校注】此段文字传本多衍、脱,“天子,自三公上下辟于文武”当是“天子、三公,我 自

上下辟于文武”,“我”为脱文,“自”为倒文;而“文武之子孙,大开封方于下土。天之所锡,武
王时疆土”句相对于简文“皇甚方邦”,除“天之所锡疆土”外,余可能皆为衍文。其中“大开封

方于下土”当属上读(即“天子、三公,我 自上下辟于文武大开封方于下土”);“旁建宗子,丕

维周之始并”当依简文读为“方建宗子,丕惟周之厚屏”。
此句孔注作“辟,法也。言我上法文武,方大开国旁布于下土”。“我”字难解,然今传本

并不见“我”字,但孔注却言“我”,比对简文,推测其字后来脱夺。“我”在简文中为祭公,为作

譬的主语,而“我自上下辟于文武大开方封于下土”即简文“我亦上下卑于文武之受命”,一以

“文武之受命”;一作“文武大开方封于下土”,义近。而庄述祖以“上下”之“下”当为“帝”(古
文帝从上)之讹,误。“封方”本作“方封”,王引之以为封邦古字通;方旁古字通,言乃“大开我

国之疆界徧于下土也”②,即文武王受命之事。
上句的“辟”字自孔注以来,或解为“法”,或解为“征辟”(陈逢衡),或解为“助”(孙诒让),

然如此都会使文义变成“我(指祭公,或三公上下)法(征辟、助)于文武。文武之子孙,大开方

封于下土”,实不辞。“辟”仍当作“譬”解,即以文武受命前后之事作譬。
传本“天之所锡,武王时疆土,丕维周之基,丕维后稷之受命,是永宅之”,即上句譬于文

武受命前之例,依简文“武王时”疑衍,“丕维周之基”优于简文“丕惟周之旁”义。
“维我后嗣,旁建宗子,丕维周之始并”句,“始并”当依简文读为“厚屏”。孔注“始并天

①

②

俞樾.群经平议卷七:周书[M]∥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178册:经部 群经总义

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17.
王念孙.逸周书:弟四[M]∥读书杂志.光绪观古堂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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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卢文弨已指出惠氏(惠栋)云“并即屏,古字通”。而今亦知“始”为“ (厚)”误。①

  “呜呼,天子三公监于夏商之既败,丕则无遗后难,至于万亿年,守序终之。既毕,丕
乃有利宗,丕维文王由之。”

【集校注】此段传本多衍,除句首衍“三公”外,在“无遗后”下衍“难”,“守序终之”衍“终”;
而“既毕,丕乃有利宗”即简文“既沁,乃有履宗”;“丕维文王由之”句中“王”乃“武”讹(俞樾)。

“守序终之”孔注“守其序而终也”,此乃祭公对穆王语,“守序之”即“守而传述之”,而简

文“参叙之”是指祭公要王参验承述此事(夏商既败,无遗后),义近。然加上“终”后,就变成

了祭公勉王能有终,如潘振言“守相传之序,而享国能有终”,唐大沛言“守序犹言继序。终,
永终也,长久之意,犹言勿替引之也”,多了一层意思。

“既毕,丕乃有利宗”句难解,唐大沛言“‘既毕’二字上下疑有脱误”。其简文作“既沁”,
故不当有脱文。“沁”字整理者读为“咸”,训为“终”,以呼应传本。② 其当是指知上所言之

理。“丕乃有利宗”,潘振云“大有利于宗”、陈逢衡云“利宗谓有益周室”。从上下文来看“既
毕,丕乃有利宗”当对祭公所言之总括;而下文云“丕维文武由之”,即要从文武之道。“宗”为
“主”,“利”简文作“履”,故此句当为知其理,乃能有所履之宗(施政的方向)。

  公曰:呜呼! 天子,我丕则寅哉寅哉! 汝无以戾反罪疾,丧时二王大功。汝无以嬖

御固庄后;汝无以小谋败大作,汝无以嬖御士疾庄士大夫卿士,汝无以家相乱王室,而莫

恤其外。尚皆以时中乂万国。

“丕”本作“不”,《集训校释》改。“反”原缺,据卢校补。“庄士”二字据王念孙说补。
【集校注】上段文字为祭公嘱穆王勿以私害公的三事,传本“汝无以戾反罪疾,丧时二王

大功”,简文作“汝毋以戾兹罪辜,亡时远大邦”,“丧二王大功”与“亡时远大邦”义近,指失文

武之道(离弃了大邦之道)。“戾反罪疾”,潘振云“与道相乖为戾;与道相背曰反,反乎道,无
以免乎天地之间,故曰罪”。

而汝无以三句,传本作“固庄后”“小谋败大作”“疾庄士大夫卿士”,简文二处动词作“息
(塞)”(“息尔庄后”“息大夫卿士”),故此处的“固”亦当引申为“塞”(固塞义。庄述祖已言);
传本“疾”同《礼记·缁衣》引文,与“塞”义近。而“疾庄士大夫卿士”语中“庄”为衍文。王念

孙读“固”为“婟”,举《说文》“婟,嫪也”为证,言婟与嫉妬同义,相对于简文二处用“息”而言,
仅能句解,不能通其义。而潘振读“固”为“锢”,解为以嬖宠之御妾禁锢正后;朱右曾读“固”
为“陋”,皆非。

“汝无以家相乱王室,而莫恤其外”句,简文作“汝毋各家相乃室,然莫恤其外”。此句为

祭公告穆王语,告诫其不要使己家只顾其室,而莫恤于外。故“乱”为衍文,“而”为倒文,当作

①

②

沈建华以为“始”为“后”字形近而讹,或可参。沈建华.清华简《祭公之顾命》与《逸周书》校记[M]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出土文献研究:第十辑.北京:中华书局,2011:31.
后又改读为“减”,通“咸”,以训绝。沈建华.清华简《祭公之顾命》与《逸周书》校记[M]∥中国文化

遗产研究院.出土文献研究:第十辑.北京:中华书局,20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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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无以家相而室莫恤其外”。句中的“家相”,孔注以为“倍臣”;庄述祖“家相,私人”;陈逢衡

“家相,谓同姓”;唐大沛“家相,内臣也”;朱右曾“家相,嗜利营私者”,皆非。实当读为“以家

相而(尔)室”,“相”为动词。陈汉章已指出此语同《皇门》,但仍误以为“此言家相有如作福作

威之皇父者”①,殊为可惜。

  呜呼! 三公,汝念哉。汝无泯泯芬芬,厚颜忍丑,时维大不弔哉。

【集校注】此段句首传本缺“天子”,而简文末段有残字,可依传本推测简文意思。简文的

“□ 唐唐”或为“泯泯芬芬”义,孔注“泯芬,乱也”;潘振“泯泯,昏也。芬芬,乱也”;庄述祖

“泯泯芬芬,相蒙乱也”。传本“厚颜忍丑”与简本“厚颜忍耻”义同。“时维大不吊哉”,孔注

“如是则大不善者也”。

  昔在先王我亦维丕以我辟险于难,不失于正,我亦以免没我世。

【集校注】此段传本缺“曰:三公,敷求先王之恭明德,刑四方克中尔罚”一段,可能是一简

之数,而依简文数算来,只18字,传本文字或是书于相当于《郭店简·语丛四》《清华简·别

卦》及《清华简·保训》一类型制的短简。
传本的“我亦维丕以我辟险于难”句,“维”为衍文,“丕”为“不”之误(庄述祖已言),而孙

诒让还指出“险”当通读为“陷”。② “不失于正”即“不失于政”,“我亦以免没我世”句,“免”字
亦衍。孔注“言我事先王,遇大难险而不失,故能以善没世”,依简文其义为“我事先王,不使

先王遇大难(陷于难)”。“我亦以免没我世”句,王念孙改为“我亦以克没我世”,言能终我世

也。③ 实则“免”为衍文,不烦改字。

  呜呼,三公,予维不起朕疾,汝其皇敬哉,兹皆保之。

【集校注】此段传本未有“公曰”语,与上段连读。“予维不起朕疾”简文作“余惟弗起朕

疾”;“汝其皇敬哉,兹皆保之”,简文作“汝其敬哉,兹皆保余一人”,“皇”为衍文。
“兹皆保之”孔注“如此则天下皆安之”;庄述祖言“所言皆宜任以为己责”;陈逢衡引施彦

士语“兹皆保之言当共保天命也”;丁宗洛“保兼保国保家,故曰皆保”,以保的对象为国家、天
命,然简文作“保余一人”,“余一人”在此指穆王,祭公期许三公辅保穆王。

  曰康子之攸保,勖教诲之。世祀无绝,不我周有常刑。王拜手稽首党言。

【集校注】“不我周有常刑”中的“不”当是“丕”之讹,“党言”庄述祖作“善言”,当依简本作

“举言”。“康子之攸保,勖教诲之”孔注“子之所宜安,以善道勉教之”;唐大沛“康子之康似当

①

②

③

陈汉章.周书后案:卷下[M]∥缀学堂丛稿:初集.刻本,1936:1.
孙诒让.周书斠补[M].影印光绪二十六年刻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152.
王念孙.逸周书:弟四[M]∥读书杂志.光绪观古堂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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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乐字解”,简文的“康 ”或即“康子”之义。

五、传世本《祭公》文字勘正及清人校改分析

根据前一节的讨论,可以对传世本《祭公》的文字讹误情形加以归纳。兹依误、衍、脱、倒
例为说。分别以“﹝﹞”、“﹛﹜”、“□”、“[≒]”标注。前半为传本文字,“→”后为改正之文。

(一)误

误字即错字,传本《祭公》与出土本对校后,确定是误字或很可能是误字的有(将正确的

字加以[]书于误字后,{}为衍文):
(1)昊天疾威,予多时溥愆。→昊[旻]天疾威,予多时溥愆[惩]。
(2)不豫有加。→不豫有加[ (迟)]。
(3)兹申予小子追学于文武之蔑,用克龛绍成康之业,以将大命,用夷居大商之众。→兹

申[由]予小子追学于文武之蔑[茂]用[惪],克龛[会]绍成康{之业},{以将大命}用夷{居}大
商{之众}。

(4)执和周国。→执[盭]和周国。

(5)允乃诏,毕桓于黎民般。→允 哉 ,乃诏毕桓、于[井]黎(利)、民[毛]般[班]。

(6)公曰:天子,谋父疾维不瘳。→公曰:天子[三公],谋父 朕 疾维不瘳。

(7)维武王大克之,咸茂厥功。→惟武王大克之,咸[成]{茂}厥功。
(8)康受乂之,式用休。→康受乂[亦]{之},式用休。
(9)武王申大命。→武王申[中]大命。
(10)丕维周之始厚并。→丕维周之始[ ,厚]并(屏)。
(11)既毕,丕乃有利宗,丕维文王由之。→既毕,丕乃有利宗,丕维文王[武]由之。
(12)昔在先王我亦丕以我辟险于难。→昔在先王我亦{维}丕[不]以我辟险(陷)于难。
(13)王拜手稽首,党言。→王拜手稽首,党[举]言。
(14)不我周有常刑。→不[丕]我周有常刑。
其中“昊与旻”“加与 ”“申与由”“蔑与茂”“龛与会”“执与盭”“于与井”“民与毛”“咸与

成”“申与中”“始与 ”“丕与不”都是形近而讹;“般与班”“乂与亦”则为同音误字;“丕维文武

由之”作“丕维文王由之”则是上下相因而误。有些误字会造成文义理解上的困难,如“公曰:

天子[三公],谋父 朕 疾维不瘳”。句因讹“三公”为“天子”,使上文的“毕桓、于[井]黎(利)、

民[毛]般[班]”不得解,成为传本《祭公》中的一个谜。
王引之指出经传中的误字有来自于形讹、上下相因而误、上文因下而省、增字解经等原

因。其中传本《祭公》的误字主要来自形讹与增字解经两种。其曾举“戊与咸相似,而误为

咸”(《尚书》)、“戊与成相似,而误为成”(《礼记》),①正可与“蔑与茂”“咸与成”例合观。

① 通说下十二条“形讹”。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卅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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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衍

衍字指多余的字,传本《祭公》与出土本对校后,确定是衍字或很可能是衍字的有(以{}
标出衍字):

(1)朕魂在于天。昭王之所勖,宅天命。→朕魂在于天,昭王之所,{勖}宅天命。
(2)我亦惟有若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我亦惟有若{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
(3)用克龛绍成康之业,以将大命用夷居大商之众。→{用}克龛[会]绍成康{之业},{以

将大命}用夷{居}大商{之众}。

(4)公无困我哉! → 呜呼 ,公无困{我}哉!

(5)武王大克之,咸茂厥功。→武王大克之,咸[成]{茂}厥功。
(6)康受乂之,式用休。→康受乂[亦]{之},式用休。
(7)亦先王茂绥厥心。→亦{先王}茂绥厥心。
(8)天子,自三公上下,辟于文武,文武之子孙,大开封方于下土。→天子,[自≒三公

我 ]上下辟于文武{文武之子孙}大开封方于下土。

(9)天之所锡武王时疆土。→天之所锡{武王时}疆土。
(10)呜呼,天子三公监于夏商之既败,丕则无遗后难,至于万亿年,守序终之。→呜呼,

天子{三公}监于夏商之既败,丕则无遗后{难},至于万亿年,守序{终}之。
(11)汝无以嬖御士疾庄士大夫卿士。→汝无以嬖御士疾{庄}士大夫卿士。
(12)汝无以家相乱王室,而莫恤其外。→汝无以家相{乱王}[室≒而]莫恤其外。
(13)昔在先王我亦维丕不以我辟险于难。→昔在先王我亦{维}丕[不]以我辟险

(陷)于难。
(14)我亦以免没我世。→我亦以{免}没我世。
(15)汝其皇敬哉,兹皆保之。→汝其{皇}敬哉,兹皆保之。
上例中几乎都属增字解经例,如“{勖}宅天命”“{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咸[成]{茂}

厥功”“丕则无遗后{难}”“上下辟于文武{文武之子孙}大开封方于下土”“汝其{皇}敬哉”等
等。其中在周公及召公名前加“文”与“列”,盖仿文王(文祖)武王(烈祖)而来;“咸[成]{茂}
厥功”因“成”误为“咸”,句中少了动词,故又增“茂”字;“上下辟于文武{文武之子孙}大开封

方于下土”,因不解“上下辟于文武”义,把以文武受命前后之事作譬,误解为上法文武,故下

子孙大开封土,因而衍“文武之子孙”句。
亦有旁记之字误入正文者,①如“我亦以{免}没我世”,其中“免”即注“没我世”。而衍文

也会造成文义理解的错误,如“公无困{我}哉”简文作“公汝念哉”据文义当为“公,您勿自伤

穷困,要率百官辅弼我”。但孔注“言公当使百官相率和辅弼我,不然则困我”,潘振云“言公

① 《经义述闻》中说道:“家大人曰:书传多有旁记之字,误入正文者,《墨子·备城门篇》‘令吏民皆智

之’,智古第知字也,后人旁记知字,而写者并存之,遂作‘吏民皆智知之’。”通说下十二条“衍文”。王引之.
经义述闻:卷卅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1302.也有误将正文刻成注文,而造成脱文者,如程

荣本《皇门》“论择元圣武夫,羞于王所,其臣以至十(“于”之误)有分私予(“子”之误)”。“羞于王所”句下孔

注“言旁自羞进”,然清华简作“自厘臣至于有分私子”,程本“其臣以至于”句上缺“自”字,知“言旁自羞进”
的“自”乃正文而被误入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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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以告病困我,使百官心皆辅弼予一人也”,皆非。“亦{先王}茂绥厥心”本指上帝“茂绥”文
王之心,衍“先王”后,反成了先王(太王王季)茂绥文王之心。

(三)脱

脱字指缺字,传本《祭公》与出土本对校后,确定是脱字或很可能是脱字的有(以□将脱

字标出):

(1)俾百僚乃心,率辅弼予一人。→俾百僚 明 乃心,率辅弼予一人。

(2)允乃诏,毕桓于黎民般。→允 哉 ,乃诏毕桓、于[井]黎[利]、民[毛]般[班]。

(3)公曰:天子,谋父疾维不瘳。→公曰:天子[三公],谋父 朕 疾维不瘳。

(4)维天贞文王之董用威。→维天贞文王之 志 ,董 之 用畏(威)。

(5)天子,自三公上下,辟于文武,文武之子孙,大开封方于下土。→天子、[自≒三公

我 ]上下辟于文武{文武之子孙}大开封方于下土。

(6)呜呼! 三公,汝念哉。→呜呼! 天子 、三公,汝念哉。

上例中“俾百僚 明 乃心”因少了动词,故注者错以“乃”为动词,如“乃心,一心也”(潘

振);“乃心犹言尽心”(朱右曾)。而“允乃诏毕桓、于黎、民毛般”句中,更因脱了“哉”字,造成

断句上的错误(“允乃诏”),加上后句的“三公”讹成了“天子”,使得代表三公名的“毕桓于黎

民般”,一直到简本出土才令人恍然大悟。

(四)倒

倒有倒文或倒句,指文字或句子次序颠倒,确定是倒文倒句或很可能是倒文倒句者有

(以[≒]将倒文标出,≒前后的文字颠倒):

(1)天子,自三公上下,辟于文武。→天子、[自≒三公 我 ]上下辟于文武。(即“天子、三

公,我自上下辟(譬)于文武。”)
(2)汝无以家相乱王室,而莫恤其外。→汝无以家相{乱王}[室≒而]莫恤其外。(即“汝

无以家相而室,莫恤其外。”)
“天子,自三公我”一句,因“自”字倒文,使得本义为“自上下作辟”变成了“自三公上下”,

由作譬的前后,错成了文武百官上下。而“汝无以家相而室”的“而”本为指代词,却变成了连

词。
在检视清人作注作解《祭公》的同时,也发现有校勘正确及臆说过当者,以下略述。

(一)校勘正确例

“兹申予小子追学于文武之蔑,用克龛绍成康之业”句,于鬯指出“蔑”本作“茂”,形近而

误,并将“茂”与下文“用”连读;“用”文言庸也,“庸”,功也。茂用者,茂功也。此穆王言追学

文武之茂功。故下文祭公言“维文王受之,维武王大克之,咸茂厥功”,简本作“兹迪学于文武

之曼德,克夹绍成康”,与于鬯的“兹申[由]予小子追学于文武之茂用,克龛[会]绍成康{之
业}”近。而“茂用”当即“茂惪”之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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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传本“允乃诏,毕桓于黎民般”句,于鬯主张断句为“允。乃诏毕桓于黎民般[班]”,
最接近简本文句。其并正确地指出“毕桓”为毕公高之后。

(二)臆说例

“我亦维有若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兹申予小子追学于文武之蔑”句,刘师培以为此段多

衍文。言“案‘列祖召公’以上语属上节;‘兹申予小子’以下别为一节,与上节对文。考《尚
书·君奭》举商臣以例周臣,《文侯之命》举先正以例晋文,与此篇文例正同。此文‘我’字确

系衍文,‘亦维有若’云云,冢上文文武言,与下我亦维有若祖祭公云云对词,犹《君奭篇》所谓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云云。‘召公’以下当有挩语,‘兹申予小子’以下犹

《文侯之命篇》‘闵予小子’下别为节也。明己身亦赖召公为辅,自今本衍‘我’字,而其义不可通”。
意谓句当为“{我}亦维有若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缺文)。兹申予小子追学于文

武之蔑”。今对照简文,此句当连读,不当分上下属,指周公召公佐国之大业,并引导着追学

文武之德。传本作“我亦惟有若祖周公暨祖召公,兹迪袭学于文武之曼德”,“我”非衍文;“召
公”下亦未见缺文。

王念孙以为“毕桓于黎民般”句,“桓”为“相”之讹;“般”为“服”之误。“毕相于黎民服”言
王之所诏,皆治民之事也。而对于“女无以嬖御固庄后”句,亦主张“固”读为“婟”,举《说文》
“婟,嫪也”为证,言婟与嫉妬同义。皆见其大胆改字,与勇于自信处。

六、结语

总体而言,传本《祭公》的文字误、衍、脱处都很多,造成了历来难解,今幸得见出土文本,
使文义可完。清代学者在面对错舛脱讹的文本时,有很多胜说,得出土本可互证,是其难得

处;然有些未能与出土本相合的校改处,也并非都不能信,只是其未能符合原文内容。而传

本亦有胜于出土本处,如“丕维周之基”,便胜于简文的“丕惟周之蒡(旁)”;“汝其敬哉,兹皆

保之”可能是简文“汝其敬哉,兹皆缶(保)舍一人”的本义;“世祀无绝,丕我周有常刑”也可能

是简文“然毋夕□,惟我周有常刑”的本义。

Re-examiningQingDynastyScholars􀆳Proofreadingand
AnnotationofYiZhouShuZhaiGongontheBasisof

theUnearthedTsinghuaBambooSlipsZhaiGongZhiGuming

WeiCide
(Department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

DongHwaUniversity,Hualian974,Taiwan)

  Abstract:TherehavebeenmultipletextualversionsofYiZhouShuintheprocessof
circulatingthetext,andnonecouldbedeemedasauthoritative.Drawingontheuneart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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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nghuabambooslipsZhaiGongZhiGuming,thisarticleusesnewmaterialsandnew
methodsto re-evaluate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Qing Dynasty scholars􀆳
proofreadingandannotationofYiZhouShuZhaiGongandidentifiesfourmaintypesof
textualerrorsinthereceivedversionsofZhaiGong,namely,erroneousness,inadvertent
insertion,omissionandtransposition.

Keywords:ZhaiGong,YiZhouShu,Tsinghuabambooslips,proofreadingand
annotation,WangNiansun,Yu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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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卜辞中“白羌”的有无与相关问题
张惟捷

(厦门大学 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在甲骨学领域中,《合集》3410“白羌”一词一直是个争议的焦点,因为对此词的识

读正确与否,牵涉商代印欧人种是否曾生活于中国内地的重大问题。历来学者多认为此词

是商王贞问白种羌女是否生育白皮肤后代的确证,然而最近学者透过缀合,将此版龟腹甲与

《合集》11051重新合并,得出新的卜辞,显示其内容实与白羌无关,而事实上属于对马匹生

育后代的贞问。本文对其进行了探讨,并同时针对此类马匹的名称问题,以及甲骨文中到底

是否存在关于白种人的卜问,分别做了相关研究。
关键词:甲骨;白羌;白种人;缀合;騽

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殷人“尚白”的文化,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由于此现象能借由卜辞与传世文献进

行双重映证,历来获得较多的瞩目。在甲骨文中,关于祭祀时选用白豕[《合集》(以下简称

《合》)995]、白牛(《合》1280)、白豖(《合》1524)、白彘(《合》1990)、白牝(《合》7399)、白牡

(《合》22904)的贞问屡见不鲜,相较于其他颜色,“白”在殷人心中确实占有较为独特的地位,
这一点历来学者已有不少的讨论,而裘锡圭先生在《从殷墟甲骨卜辞看殷人对白马的重视》
一文中曾以白马为例(以下简称“裘文”)做过深入的分析,指出卜辞中往往透露出商代文化

对白马有特殊的爱好,当时人对其他颜色的马能否生出白马带有殷切的期盼。① 其观点引

证翔实,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不过,裘文在结尾处引用了一条卜辞,说明“白”可作为形容词,修饰“羌”,可能值得商

榷。他指出:

  最后,附带解释一条可以与上引占卜马崽是否白色之辞相比照的卜辞:
(29)丁亥卜□(王?):子白羌毓(育),不□(其?)白。京津2064,合3410卜辞或言

“尞白人”,姚孝遂先生以为“白人”当指其肤色而言。上引卜辞里的“子白羌”疑指商王

之子所“幸”的白皮肤的羌族女子。有一条卜旬之辞的验辞说“之日子羌女老”(《合》

① 裘锡圭.从殷墟甲骨卜辞看殷人对白马的重视[M]∥裘锡圭.裘锡圭学术文存:甲骨文卷.上海:复
旦大学出版社,2012:305-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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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21),“子羌女”与上辞的“子白羌”可能是一类人。上辞可能是在“子白羌”即将生育

时卜问所生之子的肤色是否白色的卜辞。如果上面的解释大致不误的话,白羌究竟属

于古代的哪一个种族,殷王室血统中是否可能含有少量白种的成份,就都是可以研究的

问题了。①

裘先生以敏锐眼光发掘问题着实令人钦佩,提出王室血统的相关线索更是值得注意。然而,
《合》3410该片有所残损,虽然透过体会文意能够大略得知卜辞内容,但严格说起来还是有

点问题;所幸本片最近有了新缀合,完整地还原了卜辞原貌,以下对此稍做说明。

图1

二、论目前所见甲骨文中“白羌”一词的有无

《合》3410是一片龟腹甲的右首甲,其上端断

落,不过并不影响全辞的识读。近来首都师范大学

王红女士将此片与《合》11051相缀合,后者是右前

甲,如此一来便得到了完整的卜辞,兹释文如下(参
见图1):②

1.丁 亥 卜 王: 子 白。癸 酉 毓(育),不 白。
(《合》3410+《合》11051)

透过缀合我们可以发现,原来此组卜辞并非羌

人女子生育之记录,而是关于某种马()所生后代

的贞问,商王提出的问题是此马之子是否“白”,而
验辞显示,到了46天后的癸酉日,该马生育,结果

其子“不白”。事实上,裘先生早已观察到另有《合》

3412“ 子白。不。十一月”与这里的《合》11051
很可能为同一事,③不过受限于《合》3410的残笔,
直接误导了学者判读上的结论。其他有些学者释

读《合》3410“白”下该字,亦误认为即“羌”字的上端

残笔,如《甲骨文校释总集》即径释“羌”并加“[]”以

①

②

③

裘锡圭.从殷墟甲骨卜辞看殷人对白马的重视[M]∥裘锡圭.裘锡圭学术文存:甲骨文卷.上海:复
旦大学出版社,2012:307-308.

王红.甲骨 缀 合 第 二 十 一 则[EB/OL].(2014-1-1)[2015-6-10].http://www.xianqin.org/blog/

archives/3542.html.后来王红又将此缀合体现的白羌问题,参考笔者的初稿:张惟捷.说卜辞中“白羌”的有

无与相关问题[EB/OL](2014-1-19)[2015-6-10].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 Src_ID=
2219.王红.殷人重视白马补证———以一则重要缀合为例[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36-40.进一步指出殷人已具有判断母马预产期的成熟技术,颇有见地;学者可参看。
裘锡圭.从殷墟甲骨卜辞看殷人对白马的重视[M]∥裘锡圭.裘锡圭学术文存:甲骨文卷.上海:复

旦大学出版社,201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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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拟补;①现在借由这组新缀,确认了“白”下该字乃干支“癸”字,可知原本所谓的“白羌”至
少在这组甲骨上是不能成立的。

除了本组甲骨以外,所谓“白羌”尚被认为存在于其他辞例中,也就是《合》293、296两

版,释文如下:

2.戊子卜宾贞:叀(惟)今夕用三白羌于丁,用。(《合》293=《燕》245)

3.三白羌于 。(《合》296=《存》2.195)
由于这两条辞例中的“白”字写成 、 ,与一般的“百”字作 不同,因而不少学者认为

此处应读为“三白羌”,而非量词的“三百羌”,如《摹释总集》《校释总集》均以“白羌”释之;瞿
润缗、姚孝遂、李旼姈、刘书芬、刘新民等学者均抱持相同观点,其所根据不外乎认为“卜辞中

此二字用法判然有别”、“祭祀用羌数未见超过百人之例”以及另有以所谓“白人”进行燎祭的

辞例,可与之相参照等意见。②

笔者认为,从种种迹象来判断,这两条卜辞所谓“三白羌”的释读仍不甚可靠,还是应该

释作“三百羌”为宜,关于这点我们可以透过类似文例之比对清楚看出一些端倪,试比较以下

辞例:

4.□丑卜宾贞 三百( )羌于丁。(《合》294)

5.三百( )羌用于丁。(《合》295=《续》2.16.3)
同样的祭祀动词(用)、祭祀对象(丁),同样属于宾三类字体,1~4四辞所贞问的很可能

就是同一件事情,也就是用三百羌人祭享于丁(应即武丁),只是在用字上没有严格的规范。
陈梦家先生早已察觉它们之间的关系,直接将《合》293的白羌释为“百羌”,并将其与《合》

295“三白羌用于丁”进行文法比较,可惜没有更多的讨论。③ 后来曹锦炎先生对此问题做了

较详细的申论:

  应该指出,甲骨文中“白”“百”两字的构型大体上是不混的,用法也有别。但是,在
具体使用过程中也偶尔出现互作的例子,如:(捷按:以下举出合293~296四辞,兹略)
(6)(7)两辞的“三白羌”显然应读作(8)(9)两辞的“三百羌”。……白、百互假,这是因为

“百字的造字本义,系于白字中部附加一个折角形的曲划,作为指事字的标志,以别于

白,而仍以白字为声”(捷按:引自于省吾)的缘故。④

其说立基于“白”“百”二字的同源关系,可信。陈炜湛先生同样也从合文与辞例比对的角度

①

②

③

④

曹锦炎,沈建华.甲骨文校释总集[M].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455.对于《合》3410的释文,《甲骨

文合集释文》将“白”下该字以□缺空处理,而《殷墟甲骨摹释总集》根据残笔将该字直接释为“癸”,可见后

者释者眼力绝佳。不过笔者认为,面对此类残缺较甚的字,在释文上采取类似《合集释文》的保守态度,避
免务求释出,或许是较为审慎的做法。

瞿、姚说见:姚孝遂.商代的俘虏[J].古文字研究,1979(1):378.亦载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第二

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9:1019-1026.李旼姈.甲骨文例研究[M].台北:台湾书房,2003:455.刘书芬.甲
骨文中的颜色形容词[J].殷都学刊,2010(3):19-23.刘新民.甲骨刻辞羌人暨相关族群研究[D].重庆:西南

大学,2012:19.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M].北京:中华书局,2004:101.
曹锦炎.甲骨文合文研究: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辑[G].北京:中华书局,1992: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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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过类似观点:

  甲骨文“白”作 ,既可读为方伯之“伯”,又是方国名或地名,还可指称颜色之

“白”,为形容词,偶用作百,为数词。……卜辞又有三白羌、三白牛之语,“白”究为颜色

之“白”还是数字之“百”,如无相应辞例比勘,殊难决定。《甲骨文字典》读《契》245一辞

之“白”为百(捷按:下引合293,兹略)按卜辞“羌”屡见,向无色泽之区分,此辞“三白”二
字合书作 ,此“三白羌”之非三“白羌”人甚明,而读之为“三百”羌,视白为百之假借确

较可信。再验以《合》294云(捷按:下引合294、295,兹略)所卜事类与此同而称三百羌,
足证白之当读为百。①

图2

由此可见,类似文例的比勘是解决“白羌”问题的关键。至

于卜辞中“白”“百”二字用法虽然大部分确实判然有别,但
如同曹先生所指出,仍存在少数混用的情形,在前引诸例

之外笔者另举《合》297为例来说明。此版由首都师范大

学何会女士加缀《合》431,参见图2,其相关辞例如下:②

6.□□卜贞: 羌三百 于祖 。
贞:御 于丁百羌, (衁)三牛。
两辞都是对先王进行用羌的祭祀,前一条羌三百的

“百”作 ,后一条的“百”即作 ,在同一版中出现了明确

的混用情形,且前一条羌三百的量词在后,没有误读为“白
羌”的可能,这对我们正确释读“百羌”是很有帮助的。

此外,曾有学者指出商王用羌“没有超过一百的数”,
且“三百有整而无零,更使人怀疑它不是三百而是三白”,
以此为基础申论“白羌”为羌人中“皮肤白皙,或者毛发皤白”者。③ 笔者认为,所谓用羌“没
有超过一百的数”大概是对文本不甚熟悉所导致的失检,显然质疑者没见过《合》294、295两

版卜辞,因而有此误解。而所谓“三百有整而无零”,则是商代杀牲祭祀之通例,除确指羌人

的辞例外,用百人以上行祭还可略举下述例子:

7.癸丑卜 贞:五百寇用。旬壬戌ㄓ,用寇百。三月。
贞:五百寇 (勿)用。(《合》559)

8.癸丑卜 贞:五百[寇用]。旬壬戌ㄓ,用寇[百]。(《合》560)

9.丁巳卜争贞:降, 千牛。
不其降, 千牛、千人。(《合》1027)

10.丁酉卜 贞:伐九百,示不 。(《合》3852)

①

②

③

陈炜湛.读契杂记[C]//王宇信,等.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04:6.
何会.宾组三类龟腹甲试缀一例[EB/OL].(2009-10-20)[2015-06-10].http://www.xianqin.org/

blog/archives/1716.html.
洛人.“三白羌”辨[J].史学月刊,1983(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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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笔者目前所见的例子中,尚未见到以百数以上人牲行祭而有畸零数者,这个现象

或许和商人传统的祭祀习惯有关,很难作为怀疑“百”字的依据。至于又有引用燎祭“白人”
辞例作为白羌存在的佐证,卜辞如下:

11.己丑卜□贞:燎白人。
燎白人。(《合》1039)

此处的“白”的确有指称肤色白皙之人的可能性,但由于卜辞中仅见此一例,在意义的确

认上有较模糊空间,相较于燎祭辞例中屡屡出现的以百数以上祭牲行祭的情况,如“王燎南

于大甲□百 五十”(《合》1442)、“燎三百”(《合》15545)、“ 燎于父丁百犬、百豕,卯百牛”
(《合》32674)、“百燎,卒告于父丁三牛”(《合》33033)等,可知此处的“白”应理解为与“百”字
互作,甚至只是单纯讹写的可能性还是较大的。类似的情形亦见于花东卜辞中,《花东》220
有辞云:

12.甲申卜:叀(惟)配乎曰帚好告白屯。用。

□□卜:子其入白屯,若。
此处的“白屯”是一种进献的贡品,学者已根据辞例比对,确切指出应当读为“百屯”,指

的是百位屯族之人,而非某种白色的丝织品或人物。①

综上而言,我们可以明确地指出,目前所见的甲骨文辞例中并没有所谓“白羌”的存在,
借由以上论证可以肯定这一点;裘先生在该文附注中对《合》293、296“白羌”的释读持保留态

度,或许也是观察到上述现象的缘故。② 但必须指出的是,目前辞例中不见“白羌”并不表示

商人脑海中一定不存在这种观念与印象,以颜色形容词修饰各种动物的情形早已习见于卜

辞之间,因此以同样方式修饰种族人称的情形是完全可能存在的,这一点由春秋战国时期关

于白狄、赤狄等族群的相关记载可以明确看出。
事实上,在殷商时期中原人群族属虽以蒙古种为主,③但与北方(赤峰文化区等)、西方

(鄂尔多斯、甘肃走廊等)的部族均有大量确切考古交流证据存在,兹以与商文明时间段相互

涵盖且互有影响的南西伯利亚卡拉苏克文化(KarasukCulture,1500B.C.-800B.C.)为例,近
代以来对其人骨标本进行的人种学DNA谱系分析指出,该族群带有浅色头发,以及蓝、绿
色瞳孔等高加索种特征;④根据考古所见遗物的文化交流痕迹可推断,肤色较浅的西、北人

群确应存在于商人的一般认识中,只是我们已无从得知商人在语言中是如何指称这些具有

①

②

③

④

蔡哲茂.花东卜辞“白屯”释义:第十八届中国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台北:辅仁大学中

文系、中国文字学会,2007:149-172.
裘锡圭.从殷墟甲骨卜辞看殷人对白马的重视[M]∥裘锡圭.裘锡圭学术文存:甲骨文卷.上海:复

旦大学出版社,2012:307.
韩康信.殷代人种问题考察[J].历史研究,1980(2):89-98.韩康信、潘其风.殷墟祭祀坑人头骨的种

系[M]∥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头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4:82-108.
关于卡拉苏克文化与中国古代北方文明的交流,可参李琪.史前东西民族的迁移运动———关于卡

拉苏克文化的思考[J].西北民族研究,1998(2):85-92.冯恩学.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M].长春:吉林

大学出版社,2002:350-361.DNA谱系分析结果引自C.Keyseretal.2009. “AncientDNAprovidesnew
insightsintothehistoryofsouthSiberianKurganpeople.”HumanGenetics.September2009,Volume126,

Issue3,395-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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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别异外征的异族了,限于资料,避免做出过度的臆测是较好的选择。

三、“騽”字的释读

最后,我们打算针对“《合》3410+《合》11051”此组中的马名“”稍做讨论。此马名经清

晰处理后如右图所示: ,是从马从 的一个字,仅见于《合》11051。《甲骨文字诂林》根据

《殷墟甲骨刻辞类纂》收入第1650条,摹图漏去 的“廾”旁,其按语指出“字不可识,其义不

详”①。事实上,观察此马名所从偏旁,可以确认该字即卜辞习见的 、 字(以下以△代称),

△字又可改易“廾”旁方向作 ,即此马名 旁呈现的构型,两类写法实为一字异体。②

姚萱女士曾对△字在王卜辞、非王卜辞中的用法做过很好的梳理,她分析△两手所持之

物为糸、丝或其省体,并结合其所在辞例多与治愈疾病有关做思考,认为△字的意义当与

“间”“瘳”“蠲”“瘥”相类,指病愈,进一步指出:

  我们怀疑,这个字就是“搓”的表意初文,字形像两手各执一丝绪,将其搓成丝线或

绳索一类东西之意。…… 作为“搓”的表意初文,自然可以读为意为“病愈”的“差”或
“瘥”(这两字在表示病愈义时古书常通用无别)。拿“瘥”字去读前引诸辞,大都文从字

顺,无须再多加解释。③

其说符合△字构型原理,同时质诸实际辞例,笔者认为姚氏观点应合理可信。如此看来,
《合》11051的马名似可分析为从马差声的一个字,可宽式隶定作“ ”。

此马名虽仅出现于师宾间类的《合》11051中,但值得注意的是,△字在使用上不只独立

呈现,亦偶有附加声符的现象出现,以花东甲骨来说,姚萱列举△字图例,对其中的

(44.1)、 (286.18)两形表示:

  末两形右上或左上半多出“”旁,《花东》1579页考释已指出其与前面诸形“为同字

之异构”。这类写法在全部字形中只占少数,后文举到的旧有殷墟甲骨文里这个字的异

体,也都没有这一偏旁。④

在△字上附加“”旁,黄天树先生指出很可能就是声符的加注现象,姚萱引用其说表示:

  甲骨文偏旁单复往往无别,如“ ”可省作“ ”(合20948),故“”疑即“ ”(彗)字。
“瘥”古音在从纽歌部,“”(彗)在邪纽月部,声皆为齿头音,韵阴入对转,故“”(彗)很可

①

②

③

④

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9:1602.
姚萱.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的初步研究[M].北京:线装书局,2006:201-202.
姚萱.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的初步研究[M].北京:线装书局,2006:210-211.
姚萱.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的初步研究[M].北京:线装书局,2006: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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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在会意字“ ”上加注的声符。古文字中类似加注声符之例多见。①

从音理上来看,黄先生的观点是可信的。而姚氏认为“旧有殷墟甲骨文里这个字的异体,也
都没有这一偏旁”,其实是不正确的,《合》3406反(《乙》970)已有此字,图例如右: ,仔细观

察拓本可以确认此字明显从“ ”(彗)从△,裘锡圭先生曾质疑此字“下部有些像‘衣’……似

可释为见于《仪礼》《礼记》等书的‘褶’字”,这从字形上来看可能值得商榷。
按,《合》18271有马名,作 ,此字从马从“ ”(彗),唐兰、孙海波等学者释为“騽”,裘先

生从之,可信。② 黄组卜辞亦有此马名,不过已经将声符直接写为“习”,作 (《合》37514)。③

《合》18271的辞例如下:
騽毓(育),白。(《合》18271=《乙》1654)
从字体上看,此条辞例具有宾一类以及典宾类特征,将之归入崎川隆先生分出的“过渡

2类”中较为合理。④ 在此辞中,商王关切“騽”马能否生育白子,这和《合》3410+《合》11051
对“ ”马的关切是相同的,基于两字得声偏旁的紧密关系,笔者认为“ ”和“騽”事实上只是

不同组类刻手对商代同一种马类的不同写法,仅在声符选择上有所不同,其实则并无二

致。⑤

“ ”字不见于字书;“騽”字指称马类,则是一种体色以深黑为主的骏马。《尔雅·释

畜》:“骊马黄脊,騽。”指出此种马脊毛黄而身黑的特色。至于现在流传版本的《说文解字·
马部》:“騽,马豪骭也。”徐锴《说文系传·卷十九》指出:“豪骭,马膝胫多长毛。”段玉裁《说文

解字注》:“豪骭,谓骭上有修豪也。”徐、段、桂等人都已分别指出《说文》此处和“驔”字有互混

的情形,唐兰认为当从《尔雅》的旧说。⑥ 《合》37514有辞云:“叀(惟)骊眔(暨)騽亡灾。”前面

的 字,唐兰释为“骊”,这从周原甲骨骊字 写法来看很可能是正确的;“骊”是黑马,此辞将

此二马相提并论,或许即着眼于它们的毛色相类,都以深黑色为主。裘先生讨论《合》18271
的“騽”字时便指出:“殷人希望騽马也生白子,其崇尚白马的心情跃然可见。”确属洞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姚萱.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的初步研究[M].北京:线装书局,2006:随页注1.
关于“ ”和“习”的关系,唐兰先生已有很好的探讨,参唐兰.殷虚文字记[M].北京:中华书局,

1981:20-22.蔡哲茂先生、裘锡圭先生分别进一步探讨,可参蔡哲茂.说“ ”[J].第四届中国文字学全国学

术研讨会论文集,1993:81-96.裘锡圭.殷墟甲骨文“彗”字补说[M]∥裘锡圭.裘锡圭学术文存:甲骨文卷.上
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422-430.

《新甲骨文编》已将此二形同归“騽”字条下,是很正确的。参见刘钊编.新甲骨文编[M].福州:福建

人民出版社,2009:540.
崎川隆.宾组甲骨文分类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21.
透过此马名得声偏旁所从之△或彗的关系来思考,卜辞中表示疾愈义的“△(瘥)”和“ (彗)”,很

可能也是同一语源概念在不同组类中呈现的写法差异,而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限于篇幅,拟另外专文申论。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台北:洪叶文化,1999:466-467;桂馥.说文解字义证[M].济南:齐鲁书社,

1994:826-828.唐兰.殷虚文字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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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ftheExistenceof“Baiqiang”
inOracleBoneInscriptionsandRelatedIssues

ZhangWeijie
(Department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XiamenUniversity,Xiamen361005,China)

  Abstract:Inoraclebonestudies,theword“baiqiang”hasalwaysbeenthefocusof
argumentation.TherecognitionofthiswordisrelatedtotheissuewhetherIndo-European
peopleofShangDynastyhadlivedinthehinterlandsofChinaornot.Manyscholarshave
regardedthiswordasaproofthatthekingofShangdivinedifthewhiteQianggirlcould
givebirthtowhite-skindescendantsornot.Throughrecombiningthebelly-boneoracle
3410with11051,however,scholarsrecentlyfoundnewinscriptionsoftheoraclebone,

whichshowsthatthecontenthasnothingtodowithwhiteQianggirl,butbelongstothe
prophecyabouttheoffspringsofhorses.Inthisarticle,Iexplorethenameissuesofthis
kindofhorsesandtheauthenticityofwhitepeopleinthewritingsoforaclebones.

Keywords:oraclebone,whiteQiangpeople,whitepeople,recombination,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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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著范宣子所为刑书”考
黄圣松

(台湾成功大学 中国文学系 台湾 台南 701)

  摘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曰:“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从《传》文所载孔子评

论,知“铸刑鼎”内容为“蒐于夷”后赵宣子赵盾所颁布刑法,实与范宣子士匄并无关涉。典籍

中“范”“笵”“範”常为通假,且战国玺印“ ”氏、“笵”氏皆读为“范”氏。笔者推测“著范宣子

所为刑书焉”之“范”,当是“範”字之误。“範”作名词可解为制作器物之模範,作动词可释为

以模範制作器物。若依笔者之见,此段《传》文当书作“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範’宣

子所为刑书焉”,可译为:以赋晋国的一鼓铁铸造刑鼎,并将赵宣子赵盾所为刑书制为模範,
记载其内容于刑鼎之上。《传》文所载蔡史墨对此事件之评论,其中最为关键文句为:“又加

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赵氏,赵孟与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本文认为句中“易”字

为蔓延之意,整句可释为:荀寅主张“铸刑鼎”,与中行氏交好的范氏(范鞅)与之附和同声一

气,使“铸刑鼎”之恶蔓延扩散,致使范氏步向亡途。此恶牵连赵氏,赵鞅(赵孟)参与此事,应
是不得已而为之。赵鞅愿意参与此事的主因,笔者推测应是中行、范、赵三家借此交好结盟

壮大实力,赵鞅亦欲表彰其先祖赵盾功业,乃与中行、范氏同为此事。①

关键词:左传;铸刑鼎;范宣子刑书;赵宣子刑书;蔡史墨

一、前言

《左传》记载二则关于“刑书”事件,是研究中国法制史学者重视的珍贵资料。第一则见

于昭公六年《传》:“三月,郑人铸刑书。”《传》文载晋国大夫叔向致子产书函及子产复书叔向

的内容,②知主导“铸刑书”者当是郑国执政子产。第二则见昭公二十九年《传》,乃本文讨论

范围。今不嫌辞费,迻录原文如下:

  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
仲尼曰:“晋其亡乎! 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

①

②

由于繁简转换影响本文关键字“范”“範”的释读,为避免混淆,本文将表示模范义之“范”一律以繁

体“範”表示,以明区别。
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影印本.清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版.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

749-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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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
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 贵何业之守? 贵

贱无序,何以为国? 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蔡史墨

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 中行寅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为国法,是法奸也。
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赵氏,赵孟与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①

针对“著范宣子所为刑书”之事,孔子有一番评论,并谓“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

制也”,认为将此“乱制”铸为刑书,“若之何以为法?”晋人杜预(222—285)《集解》释此段孔子

之语云:“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也。夷蒐,在文六年。一蒐而三易中军帅,贾季、箕郑之

徒遂作乱,故曰乱制。”②日人竹添光鸿(1842—1917)《左传会笺》则认为:“宣子之刑不必乱

制,然以陪臣而擅作之,故圣人谓之乱制,非因蒐生乱之谓。”③竹添氏之说亦似有理,可备为

一说。《传》文又引晋国太史蔡史墨之言,谓荀寅以下卿干犯上令而擅作刑器,“是法奸也”。
杜预《集解》释蔡史墨此段之文云:“范宣子刑书中既废矣,今复兴之,是成其咎。”④言下之意

杜预认为蔡史墨此段文字乃指范宣子之法已废,今荀寅又复用此法且铸为刑鼎。然杨伯峻

(1909—1992)《春秋左传注》认为:“范氏之法废,《经》《传》未载,不知是否杜氏揣测之言。”至
于《传》文谓“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之“易之”,杨氏指此乃“谓范氏改易被庐之法”⑤。杨

氏就“易之”二字,认为是范宣子改易被庐之法,然此说也未见他处。晁福林《春秋战国的社

会变迁》认为:“晋国本有晋卿范宣子主持制定的刑法,但并没有公布于众,直到这时才将法

律条文铸于铁鼎之上以便众所周知。……范宣子所制定的刑书很可能就是赵盾执政时这些

措施的总结。”⑥晁氏认为“范宣子刑书”乃依据“夷之蒐”后赵宣子赵盾所颁发法令修订而

成,不过也无更多证据支持其说。
依《传》文所引孔子之言,“著范宣子所为刑书”乃文公六年《传》“夷之蒐”所制定之法,关

于“夷之蒐”之记载,《左传》原文曰:

  六年春,晋蒐于夷,舍二军。使狐射姑将中军,赵盾佐之。阳处父至自温,改蒐于

董,易中军。阳子,成季之属也,故党于赵氏,且谓赵盾能,曰:“使能,国之利也。”是以上

之。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洿,本秩礼,续
常职,出滞淹。既成,以授太傅阳子与大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⑦

《传》文“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句下,杜预《集解》云:“宣,赵盾谥。”知此“宣子”乃赵宣子

赵盾,制定此常法后,“授太傅阳子与大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若以昭公二十九年

《传》所载孔子之语:“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也”,此“宣子”应非范宣子乃为赵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926.
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926.
竹添光鸿.左传会笺[M].台北:天工书局,1998:1746.
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926.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2版.北京:中华书局,2000:1505.
晁福林.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788.
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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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子。清人朱亦栋(生卒年不详)①《左传札记·卷下》已明确指出,依文公六年《传》所载:
“著刑书者乃赵宣子非范宣子也。”朱氏云:

  今之铸刑书于鼎,自是简子用其祖宣子之法,非献子用其父宣子之法也。《左氏》以
赵宣子为范宣子,自属沿误史墨一段更附会,不足信。考《家语·正谕解》:“赵简子赋晋

国一鼓钟,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无荀寅字第,其以赵宣子为范宣子,则犹仍

《左氏》之误耳。②

朱氏认为《传》文作“著范宣子所为刑书”,乃因后文蔡史墨评论提及范氏,故认为“铸刑

书”内容为范宣子刑书。至于《孔子家语·正谕解》之说,朱氏认为不仅脱漏荀寅之名,《左
传》之误仍旧沿用。朱氏之说有别以往,并具体提出推测,认为《传》文误记为“范宣子刑书”
乃受蔡史墨之言影响,其说确有见的,可惜未再深入说明。近人李玉洁主编《中国早期国家

性质———中国古代王权和专制主义研究》亦提出怀疑,认为鲁昭公二十九年(B.C.513)晋国

铸刑鼎,“赵鞅以再显赵盾之法是可能的。故所谓的‘范宣子刑书’,当是‘赵宣子刑书’。
‘赵’误以为‘范’”③。李氏认为“范宣子刑书”当是“赵宣子刑书”之误,仅以数言带过,未有

具体论证。笔者推敲《传》文内容,认为朱、李二氏观点可再深入申论,今不惴疏陋著成此文,
就教于方家学者。

二、姓氏“范”为“模範”之“範”讹误

昭公二十九年《传》曰:“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杜预

《集解》云:“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也。夷蒐,在文六年。一蒐而三易中军帅,贾季、箕郑

之徒遂作乱,故曰乱制。”④《传》文所指“夷之蒐”乃鲁文公六年(B.C.621),即晋襄公六年之

事,晋国“舍二军”而缩编将佐员额,将帅佐人事重新调整。《传》文曰:“使狐射姑将中军,赵
盾佐之。阳处父至自温,改蒐于董,易中军。阳子,成季之属也,故党于赵氏,……是以上之。
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杜预《集解》云:“宣,赵盾谥。”⑤“蒐于夷”时原已排定由狐射姑任中

军帅、赵盾为中军佐,阳处父“改蒐于董”而改易中军帅,最后狐射姑与赵盾职位互易,由赵盾

任中军帅而狐射姑为中军佐,故《传》文谓“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
赵宣子赵盾“为国政”后积极规划制度改革,故《传》文曰:“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

逃,由质要,治旧洿,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杜预《集解》云:“典,常也。轻重当。辟,犹理

①

②

③

④

⑤

朱亦栋,原名芹,字献公,号碧山。上虞人。乾隆三十二年官平阳县训导。潜心经籍,著有《十三经

札记》二十二卷、《群书札记》十六卷。参见:臧励龢.中国人名大辞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250.
朱亦栋.左传札记:卷下[M]∥宋英志.左传研究文献集刊.影印本.清嘉庆二十二年刻《十三经札

记》.北京:国家图书馆,2012:12.
李玉洁.中国早期国家性质———中国古代王权和专制主义研究[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

236.
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920.
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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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董,督也。由,用也;质要,券契也。治,理;洿,秽。贵贱不失其本。修废官。拔贤能

也。”①整体而言,赵宣子改革重心在行政规章、刑罚律令、清理诉讼积案、追捕脱逃者、推广

使用券契、积极整顿国政积弊、任用贤能充任官职等政务方面的变革。制定相关规章法度

后,赵宣子将此“以授大傅阳子与大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大傅阳子”乃阳处父,
“大师贾佗”依杜预《集解》,谓“贾佗以公族从文公,而不在五人之数”,知贾佗为晋国公族,晋
文公未即位前已跟随文公游历狄、齐、宋等诸国。② 赵宣子将此法交予太傅阳处父及太师贾

佗执行,③使此法成为晋国“常法”。上述赵宣子之法与本文关联最深者为“本秩礼”一项,杜
预《集解》释为“贵贱不失其本”。孔颖达(574—648)《正义》云:“本秩礼者,时有僭逾,贵贱相

滥,本其次秩,使如旧也。”④易言之,“本秩礼”乃谓品秩有僭越逾制者,恢复其原本爵服,不
得贵贱无次破坏制度。竹添光鸿认为“文公从唐叔之法,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久而陵

夷,今复其旧也。百礼从其位秩,故曰秩礼”⑤。竹添氏直指“本秩礼”与晋文公“作执秩之

官,为被庐之法”有密切关联,因晋文公之法因时间久远而陵夷废弛,故“时有僭逾,贵贱相

滥”。赵宣子借此改革之机重新整顿,使恢复晋文公所制定之法。
既然赵宣子之法乃依循晋文公之法,而晋文公之法又是继承唐叔之法,何以孔子称“宣

子之刑”为“晋国之乱制”? 孔子着眼“夷之蒐”后晋国局势动荡,致使“贾季、箕郑之徒遂作

乱”,故称其为“乱制”。既然“宣子之刑”为“乱制”,又如何能为晋国之“常法”? 王美凤、周苏

平、田旭东《春秋史与春秋文明》认为,从晋国当时形势分析,“宣子之刑”“已经成为以尚贤为

主、巩固和加强新的等级制度、等级秩序的工具”;故对孔子而言,“自然是‘失其度’的所谓乱

制”⑥。白国红《春秋晋国赵氏研究》认为“宣子之刑”与晋文公的“被庐之法”相较,“显得重

刑轻礼”,且“意在摒除传统,发展卿权”,皆可备一说。⑦

由上文申论此句《传》文之意,确知所谓“宣子之法”,是载于文公六年《传》,“夷之蒐”后
赵宣子赵盾为“国政”所进行的制度改革。既然孔子所言“晋国之乱制”乃“宣子之刑”,如何

与《传》文“著范宣子所为刑书”关联? 杜预《集解》含混带过,直谓“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

法也”。《传》文“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句,杜预又谓“范宣子刑书中既废矣,今复兴之”,未
能明确审查“夷之蒐”后赵宣子之法与“范宣子刑书”的关系。笔者认为孔子之言已明确指出

“铸刑鼎”内容为赵宣子之刑法,若一味牵合其与范宣子士匄的关联,恐不合《传》文旨意。唯

有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入手,方能突破此问题。
“范”字之意《说文》云:“艸也,从艸、氾声”;⑧知“范”乃草名。然“范”古籍常作“範”,如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313.
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313.
笔者按:竹添光鸿云:“宣十六年范武子讲求典礼,以备晋国之法,时武子为大傅。成十八年使士渥

浊为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晋语》秦、楚公子来仕,叔向为大傅,实赋禄。据此知师、傅职在保君身、典国

法,故授之使行也。”见:竹添光鸿.左传会笺[M].台北:天工书局,1998:597.竹添氏释何以由大傅、大师二

职执行此法,列举数例以为佐证,其说可从。
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313.
竹添光鸿.左传会笺[M].台北:天工书局,1998:597.
王美凤,周苏平,田旭东.春秋史与春秋文明[M].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242.
白国红.春秋晋国赵氏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91.
许慎,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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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礼运》曰:“范金合土”,①三国时期王肃(195—256)《孔子家语·问礼》引作“範金合

土”②。又《尔雅·释诂上》曰:“範,……常也”;唐代陆德明(约550—630)《经典释文》云:
“範,音犯,字或作范。”③又《孟子·滕文公下》曰:“吾为之範我驱驰”④,《后汉书·班彪列传

下》“范氏施御”句,唐代李贤(654—684)《注》引《孟子》作“吾为范氏驱驰”⑤。汉代扬雄(B.
C.53—A.D.18)《法言·序》云:“冠于群伦,经诸範,撰《五百》”⑥;《汉书·扬雄传下》引作“经
诸范”⑦。知典籍常将“範”“范”通假使用。“範”字之义虽夥,其中有二义与模型有关。“範”
为名词可指制作物品的模範,《周易·系辞上》曰:“範围天地之化而不过”;孔颖达《正义》云:
“範谓模範,围谓周围,言圣人所为所作,模範天地之化养。”⑧唐人玄应(生卒年不详)《一切

经音义》卷二“师範”条云:“《通俗文》:规模曰範,……以土曰型,以金曰镕,以木曰模,以竹曰

範,四者一物材别也。”⑨宋人丁度(990—1053)《集韵》云:“範,……一曰模也。”􀃊􀁉􀁒“范”与“範”
通,亦可作动词,指以模範制作器物。上引《礼记·礼运》曰:“范金合土”,汉人郑玄(127—

200)《注》谓“范金”之意为“铸作器用”,孔颖达《正义》云:“范金者,谓为形范以铸金器。”􀃊􀁉􀁓汉

代王充(27—97)《论衡·物势》云:“今夫陶冶者,初埏埴作器,必模范为形。”􀃊􀁉􀁔

以上所举例子虽作“范”,实乃通假为“範”。此外,“范”又可与“笵”通假,如《荀子·强

国》云:“刑范正,金锡美。”清人王先谦(1842—1917)《荀子集注》引唐人杨倞(生卒年不详)之
语云:“刑与形同。范,法也。刑范,铸剑规模之器也。”又引清人郝懿行(1757—1825)之语

云:“刑与型同,范与笵同,皆铸作器物之法也。”􀃊􀁉􀁕又见“笵”与“範”通假之例,如《法言·学

行》云:“师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为不少矣。”汪荣宝《义疏》云:“《说文》:‘模,法
也。’又:‘笵,法也。’经传通作‘範’。”􀃊􀁉􀁖知“范”“範”“笵”于典籍有通假之例。战国文字常见

“ ”与“笵”字,于玺印大致皆作姓氏。王晖《古文字通假释例》谓“ ”应读为“范”;􀃊􀁉􀁗何琳仪

(1943—2007)《战国古文字典》认为“ ”“笵”作姓氏使用时,即典籍所见“范”氏。􀃊􀁉􀁘 上引《孟
子·滕文公下》“吾为之範我驱驰”之“範我”,《后汉书·班彪列传下》引作“范氏施御”,知“範
我”之“範”乃“范氏”之“范”。由于“範”“范”可为通假,笔者推测《传》文“著范宣子所为刑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

􀃊􀁉􀁔

􀃊􀁉􀁕

􀃊􀁉􀁖

􀃊􀁉􀁗

􀃊􀁉􀁘

郑玄,孔颖达.礼记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55、417.
王肃.孔子家语:6卷[M].影印江南图书馆藏明覆宋刊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3.
陆德明.经典释文:29卷[M].景印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台北:世界书局,1985:3.
赵岐,孙奭.孟子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据清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版影印,1993:107.
范晔.后汉书[M].2版.台北:宏业书局,1984:361-362.
汪荣宝.法言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1996:571.
班固.汉书[M].2版.台北:宏业书局,1996:903.
王弼,韩康伯,孔颖达.周易正义[M].影印清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版.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

147.
释玄应.一切经音义[M]∥延藏法师主编.佛书参考工具集成:第1册.北京:中国书店,2009:50-51.
丁度.集韵[M].台北:学海出版社,1986:457.
郑玄,孔颖达.礼记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417.
王充.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6:145.
荀况.荀子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7:291.
汪荣宝.法言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1996:19.
王晖.古文字通假释例[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951-952.
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8:1401-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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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之“范”字,极可能是“範”字之误,意指以模範制作物品。
近数十年来,大陆透过科学考古已发现多处青铜器铸造遗址,遗址现场出土大量铸造青

铜器所用陶範。① 古人以陶範铸造青铜器,学者称为“块範法”或“土範法”。朱凤瀚《古代中

国青铜器》简述“块範法”制作过程云:

  先制成欲铸器物的模型,模型在铸造工艺上亦称作模或母範;再用泥土敷在模型外

面,脱出用来形成铸件外廓的铸型组成部分,在铸造工艺上称为外範,外範要分割成数

块,以便于从模上脱下;此外还要用泥土制一个体积与容器内腔相当的範,通称为芯,亦
称心型或内範;然后使外範与芯套合,中间的空隙即型腔,其间隔为欲铸器物的厚度;最
后将熔化的铜液注入此空隙内,待铜液冷却后,除去外範与芯即得到所欲铸器物。②

简言之,“模”是用于制範的原型,“範”乃依“模”之形状和纹饰翻制而成,是用于铸造青铜器

的铸型。③ “範”又分“外範”“内範”,前者是形成所铸器物外形者;后者为形成所铸器物内形

者,④又称“芯”或“心型”。“外範”与“内範”间有一定间隙,此空间由青铜熔液注入填满,待
熔液冷却后即形成器身。目前已发现带铭青铜器,绝大多数铭文铸于器身内。若欲在器身

内制作铭文,须先于“内範”外侧雕写文字;反之,若欲在器身外部铸上铭文,则在“外範”内侧

雕写文字。⑤ 第一节曾提及昭公六年《传》郑国子产铸刑书之事,晋国大夫叔向致子产之书

函中有“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一句。杨伯峻释此句云:“铸刑书须先刻字于范⑥,锥刀乃刻字

之具。锥刀之末谓刑书之每字每句。”⑦杨氏所言,正可为本文脚注。依制作青铜器与雕写

铭文原则,检视《传》文“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若“范”为“範”之误字,原句应作“著‘範’宣子

所为刑书焉”,意指将宣子所为刑书制成“範”以“铸刑鼎”。
学者或许质疑:若如笔者推测,《传》文应记为“‘範’宣子所为刑书焉”,何以在“範”字前

又加“著”字? “著”字《左传》常见,杨伯峻《春秋左传词典》释“著”有“表明、记叙”意,⑧陈克

炯《左传详解词典》谓“著”作动词解为“书写、记载”。⑨ 《左传》文公六年曰:“古之王者知命

之不长,是以并建圣哲,树之风声,分之采物,著之话言。”杜预《集解》云:“话,善也,为作善言

遗戒。”孔颖达《正义》云:“‘著之话言’,为作善言遗戒,著于竹帛,故言著之也。”􀃊􀁉􀁒又襄公二

十三年《传》曰:“初,斐豹,隶也,著于丹书。”杜预《集解》云:“犯罪没为官奴,以丹书其罪。”孔
氏《正义》云:“盖以斐豹请焚丹书,知以丹书其籍。”􀃊􀁉􀁓又昭公元年《传》曰:“王、伯之令也,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

马承源.中国青铜器[M].台北:南天书局,1991:507-517.
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527.
吴来明,周亚,廉海萍,等.雄奇宝器———古代青铜铸造术[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72.
陈佩芬.中国青铜器辞典[M].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1533.
陈佩芬.中国青铜器辞典[M].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1538.
杨伯峻所用“范”字,实乃“範”之借字,即本文所指用以制作器物之模範。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2版.北京:中华书局,2000:1276.
杨伯峻.春秋左传词典[M].台北: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7:769.
陈克炯.左传详解词典[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1026.
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314.
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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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封疆,而树之官,举之表旗,而著之制令,过则有刑,犹不可壹。”杜预《集解》于“而著之制

令”句云:“为诸侯作制度法令,使不得相侵犯。”①知《左传》“著”字确有记叙、记载之意。观

察其语法结构,皆是“著”字后用“之”或“于”;后则是名词,如“话言”“丹书”“制令”,为“著”字
受词。“制令”依杜预之释指制度法令,与昭公二十九年《传》“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著”之
受词“宣子所为刑书”用法相同。

先秦诸子亦有类似用法,如《墨子·明鬼下》云:“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
“著在宋之《春秋》”及“著在齐之《春秋》”。② 又《晏子春秋·景公称桓公之封管仲益晏子邑

辞不受第二十四》云:“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与谷其县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诸

侯。”③又《管子·宙合》云:“是故圣人著之简筴,传以告后进。”④又《韩非子·大体》云:“豪杰

不著名于图书,不录功于盘盂,记年之牒空虚”;又《定法》云:“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

民心。”⑤又《吕氏春秋·仲春纪·情欲》云:“故使庄王功迹著乎竹帛,传乎后世”⑥;又《审
应·不屈》云:“乃请令周太史更著其名”⑦;又《审分·慎势》云:“功名著乎盘盂,铭篆著乎壶

鉴”⑧;又《慎行·求人》云:“得陶、化益、真窥、横革、之父五人佐禹,故功绩铭乎金石,著于盘

盂。”⑨上引诸子“著”字亦释为记叙、记载,常于“著”后用“在”“于”“之”;后再接名词,如“《春
秋》”“帛”“简筴”“图书”“官府”“盘盂”,为“著”之受词。故《传》文“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旧
释“著”字后径用受词“范宣子所为刑书”。若以笔者之说,《传》文“范”为“範”字之误,此句应

订为“著‘範’宣子所为刑书焉”。“著”为记叙、记载之意,“範”在此句亦作动词解,然“範”依
笔者上文所述,是制作“宣子所为刑书”之刑鼎所需的“範”;故本句若无“著”字,则无以表达

“宣子所为刑书”乃雕写于“铸刑鼎”的“範”上。全句若无“著”字,或许尚能理解其意;但若增

益“著”字,则更能完整表达意旨。《传》文先言“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谓将此一鼓铁

铸成刑鼎,系指制作器物的来源与经过。《传》文再言“著‘範’宣子所为刑书焉”,乃谓在制作

刑鼎的模範上著写“宣子所为刑书”,将其内容铸于刑鼎之上。若依笔者所释,《传》文“遂赋

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範’宣子所为刑书焉”可释为:以赋晋国的一鼓铁铸造刑鼎,并将

赵宣子赵盾所为刑书制为模範,记载其内容于刑鼎之上。
学者又或许质疑:若“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如笔者释为“著‘範’宣子所为刑书焉”,何以

知句中“宣子”为何人? 《传》文所载孔子评论此事云:“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

也,若之何以为法?”明确告知“铸刑鼎”内容为“夷之蒐”后的“宣子之刑”,由此即可知此“宣
子”乃赵宣子。《左传》为文虽详略不一,人名前后未必通用一名,但往往互为补充。虽“著
‘範’宣子所为刑书焉”未载明此“宣子”为何人,但由孔子评论内容亦可得知为“赵宣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700.
孙诒让.墨子闲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1:226-233.
晏婴.晏子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1985:71.
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222.
钟哲点.韩非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210、397.
吕不韦编,陈其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M].台北:华正书局,1988:86.
陈其猷.吕氏春秋校释[M].台北:华正书局,1988:1109.
陈其猷.吕氏春秋校释[M].台北:华正书局,1988:1197.
陈其猷.吕氏春秋校释[M].台北:华正书局,1988: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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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释蔡史墨之评论

昭公二十九年《传》于孔子评论晋国“铸刑鼎”后,另有一段蔡史墨论述,以往经师咸认为

与范宣子刑书有直接关联。如杜预《集解》于《传》文“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句云:“范宣子

刑书中既废矣,今复兴之,是成其咎。”孔颖达《正义》云:“宣子刑书久已废矣,今复变易兴之,
以成其灭亡也。”孔氏又引隋人刘炫(约546—约613)之言云:“范氏取蒐之法以为国制,虽则

为非,书已废矣,纵应有祸,亡衅已歇。今荀寅更述其事,又加增范氏之恶焉。范氏已欲免

祸,今复改易之而使亡。”①蔡史墨谓“中行寅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故杜预《集解》
云:“铸刑鼎本非赵鞅意,不得已而从之。”②竹添光鸿认为虽《传》文记载赵鞅、荀寅“赋晋国

一鼓铁,以铸刑鼎”,“未知其谁主铸者,至此初知荀寅主铸鼎者”③。依经师之意,谓范宣子

刑书久已废置,今荀寅以下卿身份④,不仅改易范宣子刑书内容,且铸于刑鼎公昭于世,故蔡

史墨据此预测范氏将亡。笔者认为此段蔡史墨评议固然与荀寅有关,但未指明荀寅所铸刑

鼎内容为范宣子刑书,试申论如下。
杜预《集解》认为,此段蔡史墨评论乃“为定十三年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⑤。竹添光

鸿云:“《注》以‘叛’下脱‘传’字”,⑥杨伯峻亦同此见;⑦知本段蔡史墨评论乃为定公十三年

《传》荀寅与士吉射叛晋入朝歌张本。蔡史墨于《左传》又记为“蔡墨”“史墨”“史黯”,⑧昭公

二十九年《传》曰:“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杜预《集解》云:“蔡墨,晋太史。”⑨

《左传》所载蔡史墨之论大多为预言,除上文所引昭公二十九年《传》外,又如昭公三十一年

《传》记“赵简子梦童子臝而转以歌”;蔡史墨预言“六年及此月也,吴其入郢乎! 终亦弗

克”􀃊􀁉􀁒。又昭公三十二年《传》记“夏,吴伐越,始用师于越也”;蔡史墨预言“不及四十年,越其

有吴乎!”􀃊􀁉􀁓同年《传》文又载赵简子赵鞅问蔡史墨季氏出逐鲁昭公之事,《史记·鲁周公世

家》云:“定公立,赵简子问史墨曰:‘季氏亡乎?’史墨对曰:‘不亡。’”􀃊􀁉􀁔预言季氏将不亡于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

􀃊􀁉􀁔

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926.
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926.
竹添光鸿.左传会笺[M].台北:天工书局,1998:1746.
荀寅此时应任下军佐。参见黄圣松著《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春秋晋中军表>证补》,此文曾在

2012年11月17—18日高雄“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举办第十二届清代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会议未出版论

文集。
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926.
竹添光鸿.左传会笺[M].台北:天工书局,1998:1746.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2版.北京:中华书局,2000:1505.
杨伯峻云:“(蔡墨)下文称之蔡史墨,三十一年《传》称为史墨。哀二十年《传》有史黯,据杜《注》及

《晋语九》、《郑语》韦《注》,即史墨。《吕氏春秋·召类篇》又作史默。”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2版.北京:中
华书局,2000:1500.

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922.
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930.
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931.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M].高雄:复文书局,1991: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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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公二十九年《传》所载蔡史墨评论,第一句乃言“范氏、中行氏其亡乎!”,知此段评论乃蔡史

墨以“铸刑鼎”事预言范、中行二氏将亡。蔡史墨评论至为关键的一句是“又加范氏焉,易之,
亡也”。上引经师之言咸谓“又加范氏焉”指荀寅复兴范宣子刑书而铸于刑鼎,“易之”则谓荀

寅改易范宣子刑书内容,坐实《传》文“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之“范”与蔡史墨所言“又加范氏

焉”的关联。
清代孔广森(1751—1786)《经学卮言》认为:“中行氏擅作刑器,有召亡之道。又此奸法

本出范宣子,今而用之,是并加范氏,以世济先恶之咎,其亡也不难矣。”①孔氏认为荀寅所铸

刑鼎内容为范宣子之奸法,因此牵连范氏将亡。蔡史墨先谓荀寅“擅作刑器,以为国法,是法

奸也”,故中行氏将亡;再云“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预告范氏亦将随荀寅而亡。若真如上

引经师所言,谓荀寅将范宣子刑书铸为刑鼎,因此导致范氏覆亡;然范氏子孙于此事件并无

直接关系,仅单纯因荀寅铸其先祖范宣子刑书而亡,真可谓遭逢池鱼之殃了。笔者认为若依

传统经师所释,无论于情或于理皆难免牵强。
杜预、孔颖达释“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之“易”为改变之意。孔广森《经学卮言》曰:

“古文多倒语,‘易之亡也’犹言‘亡之易也’,音难易之易。”②知孔氏释“易”为容易。清人王

引之(1766—1834)《经义述闻》云:“易者,疾也,速也,言中行寅擅作刑器以召祸,又加以范氏

之旧恶,是速之使亡也。……后人不知易有疾速之义,故或以为改易或以为简易,望文生训

而古义遂失传矣。”③知王氏谓“易”乃快速之意。笔者认为清人俞樾(1821—1907)《群经平

议》之说最为适恰,其文曰:

  今按:易者,延也。《诗·皇矣篇》:“施于孙子。”郑《笺》曰:“施,犹易也,延也。”是易

与延同义,故有延易之语。《尔雅·释诂》:“弛,易也。”郭《注》曰:“相延易”,是也。《国
语·鲁语》曰:“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言恐如疾疠之相延易也。此《传》易字即“余恐易

焉”之易,言中行寅擅作刑器,宜其亡矣;而所刻者为范宣子之刑书,是又加范氏焉,必延

及范氏而使之俱亡也,故曰:“易之,亡也。”下文曰:“其及赵氏”,则不止延及范氏,而并

及赵氏矣。说者未得易字之义,故失其解耳。④

杨伯峻、陈克炯分析《左传》“易”字有九义,⑤其中有“蔓延”之意,即俞樾所释“延也”。如隐

公六年《传》曰:“《商书》曰:‘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杜预《集解》
云:“《商书·盘庚》言恶易长如火焚原野,不可向近。”⑥又襄公十年《传》:“女既勤君而兴诸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孔广森.经学卮言[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51.
孔广森.经学卮言[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51.
王引之.经义述闻[M].2版.台北:广文书局,1979:474.
俞樾.群经平议[M]∥王先谦.皇清经解续编.刻本.卷27.江阴:南菁书院.1888:26.
杨伯峻释《左传》“义”字有九义,分别为:(1)蔓延;(2)交易、交换;(3)改变、违反;(4)轻易对待;(5)

轻贱;(6)轻视;(7)犹言正常;(8)犹加也、施也;(9)容易。杨伯峻.春秋左传词典[M].北京:中华书局,

1988:403-404.陈克炯亦释《左传》“义”字亦有九义,分别为:(1)名词,《周易》;(2)动词,改变、变易;(3)动
词,交易、交换;(4)动词,扩大、蔓延;(5)动词,治理;(6)动词,看轻、轻贱;(7)动词,施加;(8)动词,反其道

而行;(9)形容词,容易。陈克炯.左传详解词典[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630-631.
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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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牵帅老夫以至于此,既无武守,而又欲易余罪。”①竹添光鸿云:“易,施也,延也,言又欲施

延其罪于余。”②杨伯峻从竹添氏之见,亦释“易”为施也、延也。③ 又哀公十一年《传》曰:“《盘
庚之诰》曰:‘其有颠越不共,则劓殄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邑’,是商所以兴也。”杜预《集解》
云:“易种,转生种类。”孔颖达《正义》云:“易谓转易,无使转生种类,不令更有恶子孙也。”④

此外,《国语·鲁语上》云:“譬之如疾,余恐易焉。”⑤此句之意俞樾已说明于上文。上引诸条

“易”字皆释为蔓延,“易”之对象诸如“恶”、“罪”、“颠越不共”者、“疾”等,往往关涉负面事物。
从蔡史墨评论的内容可知,其主要批判对象乃荀寅;其云“又加范氏焉”,知蔡史墨认为范氏

与荀寅朋比为奸。
考诸《左传》,荀寅于鲁昭公二十九年首见《传》文,担任下军佐之职;赵鞅则于鲁昭公二

十五年担任下军佐,鲁昭公二十九年赵鞅已升为上军佐,⑥进入卿列资历仅较荀寅早四年。
就现有资料推断,荀寅应与赵鞅无甚交集,甚至中行氏与赵氏亦无太多关涉;反之,中行氏与

范氏则关系匪浅。襄公九年《传》曰:“范匄少于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军。”杜预《集解》云:
“使匄佐中军,偃将上军。”《传》文谓晋国“君明臣忠,上让下竞”;⑦知中行偃(荀偃)特意礼让

范匄居上位。因中行偃与范匄之谊,鲁襄公二十三年(B.C.550)晋国发生栾盈之乱时,《传》
文曰:“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栾氏,而固与范氏和亲。”⑧《传》文“中行氏”为荀偃之子荀吴,
“范氏”则仍为范匄;两家仍和睦亲密,联手与其他强家共灭栾氏。

定公十三年《传》记载引发晋国内乱的三位卿大夫关系为“邯郸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
吉射之姻也,而相与睦,故不围邯郸,将作乱”。杜预《集解》云:“壻父曰姻。荀寅子娶吉射

女。”孔颖达《正义》云:“《释亲》云:‘女子子之夫为婿,婿之父为姻。’知荀寅子娶吉射女

也。”⑨知邯郸午为荀寅之甥,荀寅与范吉射为儿女亲家,彼此交好“而相与睦”,故赵鞅包围

邯郸时,范、中行二氏未参与此役。至于范、赵二氏的关系,《左传》有二条材料可供参考。第

一是昭公三年《传》,文曰:“初,州县,栾豹之邑也。及栾氏亡,范宣子、赵文子、韩宣子皆欲

之。文子曰:‘温,吾县也。’二宣子曰:‘自郄称以别,三传矣。晋之别县不唯州,谁获治之?’
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宣子曰:‘吾不可以正议而自与也。’皆舍之。……及文子为政,赵获

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 二子之言,义也。……有言州必死!’”􀃊􀁉􀁒本条追述鲁襄公二

十三年晋国诸卿共逐栾盈后,范宣子范匄、赵文子赵武、韩宣子韩起欲争夺原属栾氏的州邑。
赵武认为州邑原是赵氏所有,当应复归原主。然范匄与韩起反对,使赵武“病之”———杨伯峻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538.
竹添光鸿.左传会笺[M].台北:天工书局,1998:1032.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2版.北京:中华书局,2000:976.
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1018.
韦昭.国语韦昭注[M].影印本.天圣明道本.嘉庆庚申(1800)读未见书斋重雕本.台北:台北艺文印

书馆,1974:127.
参见黄圣松著《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春秋晋中军表>证补》,此文曾在2012年11月17—18日

高雄“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举办第十二届清代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会议未出版论文集。
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527.
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602.
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981.
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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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为“甚以为愧”,①最后三家皆放弃占有州邑。待赵武主持国政后,赵武之子赵获建议可取

州邑以为己有。然赵武严正喝斥赵获,认为范匄与韩起之言“义也”;若再提取州邑之事,必
处死不贷。第二是昭公二十年《传》,文曰:“日宋之盟,屈建问范会之德于赵武。赵武曰:‘夫
子之家事治;言于晋国,竭情无私。其祝、史祭祀,陈信不愧;其家事无猜,其祝、史不祈。’建
以语康王。”杜预《集解》云:“日,往日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②鲁襄公二十七年(B.C.546)
诸侯盟于宋,楚国令尹屈建询闻赵武有关范武子范会之评价。范会是范匄祖父,从赵武对范

会高度评价推测,赵武对范匄阻止其占有州邑一事并无明显芥蒂,反而推崇其先祖功业,显
示范、赵二氏关系虽不如范氏与中行氏亲密,但尚能相敬如宾、行礼如仪。

若以上推论无误,则鲁昭公二十九年晋国“铸刑鼎”一事,以蔡史墨之言推断,应是荀寅

(中行寅)为主,因范氏向来与中行氏交好,赵鞅极可能因范氏之故而未反对此事。三氏之间

的关系,若以蔡史墨之言“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及其赵氏,赵孟与焉。然不得已”的立场

予以阐释,应可译为:荀寅主张“铸刑鼎”,与中行氏交好的范氏(范鞅)与之同声一气,使“铸
刑鼎”之恶蔓延扩散,致使范氏步向亡途。此恶牵连赵氏,赵鞅(赵孟)参与此事,应是不得已

而为之。清人马宗琏(? —1802)《春秋左传补注》直释“又加范氏焉”“谓范氏助荀寅铸刑

鼎”③。马氏之见虽仅一言带过,然透过上文推论与说明,其说当可信从。
学者或许质疑:若依笔者意见,“铸刑鼎”之事以荀寅为首,范鞅或许从中辅之,赵鞅仅是

半推半就或被动参与此事,相较于中行氏与范氏,赵鞅责任较轻,何以蔡史墨又谓赵氏“若
德,可以免”? 笔者认为,蔡史墨评论中行、范、赵三家于“铸刑鼎”一事之责任,固然有主从之

别、轻重之分,然以蔡史墨的立场分析,蔡史墨原本预测赵氏与中行氏、范氏皆将“亡也”。但

如杜预《集解》所言,赵鞅“若能修德,可以免祸”④。笔者之论可借定公十三年《传》为证,
文曰:

  赵孟曰:“晋国有命,始祸者死,为后可也。”……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赵氏之宫,
赵鞅奔晋阳,晋人围之。……荀跞言于晋侯曰:“君命大臣:‘始祸者死’,载书在河。今

三臣始祸,而独逐鞅,刑已不钧矣。请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跞、韩不信、魏曼多奉公以

伐范氏、中行氏,弗克。⑤

范氏(范鞅)与中行氏(荀寅)先攻赵氏(赵鞅)于晋都的宅第,赵鞅奔回其邑晋阳,⑥晋定公于

是发动部队 包 围 晋 阳。荀 跞 时 任 中 军 帅,⑦向 晋 定 公 提 醒 一 事:“君 命 大 臣:‘始 祸 者

死’”———引发祸乱者必以死惩处。今范、中行与赵氏皆“始祸”,荀跞认为仅驱逐赵鞅是“刑
已不钧矣”,要求晋定公亦须驱逐范鞅与荀寅。荀跞建言显然得到晋定公认同,同年十一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2版.北京:中华书局,2000:1239.
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857.
马宗琏.春秋左传补注[M]∥阮元.皇清经解.补刊本.卷1279.1860:27.
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926.
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981-982.
杜预《集解》云:“晋阳,赵鞅邑。”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981.
参见黄圣松著《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春秋晋中军表>证补》,此文曾在2012年11月17—18日

高雄“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举办第十二届清代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会议未出版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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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军帅荀跞与时任上军佐的韩不信及下军帅魏曼多,①“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赵鞅与荀

跞皆言“始祸者死”,定公十四年《传》又载荀跞对赵鞅云:“晋国有命,始祸者死”,②“始祸者

死”当是晋国惯例,不会是偶发之言。若以定公十三年《传》所载晋定公与荀跞对付范、中行、
赵三家的做法,再检视鲁昭公二十九年“铸刑鼎”一事,以蔡史墨的标准看待此事,则荀寅、范
鞅与赵鞅皆是“始祸者”,故皆应“亡也”。

四、推论铸赵宣子刑书之缘由

蔡史墨认为由“铸刑鼎”一事可预言三家原应“亡也”,然则赵鞅的责任究竟为何? 若仅

是半推半就或被动参与此事,应不至让蔡史墨预测赵氏将步向亡途。笔者认为,最合理的解

释即如上文所论,“铸刑鼎”的内容实非“范宣子刑书”而是“赵宣子刑书”,故赵鞅之责不下于

荀寅与范鞅。昭公二十九年《传》谓“中行寅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何以荀寅为下卿

“而干上令,擅作刑器”是“法奸”? 此问题诸家皆无解释。文公六年《传》“夷之蒐”后,中军帅

赵宣子赵盾颁布法令,知此事乃由正卿为之。昭公六年《传》子产“铸刑书”,是时子产为郑国

正卿,③故此事由子产主持。又成公十八年《传》曰:“使士渥浊为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杜
预《集解》云:“武子,为景公大傅。”④宣公十六年《传》曰:“以黻冕命士会将中军,且为大傅。”
杜预《集解》云:“代林父为中军,且加以大傅之官。”⑤成公十八年《传》称“范武子之法”,知此

法乃范武子士会任中军帅时颁定。由上引记载可证,制定与颁布国家法令乃由正卿为之。⑥

此外,昭公七年《传》曰:“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
仆区之法,曰:‘盗所隐器,与盗同罪’,所以封汝也。”杜预《集解》于“吾先君文王”句云:“楚文

王”;又谓“仆区之法”云:“仆区,刑书名。”孔颖达《正义》云:“服虔云:仆,隐也。区,匿也。为

隐匿亡人之法也。”⑦又如昭公二十九年《传》所载“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知国

君亦有权制定与颁布国家法令。鲁昭公二十九年时荀寅任下军佐,故《传》文称其为“下卿”。
荀寅以下军佐身份行国君及正卿之事,此即蔡史墨谓荀寅“干上令”之意。从上文所引记载

可知,至少在鲁成公十八年(B.C.573),即晋悼公元年时,晋国遵行的是“范武子之法”,于鲁

昭公二十九年(B.C.513),即晋顷公十三年“铸刑鼎”前,“范武子之法”理论上已施行六十年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黄圣松著《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春秋晋中军表>证补》,此文曾在2012年11月17—18日

高雄“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举办第十二届清代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会议未出版论文集。
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983.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M].北京:中华书局,1993:1937.
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486.
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410.
成公十八年《传》曰:“右行辛为司空,使修士蒍之法。”杜预《集解》云:“士蒍,献公司空也。”见杜预,

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486。李玉洁认为“士蒍之法”由担任司空的右行辛修

之,推测“士蒍之法”“大约是土木工程之法”,其说可从。见:李玉洁.中国早期国家性质———中国古代王权

和专制主义研究[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235.因“士蒍之法”是针对土木工程所颁布的法令制

度,故不涉本文讨论之列。
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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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久。荀寅“铸刑鼎”虽是干犯上命,然与荀寅交好的范鞅亦参与此事,何以荀寅所铸刑鼎内

容为“赵宣子刑书”而非“范宣子刑书”? 笔者推测,最有可能的原因是荀寅欲透过范鞅拉拢

赵鞅,企图结合三家力量掌握晋国政权。
自鲁昭公二十九年后,至鲁定公十三年赵鞅与荀寅、范鞅关系决裂前,《左传》有数条记

载可供推测三家之关系。定公四年《传》曰:“四年春三月,刘文公合诸侯于召陵,谋伐楚也。
晋荀寅求货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献子曰:‘……不如辞蔡侯。……。’乃辞蔡侯。”①是时范献

子范鞅已任晋国中军帅,②荀寅因向蔡昭侯求货遭拒,竟要求范鞅回绝蔡昭侯合诸侯以伐楚

的请求。范鞅听从荀寅建言,只合诸侯而未出兵伐楚。由此可知,范氏与中行氏关系仍旧紧

密,故范鞅对荀寅建议言听计从。定公六年《传》记载,本年夏季时鲁国季桓子与孟懿子至晋

国献郑俘。是时阳虎专横鲁国,孟懿子知阳虎不能久在鲁国,欲借机请求范鞅为阳虎谋一出

路;待阳虎未来若出奔晋国时,可予收留任用。范鞅将会面孟懿子之事告诉赵简子赵鞅曰:
“鲁人患阳虎矣。孟孙知其衅,以为必适晋,故强为之请,以取入焉。”③推测两人当有一定程

度友好关系,故范鞅乃将对话内容向赵鞅透露。同年秋八月,宋国大夫乐祁出使晋国,赵鞅

迎之,且在绵上饮酒为乐,乐祁又“献杨楯六十于简子”。乐祁家宰陈寅曰:“昔吾主范氏,今
子主赵氏,又有纳焉,以杨楯贾祸,弗可为也已。”陈寅告知乐祁,先前宋国卿大夫向晋国联络

事务时以范氏为主,现今却转向接洽赵鞅,将如杜预《集解》所言:“知范氏必怨,将得祸。”事
情果如陈寅预测,范鞅言于晋定公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饮酒,不敬二君,不可不

讨也。”杜预《集解》云:“献子怒祁比赵氏”,④谓其“未致使而私饮酒”,是不敬晋定公与宋景

公二君,故执拘乐祁。
此事仍有后续发展,定公八年《传》曰:“赵鞅言于晋侯曰:‘诸侯唯宋事晋,好逆其使,犹

惧不至;今又执之,是绝诸侯也。’将归乐祁,士鞅曰:‘三年止之,无故而归之,宋必叛晋。’献
子私谓子梁曰:‘寡君惧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杜预《集解》云:“子梁,乐
祁。溷,乐祁子。”⑤赵鞅向晋定公建言,是时诸侯仅余宋国服膺晋国,建议应释放宋国大夫

乐祁。范鞅虽反对如此处置,⑥但未坚持己见,并告知乐祁可留其子乐溷为质。同年夏季

《传》文又载“齐国夏、高张伐我西鄙。晋士鞅、赵鞅、荀寅救我”⑦。显然范鞅未受先前赵鞅

建言释放乐祁之事影响,范鞅与赵鞅、荀寅连手救鲁,推测三家关系尚称稳固。
学者或许质疑:既然中行、范、赵三氏关系如上所论,何以鲁定公十三年(B.C.497)范氏、

中行二氏又与赵氏决裂? 依定公十三年《传》所载,此事起因于赵鞅要求其族而别封于邯郸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945-946.
参见黄圣松著《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春秋晋中军表>证补》,此文曾在2012年11月17—18

日高雄“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举办第十二届清代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会议未出版论文集。
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960-961.
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961.
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963-964.
方朝晖、白国红皆认为此事件导致范、赵二家有所冲突,是鲁定公十三年内乱的远因。见:方朝晖.

春秋左传人物谱[M].济南:齐鲁书社,2001:1028-1029.见:白国红.春秋晋国赵氏研究[M].北京:中华书

局,2007:139.笔者认为即便二氏有所争执,但尚未引发对立的程度,故笔者仅认为范鞅对赵鞅的做法有些

意见,不必过于激化二人间的对立程度。
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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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邯郸午,①赠予安置于邯郸的“卫贡五百家”,并徙诸赵鞅之邑晋阳。邯郸午答应赵鞅要

求,但其父兄建议“不如侵齐而谋之”,于是邯郸午“乃如之,而归之于晋阳”。杜预《集解》云:
“侵齐则齐当来报,欲因惧齐而徙,则卫与邯郸好不绝。”邯郸午先率军侵齐,诱使齐国攻击邯

郸。于是邯郸午借此宣称未避免“卫贡五百家”受齐军侵伐之累,将此五百家徙至晋阳,避免

邯郸午与卫国交恶。邯郸午依计行事,然因时间迁延,致使赵鞅如杜预所言,认为“午不用

命,故囚之”,最后又杀害邯郸午。六月时邯郸叛晋,“上军司马籍秦围邯郸。邯郸午,荀寅之

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与睦,故不与围邯郸,将作乱”②。
邯郸午与荀寅为甥舅关系,范鞅之子范吉射与荀寅为儿女亲家,故两家不愿出兵包围邯

郸。七月时联合攻击赵鞅位于晋都的宅第,迫使赵鞅奔回晋阳,导致晋国内乱。白国红认

为,此场变乱乃“私有讨”,即“赵简子凭借其赵氏宗主的身份对族人行使处置权”③。但赵鞅

误判形势,未顾及邯郸午与荀寅的关系,致使荀寅联合与其长期保持友好关系的范氏,报复

赵鞅无端杀害邯郸午,因而引发迁延数年的内乱。中行氏与范氏交情匪浅,三家关系一旦遭

遇挑战时,范氏定然倒向中行氏。鲁定公十三年时范鞅或已谢世或已致仕,故《传》文记载与

荀寅联合对抗赵鞅者乃范鞅之子范吉射。从上引数据虽可见出范鞅与赵鞅仍有一定交情,
但鲁定公十三年时赵鞅面对的毕竟不是范鞅而是范吉射,在必须做出选择的情况下,范吉射

定然支持儿女亲家荀寅而非赵鞅,所以荀寅与范吉射联手对抗赵鞅乃必然之事。
最后须解决一项核心问题:既然非国君或正卿而颁定法律是“干上令”,况且是“擅作刑

器”而将赵宣子刑书铸于刑鼎,赵鞅为何愿意在半推半就或被动的情况下配合荀寅及范鞅为

之? 虽然《左传》未载明缘由,但有相关记载可资推敲。《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曰:“夏,会于黄

父,谋王室也。赵简子令诸侯之大夫输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将纳王。’”④又昭公二十六年

《传》曰:“晋知跞、赵鞅帅师纳王,使汝宽守阙塞。”⑤赵鞅先代表晋国盟会诸侯,来年又与荀

跞(知跞)帅师纳王,推测鲁昭公二十五年(B.C.517)时已位列卿班。昭公二十五年《传》记载

初任卿官的赵鞅向郑国执政子大叔问礼,⑥且谓“请终身守此言也”,⑦表现对“礼”之赞叹与

欣羡。白国红认为,赵鞅许诺终身守“礼”,主要是因为“子大叔所言‘礼’能使其‘成’、令其

‘大’”,⑧体会“礼”对事业成功有积极的功能,故愿意遵守“礼”之规范。定公四年《传》记载

子大叔逝世,“晋赵简子为之临,甚哀”,并申言鲁昭公二十五年黄父之会时子大叔对其训诲

之言,知赵鞅有一定的气度与胸怀,希望能成就大业。
此外,定公十三年《传》记载赵鞅家臣董安于未避免范、中行作乱,告诉赵鞅“与其害于

民,宁我独死”。定公十四年《传》又记董安于在内外交迫情况下,对赵鞅云:“我死而晋国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杜预《集解》云:“午,赵鞅同族,别封邯郸。”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

1993:981.
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981.
白国红.春秋晋国赵氏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138.
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888.
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902.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M].北京:中华书局,1993:1941.
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888-892.
白国红.春秋晋国赵氏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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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氏定,将焉用生? 人谁不死? 吾死莫矣。”①董安于对赵氏忠心耿耿,或许是受赵鞅人格感

召与影响。哀公二年《传》曰:“初,周人与范氏田,公孙尨税焉,赵氏得而献之。吏请杀之。
赵孟曰:‘为其主也,何罪?’止而与之田。”杜预《集解》云:“尨,范氏臣,为范氏收周人所与田

之税。得尨以献简子。还其所税。”②杨伯峻谓“此事疑在铁之战前,定十三年荀寅、士吉射

奔朝歌后。公孙尨为范氏收田税,赵氏得之,不但不杀,且留之,与之以田”③。此事赵鞅再

展气度,尤其当时赵氏已与范、中行决裂,得范氏家臣不仅不杀,且赐予田地留在身边担任家

臣。④ 是故鲁哀公二年(B.C.493)“铁之战”时,公孙尨“以徒五百人宵攻郑师,取蜂旗于子姚

之幕下,献,曰:‘请报主德。’”⑤由于公孙尨成功突袭,杨伯峻认为“此赵鞅所以胜郑师者之

一因”⑥。若将此事与昭公二十九年《传》蔡史墨所言,谓赵氏“若德,可以免”;或可视为是赵

鞅之“德”,故使赵氏免于“亡也”。
此外,赵鞅对诸侯事务亦颇关心,如上引昭公三十一年《传》赵鞅“梦童子臝而转以歌”而

问诸蔡史墨,蔡史墨预测吴国将攻入楚国郢都。虽然内容是占梦预言之事,但若非赵鞅对国

际事务有所用心,蔡史墨也未必将其预测告诉赵鞅。昭公三十二年《传》又载赵鞅与蔡史墨

对话,赵鞅询问鲁昭公为季氏所逐之由,言谈间似乎表现欣羡态度。⑦ 蔡史墨悉心回复赵鞅

提问,末了还告诉赵鞅:“为君慎器与名,不可以假人。”杜预《集解》云:“器,车服。名,爵
号。”⑧蔡史墨所言与成公二年《传》所载孔子之语雷同,孔子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
之所司也。”依据《传》文,孔子所谓“不可以假人”之“器”为“曲县”与“繁缨”。杜预《集解》释
“曲县”云:“轩县也,《周礼》:天子乐宫四面,诸侯轩县阙南方。”杜预又释“繁缨”云:“马饰,皆
诸侯之服。”⑨知“曲县”指钟、罄等乐器悬挂于架,“繁缨”为马鬣毛前装饰,􀃊􀁉􀁒皆是诸侯之礼,
用以表彰身份与地位。姚中秋《华夏治理秩序史·第二卷:封建》认为,孔子此番论述明确表

示“车服这样的器物标示着每个人的‘名’,也即他在封建治理架构中的等级,也标示着针对

自己的君和自己的臣的权利、义务。由此可知封建治理的关键即‘名’副其‘实’,器得其

宜”􀃊􀁉􀁓。赵鞅一方面展现积极了解及参与国际事务的企图心,但蔡史墨“为君慎器与名,不可

以假人”之语,似也借此机会告诫赵鞅:以“赵宣子刑书”铸于刑鼎,此乃侵轧国君与正卿之

权,不符自己之“名”而行此“铸刑鼎”之“器”,已是僭越逾制的作为。
赵鞅有开阔胸怀与积极抱负,或许借“铸刑鼎”展现其企图心。汉人刘向(B.C.77—B.C.

6)《说苑·臣术》称誉赵鞅“可谓内省外知人矣哉”,􀃊􀁉􀁔其言或当不诬。赵鞅先祖赵宣子赵盾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

􀃊􀁉􀁔

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982-983.
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996.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2版.北京:中华书局,2000:1617.
公孙尨为赵鞅家臣,乃据《传》文公孙尨称赵鞅为“主”,推测赵鞅应是赐予公孙尨田地为任用为家臣。
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996.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2版.北京:中华书局,2000:1617.
白国红.春秋晋国赵氏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132.
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933-934.
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422.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2版.北京:中华书局,2000:788.
姚中秋.封建[M]∥华夏治理秩序史.第2卷.海口:海南出版社,201:544.
刘向.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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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功于晋,处理国际事务频繁且亮眼,具有高度政治声望。此外,赵盾执政期间,赵氏势力急

剧膨胀;不仅封邑增益原、屏、楼等,又册立“侧室”赵穿、“属大夫”阳处父与臾骈等出任国臣,
壮大赵氏政治版图。① 赵鞅或欲借先祖赵盾威名,将其颁布刑书铸于刑鼎,除彰显赵氏荣光

伟业,更为自己抬高身价与声望。故在荀寅与范鞅推波助澜下,赵鞅也愿意半推半就参与此

事。

五、结论

本文讨论《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晋国“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一事,从该段

《传》为所录孔子评论内容,知铸于刑鼎之上者,为“蒐于夷”后赵宣子赵盾所颁布刑法,实与

范宣子士匄无涉。传统经师依该段《传》文所载,蔡史墨评论中行氏与范氏将相继亡于晋国,
认为既然蔡史墨已预言范氏将亡,乃因中行氏荀寅“铸刑鼎”内容为范氏之先祖“范宣子刑

书”,故而牵连范氏步向亡途。清人朱亦栋《左传札记·卷下》指出:“《左氏》以赵宣子为范宣

子,自属沿误,史墨一段更附会,不足信。”但朱氏未载申言“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当如何解

释。典籍中“范”“笵”“範”常为通假,且战国玺印“ ”氏、“笵”氏皆读为“范”氏。
笔者推测“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之“范”,当是“範”字之误。“範”作名词时解为制作器

物之模範,作动词可释为以模範制作器物。若依笔者之见,此段《传》文当书作“遂赋晋国一

鼓铁,以铸刑鼎,著‘範’宣子所为刑书焉”,可译为:以赋晋国的一鼓铁铸造刑鼎,并将赵宣子

赵盾所为刑书制为模範,记载其内容于刑鼎之上。《传》文所载蔡史墨对此事件之评论,其中

最为关键文句为:“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赵氏,赵孟与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

免。”本文认为句中“易”字为蔓延之意,整句可释为:荀寅主张“铸刑鼎”,与中行氏交好的范

氏(范鞅)与之附和同声一气,使“铸刑鼎”之恶蔓延扩散,致使范氏步向亡途。此恶牵连赵

氏,赵鞅(赵孟)参与此事,应是不得已而为之。至于赵鞅何以愿意参与此事的主因,笔者推

测应是中行、范、赵三家借此机会交好结盟以壮大实力,赵鞅亦欲表彰其先祖赵盾功业,因与

中行及范氏同为此事。

AResearchintothePenalLawsInscribedbyFanXuanziinZuoZhuan

HuangShengsong
(DepartmentofChineseliterature,ChengKungUniversity,Tainan701,Taiwan)

  Abstract:Itissaidintheeighty-ninthyearofDukeZhaoinZuoZhuan:“inorderto
castpenaltripods,onwhichtheyinscribedthepenallawspreparedbyFanXuanzi.”From
theremarksbyConfuciusinZuoZhuan,itcanbeconcludedthatthecontentofthepenal
tripodsisthepenallawsbyZhaoXuanzi(ZhaoDun)afterthemilitaryreviewinYi,which

① 白国红.春秋晋国赵氏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9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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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nothingtodowithFanXuanzi(ShiGai).Inancientbooks,thecharacters“Fan”(范),
“Fan”(笵)and“Fan”(範)areofteninterchangeable.Furthermore,thesurnames“Fan”
( )and“Fan”(笵)arereadsurname“Fan”(范)inthesealsduringTheWarringStates
Period.Itcanbespeculatedthatthecharacter“Fan”(范)inthesentencethat“they
inscribedthepenallawspreparedbyFanXuanzi”isamistakencharacterof“Fan”(範).
“Fan”(範)referredtothemodelofmakingutensilswhenusedasanoun,andmaking
utensilsbymodelswhenusedasaverb.From myviewpoint,thesentenceshouldbe
revisedas:“……afterwhichtheylaidupontheStateacontributionofaGuofiron,in
ordertocastpenaltripods,onwhichtheyinscribedthepenallawspreparedbyFan(範)

Xuanzi.”Itcanbetranslatedas:“theylaidupontheStateacontributionofaguofiron,

regardedthepenallawswrittenbyZhaoXuanzi(ZhaoDun)asamodel,andinscribedthe
contentonthepenaltripods.”ThecommentsoftheeventbyCaiShimoinZuoZhuansay:
“……andmoreoverheinvolvestheFanfamily,andwillruinitbythechangeheis
making.WhereintheZhaofamilyisconcerned,ZhaoMengindeedhasbeenapartyto
this,buthecouldnothelpit.Ifhecultivateshisvirtue,hemayescape(thefateofYin).
ThewordYi(易)meansspread.Thewholesentencecanbetranslatedas:XunYin
advocatedthecastingofpenaltripods.AndFan(FanYang),whohadagoodrelationship
withZhongXing,wasincollusionwithhim,makingthewickednessofthecastingof
penaltripodsspread,whichresultedinFan’sdeath.TherascalityalsogotZhaointo
trouble.ItisspeculatedthatZhaoYang(ZhaoMeng)gotinvolvedinordertoallyhimself
withZhongXingandFanandtohonorthedeedsofhisancestorZhaoDun.

Keywords:ZuoZhuan,thecastingofpenaltripods,thepenallawsbyFanXuanzi,

thepenallawsbyZhaoXuanzi,CaiShimo

(学术编辑:迟铎)

黄圣松,男,台湾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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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作为一种当代语言意识形态资源的文言
*

徐欣路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 语言政策与标准研究所 北京 100083)

  摘要:汉语的变体格局在历史上经历了从“共 方格局”到“书 口格局”的转变,其背后的

根本驱动力量是语言意识形态。经过这次转变,文言的地位得到了凸显,而语言意识形态也

成了文言内涵的一部分。白话文运动后,汉语变体格局转变为新的“共 方格局”,在该格局

下,两种语言意识形态形成张力,决定了现代汉语书面语的新常态。通过对文言语言意识形

态进行适当加码,可以有效对治书面语新常态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因而文言作为一种语言意

识形态资源应该得到重视。
关键词:文言;语言意识形态;语言资源;共 方格局;书 口格局

文言作为我国古代的书面语,虽然在白话文运动中经历了地位的根本改变,但由于其为

我们民族记录下了海量的文化财富,所以在白话大获全胜之后的近一百年中,文言也从来不

曾完全从中国人的语言生活中退出。不仅如此,若从语言资源观的视角来看,文言对于当代

中国的语言生活而言,毫无疑问还应被视为一种宝贵的语言资源。李宇明先生曾经指出,语
言的资源属性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即语言可以是语言自身的资源,也可以是文化的资源,
还可以是经济的资源。① 本文关注的就是文言作为汉语自身的一种语言意识形态资源所具

有的重要价值。

一、从“共 方格局”到“书 口格局”的转变

“雅言”一词,出自《论语·述而》所记载的“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一句,
说的是孔子在诵诗、读书、赞礼时,都会使用“雅言”。所谓的“雅言”,从本义上讲就是“正言”
的意思,依据李新魁先生的观点也就是西周以来至东周时期以中原地区河南一带方言为基

础的中原共同语。② 诚然,关于先秦时代的雅言,目前能够找到的确切资料是较少的,但我

们仍旧可以按照共同语所应有的常态来推知,就像当代的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那样,先秦的

雅言也应有如下两个特征。第一,雅言在语言标准上应该有大致的语音、语法、词汇标准。

*

①

②

本成果受北京语言大学院级科研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 专 项 资 金)资 助,项 目 编 号 为

15YJ050010。
李宇明.当今人类三大语言话题[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21-26.
李新魁.汉语共同语的形成和发展(上)[J].语文建设,1987(5):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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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词汇标准是容易理解的,这从流传至今的大量先秦古籍中就可以看出来,而语音标准,
从《诗经》用韵的统一性上也可窥知。第二是雅言在语体上也一定有书面语和口语之分。这

个问题目前在古汉语研究中并未引起重视,虽然先秦时代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异是较小的,但
事实上,完全没有语体差异的共同语也是不存在的。我们能感到孔子编订《春秋》所用的语

言跟《论语》中所记载的孔子的口语是有区别的,而孔子周游列国、说客在各诸侯国间活动、
商贾贸易往来等等必定还需要进行大量的日常口头交流,可以想见这种口语跟《春秋》的语

体差异就更大了。不过,相对于雅言共同语和方言俗语之间的对立来说,雅言内部的语体对

立显然是次要的,前者的对立才是主要的,或者说,先秦乃至秦汉汉语的变体形式体现出了

一种以共同语 方言为主要对立,书面语 口语为次要对立的格局。本文将这种变体格局称

为“共 方格局”。
那么,孔子为什么要在诵诗、读书、赞礼时使用雅言呢? 这在现代的社会语言学看来,实

际上就属于一种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现象,也就是说孔子的语言要在这些场合中从日

常的方言土语语码转换到雅言语码。语码转换是由各种不同的语用目标来驱动的,不过若

要探求语码转换的总原则,实际上孔子自己已有很好的论述。《论语·雍也》记载了孔子的

这样一段话:“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句话中的“文”和“质”一般

都理解成“外在表现”和“内在德行”,这当然是正确的,不过当“文”和“质”落实到社会生活的

不同方面时,也会有不同的具体体现。若是把它们落实到语言行为上,“文”就可以指“外在

的语言形式”,“质”就可以指“内在的语言活动内容”。诵诗、读书、赞礼所包含的都是高尚的

伦理教化之“质”,孔子用雅言之“文”与其相匹配,正体现了一种君子的“文质彬彬”的语言伦

理精神。
而后代所出现的“文言”,应该说与雅言有着本质的联系。南北朝之后,书面语跟口语的

发展不再同步,口语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书面语却保持了相对静止状态。究其原因,张
中行先生认为先秦两汉的书面语“由于种种原因,会被很多人视为雅驯,因而就要更进一步,
不容许变”。① 这一判断是非常正确的。先秦时代的书面雅言长期固定地充当了诵诗、读
书、赞礼等高雅语言活动的载体,所以雅言中的书面语部分又生发出了除“正言”之外的又一

层定位,那就是“高雅之言”。这种高雅的书面语伴随着“文质彬彬”的语言伦理精神的强化

而被一直效仿,而口语的不断演变则基本不会被书面语所认可。不过,当口语和书面语的距

离拉大到一般人需要在学校中把书面语几乎当成一门新语言来学习的时候(这种情形最晚

在唐代肯定已经出现),这种语体的对立就呈现出了一种特殊的形态。美国社会语言学家

Ferguson将这种特殊形态的语体对立现象称为“双言现象”(diglossia)。顾名思义,双言现

象包含了两个变体———一个是标准变体,或称高变体(Hvariety),另一个是粗俗变体,或称

低变体(Lvariety)。Ferguson归纳了双言现象在多个维度上的特征,主要包括:在功能方

面,H只能用于正式场合和高雅文学,特别是不能用于日常谈话,而L则用于非正式场合和

俗文学;在语言声望方面,H比L优越;在文学遗产方面,H的文学作品量多而珍贵,且比L
的作品具有更高的旨趣;在语言获得方面,人们以母语习得的方式学会L,通过正式教育学

会H。Ferguson还指出,汉语由文言和白话所构成的双言现象,很可能是目前所能知道的

最大规模的双言现象。

① 张中行.文言和白话[M].北京:中华书局,2007: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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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我们可以认为,雅言时代到文言时代的转变是汉语变体格局的调整,经过这次调整

后,书面语 口语的对立上升为主要对立,共同语 方言的对立下降为次要对立。本文将这种

变体格局称为“书 口格局”。
“共 方格局”和“书 口格局”的根本区别在于书面语在共同语中是否相对独立。虽然从

理论上说,书面共同语和口头共同语都是共同语,可是在这两种格局中,书面共同语的地位

是截然不同的。在“共 方格局”中,书面语的学习并不具有相对独立性,其与口语的学习基

本上是同一个过程,对口语的学习实际上就是对书面语基础的学习,学习者很难抛开口语来

学习书面语;但在“书 口格局”中,口语对于书面语来说几乎谈不上是什么基础,人们必须另

外花费大量的精力、付出大量的成本才可以学会书面语,而不同方言区的人即便口头共同语

学得不好,只要学会了书面语,在正式领域里的交流是完全不成问题的。可以想见,在文言

时代,学习官话仅仅意味着学习官话口语而已,其对于学习文言而言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二、变体格局转变背后的语言意识形态驱动

从“共 方格局”到“书 口格局”的转变是汉语的一种根本性的变体格局调整,那么,这一

转变是因何而造成的呢? 在张中行先生所说的“视为雅驯”而“不容许变”的原因背后,是否

还有更深层次的驱动力量? 我们认为是有的,这个力量就是语言意识形态(linguistic
ideology)。人类学家纳日碧力戈先生引述国外学者的话说,“语言意识形态是关于语言结

构和语言使用的合理性及合法性的一系列语言信仰”,“指在社会生活中语言与人类之间的

象征关系,是社会结构与言说形式之间的中介”,“语言意识形态把语言和认同、权力、审美、
道德及认识论联系在一起,反映基本的人观和社会制度”。他由此推论,认为语言意识形态

应该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关于语言的内部结构的信仰,即关于语音、语法、词汇的信仰,这
尤其表现在正字法和文字改革方面;关于语言外部环境的信仰,如通过语言表达的对文化象

征、地方知识、感情、利益、政治等社会因素的信仰;关于语言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结合在一

起的社会实践的信仰。”①这一分析是到位的,不过我们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语言意识形态跟

语言的所指所表达的意识形态并没有本质的关联,比如上文所提到的“通过语言表达的对各

种社会因素的信仰”说的实际上是“通过对语言能指的选择和使用,以象征的方式表达出的

对各种社会因素的信仰”。事实上,语言意识形态集中体现在对语言能指的选择上,其涉及

的主要就是“对能指的选择背后有何种社会意识在驱动”的问题,比如在国家选择何种语言

作为官方语言,少数民族是否坚持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甚至是具有某种信仰的人是否对某

些语词有特殊的禁忌,其背后都是语言意识形态在发挥作用。由此看来,语言意识形态与社

会语言学中的核心概念———语言态度(languageattitude)有着很密切的关系,语言意识形态

是语言态度的抽象化的底层,而语言态度是语言意识形态的具象化的表层。
从“共 方格局”演变到“书 口格局”,书面语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凸显,其背后的驱动力

量也正是语言意识形态。可以说,在中国封建时代汉语的各种变体中地位至高无上的文言,
正是封建王权、儒家伦理以及知识分子阶层理想人格的象征;而实现这种象征的途径,也正

① 纳日碧力戈.语言意识形态:语言人类学新篇[J].世界民族,2010(4):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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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采用文言这种地位至高无上的能指形式,来确保与世俗之间的足够距离。人们对于这一

象征关系的信仰,即为“书 口格局”中最为主流的语言意识形态。早在西周时期,封建王朝

的最高统治者就被称为“天子”,其后“几乎历朝历代统治者都以天命神权来诠释政权、君权

获得的合理合法性”,特别是到了汉代董仲舒那里还形成了君权神授的理论,而儒学也发生

了神学化的变革。① 封建统治及其背后的主流政治哲学思想都有了一种类似于宗教的特

质,与世俗之间拉开了很大的距离。这种情形若要在统治阶级的语言中加以象征的话,最为

可取的做法就是使某种使正式文书的语言区别于俗世坊间的语言。而封建时代的知识分

子———士阶层也都会追求一种弘毅清高的人格,其书面语言作品也自然要跟流俗保持足够

的距离。特别是到了隋唐以后,封建政权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开始实行,士子若要实

现人生的理想抱负,就更是不能不使自己的语言选择与统治者保持高度一致。至此,封建时

代的语言意识形态可以说已经根植到了每个知识分子思想的最深处。
“书 口格局”确立并延续的时间长达1000多年,其间文言这种能指形式的使用状况非

常稳定。无论后来的语言状况如何演变,我们都无法否认在从古至今中华民族的语码总库

中文言已经是最为重要的主角之一。文言所负载的语言意识形态成了文言之内涵的一部

分,当后来人把文言看作一种语言资源时,就必然要考虑文言所负载的语言意识形态在除却

其封建落后的因素之外,是否也同样具有积极的资源性价值。

三、新“共 方格局”中两种语言意识形态间的张力

白话文运动之后,汉语变体格局由“书 口格局”恢复到了“共 方格局”。这一转变的实

现途径是将文言这一高高在上的书面语形式从通用领域中抹去,将原本居于次要地位的共

同语 方言对立提升为主要对立,再将此对立中原先处于相对“混沌”状态的共同语分化为书

面共同语和口头共同语。由于新的书面语和口语原为“混沌”的一体,两者具有很明显的一

致性,因而这个转变过程也被称为“言文一致”。这一语言革命毫无疑问是伟大的,其历史功

绩毋庸赘述。这场变革也是与中国封建制度的终结、现代化进程的开启、启蒙思想的勃发同

时发生的,这也证实了前文关于汉语变体格局转变由语言意识形态驱动的观点———封建王

朝覆灭,封建政治哲学思想衰微,知识分子转而为大众代言,这些变化都使得人们感到对文

言的信仰已经不再必要,而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启蒙话语的传播对一种新的白话信仰的呼唤

则十分强烈。
新的书面共同语要从原先“混沌”的共同语中分化出来,需要一个有力的建构过程,而关

于白话的语言意识形态很好地支撑了这个过程。文学理论家泓峻将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对白

话的信仰称为“口语崇拜”,并认为“这种直接从西方引入的文学观念,与五四文学的写实主

义追求、个性主义追求、大众化追求都产生了强烈的呼应关系”。② “自五四文学革命以降,
现代文学的主流观点总是把‘口语化’当成一个具有绝对价值的方向,而‘过于书面化’则不

①

②

王杰,顾建军.汉代神权政治的重新确立———董仲舒与儒学的神话[J].现代哲学,2012(3):120-
128.

泓峻.共生与互动:20世纪前期的文学观念变革与语言变革[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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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成为当时否定几千年形成的文言文学的一个理由,而且成了20世纪里知识分子文学写作

怎么都无法摆脱的诸种‘原罪’之一,从而形成了严重的口语崇拜观念。这种观念,深深地影

响了现代文学,特别是现代文学语言发展的方向。”①

本文认为,虽然把彼时知识分子对白话的信仰描述为“严重的口语崇拜观念”不见得完

全得当,但至少在文言退出通用领域之后,使新的白话书面语同口语之间的距离尽量缩小,
以象征社会政治的民主和平等,的确是白话文运动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知识分子所具有的

一种主流语言意识形态。这本身无疑是代表历史进步方向的,只不过在处理书面语与口语

的关系时,有时会有一种过于理想化的观念出现,即认为书面语可以达到一种与口语基本完

全一致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别几乎只在前者用笔写下来了,而后者没

有。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瞿秋白等人在评价白话文运动中建立起来的新白话文学语言

时,仍旧认为这种语言包含了太多的文人腔,不够口语化,他们还把这种书面白话称为“新文

言”,表示要针对其再发动一次新的文学革命。② 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这种想法仍旧存在着,
如1952年5月2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郭沫若的《爱护新鲜的生命》一文,指出“我们的文

章必须先走上写话的道路”,“近来的理论文字和文艺作品又显然有‘新新文言’的倾向

了”。③ 事实上,从语言学的角度而言,由不同领域、不同交际目的而造成的语言变异是不可

避免的,书面语和口语完全相同的语言状况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即便真的有某些语言状况

看上去是书面语和口语完全相同的,但其实这里所谓的“书面语”也不可能是真正的符合特

定领域需要的语言学意义上的书面语,而只能算是书写下来的口语而已。判断一种语码是

口语还是书面语,依据不是看它是口头说出来的还是笔头写下来的,而是看它的语法、词汇

等本体上质的特征符合何种领域的需要。
毫无疑问的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讲,白话文背后的语言意识形态是进步的,尤其

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新中国建设过程中,这种语言意识形态有着特殊而

重要的政治哲学意义。1942年2月,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就提出“要向人民群众学习

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与之相呼应的是同年5
月,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要“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

阶级的文艺”。把这两项主张结合起来看,便知“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

“人民的语汇生动丰富”,更重要的是因为人民群众的语言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文化象征。
不过同时,毛泽东也在《反对党八股》中指出,“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

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

理地利用”,“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

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应该说,毛泽东的这一观点是极具远见卓识的。但在语言实践

中,古人的语言中到底哪些东西是“有生命的”“有生气的”“仍然有用的”,哪些东西又是“已
经死了的”,人们也经常会感到不太好判断。特别是针对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交际目的,古
人的某些语言成分可能有时应该“死去”,有时又仍旧“有生命”,因此就很难找到一条说一不

①

②

③

泓峻.共生与互动:20世纪前期的文学观念变革与语言变革[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90.
泓峻.共生与互动:20世纪前期的文学观念变革与语言变革[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91-

92.
费锦昌.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记事[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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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的标准。
学者们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发表的意见不可谓不多,可是在如今“尘埃落定”之后回过头

去看,他们在具体实例判断上的“命中率”却不见得很高。比如,胡绳先生曾经指出“在通俗

文中应该尽量排斥有口语可以代替的文言的词句”,“但问题是,那一种可以算是文言词句,
应该加以排斥呢? 我主张我们的标准应该相当严格”。胡先生进而举例认为“出现于历史的

舞台”中的“于”应该改成“在”,“定了三月八日为国际妇女节”中的“为”应该改成“做”。① 但

事实上,从今天汉语书面语的现实来看,上述用法的“于”和“为”都已经成了最为稳固的文言

保留成分。叶圣陶先生也曾经指出过,“要把语体文写得纯粹”,“不该向文言讨救兵”。他还

打了个比方来评价那些夹杂了文言成分的白话文句子———“仿佛看见眉清目秀的面孔上长

了个疙瘩”。② 不过,他在文中抄录的这种句子,如“同样缅怀故乡童年,他和他的伴侣并不

相似”,“他进而指出言语本身的缺陷”,“凝眸于栅外的篱笆”,“秋原中有多少冤魂咽泣”等,
到现在看来也已经成了再正常不过的白话书面语表达,甚至有的句子还显得非常优美,颇具

表现力。

1956年2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明确指出现代汉民族共同

语———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

法规范”。今天回头看这个标准,人们有时会觉得现在的共同语是轻易就被规范出来的,但
事实上,至少在书面共同语上,白话跟文言成分经历了长时间的博弈。书面白话跟文言的冲

突在白话大获全胜之后就不再那么明显了,两者形成了一个相对自然的语码生态系统,白话

是主角,文言成分是配角。文言不再有强有力的语言意识形态支撑,其成分在书面语中的遗

留只是语言发展的自身规律所致。“规范”的影响是一种人工干预,其背后的驱动力则仍是

语言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形下,保留适当文言成分的规律性力量和“肃清”绝大多数文言成

分的规范性力量之间,或者根本上说是两种语言意识形态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使得一种含

有少量文言遗留成分的书面白话成了现今书面共同语的新常态。

四、文言语言意识形态的批判吸收

在新“共 方格局”中书面共同语的新常态下,书面语不再具有相对独立性,而变得易懂、
易学。这一转变为人民文化水平尤其是读写能力的提高带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我国的整

体语言生活状况也因此得到了进一步改善。
然而,这样一种书面语也并非尽善尽美。跟“书 口格局”时代的语言使用状况相比,新

“共 方格局”的书面共同语的最大变化在于跟口头共同语距离很小,因而在各种领域中不再

呈现出专用性的分布。表1研究了“书 口格局”(A类)和新“共 方格局”(B类)下书面共同

语、口头共同语和方言土语三种变体使用的分布状况。从表中可见,“书 口格局”中书面共

同语(即文言)和口头共同语在使用领域上分野明晰,而在新“共 方格局”中,书面共同语和

口头共同语由于本体特征差异不大,因而很难说清两者使用领域的差别,特别是在高雅文学

①

②

胡绳.从三本“社会常识读本”中谈写作通俗文的几个具体原则[J].语文,1937(1):22-32.
叶圣陶.语体文要写得纯粹[J].语文,1937(2):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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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通行俗文学领域,两者呈现出了交叠的关系。如果采用一种“系联法”的思维的话,那么新

“共 方格局”中的书面共同语和口头共同语是可以“系联”成片的(如表中阴影区域)。正因

为这种连续性分布,所以两者之间无法截然分开,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表1 两种格局下书面共同语、口头共同语、方言土语三种变体使用的分布状况

变体
领域

正式文书 高雅文学 通行俗文学 通行日常交际 地方俗文学 地方日常交际

A

书面共同语 √ √

口头共同语 √ √

方言土语 √ √

B

书面共同语 √ √ √

口头共同语 √ √ √

方言土语 √ √

事实上,这种情形是世界上所有“共 方格局”的语言,或者说是不处于双言状态的语言

所共有的,本身并没有任何不合理之处。不过,既然汉语曾经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双言现象,我们也就自然而然地想去做一个对比———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的白话书面语是

否在任何方面都要胜过曾经的文言书面语? 使用时间长达十几个世纪的文言,其背后的语

言意识形态对于当代中国的语言生活而言,是应该一概否定,还是应该批判吸收? 这两个问

题,前者的答案可以决定后者的答案。对此,本文认为,我们坚决不能倒退回文言当家的时

代,对文言所象征的封建内容应予坚决批判,但文言却也有一些白话仅靠自身力量所难以实

现的功能,尤其是文言背后的语言意识形态在经过扬弃之后用于对治目前语言生活中的一

些问题也仍旧是有效的。因此,在认识到文言是当代书面语的词汇、语法资源之外,我们还

应进一步认识到文言还是一种在当代仍然值得借鉴吸收的语言意识形态资源。
目前我国语言生活中与此相关的问题以及文言语言意识形态的对治作用主要体现在三

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汉语自身表达功能的问题。书面语和口语在多领域的通用意味着书面语

语码特殊性的降低,这就使得书面语在正式领域的表达范围发生了窄化。正式领域作为一

个“域”,其内部也并不均质,而是存在着诸多的次领域,有些次领域距离世俗近一些,有些次

领域距离世俗远一些。有一些需要与世俗拉开较大距离的次领域若依“文质彬彬”这一语言

伦理精神来践行的话,则应采用那些与口语拉开足够距离的书面语码来表达。然而,这一要

求常常会因为书面语与口语的客观距离过近,跟口语距离足够远的词汇、语汇不足而难以得

到满足。冯胜利先生指出,“典雅与便俗”是构成语体的两对基本范畴之一,典雅语体的效应

来源于历时的距离感,也就是说,典雅就意味着使用古代词句,而便俗就意味着只使用当代

白话。可以想见,一种书面语中能够利用的古代词句越少,那么它构成典雅语体的功能就越

弱。①

那么,当代汉语书面语真的有必要尝试跟口语拉开足够距离吗? 或者说,书面语的典雅

① 冯胜利.论语体的机制及其语法属性[J].中国语文,2010(5):400-412.



论作为一种当代语言意识形态资源的文言 语言文字研究

2016年3月·第三辑 63   

度真的有必要在现有基础上更进一步吗?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能说明问题,那就是大

陆具备一定文化程度的人普遍都对台湾地区“文绉绉”的书面语有好感,认为大陆书面语的

表达水准比不上台湾地区。事实上,台湾地区书面语所表现出来的那些特别的表达效果在

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文言成分来实现的。2009年9月17日的《南方周末》节选转载了由台湾

地区台北地方法院发布的陈水扁案判决书,此后该判决书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引发了大陆广

大网友的一致赞叹。① 究其原因,主要就是因为该文大量使用了古词古语,与口语拉开了足

够的距离,从语言上象征了法律的神圣威严。
或许有人认为这一问题体现的是文言在词汇、语汇上的资源性,但本文认为,若缺乏语

言意识形态的驱动,文言的词汇、语汇资源只会被排斥而不可能被吸收的。文言的语言意识

形态在这个问题上的价值在于,应使人们认识到,虽然封建制度以及封建时代的文人心态需

要革除,但无论是在何种形态的社会,高雅、神圣跟世俗之间的对立永远不会消失,无论是正

式文书领域还是文学领域,一些需要与世俗拉开足够距离的内容仍旧有必要用更强的文言

性来象征。径直去模仿台湾地区的书面语也许是不必要的,但如果我们能利用好这种语言

意识形态,那么至少很多文言遗留词汇在书面语中就应该充分加以吸收,而不能简单地把它

们定位为生僻词,让它们仅仅存在于词典中。
第二个方面是国民的书面语学习态度和书面表达能力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近年来

全社会都给予了较大关注,人们所热议的母语水平普遍下降的情况,说的主要就是书面语水

平下降的现象。不过,很多人把这一现象归因于外语过热,这恐怕是还没有看到问题的根

本。诚然,不少人在主观上不像重视外语学习那样重视母语学习是个事实,但若从语言意识

形态方面去找原因,却可以发现并不是外语学习背后的语言意识形态冲击了母语意识形态,
而是母语意识形态自身发生了一些变化。

由于新“共 方格局”中书面语和口语呈连续性分布,因而两者之间不存在天然的阻隔机

制。这一方面对语言学习和书面语自身的生动化有利,但另一方面也为口语提供了一条通

道,使其中一些不适宜的成分轻易就能入侵到应使用雅正书面语的场合。书面语在整个共

同语中识别度不够高,所以人们在母语学习和母语使用中,对书面语庄重、文雅、优美的特性

认识不足,一些“取宠”的口语表达(尤其是网络语言表达)容易被认为是更体现语言技巧、更
能取得良好表达效果的,这就对人们的语言学习观念造成了冲击。人们往往会因此而认为

雅正的书面语学不学得好都无所谓,话写下来只要别人能懂就行,若能使用一些时髦的口语

表达则更是堪称“有才”。
如果说本文在前一点中所说的吸收一些文言成分来表达高雅、神圣的意义是对少数人

的要求的话,那么在这一点中说的问题就是面向较多人的了。事实上,跟前一点一样,这个

问题的背后仍然是语言意识形态在起作用。当代年轻人对严肃、崇高、高雅的话题经常抱以

解构的态度,这与书面语学习和使用中出现的问题是正相关的,而文言语言意识形态中强烈

的守正性因素正是对治这一问题的良方。从这个角度来想,基础教育的文言文教学亟待增

加语言意识形态方面的教学目标,以让学生领会中国古人所认可的“文”“道”关系,并以此为

借鉴来端正自身的母语学习、母语使用态度。
第三个方面是传统文化教育中的语言态度问题。这个问题是随着近年来中华优秀传统

① 台北地方法院.陈水扁案判决书摘录[N].南方周末,2009-9-17:E3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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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的全面推进而凸显出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文本传播,
因而也就必须面临一个用文言原典还是用白话译介的语言选择的问题。拙作认为,从大类

上说,传统文化包含了常识、仪范、艺能、精神智慧等多个层次的内容,各个层次适宜采取不

同的教育形式,而其中的精神智慧可以说是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其教育形式以文言原

典教育为最佳。① 不过,文言文对于中小学生而言恐怕是一种无趣的学习对象,在“一怕文

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之说中,文言文位列“三怕”之首,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这一现象之所以形成,是因为中小学生对文言完全没有树立一种正确的语言态度。这

与白话文运动之前的语言态度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反差。这种反差若能控制在一定范围之

内,应该说就是历史进步的必然结果,但如果中小学生把文言当成了“无聊”“过时”“迂腐”的
代名词,那么这种变化就超过应有范围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智慧虽非宗教,但在很大程

度上都是关于君子伦理的崇高信仰,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也正是中华民族信仰重建的

一个重要环节。信仰的崇高性和承载这种信仰的语码之间若能建立起象征关系(亦即建立

一种良好的语言意识形态),那么信仰的力量将因语言而变得更强大,这在全世界诸多正统

宗教信仰的传承中多有例证。由此看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若失去文言语言意识形态

的支撑,是不易深入到真正的信仰层面的。

五、结论

本文曾谈到了两种语言意识形态之间形成的张力问题。在书面语新常态形成之后,这
一张力也并未完全消失,这两种语言意识形态中的任何一方力度有所调整,都会影响到当代

汉语书面语的本体语言学状况(主要是文言词汇的沿用状况)和社会语言学状况(主要是在

文言及雅正书面语上的语言态度和语言能力)。事实上,近几十年来,我国人民的受教育状

况和读写能力状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言文一致能为母语学习带来的便利已经发

挥得非常充分,人民母语学习的主要需求已不是基础性需求(即学会读写),而是改善性需求

(即通过获得更高的语言水平来提升文化品位,实现优质的言语交际)。要在目前现状的基

础上使人民的母语水平再进行一次提升,恐怕对言文一致的进一步追求已显得没有太大必

要,而在坚持白话为主流的前提下,于文言的一端略加砝码倒可能颇有意义。
本文开头所引的李宇明先生的观点认为,语言是一种资源,且语言可以是语言自身的资

源。关于语言如何成为语言自身的资源,一般来说首先应该关注的是词汇、语法等语言本体

内容的传承、借用等。通过前文的论述可知,文言背后的语言意识形态在当代仍旧具有重要

价值,是值得批判吸收的。据此本文认为:语言意识形态也同样具有资源性;文言作为当代

汉语的资源,不仅是词汇、语法方面的资源,还是语言意识形态方面的资源。把文言作为一

种语言意识形态资源加以重视,将有利于改善前述张力双方力量的调配,使之更趋合理,从
而促进现代汉语书面语表达功能的完善,人民母语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的深入。

① 徐欣路.论传统文化教育的层次和文言文教育的功能[J].教育评论,2015(5):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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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calChineseasLanguageIdeologyResourceinContemporaryChina

XuXinlu
(InstituteforLanguagePoliciesandStandards,FacultyofLinguisticSciences,BeijingLanguage

andCultureUniversity,Beijing100083,China)

  Abstract:ThepatternofChinesevarietieshasgonethroughthetransformationfrom
“common-dialectpattern”to“written-spokenpattern”inhistory,andthefundamental
drivingforcebehinditislanguageideology.Throughthistransformation,classicalChinese
rosetoprominenceandlanguageideologybecameonepartoftheconnotationofclassical
Chinese.AftertheVernacularMovement,Chinesevarietychangedintothenew“common-
dialectpattern”wheretensionsbetweentwokindsoflanguageideologydeterminethenew
normalofmodernwrittenChinese.Byappropriatelyoverweightingthelanguageideology
ofclassicalChinese,wecaneffectivelysolveexistingproblemsinthenewnormalof
writtenlanguage.Therefore,classicalChineseisakindoflanguageideologyresourceand
shouldbeval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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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料库的助词注释研究
*

郑泽芝 王雅斐

(厦门大学 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助词是汉语中最常用、最庞杂的词类之一,故助词注释的好坏将直接影响教、学效

果。教学的基本工具是教材和词典,因此,了解这两种工具的助词注释实态,比如助词注释

的关键点和难点在哪里,该如何注释,有助于新教材、新词典的编写,进而有助于教学。为

此,本文选取了对外汉语综合课教材《博雅汉语》和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

词典》为研究材料,构建了教材和词典助词注释语言语料库,对助词词目选择、助词注释项目

的分布、助词结构的注释情况等进行了量化的分析统计,概括了助词注释的特点、规律性和

问题;揭示了助词注释的重点和难点;针对助词注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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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助词是留学生习得汉语偏误最多的词类之一,因而是汉语第二语言教、学的重点和难

点。而作为教学基本工具的教材和词典,其助词注释的好坏关系到教学双方,显得尤为重

要。而助词注释实态研究,既是之后教材词典注释的参照、参考的对象,也是对已有研究的

一个检验,同时也可据实对现有注释提出质疑和肯定,所以,对教学基本工具助词注释实态

的研究势在必行。
为此我们以本领域中的代表作品对外汉语综合课教材《博雅汉语》(8册,2004年至

2006年,以下简称《博雅》)和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2005版,以下

简称《用法》)为研究基础,对被注助词以及助词结构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
本研究为助词注释的中观研究,研究基本单位为助词被注的各种功能和属性,研究的目

的是调查助词各被注项目的注释程度,助词注释的重点和难点,现有注释的优缺点。而助词

各属性注释的具体细节,不是本论文讨论焦点。
本研究的基础是精加工语料库。本研究首先借鉴助词本体研究、偏误研究的研究成果,

制定了助词注释语言标记集和标记规范,经过试标记,最终确定了33个标记项目及标记规

范;其次,对助词注释语言进行机助人工的标记;再次,采用本研究开发的自动转换软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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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助词注释项目数据库。基于助词注释语言数据库,文章对两类语料助词的注释实态进行

了描写和对比分析,从量化分析的角度,揭示了助词注释的重点和难点,指出了现有助词注

释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

二、“助词”的抽取及词目实态分析

词目选择对于教材和词典都十分重要。词目的范围、难易程度等是否恰当是一本教材

和词典的重要评估标准。关于词目,词典界关注的角度一直是选择哪些“词”,而鲜少关注非

词词目的立目情况,教材和学习词典在“词目”的实态如何呢?
我国古代就有了“助辞”“助字”“助语”等说法。但是,这些指称与现代意义上的“助词”

有所不同。《马氏文通》中对助字的定义是:“凡虚字用以煞实字与句读者,曰助字。”①这也

与今天助词的概念不尽相同。自马建忠以后,几乎每本汉语的语法书中都包含了“助词”这
一词类。但是各家对于助词的定义并不相同,甚至差异很大,现代汉语助词似乎成了汉语词

类划分中剩余虚词的收容所,成了一个收容遍余的杂类,并且在不断增长之中。本文在前人

研究的基础上,界定具有以下属性的词语为助词:“助词是附着在实词
        

、短语或句子上
      

,表示
  

一定的语法意义的
        

,完成表述架构的词
        

。”
根据本文的助词定义,我们选择《博雅汉语》的“语言点”中注释的助词及助词结构,作为本

研究的单位,并在《用法》中找出它们的对应项,作为比较对照对象。这些单位包括:(1)语气助

词“吗”“吧”“呢”等以及含助词的结构“正在……呢”“太……了”等。(2)时态助词“着”“了”
“过”以及相关的助词结构“快……了”“V+着+NM+O”等。(3)结构助词“的”“地”“得”以及

相关结构“是……的”“V不了/V得了”等。(4)比况助词“一样”等及其相关结构。(5)表数

助词“多”“左右”及其相关结构。(6)列举助词“啦”等。(7)限定助词“连”“的话”及其相关结

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助词的范围还包括一些表示言语义的准助词(例如“来说”“而
言”等)和介词构成的介词框架,例如“就……而言”“对于……来说”等。

从教材被注助词目静态分布看,我们从《博雅》共抽取被释助词及助词结构条目65个,
其中以“词”出条的16个(约占25%),以助词结构出条的49个(约占75%)。在数量上,助
词结构约为助词的3倍。助词和助词结构的出条情况符合助词的特色———起附着和辅助的

作用。虽然以助词为主体的结构并不多,但很多结构一定要有助词的辅助才会完整和地道,
因而,一些常用助词,没有以词的形式出现,而是以结构的形式出现,例如:“该……了”这个

结构,结构语法重点在“该”字上,我们如果说“我该回去”句子大意也能明白,但没有“了”句
子煞不住,所以地道的汉语表述为“我该回去了”。“着”是常用的时态助词,但教材上并没有

以“着”作为出条词目,却有“V+着+NM+O”“处所词+V+着+NM+N”“V1着 V1着

V2”等三条结构,在这三条结构中讲解了“着”的用法。
从教材被注助词目的动态安排看,《博雅》被释助词词目中,大多集中在初级、准中级教

材中。在65个被释条目中,初级教材占52.30%,准中级教材占总数的13.85%,初级和准

中级共占被释条目总数的66.15%。在16个被注助词中,初级教材占75.00%,准中级占

① 马建忠.马氏文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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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助词全部分布在初级、准中级教材中。在49个助词结构中,初级教材占44.90%,
准中级教材占10.20%,初级和准中级教材共占55.10%,也在一半以上。可见,助词的学习

主要集中在汉语学习的初级阶段。
李晓琪在其《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的编纂原则》①中指出:“汉语中的‘板块’现象不但客

观存在,而且数量很多,有极强的生命力,是汉语学习的不可回避的内容。……半固定的‘板
块’在汉语学习中很重要,甚至比在英语中更为重要。汉语中的‘板块’主要包括:常用虚词

固定搭配、惯用格式(包括语法格式、固定词组)、句子或语段的引语格式等。”所以《博雅》教
材的词目包括了很多《用法》中没有的、半固定的助词结构。在《用法》的词目中,只有少量的

像“一边……一边……”这样的结构,词目中没有像“V+着+NM+O”这样形式化的代数结

构出现。本文认为在对“板块”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将助词结构合理地融入对外汉语学习词

典的词目中,很有必要。
在词目“词”和“非词”的选择上,《博雅》的处理方式非常值得关注和赞赏。对外汉语教

材学习者大多都是成人,具备相当的数学能力。直接给出助词使用的格式,教师加以讲解,
还有什么比这种具有勃勃生成能力的形式化表述更直接高效呢? 更何况这种方式符合二语

学习者的知识结构和接受水平,所以,这种注释方式值得学习词典编纂界借鉴。
众所周知,常用助词的用法相当复杂,而词典注释的传统方式是:词目词打头,其下涵盖

关于当前词目的所有注释内容,而且很少使用框架式或说代数表达式这样的注释方式。一

般常用助词的用法多样,因而释文显得非常的庞杂、冗长。反映到电子词典上,一个常用词

用法查询需要翻很多屏,以至于超出了学习者忍耐极限的情况。所以,教材常用助词的处理

方式给词典编纂提供了借鉴:(1)借鉴教材的表达式方式,释文中直接以结构式代替冗长的

文字叙述,以缩短注释文本的长度。(2)借鉴教材的出条方式,助词的不同用法以不同的结

构式直接出条,词目词注释中涉及该框架或表达式时,以参照的方式指引。电子词典可以采

用超链接的方式完成。(3)按用法和义项的常用性排列词语的每一个注释项目。

三、助词注释项目标记集

注释项目是对每个词条注释内容的一个划分。对学习者而言,对一个新的词语(词形)
的学习,按需求迫切度排序:词是什么意思→怎么读→怎么使用:前后可搭配什么→有无限

制→什么语境下用等。就是说,对于二语学习者而言,教材和词典的注释必须要意义(助词

的语法意义或作用)和用法并重。
然而,习惯是很难改变的。由于人们习惯于用传统词典的注释理念和范式,因而对意义

如何注释研究比较充分,对用法的注释关注还相对较少。在学习词典的编纂上,尽管对外汉

语界已经编出了《用法》词典,但依然使用释义指称词典的注释内容。这个称谓似乎只是不

够严谨而已,但这个无意之误,却导致我们对用法关注度不够,加上传统语法研究的影响,把
用法与语法、语用混为一谈,因而对学习词典注释框架,学界一直没有认真梳理。俗话说:

① 李晓琪.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的编纂原则: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二[C].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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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不正,则言不顺”,不恰当的称名,会误导对事物的认知。本文用注释或释文,而不是“释
义”,来指称词典对词语的解释内容。

对二语学习者而言,词语注释的每一部分都有其功能和作用,有助于学习者对词语意

义、读音、使用规律的掌握。本研究的目的是摸清助词注释的核心是什么,由什么元素构成。
因而本研究对助词注释内容的划分以功能为标准。关注注释项目有哪些,是什么,基本不涉

及各项目间按什么顺序组合和如何组合。
借助本体研究和对外汉语界的偏误研究的成果,通过《博雅》和《用法》中助词注释语言

的试标记,我们确定了助词的10类33个注释项目(各项目的具体所指将在第四节陈述中介

绍)。(1)常规注释项目(位于词条的“意义”注释之前的注释项目):被注词目、被注结构、拼
音;新常规项目:位序;(2)虚词功能意义项目:语法意义、结构意义、英注等;(3)核心用法项

目(公众语感中某语言规则的描写项目,传统的语法内容):词性、语法形式、时态说明、特定

句类、兼类等;(4)动态组合项目(词语使用中经常呈现出来的语言级组合规律或要求):使用

位置(含位置+条件)、搭配、不搭配、上下文语义条件、上下文语法条件等;(5)结构类项目

(虚词结构及其功能的描述):助词结构(含代数表达式)、结构功能(结构的句法功能)、结构

类型(结构的“词”性)、结构成分、助词(进入结构)条件等;(6)辨析项目(使用中容易混淆词目

间的区别性信息描写):易混淆词、辨析等;(7)社会交际描写项目(词目使用范围的信息描写):
语体风格、语气等;(8)防错项目(二语学习者易出错情况的归纳):不可用情况、错例指示、错例

等;(9)综合实现项目:例句、练习;(10)其他注释项目:附加说明、插入语等33个注释项目。
其中被注结构和助词结构均为语言实际运用中由助词构成的结构表达式。但前者整体

作为词目出条,后者出现在释文中。在教材中,前者作为教学单位,出现在教材的语言点注

释部分。词典以“词”为“领”为“纲”组织整个词典内容,一般情况下,很少有结构出条,这是

词典与教材在词目选择上的不同。

四、助词注释语言语料库的制作

《博雅》中出现了11个《用法》未收录的助词,当然其中有些助词学界尚有争议,比如“较
之于、而言、来看、看来”。同样,《用法》中也有一些助词是《博雅》中未出现的,如“罢了、得
了、地、等、对了、给、看、哩、咧、嘛、么、似的、哇、呀、哟……”,即在词目的选立上《博雅》和《词
典》有所不同。

为了两种语料比较的有效性,本文从《用法》抽取了《博雅》中独立出条的助词与相关结

构中提取的助词,共24个,制作对比语料库。
本文语料库制作分三步完成:
第一,制作原文语料库。将《博雅》起步篇、准中级篇、中级篇、高级篇中每一课“语言点”

中的助词注释内容,共71条,直接录入制作教材助词注释语料。接着从《用法》中提取教材

出现过的助词,共24条,录为词典原文库。
第二,制作标注语料库。采用课题组开发的辅助标记软件,根据助词标记集和标记标

准,对原始文本语料逐条进行标记,例如《用词》词典中“极了”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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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em>极了</item><phon>jíle</phon><rank>2422</rank>
<gram>表示达到最高程度</gram>。<us=loc>用在形容词或少数动词后

面</us=loc><us=sf>作补语</us=sf>。

<ex>当时的气氛紧张极了。/桂林的景色美极了。/小马的女朋友漂亮极了。/
对这样有才能的人,我佩服极了。</ex>

<us=loc>也可用在“有趣”“有意思”等动宾结构后面。</us=loc>
<ex>他的小孩刚两岁,有意思极了。/他这人说话有趣极了。</ex>
<us=col->“极了”的前面不能用助词“得”</us=col->。<err>下面句子多

“得”</err>:

<cex>*我们终于来到了北京,下飞机时,大家都兴奋得极了。/*那个小饭店干

净得极了。</cex>
<us=prag->带宾语的动词后面不能用“极了”</us=prag->。<err>下面句

子“极了”错用</err>:

<cex>*张老师的小女儿(特别)喜欢极了那个小熊猫。/*我(非常)希望极了能

在语言学院学习四年。</cex>
<us=prag->含有介词“比”的句子不能用“极了”</us=prag->。<err>下面

句子“极了”错用</err>:

<cex>*今年夏天比去年夏天热极了(多了)。/*我的个子比他高极了(多了)。

</cex>

第三,助词注释语言数据库建设。利用课题组开发的自动转换导库软件,将标记好的语

料导入Access数据库,并最终在Excel里完成数据的校对、归纳、统计、分析。

五、助词注释的统计分析

本节我们将根据助词标记的十大类,对助词注释项目逐类进行分析和观察。

(一)常规项目注释情况

本文常规项目包括:被注词目、被注结构、拼音、位序。这些项目通常出现在词条的“意
义”注释前面。其中,“位序”为词典所标记的词语常用程度的频率序,体现了词语的常用性。

表1 两种语料的常规项目分布情况

注释项目

《博雅》 《用法》

助词(16个) 助词结构(49个) 助词(24个)

个数 比例 个数 比例 个数 比例

拼音 0 0 0 0 24 100%

位序 0 0 0 0 2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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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可见,教材因为有课堂教学和随文出条的前提,所以未注拼音,同时,教材也没有

标记这些助词或结构的统计学意义的常用性。尽管《用法》“以词为基本词目单位,兼收固定

结构、常用格式和成语等。”①但词典因为习惯和传统,没有选择助词结构尤其是表达式结构

直接出条。

(二)语法意义项目注释情况

语法意义指词目词在组合和聚合中所表现出来的内部关系意义和外部功能意义。虚词

自身不承担语法成分,但在构成句子或短语时有自己的语法作用,用来表现句子或短语内部

的关系意义或外部的功能意义。如:“吗”加在陈述句末,用来提问。“们”表示复数。结构意

义指整个结构的语法意义。本文语法意义项目包括:语法意义、结构意义、英注。
表2 助词的语法意义注释情况

注释项目 《博雅》 《用法》

条目总数
助词(16个) 助词结构(49个) 助词(24个)

个数 比例 个数 比例 个数 比例

语法意义 15 93.75% 0 0  23 95.83%

结构意义 0 0  40 83.67% 3 12.5% 

英注 12 75% 21 43% 0 0  

虚词不承担句子成分,但句子又离不开虚词,所以虚词都有自己的语法意义,助词当然

也不例外,所以“语法意义”是助词注释最重要的项目。本文的语法意义不仅包括词的语法

意义也包括结构的语法意义。从表2显示助词语法意义注释率高达93%以上。结构语法

意义注释率也达到了83%以上。《博雅》中“呢1”是“呢”在初级教材中的首显,所以只有英

注,没汉注语法意义是,《用法》中一个没有语法意义注释的助词是:……来说。“……来说”
是半个结构,只含了助词的半个。教材注释了该完整的结构及结构意义:对(对于)……来

说,表示从某人某事的角度来看。……就……来说,表示从某方面论述,多与其他人或事物

相比较。不管是词典还是教材在注释助词语法意义时,大部分采用的都是像“着……在动词

后表示动作一直在持续”,即总是伴随着使用位置来陈述被注词目的语法意义。这不仅体现

了助词有稳定的使用位置,同时体现了助词在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作用的语法特点。下面

我们会看到“位置”是助词的另一个重点注释项目。
表2《用法》下有3个结构意义的注释,这表明:虽然词典不以助词结构直接出条,但释

文中不仅会注助词结构,同时也会注释结构的语法意义。
表2显示教材英注率明显。反查发现,所有的英注只在初级教材中使用,准中级以上级

别的教材均没有出现英注。这说明助词教学主要集中在初级阶段,此时,二语学习者汉语水

平很弱,英注就显得尤为重要,体现了教学内容应该与学生知识水平相拟合的原则。

① 李忆民.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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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心用法项目注释情况

一种语言的语法总是代表了这个语言的规律性,通常情况下,某语言的句子应该符合该

语言的语法,所以语法项目是传统的、经典的、核心的用法项目。对实词而言:一个词在语言

中经常表现出来的属性被定义为词性;这个词在句子中可以承当的句法成分就是词语的语

法功能;这个词有哪些变式,如否定式,构成语法形式;如果这个词还有自己常用的句型句

式,这也是传统语法项目。对虚词而言,它们在句子表述中的表现就是其构成语块时的作用

或复杂表述中的语块间关系,即语法意义。语法意义归入了虚词功能意义注释项目,所以助

词经典的用法项目有:词性、语法形式、时态标记、特定句类、(词性)兼类。
表3 核心用法类项目的注释情况

注释项目 《博雅》 《用法》

条目总数
助词(16个) 助词结构(49个) 助词(24个)

个数 比例 个数 比例 个数 比例

词性 5 31.25% 0 0  17 70.83%

兼类 0 0  0 0  3 12.50%

语法形式 3 18.75% 0 0  3 12.50%

特定句类 1 6.25% 3 6.12% 2 8.33%

时态说明 0 0  0 0  3 12.50%

观察表3可以发现,虽然作者在教材中抽出了65个“词目”但标记词性的“词目”寥寥无

几。就连《词典》也非完全标注。当然词典未全注词性,可能因为编纂者对助词认识上的不

确定。比如,多、左右,词典就把它们归入数词。
教材没有出现词性“兼类”,与教材语言点随文注释有关,教材分阶段注释词语,比如

“了”在教材中,出现了8次,每次注释“了”的一个功能,所以没有兼类的情况出现和教材注

释的体例相关。词典出现的3例兼类,其实与词性处理的不同相关,“左右”词典处理为名、
动;“一样”词典处理为:形;“连”词典处理为:动、介。这表现了助词庞杂的特性。

语法形式,表示语法意义的方式或手段,如形态变化、否定形式、重叠等。助词的语法形

式注释率较低,说明助词形态变化少。但注释语法形式的词目两家选择不同,如词典选择

“吗、得、了2”,教材选择:“了1、了3、过”注释了否定式。说明这块内容未引起大家的注意,
注释存在主观性、随意性。

特定句类注释率低,说明助词稳定地用于特定句类的时候很少。
时态本是(时态)助词的一大功能特征,但“时态”注释率却很低,一是由于语法意义中已

经有说明,二是助词的个性化、专用特征,表时态并不似大部分助词的共性特征。但时态注

释不仅是时态助词的特征,比如公认的结构助词“的”“用在谓语动词后,强调这动作的施事

者或时间、地点、方式等。只限于过去的事情”。体现了助词除了有自己的典型用法外,还具

有自己不典型的用法。
总体看,传统语法相关的用法项目,均不是助词注释的重点,尤其在词性认识上还有分

歧。助词的个性化非常明显,词类属性的共有性较差,该类词的注释应重视个性化特性。



基于语料库的助词注释研究 语言文字研究

2016年3月·第三辑 73   

(四)动态组合项目注释情况

动态组合项目是关于词语怎样入句的重要注释内容。包括:使用位置(含位置+条件)、
搭配、不搭配、上下文语义条件、上下文语法条件。

表4 组合项目注释情况

注释项目 《博雅》 《用法》

条目总数
助词(16个) 助词结构(49个) 助词(24个)

个数 比例 个数 比例 个数 比例

使用位置 11 68.75% 4 8.16% 22 91.67%

搭配 3 18.75% 6 12.24% 13 54.17%

不搭配 0 0  0 0  3 12.50%

上下文语义条件 1 6.25% 0 0  2 8.33%

上下文语法条件 0 0  0 0  1 4.17%

使用位置的掌握是正确使用助词的重要标志,从表3显示位置的注释《用法》高达91%
以上,教材也达到了68.75%。这验证了:助词的主要特征就是附着、粘着在实词、短语和句

子上表达语法意义。所以附着在那些实词、短语或句子上,附着在什么位置,就成为助词及

相关结构注释的重点。但助词用在某个位置上,是为了与其他词语构成表述语块,达到韵

律、结构、语气的完善,所以通常情况下,位置只是构成结构的部分的描述,而整个结构的完

整性才是语言表述习惯的体现,也是句子一一完美表述的必要条件。所以尽管位置描述重

要,如果没有与表述完整结构的代数式配合,效果还表现不出来。词典采用自然语言描述的

方式,通过描写上下文语法条件、语义条件、搭配等,虽然也没有错,但以掰碎的内容呈现完

整的结构,相信二语学习者,更喜欢代数式的方式。如果有了代数式,位置的描写就可以直

接一带而过。这也是为什么教材位置注释率不如词典高的原因。
“搭配”在助词及相关结构的注释中也很重要,如:区分结构助词“的”“地”“得”,主要看

搭配,“的”用于定语后,“地”用于状语后,“得”用于补语前,这三个字,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

人也要在小学期间做很多练习才能掌握,外国人就更加难以分得清了,所以在注释时应突出

搭配的不同点。但从表3中可以看出《用法》中这个项目的注释比例要比《博雅》高得多,一
个原因可能是由于《用法》是词典,它在一个词目的下面要把这个词所有的用法都注释出来,
而《博雅》是教材,课文中没有出现的用法就不注释;另一个原因是教材中很多助词以结构出

条,当然不需要再注释搭配了。
“不搭配”项目有预防偏误发生的作用,这也是《用法》学习词典的一个亮点,就是不仅告诉

学习者什么是正确的,同时也要让学习者从中学习和体会到,什么情况是禁止和不能用的。
动态组合类项目是助词的重要注释项目,应该受到重视。

(五)结构类项目注释情况

教材75%的助词结构出条,表明构成结构入句是助词的最重要功能。从表5可以发

现,关于“助词结构”的注释,两种语料都比较注意,教材的助词结构注释了50%,词典注释

了29.16%。词典助词结构注释率低,可以从上文搭配注释上找到些原因。词典在释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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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了很多搭配,这些搭配是可以用代数式或助词结构式给出的,比如“……来说”必须与

“对”“对于”“就”“拿”等介词搭配使用。“了”前面常有副词“快”或“要”“该”“可以”等助动词。
就不如教材中直接给出:“对……来说”“快……了”“要……了”“快要……了”,更加简明,易于理

解。但结构是否要独立出条,以何种形式出条还需进一步验证和研究。
表5 结构类注释项目情况

注释项目 《博雅》 《用法》

条目总数
助词(16个) 助词结构(49个) 助词(24个)

个数 比例 个数 比例 个数 比例

结构意义① 0 0  40 81.63% 3 12.5% 

助词结构 8 50.00% 2 4.08% 7 29.17%

结构功能 1 6.25% 2 4.08% 4 16.67%

结构类型 1 6.25% 2 4.08% 1 4.17%

结构成分 0 0  14 28.57% 2 8.33%

助词结构,指释文中出现的助词结构(含公式表达式),如:“……得要命”条中注有“形容

词/动词+得+要命”这个具体的助词结构。
结构功能,指整个助词结构可以承担的语法功能。如“对……而言”,常用作状语。
结构类型,指所形成的助词结构相当于什么“词性”。如“的”,用在名词、代词、动词、形

容词或结构后,构成没有中心词的“的”字结构,相当于一个名词,指称人或事物。
结构成分,指释文中对助词结构中各种成分的说明。如“A+所+动词+的+B”,A和

B在意念上分别是动词的主语和宾语。“为/被+名词+所+动词/动词短语”,一般来说,如
果动词是多音节的,“所”可用可不用,如果动词是单音节的,“所”就非用不可。

此类项目是助词的特色项目,也是说明助词用法的一种手段,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六)辨析项目注释情况

表6 易混淆词和辨析的使用情况

注释项目 《博雅》 《用法》

条目总数
助词(16个) 助词结构(49个) 助词(24个)

个数 比例 个数 比例 个数 比例

易混淆词 0 0 5 10.20% 0 0  

辨析 0 0 0 0  6 25.00%

教材助词结构中注释的5次易混淆结构,如:
在……看来,相当于“……认为”;
之所以……是因为……,“是因为”也可以用“是由于”等;

① 为了完整地看到“结构”注释项目实态,所以“结构意义”项目再次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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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来说,有时也说“对于……来说”;
对于……而言,相当于“对于……来说”;
挺……(的),跟“很”差不多。
但这些助词结构之间语义上相近,但表达效果却未必完全相同,存在书—口语体、强烈

程度等方面的差异,教材却无一进行进一步辨析,这不利于学生自学。
“辨析”在词典注释中出现了6次,由于助词没有实际意义,所以都是用法上的辨析,例

如关于“‘之’与‘的’”的辨析:“用法大致同‘的’。但是,大部分‘之’不能用‘的’代替。‘之’
后面一般为单音节词,如果用‘的’代替,必须调整音节。”

助词个性很强,但的确有些助词或其结构存在作用类似的情况,所以辨析还是少不了的。

(七)社会交际描写项目注释情况

表7 社会交际类项目注释情况

注释项目 《博雅》 《用法》

条目总数
助词(16个) 助词结构(49个) 助词(24个)

个数 比例 个数 比例 个数 比例

语体风格 1 6.25% 9 18.37% 5 20.83%

语气 0 0  1 2.04% 2 8.33%

“语体风格”和“语气”都属于社会交际类项目。
“语气”指的是被注词目在语气上的特点,更是语气助词的特点,由于助词中语气在语法

意义中有注释,所以语气的单独注释比例很低,可见,语气不宜作为助词的典型注释项目。
“语体风格”指的是被注词目使用地域、行业、时间、来源等上的变体或特点。两种语料

都有涉及该项目,此说明不论是教材,还是词典编纂,该项目都是大家公认的用法需注项目,
但仅从表7数据就可以发现教材和词典在语体风格注释上,存在你注他不注,认识不一致的

情形。说明仅凭编撰者的个人语感,没有充分的资料占有率,语体风格的注释达到一致性很

难,所以应该建设相关资源。

(八)防错项目注释情况

表8 防错类项目的情况

注释项目 《博雅》 《用法》

条目总数
助词(16个) 助词结构(49个) 助词(24个)

个数 比例 个数 比例 个数 比例

不可用 0 0 0 0 16 66.67%

不搭配① 0 0 0 0 3 12.50%

错例指示 0 0 0 0 21 87.50%

错例 0 0 0 0 21 87.50%

① 为了把《用法》特设的明显针对偏误的项目整体展示,“不搭配”再次列席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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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错项目是《用法》独有注释项目。“错例指示、错例、不可用情况、不搭配”,这四个注释

项目,都是为了“使学习者有可能从正反两方面深入理解一个词的意义和掌握使用方法”①。
“不可用情况”和“不搭配”是预防病句最重要的注释,“错例指示”则是指病句错误的提示语

言,如“下面句子多‘吗’”。《用法》中的错例很大一部分与词汇的辨析有关系,例如:
的 de                  1
状语后,要用“地”;补语前要用“得”。下面句子“的”错用:

*那时我们坐在树下,七嘴八舌的(地)说话。/*祖父给我们讲那个国家的历史,他说

的(得)很有意思。
在词汇的辨析中说明性的语言很重要,但辅以错例的参照,则事半功倍。所以《用法》中

既有正确的例句,又给出了一定数量的错例,在区别词义、辨别正误、最终明了用法方面起了

独特的作用。这是《用法》的一个亮点。

(九)综合实现项目注释情况

表9 综合实现项目的分布情况

注释项目 《博雅》 《用法》

条目总数
助词(16个) 助词结构(49个) 助词(24个)

个数 比例② 个数 比例 个数 比例

例句 16 93.75% 49 97.96% 23 95.83%

练习 0 0  7 14.29% 0 0  

例句是综合展示一个词目各方面特征的手段,也是一般词典必备的。调查显示两种语

料都做得不错。练习是学生语言生成能力养成的直接手段,反查语料发现练习只在高级教

材中出现,即说明有练习的被注条目有学习难度的。而词典由于篇幅所限不可能这么做,所
以没有此类项目。

(十)其他注释项目注释情况

表10 其他注释项目情况

注释项目 《博雅》 《用法》

条目总数
助词(16个) 助词结构(49个) 助词(24个)

个数 比例 个数 比例 个数 比例

附加说明 2 0.13% 1 2.04% 9 37.50%

插入语 0 0  0 0  1 4.17%

附加说明,指对当前被注词目用法注释完毕后,另外,注释的与被注词目有关的额外的

说明。如:“啦”注释了语法意义、位置等后,又注了“是‘了’和‘啊’的复合形式,加重‘了’的

①

②

李忆民.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5:9.
此比例为有配例词数除以词总数而得,例句个数≠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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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气,兼有‘了’和‘啊’的作用”。
插入语,起承上启下的篇章连接作用的内容,如“有以下用法”“在使用上有两种格式”。

六、结语

本文助词注释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1.“语法意义、使用位置”与词典及教材的注释体例没有关系,而是直接体现了助词及相

关结构的构句特点,是助词的主要注释内容。

2.结构类注释项目,包括搭配,是助词所特有的,也是助词注释的重点和难点,而采用

结构表达式是提高助词注释效率一种手段,值得关注。

3.助词的个性化特征非常明显,词类特征的共有性较差,该类词的注释应重视词语的

个性化特征。

4.语体风格、语法形式等注释项目选注对象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说明助词相关研究及

相关资源建设的缺乏,因此要加强。

5.有限制的、合理的“英注”可以提高学习词典的可读性、实用性,面向第二语言学习的

词语注释可以有选择地对一些初级词语进行英注。

6.词典和教材的注释应该相互参照,取长补短,如教材的助词结构表达式的注释和出

条方式值得词典借鉴;词典的防错项目的注释,也可以用于教材语言点的注释。
本文仅是对助词注释一次探索,虽然发现了一些问题,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有很多问

题需要探讨。由于本人研究领域所限,对于某些注释项目重要性、必要性的分析说明不一定

到位,因此希望得到业内专家的指正。

AStudyofFunctionalWordsNotesBasedonCorpus

ZhengZezhi WangYafei
(Department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XiamenUniversity,Xiamen361005,China)

  Abstract:Thefunctionalwordsareoneofthemostcommonandcomplexlexical
categoryinChinese,sotheexplanationoffunctionalwordswilldirectlyinfluencethe
effectofteachingandlearning.Textbooksanddictionariesaretwobasictoolsofteaching
andlearning,therefore,theinvestigationofvirtualstateoffunctionalwordsnotesofthe
twotools,suchaswherearethekeypointsandthedifficultiesofthefunctionalwords
notes,andhowtocomment,willhelptoeditnewteachingmaterialsandnewdictionaries,

andthentobehelpfultotheteaching.Forthispurpose,thispaperselectedtheTextbook
BoyaChineseandforeignlanguagelearningdictionaryDictionaryof ModernChinese
commonlyusedwordsusageastheresearchmaterials,constructedanannotatedcorpus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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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textbookanddictionary,basedonthecorpus,weanalyzedthechoiceoffunctional
words,thedistributionstateofannotationitemsoffunctionalwordsandfunctionalwords
structurebythequantitativestatisticalanalysismethod,summarizedthecharacteristics
andrulesofthefunctionalwordsannotating;revealedthefocusesanddifficultiesofthe
functionalwordsnotes;putforwardsomerelatedsuggestions.

Keywords:functionalwords,annotationitems,corpus

(学术编辑:李无未)

郑泽芝,女,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王雅斐,女,厦门大学中文系2007级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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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国语”中“用V的”格式的用法探析
*

孙碧泽 沈 阳

(南京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台湾地区“国语”中“用”之后可直接连接“动词+的”来构成“用V的”格式,以强

调这一动作、行为或方式。这种用法使用人群较广,在口语和书面语中均可使用,已成为台

湾地区“国语”中很稳定的格式。“用V的”受到了闽南语的影响,不同于普通话的用法。它

主要担任“工具”语义角色,在句中可充当主语、谓语、定语、状语成分。能进入该格式的“V”
绝大多数都是动作动词,也有部分使令动词、心理动词以及能愿动词中的少部分词。

关键词:“用V的”格式;台湾地区“国语”;语法研究

一、台湾地区“国语”中的“用V的”格式

汉语中的“用”字框架是功用句的一类常见格式。如普通话中的“用 NV”(用刀切肉)
“用V的方式V”(用唱歌的方式讲课)等。但与此不同,在台湾地区“国语”中常可以听到

“用V的”格式说这样的句子,如“糖浆要用熬的才会香”“移桌椅请用搬的”。显然这种用法

与普通话中的用法有一定差异。而“用V的”格式在台湾地区“国语”中应用十分广泛,曾心

怡(2003)提道:“台湾‘国语’‘用V的’可以说与‘有+V’一样已成为标准的句法,许多(台
湾)人自认如果不使用这个结构,就不知该怎么说才对了。”①

“用V的”不仅常被用于台湾地区“国语”的口语中,在媒体用语中也随处可见,例如在

台湾《东森新闻》中,有一则新闻标题为“七千种零食便宜两成! 挤爆批发店‘用搬的’”,在
《TVBS新闻》中也有一则新闻标题为“白饭瞬间加味,红豆饭能用‘拌’的”。在许多台湾文

学作品以及台湾译制作品中也很容易发现“用V的”格式,如日本一位家庭主妇山本千寻写

的一本名为“バンド1本でやせる! 巻くだけダイエット”的瘦身书,其台译本书名叫“减去

一磅赘肉吧! 用绑的就能变瘦”,在大陆的译名为“卷卷就能瘦”,而日文书名的直译为“一根

带子就能瘦,只要缠着就能减肥”。著名武侠小说家古龙在《陆小凤传奇》中有一段“大金鹏

王还想板着脸,却已忍不住失笑道:‘说老实话,我年轻时喝酒也是用倒的,我保证绝不会比

*

①

本项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新时期语言文字规范化问题研究”(项目号:12&ZD173)
和国家语委重点项目“海峡两岸(含港澳台)语文现状和发展趋势比较研究”(项目号:ZDI125-20)的支持,
并承厦门大学苏新春教授指正。特此致谢。

曾心怡.当代台湾“国语”的句法结构[D].台北:台湾师范大学,2003:101-104.



厦大中文学报 JournalofChineseStudies,XiamenUniversity

80   2016年3月·第三辑

你倒得慢。’”台湾言情小说家于晴在《红苹果之恋》中也有:“等这个红灯过了,你就算要用飞

的过去,我都不反对。”可见在台湾地区,这种格式非常普遍。本文将试对这个格式的用法进

行考察,并做初步分析。

二、“用V的”格式的来源

顾百里①(1986)在谈及受台湾地区方言影响的“国语”语法问题时曾提及这种格式,他
认为在台湾地区“国语”中“用(动词)的”结构应该来自闽南话。黄国营②(1984)也认为台湾

地区“国语”中介词“用”使用的扩大很特别,如普通话中“你怎么来的? 他跑来的”,在台湾地

区“国语”中的表达可能是“他用跑的”,这显然是受到了方言的强力影响。钱奠香、李如龙③

(2002)认为台湾地区“国语”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所谓“台湾方言”的影响,而“台湾方言”实际

上是闽南话泉州腔和漳州腔的混合产物,是明清以来移居台湾的闽南人带过去的。
按照闽南语的内部分类,台湾在地域上属于闽台方言片。闽台片主要分布于福建南部

的厦门、泉州、漳州、大田、尤溪和西部的龙岩、漳平等市县,台湾的台北、台中、台南、高雄、桃
园、苗栗、基隆、南投、屏东、彰化、花莲、嘉义、宜兰、云林、台东、新竹、澎湖等绝大部分地区也

属于闽台片。闽台片以厦门话为代表。
不过仅就“用”这个词来看,在《厦门方言词典》④《闽南方言大词典》⑤《普通话闽南方言

词典》⑥《新潮汕字典》等方言类字词典中总结的“用”一字的意义,归纳的都大同小异。大致

有以下含义:(1)使用、花费:~力;(2)敬辞,请吃或喝:入来进来坐,~茶哦;(3)用处:有~,
无~;(4)费用:零~;(5)表示可以,能够,常与“会”“勿会(合为一字)”连用:遮饭会~食,遐
菜勿会~食;(6)因此(多用于书信):~特函达。这么看,“用”一字的意义与普通话中相差无

几。不过,Kubler(1985)⑦分析“用V的”格式时认为这是动词“用”放在另一个被“的”名词

化了的动词之前。如此看来,“用V的”这种特殊用法,才是含有闽南话色彩。闽南语中常

以“用V的”格式来表示“用V的方式”的概念。如“我返来的时候是用行个”(我回来的时候

是用走的)。曾心怡(2003)⑧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用V的”格式的来源是一模一样的闽南

语结构:“考数学不能用背的。”在闽南语中是“考数学boe7使iong背e”(考数学不能用背的)。
可见只有“用V的”这个用法才是典型的闽南语格式,而这种用法在普通话中并不存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顾百里.中国“非国语”区原方言对于学习“国语”语法的干扰[J].淮北煤师院学报,1986(3):125-130.
黄国营.海外汉语与普通话[J].汉语学习,1984(4):49-51.
钱奠香,李如龙.论闽台两省方言和文化的共同特点———兼评台湾的乡土语言教育[J].语言文字应

用,2002(5):27-35.
李荣.厦门方言词典[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940.
周长楫.闽南方言大词典[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1104.
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汉语方言研究室.闽南话方言词典[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2:1204.
Kubler,CorneliusC:SomedifferencesbetweenTaiwan Mandarinand “Textbook Mandarin”.

JournaloftheChineseLanguageTeachersAssociation,1978,p27-39.
曾心怡.当代台湾“国语”的句法结构[D].台北:台湾师范大学,2003:1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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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V的”格式的用法

为了了解“用V的”格式在台湾地区“国语”中的使用情况,本文利用《汉语动词用法词

典》①中出现的1223个动词与之进行搭配进行语料搜集与分析。语料主要来源于台湾政治

大学汉语口语语料库、台湾“中研院”平衡语料库、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现代汉语语

料库、谷歌台湾、台湾各大新闻网站以及台湾多部影视、综艺作品。我们一共搜集到语料共

2000条。综合语料的结果显示,《汉语动词用法词典》中出现的525个单音节动词中有441个

单音节动词能进入“用V的”格式,698个双音节动词中有556个动词能进入“用V的”格式。
通过这些实际用例,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观察台湾地区“用V的”在用法上的特点。

第一,“用V的”中“用”和“V的”的性质。
对于“用V的”格式中“用”的词类性质说法不一。顾百里(1986)认为台湾地区“国语”

中,动词“用”常见于“用(动词)的”结构中,即“用”还是动词。而黄国营(1984)则认为“用V
的”格式中“用”是作为介词使用的。Cheng(1985)还进一步认为“用V的”结构是“副词+名

词化的动词”,类似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类似“以勤补拙”中“以勤”的用法。本文认为“用”
介引动作或行为,具有工具格标记的功能。但若单作为介词来看,“用”虚化的还不够彻底,
即仍具有一定的动词性。所以在“用V的”格式中,“用”应该算作动介兼类词,或者仍属于

动词。
而“用V的”中“V的”是“的”附在动词后面构成的一种“的”字短语,语法功能相当于名

词性成分,这是一种动词名物化现象,或者说“V的”就相当于“V的方式/方法”。“V的”作
为定语,与中心语“方式/方法”之间是上下位关系,可看作中心语省略。“V的”是自指,指向

“V”这个动作,虽然“V的”是名物化的动词,但本质上还是谓词性成分。
第二,进入“用V的”格式的“V”的类型。
根据搜集到的语料显示,台湾地区“国语”“用V的”的格式中的“V”,可以是单音节动词

也可以是双音节动词,但显然不是所有动词都能进入该格式。
按照动词的意义和参考功能进行分类,传统上把动词分为8类。即:动作动词,如“打、

吃、走、说”等;使令动词,如“请、派、叫、逼、使”等;心理动词,如“想、爱、恨”等;存现动词,如
“有、在、没”等;趋向动词,如“来、去、出、入、上、往、向、回、起、朝”等;能愿动词,如“敢、能、
会”等;判断动词,如“是、如、姓”等;形式动词,如“加以、给予、进行”等。

从搜集的语料上来看,绝大多数动作动词都能进入“用V的”格式,如下面(1);使令动

词也都能进入这个格式,如下面(2);心理动词也能进入这个格式,如下面(3)。例如:

  (1)a.教育孩子切忌用打的。

b.舟山久美子设计的用涂的香水! 共有五种味道,也没有很贵喔!

c.女生讲大道理一般不会用男生的方式,一般会用撒娇的。(《康熙来了》)

d.你为什么要去砸关医师的家,拿不到钱,你就用勒索的吗? (《白色巨塔》台湾版)

① 孟庆海,蔡文兰.汉语动词用法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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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不要失礼了,要用请的。

b.当初要叫我们汇款用催的,那时口气就让我们觉得很差了。

c.伯父伯母,感情这种东西是不能用让的。
(3)a.记单字用想的不是用背的。

b.爱不是用恨的,爱是用来爱的。

而据我们考察,形式动词、趋向动词、判断动词、存现动词与能愿动词都不能进入“用V的”格
式。因为该格式是强调动作和方式,而趋向动词、判断动词、存现动词以及能愿动词都不是强调

动作,而是强调动词之后所带的体词性成分或谓词性成分,因此才不能进入“用V的”格式。
此外,按照马庆株(1992)的分类,汉语的动词还可以有两种分类。一种是分为“持续性和

非持续性动词”。这类动词的数量不大,其分类标准是都不能加“着”。如:死、伤、断、熄、完、
免、没、入、到、懂、败等。这类的动词动作性很弱,主要强调动作完成后的状态,因此常用的非

持续性动词都不能进入“用V的”格式。只有极少数的非持续性动词可进入“用V的”格式,如
“溜”(用溜的)。“溜”虽然持续的时间极短,但主要强调行为的迅速、敏捷,动作性强,因此可以

进入“用V的”格式。而与之相反,绝大多数的持续性动词可进入“用V的”格式。但其中极少

数的强持续性动词不能与之搭配,如“病、胀”等。因为这类动词强调状态,动作性极弱。
另一种是分为“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这类动词的分类标准是根据功能和分布特征。

自主动词从语义上说是能表示有意识的或有心的动作行为的。所谓有意识的动作行为指的是

能由动作发出者做主,主观决定,自由支配的动作行为。非自主动词表示无意识、无心的动作

行为,即动作行为发出者不能自由支配的动作行为,也表示变化和属性。变化是动态的,属性

是静态的,无论是动态还是静态,都不受施事者或主体的左右。自主动词的数量很大,其中单

音节的自主动词几乎都进入“用V的”格式。而绝大多数非自主动词不能与该格式搭配,如
“病、败、懂、凝、化、迸、怯、失、衰、锈、犯、惊、见、愿”等。单音节的非自主动词数量不大,因为这

类动词不是主语产生的实际动作,是不可见、不可视的动作,因此也不能进入“用V的”格式。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虽从方言进入普通话,但在台湾地区的通用性较差的仍具有强烈的

方言色彩的动词在台湾地区“国语”中能进入该格式的频率几乎为零,如“搁、该(欠)、够”等
都不能进入“用V的”格式。

第三,“用V的”格式的语法功能。
从充当句法成分的能力上说,虽然“用V的”格式的主要作用是表示施事利用某种行为

或动作来实现某种目的,因此应该是做状语更多。但实际上“用V的”可以充当多种句法成

分。其中有的可以充当谓语或谓语的一部分,如下面(4);有的可以充当状语,如下面(5);还
有的可以充当定语,如下面(6);甚至还有个别的能直接做主语,如下面(7)。例如:

  (4)a.人乖乖地守法,而你们却违法乱纪,公务员用安插的,好让他们来领台湾人的

纳税的钱。

b.一般来说,菊花是用赏的,或是用闻的,或是用泡的。

c.现在我还小,可是总有一天,我会变一个大魔术师,真的用变的变出来给你喔!
(5)a.初音未来用唱的来说明京都的地图。

b.我用背的也要把佛罗多先生背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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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来喝喝看用泡的胶原蛋白热饮吧!

b.真的是地道用熬的牛肉汤欢迎大家一起来吃看看,奕品牛肉面。

c.吾“中华民族”是个用“补”的民族,因为有古老传说:我们有位先祖女娲娘娘

锻炼五色彩石来修补天,能够使天不再塌下来。

d.那天大家无意中看到了用擦的聚左旋乳酸,号称将聚左旋乳酸注入保养品中

超越以往表层修护、表面光滑的浅层保养,协同胶原蛋白作用,从根本改善脸部

老化成因由肌底回春,由内而外重返童颜般澎嫩Q弹。
(7)a.用铲的一定会破坏鱼的表面。

b.用盯的最累最会坏眼睛。

台湾地区“国语”中,“用V的”格式不仅可以在单句中可以使用,也可以用于复句中,作
为始发句或中间句出现,如下面(8a/b)。复句中的后续成分多为始发句的结果,但“用 V
的”更多的是作为后续句出现,前后句的关系一般是解释、说明或目的,如下面(8c)。例如:

  (8)a.记者用编的,把现场编成一个故事。

b.他来之前,先生千交代万交代,就算是用绑的,也得把太太带回家。

c.因为家父之前生重病,行动不便上下车都需要用抱的。

第四,“用V的”格式的语义特点。
从语义上分析,“用V的”成分主要表示“工具”的语义角色。由于后接的是动词,“用”

字后介引的宾语为依据或方式宾语,仍属于广泛意义上的工具范畴。例如“签署扁特赦用逼

的,逼苏贞昌连署不果”,这可以解释为“用逼迫的方式签署陈水扁特赦的文案”。
“用V的”中的“用”主要是用来说明凭借某种工具、方式的目的,“用”后接的动词要动

作性强。综合起来该句式的语义功能就是:用什么方式、动作、行为靠近一个处于中心的事

件,来完成这件事,即起到一个“提引”作用,充当的是解释、说明并强调的工具。
第五,“用V的”格式中“的”脱落情况。
“用V的”有时可省略为“用V”形式,即“的”脱落。刁晏斌(1998)直接把这种格式称为

“用V(的)”。可是综合语料来看,“用V的”格式仍是主流,“用V”多为“用V的”在口语中

的省略形式。而且其中的“V”是比较典型的名物化的动词。需要注意的是,充当定语的“用

V的”不能省略“的”,但充当主语、谓语和状语成分的才可以省略“的”,如下面(9)所示;此外,
“用V的”的“用”之后还可以接动词短语。这时好像“的”也可以脱落。如下面(10)。例如:

  (9)a.其实我整张专辑几乎都是慢歌,可是主打这一张还是要用唱跳因为我就是唱

跳起家的嘛。(《康熙来了》)

b.之后差不多有一年大概只打一次拜年。其他都用写信,然后现在搬出来之后

比较方便啦。大概一个月打打一通这样子啦。(台湾“中研院”平衡语料库)
(10)a.因为我嗓门很大,都不能讲悄悄话,我都用传讯息的。(《康熙来了》)

b.有一种观念,有人是说,那我干脆不要买房子了,我用租房子。用租房子,你
觉得好不好呢? (台湾“中研院”平衡语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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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用V的”格式与普通话相关格式的比较

大陆普通话中无论作为动词还是介词的“用”后面所接的宾语都为体词性为主,体词性

宾语可以是名词、联合短语、定中短语,如下面(11)。“用”后面偶尔也可以接谓词性宾语,谓
词性宾语可以是动词、动词短语以及形容词和形容词短语,如下面(12)。例如:

  (11)a.用爽肤水来擦脸(名词)

b.用辱骂和恐吓无法击退他的行动(联合短语)

c.用工业革命来取代农业革命(定中)
(12)a.用优雅装扮灵魂(形容词)

b.用加快农业生产效率的方法来提高国民生产总值(定中)

普通话中“用”后面带动词成分表示工具意义时多使用“用 V的方式”结构。即如果

“用”后直接加体词性宾语,直接说“用N”;“用”后接谓词性成分的时,需要加上一个“的方

式”来补充成体词性成分。可以说,普通话中并没有直接出现“用V的”格式,相似的表达方

式只有“用V的方式”或“用……来/去+VP”。刁彦斌(2000)①认为台湾地区“国语”中“用

V(的)”式的意义就等于普通话中“用V的方式”,也就是说“用V的”就等于“V”,如“用跑

的”就是“跑”,“用闻的”就是“闻”。
但实际上,台湾地区“国语”中“用V的”格式,在大陆普通话中并非只有一种相应的表

达方式。而是有多种替代此格式。
一种情况是,若只是普通的陈述某件事,大陆普通话可用“V”直接代替。例如:

  (13)a1.眉毛我是用拔的,不过听说用拔的会使得眼皮皮肤松弛。(台湾地区“国
语”)

a2.眉毛我是拔,不过听说拔会使得眼皮皮肤松弛。(普通话)

b1.捧花是用拉的不是用接的耶! 很特別。(台湾地区“国语”)

b2.是拉捧花不是接捧花,很特别。(普通话)

c1.你要用跑的才来得及。(台湾地区“国语”)

c2.你要跑才来得及。(普通话)

再一种情况是,若想要强调动作或方式,普通话中多数以“用V的方式”、“用V的方法”
代替“用V的”。例如:

  (14)a.求婚戒指可以用借的来省钱(台湾地区“国语”)

b.求婚戒指可以用借的方式来省钱(普通话)

① 刁晏斌.差异与融合———海峡两岸语言应用对比[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14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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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台湾地区“国语”中“用V的方式”和“用V的方法”这种用法并没有完

全消失,在口语和书面语中还是可以看到,如“一本本薄薄的主题式讲义,内容并不多,老师

却用补充的方式把上课的内容做无限延伸”。另外,受到台湾地区媒体的影响,很多大陆的

青少年在日常交际中也会使用“用V的”格式。甚至在一些大陆的影视作品中也出现了“用
V的”格式,如2014大陆版《神雕侠侣》中出现了“好你个小贼,买不到的东西就用偷的,这下

逮到你了”。电影《心花路放》中也出现了“你知道她昨天晚上干什么了,我洗完澡出来,她居

然帮我煮了碗面,不是泡的啊,是用煮的,更加过分的是她居然剥了个茶叶蛋”。

五、结语

通过台湾地区“国语”中“用V的”格式的用法可以发现,闽南语对台湾地区“国语”的口

语影响很大,某些特征也从口语走向书面语。这其实与闽台语言中双语并用的特征有关。
明清之后随着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闽语地区的语言生活也变成官话和方言双轨并用

了。说闽南话的人学习官话时,脑子里是闽南话的思维结构,所以闽南语中一些独特的语法

和词汇也影响了当地人民使用标准的“国语”。台湾地区“国语”中的“用V的”格式是受闽南语

影响而形成,已然成为台湾地区一种常见的稳定的形式。研究语法的发展,必须关注方言语法

对普通话语法的影响,本文讨论的台湾地区“国语”中“用V的”这个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

AnAnalysisoftheUsageof“用V的”intheMandarinofTaiwan

SunBize,ShenYang
(SchoolofLiberalArts,NanjingUniversity,Nanjing210023,China)

  Abstract:Inmandarin,thefundamentalroleof“用”istomakesomeoneorsomething
serveforsomepurposes.“用”canconnectwithverbalobjectsornominalobjects.Inthe
mandarinofTaiwan,“用”canbedirectlyconnectedwithverbstoindicate“用 V的方式”
andemphasizesuchactions,behaviors,ormanners.AffectedbyMinnandialect,theusage
isstableinthemandarinofTaiwanandcommoninbothspokenandwrittenmandarinby
differentpeople.Asa“tool”ofsemanticrole,“用 V 的”canactassubject,predicate,
attributeinthesentenceandalsobeplacedindifferentkindsofsentences.Whilethe
majorityofverbsofaction,causativeverbs,psychologicalverbs,andasmallnumberof
modalverbscanbeplacedinthesentence,thesubstantiveverbs,dummyverbs,
directionalverbs,andjudgementverbscannotbeusedinit.

Keywords:“yongVde”,theMandarinofTaiwan,grammarstudy

(学术编辑:苏新春)

孙碧泽,女,南京大学文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
沈阳,男,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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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王兆鹏

  新世纪以来的词学研究,取得了多方面的进展,其中声调之学的研究,是亮

点之一。而刘尊明教授有关唐宋词调的研究成果,则是亮点中的亮点。近年他

致力于词调的统计与分析,成果迭出,新见纷呈。在本栏目推出的新作《论宋词

长调“金曲”<满江红>的形体格律特征》,在前贤今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词调

的研究又予以深化细化。一调多体,是宋人用调的常态,《钦定词谱》就总结出

《满江红》词调的13种体式,而尊明教授经过细密的梳理,爬罗出29种体式,较

《钦定词谱》的归纳多出一倍有余。尤可称道的是,尊明教授不满足于词调文字

平仄格式的考订,进而从宏观层面分析了《满江红》调的三大形式美感特征,为

词调的研究开拓出新的路向。《高丽史·乐志》保存了相当丰富的不为中土文

献所载的宋代词曲音乐资料,历来为前辈学者所重。今田玉琪教授又有新的研

判,指出其中“唐乐”所保存的词曲歌唱方式及词调体式,较之现存宋词而言,更

具有相当程度的典范性,许多孤调、别体在词调史的研究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

价值,有些词作则保存了原始面貌,对词作文本校勘有重要价值。《全明词》和

《全清词》这两种断代总集,是新世纪词学文献整理的标志性成果,然因明清两

代文献浩繁,明清人词别集版本种数尚未清理见底,一个团队难以遍览无遗,故

遗珠不免,时贤虽多有补苴,亦难尽觅。刘荣平博士编校《全闽词》有年,用力至

勤,所录原作,非第一手文献不录,近从时贤罕见的版本中钩沉出45首《全明词》
和《全清词》未收之作,虽吉光片羽,亦足珍贵。所补作者小传,亦多发明。陈水

云教授近年倾心现代词学的转型研究,别具只眼地将词社的词学活动纳入观照

视野,其《守律辨声 重塑词统———民国词社的创作理念与词学研究》探讨民国词

社的人员构成、创作倾向及其在词学史上的意义,多发人所未发。本栏目四篇

文章的作者,同为60年代出生,都是当今词学研究的中坚。如今一并亮相,足令

栏目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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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词长调“金曲”《满江红》的形体格律特征
*

刘尊明

(深圳大学 文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60)

  摘要:《满江红》为宋词长调“金曲”之一,其形体格律特征,清人所编《词律》《词谱》仅归

纳出十余种体式,遗漏甚多,亦有失误。本文共归纳出《满江红》二十九体,在微观考订上更

趋细致与缜密,在宏观分析上也有所加强与深入。《满江红》的形体格律特征主要表现在三

个方面:其一,对称和谐而又富于变化的音乐体式特征;其二,整散结合、奇偶相生、灵活多

变、摇曳多姿的形体格律特征;其三,融谐婉与拗怒为一体、宽严相济、富于变化的声律美感

特征。
关键词:满江红;宋词;长调“金曲”;形体格律特征

词的形体格律是指有关词调的字数、句式、平仄、用韵及篇章、结构等形式方面的格式或

规范。词调形体格律特征的形成,应是歌词与曲调相配合的产物,既与音乐旋律节奏密切相

关,又吸收了近体诗的格律经验,从而演变成以长短句为主体、声韵格律更富于变化的一种

新型音乐文学形式或诗歌体裁。除了少数词调在形体格律方面有相同或相近之处外,大多

数词调在形体格律方面都是相互区别、各不相同的,而同一词调除了基本的主体的格律形体

之外,又有着局部有所变化的多样体式。这正是词在形体格律方面区别于古体诗尤其是近

体诗的一大特征所在。那么,作为宋词长调“金曲”之一的《满江红》①,在形体格律方面又具

有怎样的表现特征呢? 这也是我们在走入《满江红》艺术世界之门的时候,不得不有所了解

和需要加以考察的内容。
关于《满江红》这一宋词“金曲”长调的谱式格律的归纳分析,古人和时贤虽有所作为,但

仍有缺漏与不足,在微观的考订和宏观的探讨方面都有待加强,故笔者不辞谫陋,拟做进一

步考察与揭示。

一、清人归纳的《满江红》谱式格律

我们先看清人所编词谱词律一类书籍对《满江红》词调格律的归纳和总结。

*

①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词调为中心的唐宋词体与词史研究”(12BZW035)。
在宋词使用频率最高、创作数量最多的“十大金曲”词调中,《满江红》以551首的作品数量排名第

六位;在宋词“四大长调金曲”中,《满江红》排名第三位,仅次于《水调歌头》《念奴娇》而位居《沁园春》之前。
参见:刘尊明.唐宋词的定量分析:第三章[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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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奕清等编撰而由康熙钦定的《钦定词谱》卷二十二收《满江红》一调,于调下注云:
“此调有仄韵、平韵两体。仄韵词,宋人填者最多,其体不一。今以柳词为正体,其余各以类

列。《乐章集》注仙吕调,元高栻词注南吕调。平韵词,只有姜词一体,宋元人俱如此填。”①

按用韵的不同分为仄韵体和平韵体两大类型,仄韵体以柳永词为正体(定格),兹录其谱式如下:

  暮雨初收,长川静、征帆夜落。临岛屿、蓼烟疏淡,苇风萧索。几许渔人横

☉●○○ ◎◎● ◎○☉● ◎☉☉ ☉○◎● ☉○○● ☉●◎○○
短艇,尽将灯火归村落。遣行客、当此念回程,伤漂泊。 桐江好,烟漠漠。

●● ☉○◎●○○● ●◎☉ ◎●●○○ ○○●  ○◎● ○☉●
波似染,山如削。绕严陵滩畔,鹭飞鱼跃。游宦区区成底事,平生况有云泉约。

○☉● ○○● ☉◎◎◎☉ ☉◎○● ◎●◎○○●● ◎○☉●○○●
归去来、一曲仲宣吟,从军乐。②

◎☉◎ ☉●●○○ ○○●

《词谱》于柳词调下注云:“双调九十三字,前段八句四仄韵,后段十句五仄韵。”于谱式后

又注云:“此调押仄声韵者,以柳词此体为定格。若张词之多押两韵,戴词之多押一韵,吕词

之减字,苏、赵、辛、柳、杜词之添字,以及叶词之句读异同,王词之句读全异,皆变格也。”在首

列柳永“暮雨初收”一词为仄韵“正体”“定格”之后,《词谱》又分别以“又一体”列述仄韵体的

各种“变格”,共有十二种,兹汇列简述如下:
变格一:九十三字,添韵体,以张元幹“春水连天”为例,上片第五句、下片第七句各添一韵;
变格二:九十三字,添韵体,以戴复古“赤壁矶头”为例,换头多押一韵;
变格三:九十一字,减字体,以吕渭老“燕拂危樯”为例,上片第三句减二字;
变格四:八十九字,减字体,以吕渭老“晚浴新凉”为例,上片第三句减四字;
变格五:九十四字,添字体,以苏轼“东武城南”为例,下片第七句添一字;
变格六:九十四字,添字体,以赵鼎“惨结秋阴”为例,下片第八句添一字;
变格七:九十四字,添字体,以辛弃疾“点火樱桃”为例,上片第三句添一字;
变格八:九十七字,添字添韵体,以柳永“万恨千愁”为例,上片第五六句、下片第七八句

每句各添一衬字,皆成上三下五的八言句式,且四句皆用韵;
变格九:九十四字,添字且摊破句法体,杜衍(实为张昪)“无名无利”一词,上片开头为三

个四言句,即第二句变七言为两个四字句;
变格十:九十一字,减字且摊破句法体,叶梦得“雪后郊原”一词,上片第三四句减二字,

作三、六句式;

①

②

王奕清,等.钦定词谱:卷二十二[M].北京:中国书店,2010:392.
《词谱》原书共用四种符号来标示字声平仄格律,即用白圈表平声,用黑圈表仄声,用上白下黑圆圈

表本平而可用仄,用上黑下白圆圈表本仄而可用平。上文所录谱式,仍沿用白圈表平声、黑圈表仄声,而改

用“◎”符号表本平而可用仄,用“☉”符号表本仄而可用平。又,《词谱》于句式和用韵皆用文字标示,今改

用标点符号来表示,标“句”处用“,”,标“读”处用“、”,标“韵”处用“。”。此外,《词谱》所录柳永词作,与《全
宋词》所录略有异文,主要是上片第五、六两句,“横”字,《全宋词》作“飞”,“将”字,《全宋词》作“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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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格十一:九十三字,句读变异体,叶梦得“一朵黄花”一词,下片换头作六言一句;
变格十二:九十二字,减字、添韵及句读变异体,王之道“竹马来迎”一词,上下片两结及

换头三处句读与正体不同,且下片第五句减一字,第五句、第七句各添一韵。
《词谱》最后列姜夔平韵词为“又一体”,盖亦视为变格。兹据以录其谱式如下:

  仙姥来时,正一望、千顷翠澜。旌旗与、乱云俱下,依约前山。命驾群龙金

◎●○○ ☉☉● ○☉●○ ○◎● ☉○◎● ◎●○○ ☉●○○○
作轭,相从诸娣玉为冠。向夜深、风定悄无人,闻佩环。 神奇处,君试看。

●● ◎○◎●●○○ ●☉○ ◎●●○○ ○●○  ○◎● ◎●○
奠淮右,阻江南。遣六丁雷电,别守东关。应笑英雄无好手,一篙春水走曹瞒。

☉◎● ●○○ ●☉○◎● ☉●○○ ◎●◎○○●● ☉○◎●●○○
又怎知、人在小红楼,帘影间。

●☉○ ◎●●○○ ○●○

《词谱》于姜词调下注云:“双调九十三字,前段八句四平韵,后段十句五平韵。”又于姜词

谱后释云:“此调押平声韵者,只有此体,句读与仄韵词同。”姜词有序云:“《满江红》旧调用仄

韵,多不协律。如末句云‘无心扑’三字,歌者将‘心’字融入去声,方谐音律。予欲以平韵为

之,久不能成。因泛巢湖,闻远岸箫鼓声。问之舟师,云:‘居人为此湖神姥寿也。’予因祝曰:
‘得一席风径至居巢,当以平韵《满江红》为迎送神曲。’言讫,风与笔俱驶,顷刻而成。末句云

‘闻佩环’,则协律矣。……”①姜夔认为《满江红》仄韵体多不协律,自有夸大之处。从篇章

结构、字数句读来看,平韵体与仄韵体相同,没有什么改变。此后南宋词人如赵以夫、吴文

英、彭元逊、李琳、张炎、彭芳远所作《满江红》,都使用过平韵体。《词谱》于姜词后又注云:
“此词两结三字句,并用平仄平,吴文英、彭元逊、彭芳远、李琳诸词皆然。”可见南宋诸家使用

平韵体,大多奉姜词为法式。
总计,《词谱》收《满江红》一调,共归纳十四种体式,主要分为仄韵体和平韵体两大类,而

以仄韵体为多,共十三种体式,始创于柳永,亦以柳词为正体定格,另有十二种变格;平韵体

创始于姜夔,仅一种体式,亦属变格,南宋词人所作平韵体皆遵姜词为法式。
清万树编著《词律》卷十三,收《满江红》一调,共列六种体式,兹亦简述如下:
第一体:八十九字体,即吕渭老“晚浴新凉”一词,已见上述《词谱》所列变格四。《词律》

注云:“第三句七字,初疑有误,及查本集,又有别作,亦是如此,始知有此八十九字一体

也。”②(按:《词律》于《满江红》首列吕渭老此词,以下五种体式皆名为“又一体”,似以吕词为

正体,其余为别体也,处理失当,为可议之处。)
第二体:九十一字体,即吕渭老“燕拂危樯”一词,已见上述《词谱》所列变格三。《词律》

注云:“‘正暗潮’二句九字,与前词异。”即吕词于上片第三、四两句作“正暗潮生渚,暮风飘

席”,与此体正格比,第三句减二字。
第三体:九十三字体,以程垓“门掩垂杨”一词为例,注云:“各家词多从此体。”则此体即

①

②

唐圭璋,王仲闻,孔凡礼.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1999:2176.
万树.词律:卷十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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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调正体也。然此体始创于柳永“暮雨初收”一词,故《词谱》列为此体正格,《词律》以程垓

词为例,而谓“各家词多从此体”,实非正本清源之论。《词律》又注云:“按前后段中,俱用七

字两句,多作对偶,万无用八字,而前后参差者。惟坡公二首,于后段上句,两用‘君不见’,多
一‘君’字;孏窟前段,亦用‘君不见’;文溪后段下句,多一‘望’字;稼轩于‘罗衣’句,多一‘见’
字。皆系误传,即当时偶笔,亦是差处,不可学也。”强调此调上下片中间位置两个七言句多

用对偶,固然有识见,然谓东坡等人添字者为误传,则未必属实。
第四体:九十三字又一体,即张元幹“春水迷天”一词,已见上述《词谱》所列变格一。注

云:“两段中七字句,俱叶韵。客有见余收此体者,谓此‘若’‘却’二字,乃是偶合,非故叶者。
余因检程洺水词示之。程词用‘语’字韵,前七字句云:‘当日卧龙商略处。秦淮王气真何

许。’后七字句云:‘可笑唐人无意度。却言此虎凌波去。’岂非四句俱叶乎? 客大笑而服。”
(按:程洺水即程珌,所引词句出自程珌“颇恨登临”一词,有题序曰“登石头城,归已月生”。)

第五体:九十三字平韵体,以吴文英“云气楼台”一词为例。注云:“用平韵。‘无路通’
‘凌晓风’‘移钓篷’,用平仄平,乃是定格。”(按:所引三个三字句,分别为梦窗此词上片结句、
换头第二句、下片结句。)强调平韵体于上下两结及换头三字句字声以用平仄平为定格,无
误。然平韵体始创于姜夔,万氏反以宋末的吴文英词为例,亦为可议。

第六体:九十七字体,即柳永“万恨千愁”一词,已见上述《词谱》所列变格八。注云:“两
段七字句,俱作八字。此则另为一体,非前后参差者比也。其用‘意’字‘事’字,亦凿然是韵,
愈足知前张芦川是叶韵矣。”

可见,《词律》编著虽在《词谱》之前,于《满江红》格律谱式的归纳有创始之功,但较为简

易,疏漏甚多,且有处理不当与可议之处。

二、《满江红》体式格律的重新考订

《词律》《词谱》对《满江红》一调的体式和格律虽有分类和归纳,但还有遗漏,也不够精

细。今人所编词律词谱一类著作,比清人略有改进,但变化不大,兹不赘述①。在此基础上,
我们对《全宋词》所收《满江红》词共551首作品重新进行了考察和分析②,对两宋《满江红》
一调的体式类型和格律特征有了更全面更准确的认识和把握。

两宋词人依《满江红》一调所作551首词作,其格律体式,从用韵层面来考察,可划分为

两大类型:

A型,用仄韵,为柳永所首创,亦以柳永“暮雨初收”一词为正体、定格。两宋《满江红》词

①

②

谢映先编著《中华词律》(增订本),列《满江红》仄韵格十四例,平韵格一例,比清人略有增补。所列

“格三”,所举第十六、十七两例,为金侯善渊二词,分别为142、143字,字数、句式、平仄和用韵,皆与宋词大

异,当为同名异调。谢映先.中华词律[M].增订本.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0:1022-1027.
《全宋词》收《满江红》词共550首,其中无名氏《壶中天·寿溪园》“潇洒幽居”1首,按律实为《满江

红》,乃误题调名为《壶中天》(《念奴娇》别名)。此外,20世纪80年代后期学术界据《须江郎峰祝氏族谱》发
现了宋祝允哲《满江红·和岳元帅述怀》一词[参见:周少雄.祝氏谱及岳飞《满江红》词考议[J].文学遗产,

1988(5):69-77.],《全宋词》未予收录,故总计两宋《满江红》传词凡551首。拙著《唐宋词的定量分析》第三

章统计两宋常用词调《满江红》作品数量遗漏了以上2词,兹以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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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551首,其中用仄韵体者共542首(含10首残篇断句),绝大多数作品皆用柳词所开创的

正体、定格,约有437首,占词作总数的比例高达79%,只有一部分为变格、异体,约95首,
占总数的比例约为17%;另有残篇断句10首,用韵虽皆属仄韵,而从篇章字数来看,有的仅

残存两句,多者残存半片,其全篇的句式格律是否用柳词正体定格,尚难确定,故不计入统计

数据。在仄韵体中,含有少量两仄韵间杂使用、两片各用一仄韵、局部添韵等变格,这些体

式,我们都不再单列为一种类型,而是放在仄韵体的异体中择要加以归纳分析。

B型,用平韵,为姜夔所新创。仅见南宋词作,有姜夔、赵以夫、吴文英(2首)、刘辰翁、
彭元逊、李琳、张炎、彭芳远共8人凡9首作品。除换平韵外,篇章体式与仄韵体正格无异。

从用韵、字数和句式等多个层面来做综合考察,两宋《满江红》一调则共有二十九种体

式,用平韵体者只有一种,其他二十八种全部都属仄韵体。仄韵正格一体和平韵一体,已见

上述《词律》《词谱》所列,兹就仄韵体凡二十七种变格异体,一一考述如下:

1.异体之一,93字,下片第五、六句变五四句式为三六句式,字数不变,只是句式分合略

有变化。此体首见柳永“访雨寻云”一词,另有程过“春欲来时”、蔡伸“人倚金铺”、赵彦端“津
鼓冬冬”、游次公“一舸归来”、徐安国“挥手华堂”、杨炎正“寿酒如渑”、戴复古“赤壁矶头”各

1首,共8首,用此体。《词律》《词谱》均未列这一变格,兹为补列。

2.异体之二,97字,上片第五、六句及下片第七、八句共四个七言句各添1字,皆为八言

句,且多用2韵。仅见1例,即柳永“万恨千愁”一词,已见《词律》《词谱》所列变格“又一体”。
上片两句为:“可惜许枕前多少意,到如今两总无终始。”下片两句为:“不会得都来些子事,甚
恁底抵死难拚弃。”(按:《全宋词》无“抵”字)与柳永此词体式相类似的,还有只在某一个七言

句上添加衬字者,亦各列一体。

3.异体之三,91字,上片第三、四句为五四句式,上句变七言为五言,比正体少了2字。
《词律》《词谱》已列此体为变格,而举吕渭老词为例,非首创之作;另外《词谱》述此体别作,仅
及程垓、吕本中、康与之、严羽词各一例,遗漏甚多。此体首见柳永“匹马驱驱”一词,另有叶

梦得“一朵黄花”、吕本中“东里先生”、胡仔“泛宅浮家”、吕渭老“燕拂危樯”及“山绕吴城”、康
与之“恼杀行人”、姜特立“听说梅山”及“小小华堂”、李洪“梅雨成霖”、程垓“葺屋为舟”、韩淲

“归锦堂成”、魏了翁“玉质金相”及“宇宙中间”、严羽“日近觚棱”、戴山隐“醉倚江楼”、草(章)
夫人“清晓新妆”、无名氏“王母当年”及“好景欣逢”,凡18首,皆同柳词体式,共计19首。

4.异体之四,94字,上片开头变正体的四七句式为四四四句式,比正体多了1字,多了

1句。《词谱》已列为变格,仅以杜衍(实为张昪)词为例。此体首见张昪“无利无名”一词,另
有徐元杰“似玉仙人”一词,仅此2例。张昪词下片七言二句上句多用1韵,徐词否。

5.异体之五,94字,下片第七句8字,比正体多出1字。此体已见柳永“万恨千愁”一
词,只不过柳词于四个七言句皆各添1字(一本于下片第八句仍作七言句),而此体则只于下

片第七句添1字。此体有苏轼“忧喜相寻”、“江汉西来”(一本仍作七字)、“东武南城”,李婴

“荆楚风烟”、向子諲“雁阵横空”、侯寘“天阔江南”、吕胜己“小立危亭”、吴泳“梦绕家山”、“伶
俐聪明”、无名氏“林外溪边”,共计10首。《词谱》已列此体为变格,以苏词“东武城南”为例,
另外述及苏词“忧喜相寻”及李婴词各一例,仍有遗漏,兹为补出。

6.异体之六,95字,下片第七、八句皆8字,比正体多出2字。此体与苏轼等人下片第

七句8字体一样,皆柳永“万恨千愁”一词之变体。仅见2例,即黄裳“绿盖纷纷”、赵鼎“惨结

秋阴”二词。(按:《词谱》已录赵鼎词为变格,唯所据版本与《全宋词》不同,仅第八句为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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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未及黄裳词,兹为补出。)

7.异体之九,93字,两片七言二句的上句各添1韵,下片换头第一句添1韵,共添3韵。
《词谱》已列换头添1韵为变格,以戴复古“赤壁矶头”一词为例,而兼及晁补之“莫话南征”一
词。戴词下片第五、六句变五四句式为三六句式,与柳永“访雨寻云”一词之变格同类,已见

上述异体之一,故不重复统计。而晁补之词添韵实非换头一处,上片七言二句之上句亦用

韵。另有晁端礼“五两风轻”一词,用韵与补之词同,盖和韵之作。端礼词除换头添韵与补之

词相同外,两片七言二句的上句皆用韵,则全篇实添3韵。故此体姑以晁端礼词为例,而以

晁补之词为同类,另有梁大年“九十炎光”一词,共计3例。另有王之道“竹马来迎”一词亦添

3韵,唯下片添韵在第三句,略异,且此词更以句式变格为主,已另列一体,故不重复统计;另
有金段克己1首属同类,亦未计入。又有刘克庄“金甲雕戈”一词换头第一句添1韵,与戴词

同,亦不另列。

8.异体之七,94字,下片第五句6字,比正体多1字。仅见1例,即秦观“越艳风流”一
词。《词律》《词谱》未列此体,兹为补出。

9.异体之八,93字,上下片两个连用的七言句的上句各添1韵,共用11韵,比正体多用

2韵。此体《词律》《词谱》已列为变格,唯仅以张元幹“春水连天”一词为例,另述及程珌“颇
恨登临”一词。实则此体首见于柳永“万恨千愁”一词,只不过柳词此体乃于四个七言句各添

1字,而又于上句各添1韵,《词谱》乃列为添字之变格。此后又有贺铸“火禁初开”一词,于
四个七言句不添字,而于上句各添1韵。同时又有晁补之“华鬓春风”“月上西窗”二词,亦属

同类。张词及程词亦同属同类,然为时皆属南宋。南宋另有辛弃疾“曲几蒲团”“过眼溪山”
“可恨东君”“敲碎离愁”四词,卢炳“媚景良时”、刘仙伦“快阁东西”、刘克庄“天上人间”、吴潜

“把手西园”、卫宗武“弧矢开祥”、无名氏“不作三公”、游子蒙“雪坞霜林”各一首,亦同此体。
此体姑以贺词为首例,总计16例。何师心“一水飞空”一词,亦添2韵,惟此词更以减字和句

式变异为主,已列为另一种变体(见下文所列第十六种异体),故不重复计入。另有一部分只

于上片七言二句的上句(或下片七言二句的上句)单添1韵者,如张昪“无利无名”、贺铸“山
缭平湖”、韩元吉“寂寞山城”、赵彦端“千种繁春”、王质“惨淡轻阴”、岳崈“楚甸云收”等,皆属

此类变格,不予单列,亦不计入统计。

10.异体之十,91字,上片第三、四句为三六句式,与正体七四句式少2字。仅有2例,
即叶梦得“雪后郊原”、陈著“梦里京华”二词。此体与上片第三、四句作五四句式之异体者盖

属同类,都比正体减少了2字,只不过句式分合上略有不同。(按:《词谱》已列此体,只是仅

以叶词为例,未及陈词,兹为补述。)

11.异体之十一,89字,上片第三、四句仅七言一句,作上三下四句法,而少第四句4字。
仅见2例,即吕渭老“晚浴新凉”“笑语移时”二词。二词皆用此体,说明并非抄写或刊刻的脱

误所致。(按:此体《词律》《词谱》皆已列为变格,均以吕词为例,且兼及吕词别作。)

12.异体之十二,93字,上片结句为六五句式,换头为六六句式,下片结句为三三五句

式,且添3韵。仅见1例,即王之道“竹马来迎”一词。(按:此体《词谱》已列为变格,唯仅以

句读为变格。实则此体添韵亦为变格,除于上下片两处连用的七言句之上句各添1韵外,又
于下片第三句添1韵,兹为补述。)

13.异体之十三,95字,下片第五、六句为七四句式,比正体五四句式多出2字,而七言

句多于三字处读,呈上三下四句法。首见赵彦端“千种繁春”一词,另有王质“纸帐梅花”、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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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己“屈指重阳”、“忆昔西来”、“檀扳频催”、吴渊“秋后钟山”、“投老未归”、李曾伯“春日何

来”,凡7首,皆为此体,共计8首。惟王质词七言句分作三言、四言两句,赵词又于上片第五

句添1韵,为小异处。(按:《词律》《词谱》皆遗漏此体,兹为补列。)

14.异体之十四,94字,下片第八句为八字句,比正体多1字。仅见2例,即耿时举“问
月杯空”一词,李昴英“薄冷催霜”一词。(按:《词谱》已列此体为变格,唯以赵鼎“惨结秋阴”
一词(所录94字)为例,又兼及李词,而未及耿词,兹为补述。)

15.异体之十五,94字,上片第三、四句为三五四句式,比正体七四句式多1字,且句式

分合略有变化。仅见1例,即辛弃疾“点火樱桃”一词,此三句为:“春正好,见龙孙穿破,紫苔

苍壁。”(按:此体《词谱》已列为变格,后面四字一句皆同,唯前面一句于“好”字处用读,成上

三下五结构的八言一句,而《全宋词》所录作三言一句,五言一句。)

16.异体之十六,89字,开头四句为四六/四四句式,比正体少了4字,即第二句少了1
字,第三句少了3字。仅见1例,即何师心“一水飞空”一词,此四句为:“一水飞空,揭起珠帘

全幅。不须人卷,不须人轴。”《全宋词》校云:“起四句疑有脱文。”是否有脱文,难以遽断,姑
订为减字造成的异体。(按:《词律》《词谱》均未列此体,兹为补出。)

17.异体之十七,91字,上片第三句为六言,比正体少1字,下片第五、六句为三五句式,
比正体五四句式略有变化,且少1字。仅见1例,即锦溪“蓬岛仙翁”一词。《词律》《词谱》均
未列此体,兹为补出。

18.异体之十八,93字,上片第三、四句为五六句式,与正体七四句式字数及长度不变,
而分合不同。首见吴泳“白鹤山人”一词,另见岳甫“碧海迢遥”、无名氏“一点阳和”、游子蒙

“春玉苍山”、刘将孙“正好花时”各一首,总计5首。《词律》《词谱》未列此体,兹为补出。

19.异体之十九,93字,上结为七三句式,比正体八三句式少1字;下片第五、六句为三

七句式,比正体五四句式多出1字,且合为上三下七之十字一句。仅见1例,即莫起炎“法在

先天”一词。《词律》《词谱》未列此体,兹为补出。

20.异体之二十,91字,前后两结皆七三句式,比正体八三句式各少1字,与莫起炎词上

片结句相同。仅见1例,即无名氏“才入新年”一词。《词律》《词谱》未列此体,兹为补出。

21.异体之二十一,92字,上片第三句6字,比正体少1字。仅见2例,即无名氏“指日

中秋”“曲水流觞”二词。《词律》《词谱》未列此体,兹为补出。

22.异体之二十二,92字,后结为七三句式,比正体八三句式少1字。仅见1例,即无名

氏“雪意垂垂”一词。与莫起炎前结句式相同,与无名氏“才入新年”两结皆为七三句式者为

同类。《词律》《词谱》未列此体,兹为补出。

23.异体之二十三,90字,上片第三、四句为五四句式,比正体七四句式少2字;下片结

拍二句为七三句式,比正体八三句式少1字。这两种异体都有单见者,此体则二者并见。仅

见1例,即无名氏“万里无云”一词。此词下片结拍作:“款陪王母宴瑶池,蟠桃熟。”上句为七

言,《全宋词》校此句缺一字,然从语意看,似较完整,或非缺字。《词律》《词谱》未列此体,兹
为补出。

24.异体之二十四,91字,上片第二、三句皆六言,比正体各少1字。仅见1例,即无名

氏“旧日皆春”一词,题曰“贺人开酒店药铺”,上片开头四句云:“旧日皆春,气象、又重妆束。
做得新丰酒肆,济康堂局。”第二句为六言,且于二字处小顿,或脱漏一字所致;第三句六字,
语意似较完整,或无脱误。《词律》《词谱》未列此体,兹为补出。



厦大中文学报 JournalofChineseStudies,XiamenUniversity

96   2016年3月·第三辑

25.异体之二十五,93字,上片第三、四句为三六句式,比正体七四句式少2字,且合为

一句;下片结拍为十(3、7)三句式,比正体八(3、5)三句式多2字。仅见1例,即无名氏“雪后

郊原”一词。(按:此词与叶梦得“雪后郊原”一首字句多同,只有少量异文,或为一词异传。
叶词上片第三、四句亦作三六句式,然下片结拍作“问何如、两桨下苕溪,吞云泽”,与正体同。
《词谱》已列叶词为变格,未及无名氏词,兹为补列。)

26.异体之二十六,93字,两仄韵间杂使用,仅见2例,即赵希篷“缟兔黔乌”一词、无名

氏“浪蕊浮花”一词。二词所用韵数和韵序,皆与仄韵体正格无异,变化主要表现在上下片各

用一仄韵,或两仄韵相间而用。赵词上片所押仄韵属同部,韵字分别为:晓、扰、少、扫,属萧

豪韵部(按:《词林正韵》属第八部上声韵),而下片则换用另一部仄韵,韵字依次为:柳、酒、
手、到、首,属尤侯韵部(按:《词林正韵》属第十二部上声韵),而其中又间杂“到”字一韵,则与

上片用韵为同部(按:《词林正韵》属第八部去声韵)。赵词大致为两片各用一仄韵,唯下片所

用另一仄韵中又夹杂了与上片同部的一个仄韵。无名氏词的用韵则更为特别,韵字分别为:
了、昼、酒、眺;少、杳、柳、有、首,则是将赵词所用的两部仄韵中的韵字相间使用,构成更为复

杂多变的用韵关系。据考察,萧豪部与尤侯部虽分属不同韵部,但因其主元音发音部位与高

低相似,在宋词创作中可以通押,属异部通押①。尽管如此,这两首词在《满江红》中仍属特

例。《词律》《词谱》未列此体,兹为补出。

27.异体之二十七,91字,上片第三、四句为四六句式,与正体七四句式结构有异,且少

1字;第五、六句为六七句式,上句比正体少1字。仅见1例,即范成大“天气新晴”一词。
《词律》《词谱》未列此体,兹为补出。

以上我们归纳出《满江红》仄韵体共二十七种变格异体,加上仄韵正格一体和平韵一体,
总计《满江红》共有二十九种体式,比《词谱》所列共十四种体式翻了一番,足见《满江红》体式

之丰富多样。

三、《满江红》形体声律的特征总结

古人前贤对《满江红》词调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对格律谱式的考订与归纳,多是为填词创

作服务的,至于从宏观的理论的层面来考察和探析《满江红》词调的体式格律特征,则极为薄

弱②。下面,我们试以上述分类分体考订为基础,对《满江红》一调的形体声律特征做进一步

的揭示与总结。
首先,从歌词作品的篇章结构等所反映的词调音乐体式来看,《满江红》属于“长调”“慢

词”的性质和类型,具有对称和谐而又富于变化的音乐体式特征。
全篇93字,减字异体者少至89字,增字者多至97字,按明清人的划分可归入“长调”范

围;上片八句用四韵,下片十句用五韵,虽然句式长短不一、参差错落,而始终保持两句一韵

①

②

魏慧斌.异部通押[M]//宋词用韵研究.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99-102.
谢桃坊《<满江红>词调溯源》一文(《中国韵文学刊》1997年第1期,第78~82页),主要是对词调

创制的探源,略及词体与声情。孙亚男《宋代词调<满江红>格律用韵分析》一文(《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3
年第9期,第111~112页),归纳出十二种体式,仍不出清人范围,对声情特征的分析也较为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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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分布,应该属于比较典型的“慢曲”“慢词”的类型。两片歌词的句式结构,既有不同,也
有相同;上片共八句,下片共十句,上片前四句与下片前六句的句式结构不同,而上下片最后

四句的句式结构和字数则完全相同,字声平仄也大体相同,表明此调的两段音乐曲调前半部

分不同,而后半部分又相同;既有变化,又有重复,重复增加了音乐旋律和节奏的对称与和

谐,不同则反映了音乐曲调的变化与张力。《满江红》一调在两宋的歌词作品之所以能表现

丰富的题材和多样的风格,当是由词调所具有的这种音乐特性所决定的。
其次,从歌词作品的句式句法来看,《满江红》也具有很突出的整散结合、奇偶相生、灵活

多变、摇曳多姿的形体格律特征。
全篇句式为:上片四七(3、4)/七(3、4)四/七七/八(3、5)三;下片三三/三三/五四/七七/

八(3、5)三。句式的组合,主要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八言共五种句式,完全是参差不齐

的“长短句”,具有摇曳多姿的形体美。句式句法的特点在于:上片起首四句,以四七、七四两

种句式形成一种呼应回环的关系,其中七言句多于三字处形成一个小顿,呈上三下四的句法

结构,皆合奇偶相生之理;接下来第五、六句为两个七言句,可用对偶的修辞手法,造成一种

精严整饬之美,下片第七、八句也是如此;上结以八三两句组成,八字句多于三字处作小顿,
呈上三下五的句法结构,又极尽长短错落之致;下片,换头为三三三三句式,连用四个三言,
在整齐严正之中又带来了一种节奏的急促感,在结构上也起到了承转的作用,为此调句式一

大特色;接下来第五、六句以五四句式为常格,亦收奇偶相生之效;末尾四句与上片相同。单

从正体定格来看,《满江红》一调的歌词作品在句式句法的运用上已呈现出整散结合的特点,
具有奇偶相生的美感,句式灵活多样,形体摇曳多姿,而上述《满江红》二十多种变格异体又

主要表现在句式句法的运用上,几乎全篇每一韵断处的句式句法都出现过变格和异体,使得

《满江红》这一词调在形体格律特征上特别富于张力和弹性。
这种句式句法上的变格异体,主要是通过局部的添字、减字或改变句式分合方式而造成

的,一般不会改变词调的整体结构,对词调的音律和歌唱也不会造成什么影响。试略举数例

如下:
如上片第一、二两句,正体作四七两句,而张昪和徐元杰各一首变为四四四句式,不仅多

了1字,而且多了1句,表面看来变化较大,而实际上不过将第二句的七言(一般于三字处读

断、作上三下四句法)添加1字,再分成两个四言句,这样开篇就变成了三个四言句,带来了

一种更整饬的特点,但仍在词调音乐的旋律节奏所允许的范围之内。
又如上片第三、四两句,柳词正体为七四句式,而柳词别首改为五四句式,即第三句少了

2字,属于减字而造成的异体类型,由七言减二字而成五言句,节奏上略有变化,即少了一个

二字的音节,也没有了三字处的停顿,使得音节和节奏更简短更疏朗了,但对配曲歌唱应无

大碍,两宋另有18首词作皆用此体,便是明证。
又如上下片两个连用的七字句,既处于两片的中心位置,往往是全篇的重心所在或用力

之处,又形成上下片的对应与映照关系,本当作为定格遵守,但仍有多种变格,或于某一句添

加一字,或于某两句各添一字,或四句各添一字,也带来了一种化整为散、自由洒脱之感。
又如上下片两结拍各二句,正体皆为八三句式,结尾处的三字句一般很少变格,但也有

例外,而八字句更出现了多种灵活的形式和句法。如王之道词前结云“已验康沂富国,千古

曾无别”,为六五句式,句式分合变了,而两句的字数和长度并没有变;其后结云“忽相思,吾
当往,谁谓三墩隔”,为三三五句式,不过将正体末尾的三字句提到中间了,而又将正体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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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分成了三字一句、五字一句,故结拍二句的总字数和长度也没有改变。又如莫起炎及无名

氏等人词,或前结作七三句式,或后结作七三句式,或前后两结皆作七三句式,都比正体少了

1字;又如无名氏“雪后郊原”一词后结作“试与问、何如两桨下苕溪,吞梦泽”,八字句处作上

三下七的十字句,又比正体多了2字。此外,也有两结的八字句在三字处可以不作小顿而连

成一气的,如张先“记画桥深处水边亭”、张昪“便假饶百岁拟如何”、康与之“道不如归去不如

归”、侯寘“念良辰美景赏心时”、赵磻老“纵茂林修竹记山阴”等,共有35句,《全宋词》所录皆

作八字一句,在三字处都没有加顿号;尤以刘克庄为多,他一人就有11句,如“叹臣之壮也不

如人”“况醉能同乐醒能文”等,句法颇有散文化的倾向,也具有领字句的特征,即以一字领取

一个七言句,所以不能在第三字处读断,从而带来了一种更新颖更晓畅的节奏特征。在《全
宋词》中还有不少《满江红》两结拍于三字处读断的八言句,实际上也可以或者说更应该连成

一气来歌唱或诵读的,如洪适“算六分、春色五分休”、朱熹“但一年、一度一归来”、吕胜己“玩
春来、夏去复秋冬”、石孝友“叹浪萍、风梗又天涯”、刘仙伦“涨一篙、江水送归鸿”、高观国“任
天河、落尽玉杯空”、洪咨夔“况登高、节过又登高”等,皆属此类。

最后,从平仄、用韵和对偶手法的运用来看,《满江红》一调也具有融谐婉与拗怒为一体、
宽严相济、富于变化的形体特征和声律美感。

从《满江红》歌词的字声平仄运用来看,大致符合近体诗一句之中平仄相间、两句之间平

仄对应的格律规则,造成一种谐婉之美。如柳词开头“暮雨初收,长川静、征帆夜落”二句:仄
仄平平,平平仄、平平仄仄,字声平仄就显得较为平顺和婉。仄韵体上下两结也是如此,八字

句以平声字收尾,而三字句以平平仄为定格,婉中有拗,而平韵体两结末句皆以平仄平为定

格,更显和婉。但从全篇字声平仄来看,仄韵体除了两结的八字句用平声收脚之外,其他各

句皆以仄声收脚,加上押韵各句又是仄声韵字,遂形成整体偏于拗怒峭拔的声律特征。《词
律》在所列第三体即程垓“门掩垂杨”一词后注云:“此调平顺,字之平仄,可以游移。然如‘眉
间月’‘颦空切’之平平仄,自不可改。《图谱》谓俱可三仄,若用三仄,岂不落腔乎!”①认为此

调在字声平仄运用上有灵活之处,然亦有谨严之处,较有见地,但以“平顺”概括此调特色,则
不够细致与准确。

从用韵来看,《满江红》以用仄韵为主,而又以用入声韵为多,部分用上去声韵,便形成了

此调以高亢激越为主体的风格特征。姜夔认为仄韵体“多不协律”,不免有夸大之嫌,他创制

平韵之体,固然为此调带来了更为和婉谐美的声律,但也失去了《满江红》以拗峭为主的“本
调”特色。从用韵数量和位置来看,正体皆以上片4韵、下片5韵为规范,但也有在两片或一

片的七言二句的上句处添韵者,另有在换头处添韵者,还有两片各用一韵或两韵相间使用

者,可能都是因为要表达某种特定的内容情感而添加或转换的,这些变格也体现了《满江红》
一调在用韵上宽严相济的灵活性和多样性。

此调全篇有三处用到对偶句,即上下片两个七言句及换头四个三言句,都用到了对偶的

修辞手法,但可对可不对,又颇具灵活性。上下片两个连用的七言句是此调关键位置之所

在,对偶句的运用既可突出主旋律,又可起到上下映照前后呼应的作用;也有不少作品在这

两处用散句,或一处对偶一处用散句,也别有潇洒灵活的风姿。尤其是换头处的对偶形式特

别丰富多样,有前二句不用对偶而后二句对偶的,如柳永“桐江好,烟漠漠;波似染,山如削”;

① 万树.词律:卷十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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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前二句对偶而后二句不对的,如王清惠“龙虎散,风云灭;千古恨,凭谁说”;有四句构成一

个对偶的,如柳永“鳞鸿阻,无信息;梦魂断,难寻觅”,又如岳飞“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
时灭”;有四句作两对的,如李婴“横琴膝,携筇手;旷望眼,闲吟口”,又如辛弃疾“佳丽地,文
章伯;金缕唱,红牙拍”。对偶虽然不一定是由音乐曲调的旋律节奏所规定的,但只有字数结

构相同的句式才能运用对偶,而对偶句式一旦形成,既有利于歌词内容和情感的表达与抒

写,也会对词调特征和词体稳定起到一定的强化作用。《满江红》一调拥有三个重要位置的

对偶句及其灵活多样的表现,也是此调之所以能成为宋词长调“金曲”的重要元素之一。

OntheFormalFeaturesoftheFamousLong-tuneSongCiPoemManJiangHong

LiuZunming
(LiberalArtsCollege,ShenzhenUniversity,Shenzhen518060,China)

  Abstract:ManJiang Hongisoneofthefamouslong-tuneSongCipoems.The
featuresofitsformandstructureweresummedupinmorethantenkindsinCiLvandCi
PuofQingDynasty.Toamendthemanyomissionsandmistakesinthetwobooks,this
articlesumsup29kindsoftheformandstructureofManJiangHong.Itoffersbotha
morecarefulandmeticulousmicroresearch,andastrongerandmorethoroughmacro
analysis.ThefeaturesofManJiangHong’sformandstructuremainlyconsistofthree
aspects.Firstofall,itsmusicalstyleisnotonlysymmetricalandharmonious,butalso
richinvariations.Secondly,itsformandstructureareflexibleandvariable,swayingand
colorful.Thirdly,itdisplaysarhythmicbeautythatisharmoniousandgentle,indulgent
yetstrict,andfullofvariation.

Keywords:ManJiangHong,SongCipoetry,famouslong-tunepoetry,featuresof
formandstructure

(学术编辑:刘荣平)

刘尊明,男,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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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史·乐志》“唐乐”中的曲调与词调
*

 

田玉琪

(河北大学 文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2)

  摘要:《高丽史·乐志》“唐乐”保存了十分丰富的北宋词曲音乐资料,其队舞的曲词大部

分是大曲摘“解”曲词,而《惜奴娇》(曲破)和《万年欢》(慢)与队舞词和“散词”皆不同,从后世

词曲之辨的角度来看属于宋代的曲体。而我们今天对队舞及“散词”中的词调命名,应根据

情况保留“嗺子”“中腔”“令”“慢”等称呼,它们既是音乐节奏和歌法的说明,也和大曲的“解”
密切关联。“唐乐”中所保存的词曲歌唱方式及词调体式于今存中国宋词而言也具有相当程

度的典范性,许多孤调、别体在词调史的研究方面有重要价值,不少词作与中国现存词作相

比,应该保留了更加原始的面貌,不少异文在词籍校勘方面也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高丽史;唐乐;词调;异文

《高丽史·乐志》保存了十分丰富的中国古代音乐资料,其中“唐乐”部分为北宋词曲音

乐已为学界的共识。关于《高丽史·乐志》“唐乐”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如韩国学者车柱环

先生《高丽“唐乐”的研究》著作等①,中国学者吴熊和、谢桃坊、王小盾诸先生也有多篇论

文②。车柱环先生在其著作中,将“唐乐”依“队舞”“大曲”“散词”做了分类研究。吴熊和先

生考察了“唐乐”中宋词传入的高丽时间,认为其中的宋词并非均与大晟乐有关,“北宋与高

丽的音乐交流,在宋神宗时期就臻于极盛”,如柳永《转花枝》等俗词,便与大晟乐无关。谢桃

坊先生对“唐乐”中“令”“慢”“破子”“中腔”“嗺子”“三台”“踏歌”等术语进行了考释,认为两

宋词调名称上据《高丽史·乐志》“唐乐”所载,不应加“令”“慢”的字样。王小盾先生对《高丽

史·乐志》“唐乐”产生背景做了详细考证,对“唐乐”中所收词调做了基本梳理,特别是对“曲
破”乐曲类型的产生及发展流变进行了考察。本文试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高丽史·乐

志》“唐乐”中的词曲分类及词调名称、词体史意义及异文的文献价值等做一浅显的探讨。

*

①

②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词谱新定”(12YJA751052)阶段成果之一。
车柱环.高丽“唐乐”的研究[M].首尔:同和出版公社,1983.
吴熊和.《高丽史·乐志》中的宋人词曲的传入时间与两国的文化交流[J].韩国研究,1994(1):8-

25.谢桃坊.《高丽史·乐志》所存宋词考辨[J],文学遗产,1993(2):70-78.王小盾,刘玉珺.从《高丽史·乐

志》“唐乐”看宋代音乐[J].中国音乐学,2005(1):4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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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丽史·乐志》“唐乐”词曲分类与词调名称

车柱环等先生将《高丽史·乐志》中所载词曲大体分为三类①:(1)五支队舞曲一类:献
仙桃、寿延长、五羊仙、抛球乐、莲花台;(2)大曲:《惜奴娇》(曲破)、《万年欢》(慢);(3)散词:
《忆吹箫》(慢)、《洛阳春》、《月华清》等等。这个分法应是基本准确、合理的。而整个“唐乐”
有多少词调、多少词作,不同学者因标准不同,分类有异,统计结果也多有差异。如吴熊和认

为“歌舞曲七套,曲词三十首,另外还有小令慢曲四十四首,共七十四首”,谢桃坊认为共收词

七十首,王小盾等人只统计《万年欢》(慢)②以下词作,结果为四十二首。《高丽史·乐志》
“唐乐”所收歌词,可以笼统称为曲词,但若细分,依然可以分为大曲摘“解”歌词、大曲歌词、
杂曲歌词三类,其中又就后来的词与曲差别来看,大部分属于词体,即宋词,小部分属于曲

体,即宋曲,为元代散曲之前身。
首先,就五支队舞所用曲调情况来看,它们大部分是大曲的摘“解”曲。这些曲调又可分

两种情况,一种是纯曲调无歌词者,一种是有歌词,曲调、词调兼为一身者。下面分别做一说

明:(1)献仙桃舞队:纯曲调者有两曲:《会八仙引子》《千年万岁引子》,曲调兼词调者有七曲

七调:《献仙桃》、《献天寿》(慢)、《献天寿令》(嗺子)、《金盏子》(慢)、《金盏子令》(嗺子)、《瑞
鹧鸪》(慢)、《瑞鹧鸪》(慢嗺子)。(2)寿延长舞队:纯曲调者一曲:《宴太清引子》,曲调兼词调

者两曲两调:《中腔令》《破字令》。(3)五羊仙舞队,纯曲调者三曲:《五云开瑞朝引子》、《万叶

炽瑶图令》(慢)、《嗺子令》,曲调兼词调者三曲三调:《步虚子令》《中腔令》《破字令》。(4)抛
球乐舞队,纯曲调者一曲:《折花令》,曲调兼词调者四曲四调:《折花令三台》、《水龙吟》(令)、
《小抛球乐令》、《破子》。(5)莲花台舞队:纯曲调者七曲:《五云开瑞朝引子》、《众仙会引子》、
《献天寿令》(慢)、《白鹤子》、《三台令》、《贺圣朝》、《班贺舞》,曲调兼词调者两曲:《献天寿令》
《嗺子令》。在这些曲调、词调名称中:“引子”“令”“慢”“嗺子”“中腔”“破子”等等往往皆为大

曲段落之名,如《梦溪笔谈》卷五云:

  所谓“大遍”者,有序、引、歌、 、嗺、哨、催、攧、衮、破、行、中腔、踏歌之类,凡数十

解,每解有数叠者。裁用之,则谓之“摘遍”。③

又如《碧鸡漫志》卷三云:

  凡大曲,就本宫调制引、序、慢、近、令,盖度曲者常态。④

①

②

③

④

郑麟趾.高丽史卷七十一:志卷第二十五[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60册,济南:齐鲁书社,

1996:691-706.
原书“慢”为小字,今以括号标示,以下如未另注者,皆与此同。
沈括.梦溪笔谈:卷五[M].侯真平,校点.长沙:岳麓书社,1998:39.
江枰.碧鸡漫志疏证[M]//刘崇德,龙建国,田玉琪,等.古代曲学名著疏证.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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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遍”以沈氏言为摘取“大遍”曲中的若干“解”,“解”则是大曲中的最小单位,这当与郭

茂倩《乐府诗集》中所言“解”意思相近,而每一“解”有“数叠”,此“叠”应与依调填词所说的

“片”“叠”一致。五支队舞中所有曲调包括有歌词的曲调,都是单个的曲子,即“大遍”曲的

“解”曲,有的队舞虽然有令、慢、中腔、嗺子、破子等,但都是作为相对独立的“解”曲呈现,所
以严格地说,这些曲调都是“摘解”曲,不能称为“摘遍”曲。对“大遍”做摘解而作为一个独立

的曲子依调制词,实为唐宋词调生成的十分重要方式,五支队舞中歌词皆为词体自当无疑。
比对五个队舞中曲调与词调可以发现,队舞之间也常有重复的曲调、词调使用,如五羊

仙舞队和莲花台舞队,开头均用《五云开瑞朝引子》,而莲花台两词调《献天寿令》《嗺子令》与
献仙桃舞队歌词相同,而《中腔令》一词,寿延长与五羊仙舞队皆用。由此也可以考察不同词

调名称之间的关系。比如五羊仙舞队《中腔令》一调,即为《步虚子令中腔》,莲花台舞队《嗺
子令》即为《献天寿令嗺子》等等。

《高丽史·乐志》“唐乐”“队舞”之后,是两支大曲歌词:《惜奴娇》(曲破)和《万年欢》
(慢)。关于《万年欢》,《宋史·乐志》卷一百四十二载教坊“所奏凡十调、四十大曲”,《万年

欢》即为中吕宫两大曲之一。今《高丽史》中《万年欢》四词,各不相同,当即《万年欢》大曲之

“摘遍”歌词,笔者最初以为是四首同名异调的《万年欢》词,不妥。而《惜奴娇》作“曲破”一
体,虽与宋代“大曲”体制并不尽同,但简明地称其为大型歌舞曲词,也是可以的。这两支大

型歌舞曲词,于宋代虽可泛称为歌词,但于后世却有词曲之辨。两支曲词并不属于词体,而
当属于曲体,是元代散曲之前身。其主要原因乃在于两曲歌词用韵与宋词通常用韵特点不

同,多平上去韵通押,甚至与入声通押。如《惜奴娇》第一首用韵依次是:泮、暖、浅、闲、款、
算、散、玩、罕、短,再如《万年欢》第三首用韵依次是:娜、果、琐、蔌、过,等等。我们应该从有

用韵的角度将之视为宋代的曲体,与词体分开①。以此揆之现存宋代其他宋代大曲“摘遍”
“曲破”歌词,如曾布《水调歌头》、无名氏《惜奴娇》(与《高丽史·乐志》所载不同)、曹勋《法
曲》、董颖《薄媚》、沈赢《野庵曲》等,可以得出基本相同的结论,即现存宋大曲②歌词用韵多

三声通协,皆属曲体。不过,此种情况亦应不当绝对,因为宋人一些词作依然有从这些大曲

“摘遍”“曲破”中的“摘解”曲。当作摘解曲填词时,通常用韵符合宋词平押平声、上去押上

去、入声押入声之通例,自当视为词体,如贺铸《惜奴娇》即与《高丽史·乐志》所载《惜奴娇》
(曲破)第五曲相同,通篇用上去韵,再如《万年欢》大曲首篇“禁篽初晴”词,宋人多有创作,体
式与“禁篽初晴”基本相同,不过用韵皆用仄声。然就《高丽史》中《惜奴娇》(曲破)、《万年欢》
(慢)而言,则皆应皆视为宋代曲体。

除两支大型歌舞曲歌词之外,队舞歌词和“散词”为宋代词体,其中队舞歌词15首,“散
词”42首,共57首词作。

对《高丽史·乐志》“唐乐”五支队舞中词调及“散词”词调名称今天如何称呼,也是一个

问题。很多时候,“令”“慢”“嗺子”“中腔”等,《高丽史·乐志》是用小字标出,我们今天命名

怎该怎么办,如果也标成小字显然不妥,那是将这些小字彻底去掉只保留主体,还是将它们

①

②

具体阐述可参见《词调史研究》“上编第四章第一节”。田玉琪.词调史研究:上编第四章第一节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86-201.
朱祖谋《竹斋词》即不收沈赢《野庵曲》。朱祖谋.彊村丛书[M].扬州:广陵书社,2005.河北大学刘

崇德教授已编撰《全宋金曲》,近期由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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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正文标出? 《钦定词谱》及今人所编词谱即往往将这些小字完全去掉。笔者认为对此不应

一刀切,应视情况分类处理,其中两种情况应将小字标出作为词调正名。
一是这些词调所标小字有的不仅仅一种歌唱方法,而还代表大曲的一“解”,则这些小字

有时就应该标出。如同样为《瑞鹧鸪》,但《瑞鹧鸪》(慢)和《瑞鹧鸪》(慢嗺子)完全不同,这种

情况就应标为《瑞鹧鸪慢》和《瑞鹧鸪慢嗺子》。而《破字令》二词,亦全然不同,也显然是大曲

的不同“解曲”。今存影宋本《闲斋琴趣外篇》中,还有直接以《中腔》《踏歌》命名者,其中“中
腔”目录中有两首,后一首明言与前首不同,亦当为不同大曲的“解”曲,遗憾的是,晁端礼的

《中腔》《踏歌》今天只见目录,其词已佚,今于《高丽史·乐志》见相同名称,令人欣慰,则词调

之命名于“中腔”等等“称呼”自然不可以省去。
二是“令”“慢”的称呼,虽然大多可以略去,但是有的应该保留。通常,我们将“令”看作

节奏快的曲子,一般篇幅较短,“慢”看作节奏舒缓的曲子,通常篇幅较长,这应该没有大问

题,但具体情况比较复杂,《高丽史·乐志》“唐乐”所载词作为我们提供了非常生动的资料。
比如篇幅长的令曲、篇幅短的慢曲,都属于较为特殊的情况,这样的情况后面的小字今天则

应该以正文形式标出。如《瑞鹧鸪慢》(56字)、《太平年慢》(45字)、《金殿乐慢》(48字)、《转
花枝令》(106)字。其实,关于“令”“慢”的标法,现存影宋本宋词如《醉翁琴趣外篇》《闲斋琴

趣外篇》《芦川词》《于湖词》等等以“令”“引”“近”“慢”名篇者很多,但未标者数量更为庞大,
未标者当为大家较熟悉并且通行的情况,这种情况应如谢桃坊先生所言,即《高丽史·乐志》
所用“令”“慢”等小字可以略去。

在《高丽史·乐志》“队舞”歌词和“散词”词调名称方面,也有数调与中国两宋词调相比,
属于同调异名者,其中《献仙桃》《瑞鹧鸪慢》即《瑞鹧鸪》,《水龙吟》(令)、《水龙吟》(慢),皆即

《水龙吟》,《忆吹箫》即《凤凰台上忆吹箫》,《天下乐》即《减字木兰花》,《感恩多》即《添字浣溪

沙》等,同调异名是唐宋词调运用史上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

二、《高丽史·乐志》“唐乐”词调、词体及词作异文价值

《高丽史·乐志》“唐乐”中57首词作,所用词调从词调发生、体式变化的角度于两宋词

调史研究也颇有价值。其中五支队舞共用14调,“散词”除队舞已用《水龙吟》外,共用40
调,依次为:

  《忆吹箫》《洛阳春》《月华清》《转花枝令》《感皇恩》《醉太平》《夏云峰》《醉蓬莱》《黄
河清》《还宫乐》《清平乐》《荔子丹》《倾杯乐》《太平年慢》《金殿乐慢》《行香子》①《安平

乐》《爱月夜眠迟》《惜花春早起》《帝台春》《千秋岁令》《风中柳》《汉宫春》《花心动》《雨淋

铃》《雨中花》《迎春乐》《浪淘沙》《御街行》《西江月慢》《游月宫》《少年游》《桂枝香》《庆金

枝》《百宝妆》《满朝欢》《天下乐》《感恩多》《临江仙慢》《解佩令》

① 《金殿乐慢》后隔行书写“清夜无尘”词,乃苏轼《行香子》,但漏写调名,“散词”中另有无名氏一首

《行香子》,与苏轼“清夜无尘”词体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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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计50余词调中,除《感恩多》(《添字浣溪沙》)外,皆属北宋词调,其采调数量之广

泛,词调歌唱、“摘解”方式之多样,非常具有典范性。且就今存宋词词调总体情况来看,也有

着相当程度的代表性。如从雅俗角度看,既有歌功颂德的大雅词调,如《醉蓬莱》《黄河清》
等,也有市井十分鄙俚的词调,如《转花枝》《解佩》,也有于文人士大夫中写志抒情的《行香

子》《洛阳春》等,从词调流行与否角度看,即有于两宋十分流行词调如《汉宫春》《浪淘沙》《醉
蓬莱》等,也有大量的孤调、僻调,其中孤调便有25调(包括队舞14调中的孤调):

  《献天寿》《献天寿令嗺子》《金盏子令嗺子》《瑞鹧鸪慢嗺子》《步虚子中腔令》《破字

令》《步虚子令》《破字令》《折花令三台》《小抛球乐令》《破子》《洛阳春》《转花枝令》《还宫

乐》《清平乐》《荔子丹》《太平年慢》《金殿乐慢》《安平乐》《帝台春》《游月宫》《百宝妆》《满
朝欢》《临江仙慢》《解佩令》

这些词调除《洛阳春》《转花枝令》《帝台春》3调外,另外23调皆仅见《高丽史·乐志》,
保存了十分珍贵的中国词调体式资料。

对这些孤调、孤体,清人陈廷敬等人编《钦定词谱》①对之做了最早的整理,但只收15
调,未收者10调:

  《瑞鹧鸪慢嗺子》《步虚子中腔令》《破子》《还宫乐》《清平乐》《金殿乐慢》《安平乐》
《游月宫》《满朝欢》《解佩令》

其中《转花枝令》《解佩令》当因俚俗不收,《游月宫》当因未用韵不收,其他未收主要原因

当为疏漏所致,如《清平乐》与唐宋流行之的《清平乐》迥然不同,为同名异调。而《词谱》虽收

《百宝妆》,但以《百宝妆》视同《新雁过妆楼》,为《新雁过妆楼》之别名,当属误用字句比对方

法而产生的错误。两调实为异名异调,不能混淆。对此,今人潘慎等编《中华词律辞典》②、
羊基广所编《词牌格律》③都提出了质疑或修正。

《高丽史·乐志》“唐乐”中的词作为中国现存词调、词作提供了不少异文形态,在词调体

式、及词作校勘等方面均有重要价值。
在词调体式方面,如欧阳修《洛阳春》词:

  纱窗未晓黄莺语。蕙炉销残炷。锦帷罗幕度春寒,昨夜里、三更雨。  绣帘闲倚

吹轻絮。敛眉山无绪。把花拭泪向归鸿,问来处、逢郎否。

此调即《一落索》,上片结句作六字折腰句:“昨夜里、三更雨。”今检此词结句,影宋本(宋

①

②

③

陈廷敬.钦定词谱[M].北京:中国书店,1983.
潘慎,秋枫.中华词律辞典[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1666.
羊基广.词牌格律[M].成都:巴蜀书社,2008: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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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州本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三卷和《醉翁琴趣外篇》)①、明吴讷《百家词》抄本②、毛晋刻

本③、《全宋词》④等皆作五字一句:“昨夜三更雨。”唯清人陈廷敬《钦定词谱》作六字折腰句,
其所依据的,正是《高丽史·乐志》所载词作:“坊本前结作五字句,今从《高丽史·乐志》改
定。”此调就现存宋词考察,皆为重头曲,上下片句法、字数、韵位完全相同,显然《钦定词谱》
的改定是正确的。再如柳永《转花枝令》,多处与中国今存柳词不同:

  平生自负,风流才调。口儿里、道得些知张陈赵。唱新词,改难令,总知颠倒。解刷

扮,能 嗽,表里都峭。每遇着、饮席歌筵,人人尽道。可惜许老了。  阎家大伯曾教

来,道人生、但宽怀,不须烦恼。遇良辰,当美景,追欢买笑。剩活取百千年,只恁厮好。
若恨满、鬼使来追,临待倩个、掩通着到。

其中上片第三句“口儿里道得些知、张陈赵”,《全宋词》作“口儿里、道知张陈赵”,下片第

二句“道人生、但宽怀,不须烦恼”,《全宋词》作“道人生、但不须烦恼”,结句“临待倩个”,《全
宋词》作“待倩个”,与《全宋词》等通行本相比,《高丽史·乐志》所载《转花枝令》应该是保存

了更为原始、真实的歌词形态。
再者,《高丽史·乐志》“唐乐”中词作异文为词籍校勘提供了参考,不少异文有着十分重

要的文献价值。这些异文大致可以分为四种情况:一是意思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只是用字

不同。如柳永《醉蓬莱》中“万机多暇”,《全宋词》作“万几多暇”,“几”通“机”,二字互训;再如

柳永《雨淋铃》“向长亭晚”,《全宋词》作“对长亭晚”,柳永《临江仙》“问怎生奈得”,《全宋词》
作“问怎生禁得”,其中“向”与“对”、“奈”与“禁”意思基本一致。二是误抄误写,例如无名氏

《爱月夜眠迟》,通篇押平声“支”“微”“齐”部,然“满泛觥觞”,“觞”字据今存仇远词,当为韵

位,此为抄写者疏漏所致,《词谱》《全宋词》据仇远词体更为“卮”,当是。再如《满朝欢》:

  未央宫阙丹霞住,十二玉楼挥锦绣。云开雉扇卷珠帘,烟粉龙香添瑞兽。  瑶觞

一举箫韶奏。环佩千官齐拜首。南山翠应北华高,共献君王千万岁。

此词通篇用仄声“有”“宥”韵,结句“岁”字失韵,仍为因思维习惯疏漏而误抄,当更为

“寿”字⑤。
以上两种情况的异文于词籍校勘意义不大,文献价值也不高,仔细辨别即可。我们需要

特别注意另外两种情况。一是意思和文字均有差异,各有优长,可以并存参考者。如柳永

《倾杯乐》“禁漏花深”词,“渐韶景”“开雉扇”“镇瞻凤辇”,《全宋词》分别作“变韶景”“开羽扇”
“长瞻凤辇”,再如苏轼《行香子》“休苦劳神”“虽把文章”“且逍遥”,《全宋词》分别作“虚苦劳

①

②

③

④

⑤

吴昌绶,陶湘.景刊宋金元明家词[Z].北京:中国书店,2011.
吴讷.百家词[Z].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
毛晋:宋六十名家词[Z].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
唐圭璋.全宋词[Z].北京:中华书局,1965:125.
此调《词谱》未收,《全宋词》首句以“住”字为韵,不当。唐圭璋.全宋词[Z].北京:中华书局,1965:

3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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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虽抱文章”“且陶陶”,等等。这种情况,虽然意思有相近之处,但仔细揣摩,仍有细微差

异。而如欧阳修《洛阳春》“度春寒”,通行本则作“护春寒”,柳永《浪淘沙》“应是四肢娇困

也”,通行本作“应是西施娇困也”,意思区别较大,则有较高的版本校勘价值。
再一种情况是中国现存词作有误,唯《高丽史·乐志》所存正确者。如晁端礼《黄河清

慢》词,下片一句“大晟奏功,六乐初调角徵”,影宋本《闲斋琴趣外篇》《全宋词》均作“大晟奏

功,六乐初调清徵”。一为“角徵”,一为“清徵”,哪一个正确呢? “清徵”作为一个词语出自

《韩非子》,后通常作为清澄乐声的泛指,而“角”“徵”作为均调专用术语,应确指大晟乐府初

习的“角”“徵”二调乐曲:

  大观二年,诏曰:“自唐以来,正声全失,无徵角之音,五声不备,岂足以道和而化俗

哉? 刘诜上徵声,可令大晟府同教坊依谱按习,仍增徵角二谱,候习熟来上。”①

“清”与“角”二字,既不音近,亦不形近,误抄误写的可能性极小。考虑大晟乐府习演的

相关情况,“角徵”一词应是准确的。再如柳永《御街行》“燔柴烟断星河曙”一首,上片的结句

作“恩霈均寰宇”,其中“寰宇”二字,检明代吴讷《百家词》、毛晋《宋六十名家词》、《全宋词》及
今人《乐章集校注》②等皆作“寰寓”。“寰寓”“寰宇”二者似乎相通,但实则不然。“寰”和
“宇”皆有天下之意,此词为二字义近相构,而“寓”字,通常为“居住”“寄居”之意,并无“天下”
之意。“寰寓”一词如何解释? 检索《全唐诗》《全宋词》,使用“寰宇”者则比比皆是,而用“寰
寓”竟只柳词一处。再检《汉语大词典》第三卷下册“寰”字,有“寰宇”“寰域”,也未收“寰寓”
一词③。显然,“寰寓”是一个错误的词语,是因音近而误传,应更为“寰宇”或“寰域”。此词

一直沿误至今。在笔者所见多种版本中,仅陈廷敬《钦定词谱》用“寰宇”,显然是正确的,但
编者未指出版本依据,后人更罕有依从,而《钦定词谱》所依据的,应当只是《高丽史·乐志》。

总的来看,《高丽史·乐志》“唐乐”中所收词调、词作数量虽然并不很多,但却具有相当

程度的典型性,保存了十分丰富的北宋时期曲调、歌词、词调的丰富资料,而其所保存的词调

体式及词作异文与中国现存词调、词作相比明显具有更原始、真实的形态,对北宋曲调、词调

体式研究及词籍校勘等诸多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TheMelodiesofCiPoetryinthe“TangMusic”SectionoftheHistoryofGoryeo

TianYuqi
(CollegeofLiberalArts,HebeiUniversity,Baoding071002,China)

  Abstract:The“TangMusic”sectioninthe“BookofMusic”oftheHistoryofGoryeo
preservesrichmusicalmaterialsoftheNorthSongDynasty,includingexemplarysinging

①

②

③

宋史卷一百二十九:乐四[M]//宋史:第九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3002.
薛瑞生.乐章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69.
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第三卷(下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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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lesandformalstructuresoftheextantCipoetryofSongDynasty.Manyunique
melodiesandvariantformsareofgreatvaluetothehistoricalstudyofCipoetry.Someof
thetextualvariantsalsoconstitutevaluablereferencesfortheemendationofCipoetry
books.

Keywords:HistoryofGoryeo,TangMusic,melodyofCipoetry,textualvariants

(学术编辑:刘荣平)

田玉琪,男,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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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明词》《全清词》补遗四十五首
*

刘荣平1 吴可文2

(1 厦门大学 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2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闽海文化研究中心 福建 长乐 350202)

  摘要:本文补《全明词》诸本失收词作7首、《全清词》诸本失收词作38首,并说明可以补

辑的理由,简明考订词人生平,整理词作,希望有助于《全明词》《全清词》的订补工作。
关键词:全明词;全清词;地方志;佚词

《全明词》《全清词》虽经不断补辑,仍可发现一些失收的词作。笔者承编《全闽词》,曾考

察过《全明词》《全清词》收录闽人词作的情况,并做了一些补辑考辨工作。兹就发现的零星

散见的佚词勒为一编,此编主要从地方志、文集中辑录,所收皆为《全明词》诸本、《全清词》
诸本以及补辑论文作者所未能发现者,希望有助于《全明词》《全清词》的最终完善,并就

教于方家。

一、补《全明词》七首

罗泰(1373—1439),字宗让,晩自号觉非,福清(今福州)人。少从乡先生宋瑜受《春秋》,
又从训导林友从学《易》,一时同游如进士郑澄初主事、郑介叔知县、郑彦韬文学、郑廷玉、郑
希晦、林范伯辈,咸与切磋讲明。乡后学皆师尊之,隐居教授凡四十余年。明宣德七年

(1432),应天尹聘司文衡,辞不受。① 著述今存《觉非先生文集》五卷。
《觉非先生文集》卷四收罗泰词7首,然诗词混编,颇不易发现。《全明词》《全明词补编》

应收罗泰词。兹据国家图书馆藏清林氏朴学斋钞本《觉非先生文集》录入。

  明月棹孤舟 题墨竹

自古道渭川嶰谷。又那更、潇湘淇澳。千亩阴中,万竿丛里,移得一枝寒绿。  未许

伶伦调雅曲。且伴我南轩幽独。雨润烟稍,风传珮玉,留与凤栖鸾宿。

  永遇乐 感遇

四十年来,流光虚掷,只缘耽酒。镜里朱颜,巾中华髪,太半人非旧。豆蔻花飞,杜鹃春

*

①

“全闽词”为福建省2011年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11A042)、2014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资助项

目、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
罗泰小传,据明杨荣《杨文敏公集》卷二十三《故罗君宗让墓志铭》、明何乔远《闽书》卷一百二十六、

明林燫纂万历《福州府志》卷二十八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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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正是伤情时候。看取古今何所有,青冢谩劳回首。  邯郸梦觉,黄粱(原作梁)熟后,富
贵哪能许久。天地穹庐,造化槖籥,彭祖巫咸不寿。最堪乐处,孔颜道在,万古文章宇宙。黄

卷中、自有真味,君还知否。

  水调歌头(原作水调歌) 感怀

杜宇声声劝,春归人不归。断肠芳草诗成,写不尽相思。魂梦里几回见,问世间何事苦,
死别与生离。望乡台下路,念尔独凄其。  兰蕙心,云锦思,会无期。双双燕子呢喃,款款

傍人飞。惟有斜窗明月,笑我衾寒枕冷,流影入重帏。百年成底事,赢得泪双垂。

  鱼游春水 闽清县尹考满

罗绮香风度。簮珮琼裾行夹路。祖筵开晓,倚马不胜离思。玉满梅溪雪未消,锦绕花县

春如许。银瓮青丝,彩鬟金缕。  为问郎官此(原作比)去。百里弦歌是谁主。须知枳棘

栖鸾,牛刀小试。双凫飞舄层霄远,无限相思在何处。渭北江东,暮云春树。

  满庭芳 管推府考满

福郡临衡,雄藩密迩,谁不道是繁难。我侯推赞,只在笑谈间。三载刑清讼简,囹圄静、
俗阜民安。咨询处,黄堂倚重,风月半清闲。  瓜期催入觐,声蜚八郡,名达朝端。怅螺江

江上,江水漫漫。载得画船西去,此(原作比)一别、万叠云山。问行色,更何有,琴与鹤俱还。

  金菊对芙蓉 姚方伯荣归

世产硕才,老当益壮,天教福我苍生。况有唐华胄,乔木家声。光垂汗简千年在,须看

取、源远流清。经纶事业,重膺内选,位列曹卿。  几年出师连城。睹承流宣化,政治和

平。忽忆(原作亿)柴桑赋,昼锦归荣。想念故园松菊,会结耆英,紫薇花底。香风度祖筵,夹
道彩旌行。愿承宠锡,重来海徼,深慰舆情。

  永遇乐 吕佥宪九年考满

乔木名门,文章世胄,累叶卿相。岳耸泰山,天垂北斗,谁不争先仰。入典文衡,出佥台

宪,天下士咸推奖。更祷雨、应如影响,虎狼迸迹封攘。  浩然之气,至刚至大,须信平生

有养。九载光阴,七闽事业,草木也知称赏。豸冠骢马,驱驰周道,八千里平如掌。看此行、
嘉猷献纳,承恩天上。

二、补《全清词》三十九首

(一)方迈词九首

方迈(1666—1723后),字子向,一字日斯,闽县(今福州)人。康熙三十三年(1694)进
士。初令萧山,调兰溪,寻解组归卒。博极群书,议论醇正,以著述自任。著有《四书讲义》十
六卷、《九经衍义》一百卷、《春秋补传》十二卷、《考正资治通鉴前编》十八卷、《古今通韵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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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卷。子侗,康熙五十九年(1720)举人。① 著述今存《和杜哀吟》一卷、《方日斯先生诗稿》不
分卷、《方日斯先生文稿》二卷、《晚村驳议偶述》一卷、《经义考异》七卷《杂考》一卷。

方迈词,《全清词·顺康卷》《全清词顺康卷补编》《全清词·雍乾卷》均未收,亦未见其他

《全清词》补辑者提及。兹据国家图书馆藏稿本《方日斯先生诗稿》录入。

  望海潮 和郑香石赠侍儿韵

碧空晴敛,暮云初起,连天雨湿蒹葭。横江金风,匝地游鱼,吹浪浮沙。展转困征车。叹

天涯孤客,何处吾家。一叶轻舟,锦帆斜挂橹咿哑。  容光掩映窗纱。胜盈盈吴女,妖娆

如花。眸凝秋水,眉展春山,芳心暗动琵琶。蜂蝶莫交加。有风流仙吏,紧护篱笆。正好宽

心分明,军令隔仙霞。

  前调 前题

天涯游遍,繁华衰谢,谁将黍谷吹葭。道上山阴,苎萝村里,红粉泥沙。何意得同车。有

风流张绪,年少潘家。脉脉含情,低头密语细哑哑。  几回半启窗纱。似湾湾流水,片片

桃花。颦因怯病,弱不胜衣,分明怨恨琵琶。款款意须加。休满园春色,漏出篱笆。白帝城

边巫山,好梦接烟霞。

  摸鱼儿 舟中七夕和郑香石韵

问人间、何事堪耐,唯有相思难待。牛郎织女本天仙,未脱俗情常态。愁无奈。只相别、
经年似乍逢倾盖。今宵欢爱。把千愁万愁,一时解散,总付从前债。  承明戒,闻道宦情

如丐。纵然机巧无败。曾知意外犹多害,都把妻孥去卖。真难怪。心重系、遥怜儿女家中

在。陈瓜设彩。祝耿耿银河,明年此夜,应许双双拜。

  水龙吟

昨宵喜鹊填桥,双星报道佳期了。人间何事,一帆孤挂,溪迴舟小。又早黄昏,纱窗凉

透,柳风微袅。恰一湾新月,似钩渐吐,清光遍,愁心悄。  莫道世人弄巧,风云态、变何时

好。举杯明月,仰天高问,几时清皎。安得人人,长圆无恨,欢多悲少。急乘时行乐,当歌对

酒,人生宜早。

  青玉案 黄方伯行实图卷题词

几回信使因风送。遍贼帅、连营动。更取鲸鲵忱悃贡。满怀犹豫,暂迟归从,重遣人来诵。
外防守御深深用。设伏追奔休教空。但问归降舟莫恐。誓心无杀,贼皆吾众,仁闻湖南颂。

  沁园春 前题

报国孤忠,密谋恢复,众心既同。恨笑人无识,机关泄漏,一身刑戮,大事成空。早办株

连,袖中锋刃,出入提携暗护躬。频推究,赖词严义正,摆脱牢笼。  因风一介相通。尔去

报平安与我公。且待时乘势,桑隅未晚,贼人分解,次第心讧。绝援无粮,武昌孤注,卜筮虚

言俾罔功。勤申请,但访闲豕突,警斥华容。

  望海潮 前题

人心思汉,归诚云凑,流言暗败忠良。雀鼠罗空,军呼庚癸,师中望断资粮。菜色入膏

① 以上据方迈《感怀和少陵北征韵》《癸卯生日》,清郝玉麟纂《福建通志》卷五十一,民国欧阳英纂《闽
侯县志》卷七十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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肓。更怡怡安处,怒臂螳螂。八棹乘虚,陈陵越渡恣披猖。  贼人诡计须防。早拒马江

边,濠堑城隍。泛泛杨舟,频频刁斗,一时严备难当。夹岸更声张。倾动思归士,解甲从王。
凭遣来人报取,忠悃布飞章。

  三姝媚 前题

苍头亲嘱咐。急走我军中,贼情重诉。众志分离,望王师浑似,旱时甘雨。仰屋绝烟,怅
死丧、陈陵虚度。要害粮屯,仙鹤新洲,早防移处。  看取舆情齐露,便帅领回营,革面归

附。惟望新恩,洗旧瑕得保,室家如故。长港湘阴,铤走险、欲寻生路。向扁山头舟备,烽烟

莫误。

  南柯子 题赵天俊小影

鹤语传清韵,琴声继远休。悄然独坐静忘忧。一片石墩半倚,胜巍楼。  脱帽科高

顶,披襟按膝头。奚童扶杖转凝眸。记得主人今岁,几春秋。

邓颖蒙修,陈文在、廖鹤龄纂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重刊本《玉华洞志》卷六收有朱灿

英、曾宽、李恒先、杨值伦、廖培龄、邱恢德、廖其乂、廖经词各1首。《全明词》《全明词补编》
《全清词·顺康卷》《全清词顺康卷补编》未收朱灿英、李恒先、杨值纶、廖培龄、廖其乂、廖经

词。《全清词·顺康卷》据《国朝词综补》收曾宽《眼儿媚》(灵岩辟凿自何年)词1首,据《闽词

徵》收邱德辉①《一斛珠·云楼雾阁》词1首。可见《全明词》《全明词补编》《全清词·顺康

卷》《全清词顺康卷补编》并未据康熙六十一年重刊本《玉华洞志》收词。据考,《全清词·顺

康卷》应收朱灿英、李恒先、杨值纶、廖培龄、廖其乂、廖经词。兹据清康熙六十一年重刊本

《玉华洞志》录词如下。

(二)朱灿英词1首

朱灿英,建水州(今浙江临安县)人,举人,康熙五十七年(1718)任将乐县知县。② 词作

如下:

  减字木兰花 玉洞秋云

壶中世界。好景眼前难绘画。洞口苔斑。采药仙人去不还。  白云来去。童子寻师

迷旧处。出岫无心。长畔高眠岁月深。

(三)李恒先词1首

李恒先,字日升,上杭(今属福建)庠生。③ 词作如下:

  桃源忆故人

寻幽恰值晴天晓,遥听疏钟正了。一声林外啼鸟。似惜游情少。  洞里闲云飞袅袅。
仙人去后谁扫。莫问松苍石老。惆怅春溪草。

①

②

③

据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重刊本《玉华洞志》,邱德辉应作邱恢德,《全清词·顺康卷》承《闽词徵》
之误作邱德辉。

郝玉麟.福建通志:卷二十七[Z].四库全书本.北京:文渊阁,清乾隆年间.
邓颖蒙,陈文在,廖鹤龄.玉华洞志:卷六[Z].重刊本.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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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杨值伦词1首

杨值伦,字东序,将乐(今属福建)庠生。① 词作如下:

  满江红

造化灵奇,费几许、神雕鬼镌。说信道、巉岩幽窍,宽宏曲折。仙释禽鱼神欲活,楼台花

果天然列。笑世人、因象辄呼仙,徒饶舌。  贮金丹,垂瑶玦。灿月星,凝冰雪。阅山经海

注,未曾标揭。题咏尽堪供李杜,摹描何处寻摩诘。对高吟、搦管学涂鸦,惭前哲。

(五)廖培龄词1首

廖培龄,字滋万,太学生,将乐(今属福建)人。② 词作如下:

  眼儿媚

谁将石隙透蟾光。衣袂散新凉。一轮浮白,千峰泻影,终古含芒。  我欲梯之何处

也,桂树恰生香。露光的沥,风声清亮,秋色苍苍。

(六)廖其乂词1首

廖其乂,字若时,将乐(今属福建)庠生。③ 曾任乾隆《建宁县志》总修。④ 清王元啓《祇平

居士集》卷七《廖若时诗序》:“将乐廖其乂若时,少而工诗……诗凡五卷,自庚子(1720)以后

至辛未(1751)择其可存者,共得如干首,集句一卷别附卷末云。”⑤词作如下:

  少年游

云峰下怪石峥嵘。团结胜蓬瀛。鸟道盘空,巉岩深深处,入耳鼓钟声。  琼瑶四壁吐

精英,幻景纵横陈。陶铸日月,轩豁坤倪,别具一阴晴。

(七)廖经词1首

廖经,康熙二十九年(1690)岁贡,官西宁训导。⑥ 词作如下:

  南乡子

辟破玉芙蓉。洞口清风绕径通。信步寻幽穿岩兴,不穷。五更惊晓日方东。  移憩

明台中。犹听泉声响石钟。须臾杳然人世换,眼青。重注双峰耸晴空。

(八)陈长焕词1首

陈长焕,字子章,性笃实,从不作欺人语,与柯顺耳异姓同居历三世,男女各数十口无间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邓颖蒙,陈文在,廖鹤龄.玉华洞志:卷六[Z].重刊本.1722.
邓颖蒙,陈文在,廖鹤龄.玉华洞志:卷五[Z].重刊本.1722.
邓颖蒙,陈文在,廖鹤龄.玉华洞志:卷六[Z].重刊本.1722.
韩琮.建宁县志:卷首[Z].刻本.北京:内府,清乾隆年间.
清嘉庆十七年(1812)刻本。
戴肇辰.广州府志:卷五十四[Z].刊本.1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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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① 乾隆《尤溪县志》录其词1首,民国《尤溪县志》转录时加上“邑人”二字,故得确定其籍

贯是尤溪(今属福建)。柯顺耳,字治斋,屿头人。府学增生。性醇谨,好行善事。康熙戊子

(1708),有总镇夫人某氏发愿修尼庵,一日遗哑尼修庵费,密装米袋中,尼至中途日暮,无赖

辈欲攘之。适遇顺耳,斥之而止。引尼到其家,开视米袋,计将值五百金。次早送尼归庵,点
交袋中物,并不告以姓名而去。② 可知柯顺耳是康熙间人,则陈长焕也是康熙间人。

《全清词·顺康卷》《全清词顺康卷补编》未收录陈长焕词,应予补录。兹据乾隆四十一

年(1776)刊本焦长发修、王家奋纂《尤溪县志》卷八《艺文》录入。词作如下:

  鹧鸪天 题通仙岩

尽知此地可通仙。一到山间果闇然。岸翠无庸花壮色,茶清只许石同煎。  呼童子,
检短篇。月下长吟无俗缘。俯仰乾坤旦复旦,情闲聊谱化龙弦。

(九)马廷萱词7首

马廷萱(? —1763),字友桂,号鉴泉,长汀(今属福建)人,冠补弟子员,旋食饩,名噪一

时。雍正四年(1726)登贤书,以大挑出宰武城。间为诗,与同年孙渊如观察倡和,尤见许于

学使阮元。乾隆五年(1740)分校山左,得士最盛,逾年以忧归。服阕,迁南河司马,旋以事罢

去,主讲覃怀书院。著述甚富,不自收拾,多散佚。以疾终于武陟。③

关于马廷萱词,清人丁绍仪曾做过记载。其《听秋声馆词话》卷二十:“岁乙卯(1855),余
权汀州丞,会长汀令延梅孙明府栋方与邑绅士修县志,余谓艺文志中诗古文词均宜选录,不
宜以无关事实屏弃,盖志文苑而不存其著述未免夸诞无徵。书未成,余已受代。越十年甲子

(1864),大儿承禧亦权汀丞,已在两罹兵燹后。甫逾月,逆匪又自江右窜陷宁化,虽提师往

剿,幸而克捷,然戎马仓皇之际,志之存否未暇问也。近乃得之书肆,各家制撰即附本传后,
体例似有未协,所采亦不甚纯。第劫后残编,实赖以存。存词者仅马鉴泉司马廷萱一人而

已。司马由举人官南河同知。《西江月》云(略)。《南楼令》云(略)。”④

马廷萱存词7首,《闽词徵》卷四录马廷萱词4首。《全清词·雍乾卷》应收录马廷萱词

而未收录,原因不明。今据谢昌霖纂光绪《长汀县志》卷二十四录词作如下:

  南楼令 题朱月帆明月归帆小影

川暝暮云平。寒潮带月生。溯江天、一色空明。山外有山千万叠,遮不断,望乡情。 
 风正片帆轻。中流一笛声。谢嫦娥、远伴孤征。还想深闺眠不稳,应屈指,数归程。

  阮郎归 本意

关河天远蹙双眸。心惊南渡头。乱蛩入夜替人愁。空阶语不休。  咨泽雁,诉沙鸥。
桃花逐水流。乌衣重到认帘钩。夕阳何处楼。

  西江月 旅晤二首

斗帐安排未热,画帘约略差齐。露葵花放不多时。好个嫩凉天气。  初日芙蓉满镜,

①

②

③

④

孟昭涵.长乐县志:卷二十六[Z].铅印本.1917.
孟昭涵.长乐县志:卷二十六[Z].铅印本.1917.
谢昌霖.长汀县志:卷二十四[Z].刊本.1879.
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二十[Z].刻本.1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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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山螺黛堆眉。小红报道阮郎归。怪底银缸双穗。

  卖花声 题张墨龛《春树暮云图》

烟树旧亭台。花落花开。关河千里碧云堆。燕子不来春去也,人在天涯。  樽酒独

徘徊。暮霭苍苔。阿谁知得此时怀。遥识故人还忆我,梦绕萧斋。

  感皇恩 题《美人浣衣图》

有幸比鸳鸯,同心双扣。薄浣几番劳玉手。临流忽讶,下有人儿争瘦。只效颦难效、回
肠九。

东风吹去,偶然波皱,一晌空明还照旧。芙蓉映入,浑似潇湘清浏。笑檀郎何福、能消

受。

  满江红 经朱仙镇谒岳庙

古柏虬盘,枝南向、灵风瑟瑟。长太息、树犹如此,森人毛髪。三字居然将狱定,两宫从

此无人说。叹当年、南渡旧君臣,何肝臆。  时事改,空呜咽。祠宇在,寻碑碣。想横戈跃

马,冲冠洒血。万里冰天伤岁月,一家儿女矜名节。尚憎他、铁像跪门前,污神阙。

  前调 题郑元和《乞食图》

予美来耶,猛听得、声声逼似。讵今日、英雄失路,一寒至此。逝矣嗟余难铸错,陡然想

汝优为事。请三薰、三沐奋云龙,从兹始。  看释褐,旋衣紫。竖卿望,雪侬耻。笑千秋只

眼,还矜女子。豪杰已成廊庙器,平康也荷天家赐。有传奇、半部未收场,徐来矣。

(十)陈登龙词4首

陈登龙(1745—1818),字寿朋,号秋坪,福建闽县(今福州)人。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
举人,官四川里塘同知,调湖北安陆同知。著《秋坪诗存》十四卷。另著有《陈秋坪遗墨》不分

卷。另著有《秋坪杂著》四卷,今未见传。① 另著有《陈秋坪先生日记》不分卷,今存福建图书

馆。
《全清词·雍乾卷》未收陈登龙词。如刘逢升是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举人,《全清词·

雍乾卷》收其词2首,则《全清词·雍乾卷》当收陈登龙词。林葆恒《词综补遗》已收陈登龙词

3首,《词综补遗》很常见,《全清词·雍乾卷》不收陈登龙词的原因不明。《秋坪诗存》未收

词。今据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影印稿本《词综补遗》录入,另据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刻
本《陈秋坪先生遗墨题咏》补辑其词1首。

  山花子

多病相如剧自怜。依人王粲亦凄然。且向春郊看柳色,意缠绵。  镇海楼前山染黛,
刺桐花下水连天。独立不堪身是客,漫流连。

  蝶恋花 感春

柳惰花慵深院静。漠漠微风,吹皱湘帘影。漫把浓香添宝鼎。腻人最是春朝永。  
梦到阳台花雨冷。无计寻踪,目断江天迥。为赋招魂魂不省。片云飞过巫峰顶。

① 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版,2002: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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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奴娇 琵琶亭怀古

荒渚孤亭,是司马浔阳、送客之处。枫叶荻花秋瑟瑟,摇落不关风雨。截业江城,萧条湓

浦,惟有潮来去。飞帆的历,远辨迷蒙河树。  遥想商妇琵琶,嘈嘈切切,如泣还如诉。红

粉青衫齐下泪,坐客含悲无语。迁谪孤臣,仳离客子,叹息无今古。斜阳西下,倚阑独自延

伫。(以上《词综补遗》卷十八)

  渔家傲

水阁阴沉消夏地。半池绿皱荷花湄。仙客翩跹披羽帔。添诗思。澹云凉月浮空翠。 
 一片胸中冰雪致。荔裳蕙带随缘制。领得濂溪观物意。凭意寄。不须更读平泉记。(《陈
秋坪先生遗墨题咏》第一册)

(十一)李威词1首

李威,字畏吾,号述堂、凤冈,龙溪(今属福建)人。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官至广

东广州府知府。工书画。卒年八十。著有《岭云轩琐记》。①

李威是乾隆时期的人,《全清词·雍乾卷》应收其词而未收。兹据清同治八年(1869)刻
本《听秋声馆词话》卷十八录入。词又见《闽词徵》卷四。

  千秋岁 对雨

分蜂时候。孤榻闲长昼。山雨过,轻寒透。髪愁潘令改,腰怯休文瘦。午睡醒,惊看窗

外梅如豆。  索米长安久。只是人依旧。风意峭,云纹绉。萍应池沼满,麦正郊原秀。花

事少,鼠姑已殿残春后。

(十二)焦长发词2首

焦长发,号兰圃,直隶曲阳(今属河北保定)人。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进士,三十八年

知尤溪,涖任六载,百废俱举。② 乾隆四十三年(1778)任闽县知县。③

《全清词·雍乾卷》应收入焦长发词而未收。今据乾隆四十一年(1776)刊本焦长发修、
王家奋纂《尤溪县志》卷八《艺文》录词作如下:

  蝶恋花

贴水圆荷浮绿镜。时有游麟,摇动看无定。水际人家眠未醒。出墙数个新篁劲。  
活水深清苏肺病。路转溪桥,一带青莎径。何处行歌声动听。肩舆当面朝阳正。

  小重山 观稼

布谷声干山雨晴。烟林深翠处、驻行旌。秧尖攒水绿纵横。扶犁去,驱犊带云畊。  
何处笛声清。板桥草阁对山城。换头水调乐升平。曲终陇首午风轻。

(十三)罗鸣盛词1首

罗鸣盛,事迹无考,据民国《尤溪县志》卷三,知其是尤溪(今属福建)人。

①

②

③

王铁藩.福建清代科举人名录[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106.
卢兴邦.尤溪县志:卷七[M].刊本.1927.
欧阳英.闽侯县志:卷五十九[M].刊本.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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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刊本焦长发修、王家奋纂《尤溪县志》收罗鸣盛词1首,此词排在

焦长发词之后。如上所考,焦长发是乾隆年间人,又是乾隆《尤溪县志》的修稿人,所以可知

罗鸣盛是乾隆年间人。《全清词·雍乾卷》应收其词。今据乾隆四十一年(1776)刊本《尤溪

县志》卷八《艺文》补录如下:

  水龙吟 半亩塘白莲

凌波浣尽铅华,紫泥不向冰肌污。纤衣曳雪,翠盖翻风,萧闲丰度。楚江欲采水(水字原

缺,据民国《尤溪县志》卷3补)盈盈,遥隔自输心素。又何如、净植方塘,溯真源、来问南溪

路。(后缺)

(十四)潘远词1首

潘远,字静致,一字雪生,浦城(今属福建)人。自少以诗名。书法逼真董文敏,残缣断

素,人争以为宝。顺治六年(1649)拔贡。性简傲不谐俗。既老无子,愈郁郁不自得,逃于禅,
为觉浪杖人法嗣。因自号雪僧,卒葬梦笔山麓。著有《雪僧诗稿》1卷。①

《全清词·顺康卷》或《全清词顺康卷补编》应收潘远词。今据清嘉庆十六年(1811)刻本

黄恬修、祖之望等纂《新修浦城县志》卷三十九录入。

  朝中措 马峰见梅花用陆放翁韵

虚空逼塞痛千场。何地寄喧凉。收了霜痕月迹,撇开玉面冰肠。  清吟白写,断崖古

庙,牵影招香。怪得苍天不死,枉教野老旁皇。

(十五)无名氏词6首

有一残本②,无书名,凡46页。不详著者姓名。残本卷3存词6首。残本有诗《送郭鸣

盛孝廉北上》。清吕燕昭纂嘉庆《重刊江宁府志》卷三十二“顺治三年(1646)丙戌科再行乡

试”条云:“郭鸣盛,江宁人。”③清王敛福纂乾隆《颍州府志》卷五《秩官表·训导》“顺治八年

(1651)”云:“郭鸣盛,江宁贡,字□□。”④清武念祖纂道光《上元县志》卷十云:“郭鸣盛,字寰

惊。”⑤以上可证郭鸣盛是顺治时期人,则此无名氏作者也是顺治时期人。残本另有诗《丙申

七月十七日夜,步竿林下溪中,观土人捕鱼,成五言律四首》,丙申应是顺治十三年(1656)。
《全清词·顺康卷》《全清词顺康卷补编》未收此无名氏词,应予补辑。今据此残本录词

作如下:

  鹊桥仙 七夕

一钩新月,千丝烟柳,正是双星邂逅。家家乞巧上针楼,怕未必、家家都巧。  鹊桥将

散,银河欲晓,又是双星分袖。莫嫌会少别离多,这夫妇、天长地久。

①

②

③

④

⑤

潘远小传,据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刊本翁美祜纂《浦城县志》卷二十三、清顺治八年(1651)刻本

李葆贞纂《浦城县志》卷七拟成。
福州连天雄先生藏本,谨致谢。
清嘉庆十六年(1811)修清光绪六年(1880)刊本。
清乾隆十七年(1752)刊本。
清道光四年(1824)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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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梦令 春感

才是花朝前后。又过清明时候。红杏已沾泥,只有□□依旧。依旧。依旧。毕竟绿肥

红瘦。

  前调 闺情

听到子规啼处。都道不如归去。芳草绿萋萋,遮断王孙归路。愁绪。愁绪。满目残花

飞絮。

  前调 送春

把酒送春归去。借问春归何处。春道我行藏,浑似落花飞絮。离绪。离绪。无奈五更

风雨。

  前调 自述

莫笑行踪潦倒。甘向蓬蒿终老。不是薄科名,守我迂疏昏惰。昏惰。昏惰。诗酒生涯

最好。

  点绛唇 春晓

欹枕无眠,纸窗曙色朦胧了。数声啼鸟。惊破春山晓□。  懒撇孤衾,风雨伤怀抱。
余寒峭。卷帘微早。花落知□□。(按:此词后有《点绛唇·寒食郊行》,词全缺。)

ASupplementof45CiPoemstotheCompleteCiPoetryoftheMingandQingDynasties

LiuRongping,WuKewen
(Department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XiamenUniversity,Xiamen361005,

China;FujianOceanCultureResearchCenter,FuzhouCollegeof
ForeignStudiesandTrade,Changle350202,China)

  Abstract:ThisarticleoffersasupplementofsevenCipoemstoTheCompleteCi
PoetryoftheMingDynastyand38CipoemstoTheCompleteCiPoetryoftheQing
Dynasty.Italsoprovidesthereasonfortheadditionandabrieftextualstudyofauthor􀆳s
livesandactivitieswiththehopetocontributetotheamendmentofthetwocollections.

Keywords:TheCompleteCiPoetryoftheMingDynasty,TheCompleteCiPoetry
oftheQingDynasty,localchronicles,lostCipoems

(学术编辑:王传龙)

刘荣平,男,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吴可文,男,福州外语外贸学院闽海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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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律辨声 重塑词统
———民国词社的创作理念与词学研究*

陈水云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民国时期南北词社兴盛一时,这些词社既受晚清常州词派的影响,也有现代文学

社团的重要表征,其成员由清遗民、文化名流和大学教授三类人组成,在创作上表现出一种

从反映世变到逞才斗艺的倾向。在词成为一种文人展示才情的工具之后,他们尤其重视词

的形式———严守四声,谨遵词律,但当形式成为一种新的束缚之后必然形成反弹,因而在现

代词坛发生了关于协律与是否守四声的激烈论辨,出现了拥护、反对、调和的三种声音,这表

明现代词坛在填词守律问题上呈现着多元取向。民国词社对于现代词学而言有两大意义,
一是发扬晚清以来编辑地域词选的风气,力图重建地域词统;二是推动现代词学对于词调、
词律、词韵等问题的深入研讨,为现代词体声律学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民国词社;反映世变;四声之争;地域词统;词体声律学

在晚清南方词坛,曾经涌现过众多地域性词派或词人群体,比如广西的粤西词派、广东

的岭南词派、福建的闽中词人群体、湖南的湖湘词人群体,它们在词风及审美取向上已表现

出不同于常州词派的显著特征。进入民国以后,这样有着浓郁地域色彩的词派或词人群体,
逐渐减少甚至消失,以一位领袖或几位同仁组织词社并影响词坛的现象较为明显。① 比如

朱祖谋在光绪三十一年开始寓居苏州,联络沪、苏两地词人,组织舂音词社,成立清词钞编纂

处,开展《香南雅集》唱和,使得沪上词坛兴盛一时。继之而起主盟词坛的夏敬观,也是这样

一位领袖式人物,他在清末便与朱祖谋、况周颐往来密切,后又组织发起多个词社———沤社、
声社、午社,这三大词社均成立于夏宅。“这三个词社持续十余年,几乎将海内著名词人都联

系起来,由于他们的努力,晚近词坛的创作又掀起了中衰后的复兴。”②这种带有传统文人结

社性质的词社,较早的有北京咫村词社、上海舂音词社、宜兴白雪词社、永嘉瓯社,较晚的有

天津须社、南京如社、上海午社等,它们先后结集有《庚子秋词》《烟沽渔唱》《瓯社词钞》《如社

词钞》《午社词》等。这些词社虽以诗词创作为主,但它的社员在理论建设上也是颇有建树

的,比如郭则沄《清词玉屑》、夏仁虎《枝巢四述》“论词”、唐圭璋《梦桐室词话》等,既有对唐宋

*

①

②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词体声律研究与词谱重修”(15ZDB072);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

“清代词学的传承与创新”(编号410500090)。据有关学者统计,民国词社为世人所熟知者有20余家,更精

确之计算则达百家以上。
曹辛华.民国词社考论[M]∥2008年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内蒙古:内蒙古大学,2008.
陈谊.夏敬观词学研究述论稿[M]∥夏敬观年谱.合肥:黄山书社,2007: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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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人词做的考证,也有对清代词林逸事的记载,更有对词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并就填词应否

守四声展开热烈讨论,对于现代词学发展都有重大推进。

一、从反映世变到逞才斗艺

如果考察民国词社成员之构成,约略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晚清已入仕为官,民国后多

以遗老自居者;第二类是进入民国后在北洋政府任职,但南京政府建立后,大多被弃置不用,
以文化清流自重者,或是转入文化部门和教育机构,从事传统文化的传播工作;第三类是在

清朝未曾出仕或取得功名,民国后多在北京、上海、南京等高校任职的大学教授;又以第一二

类在民国词社中所占比例较高,通过分析诸家之生平仕履,可发现他们在身份上有许多相似

或共同的特征。
如朱祖谋(1857—1931),光绪八年举人,九年进士,官礼部右侍郎、广东学政,晚年退处

沪上。夏孙桐(1857—1942),光绪八年举人,十八年进士,历官宁波、湖州、杭州知府,辛亥后

寄寓上海。潘飞声(1858—1934),光绪十三年,赴德国柏林大学讲授汉语,返国后,荐举经济

特科,不应,旅居香港十年,晚年移居上海。周庆云(1864—1934),附贡生,官永康县教谕、直
隶知州、民政部主事。沈宗畸(1865—1926),光绪十五年举人,侍父宦扬州,三十年赴京,官
于礼部。晚年寓居北京番禺会馆。林鹍翔(1871—1940),光绪二十八年举人,曾官瓯海道

尹。林葆恒(1872—1950),光绪十九年举人,曾任驻小吕宋副领事、驻泗水领事,民国后以遗

老自居。冒广生(1873—1959),光绪二十年举人,官农工商部郎中,民国后为瓯海、镇江、淮
安海关监督,国史馆纂修,后为中山大学、太炎文学院教授。廖恩焘(1874—1954),毕业于日

本东京大学政治系,光绪十三年(1887)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从事外交工作凡50年。
退休后定居香港。夏仁虎(1874—1963),光绪二十四年举人,官邮传部郎中,入民国官至国

务院秘书长。夏敬观(1875—1953),光绪二十年举人,佐张之洞幕,为三江师范学堂提调,复
旦公学监督,入民国任浙江省教育厅长。谭祖壬(1876—?),光绪二十七年优贡,官邮传部员

外郎。郭则沄(1882—1946),光绪二十九年进士,曾为徐世昌二等秘书,后任金华知府,署浙

江提学使,改浙江温处道道台。民国后,历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厅秘书、政事堂参议、铨叙

局局长、兼代国务院秘书长、经济调查局副总裁、侨务局总裁等。袁思亮(1880—1940),光绪

二十九年举人,官农工商部郎中。关赓麟(1880—1962),光绪三十年进士,官邮传部主事、财
政部秘书、交通大学校长等。邵瑞彭(1887—1938),曾任北京大学、民国大学、河南大学教

授。向迪琮(1889—1969),曾任四川大学教授。张伯驹(1898—1982),早年在军界、金融界

任职,后为吉林博物馆副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黄公渚(1900—1964),历任北京大学、北京

师范大学、青岛大学、山东大学教授等。
上述诸人,除年齿稍晚之邵瑞彭、向迪琮、张伯驹、黄公渚,大多在清末有过出仕的经历,

在进入民国之后,他们对于清廷多少怀有眷恋的情思。王蕴章说:

  国步既更,海上一隅,词流云集,吟事斯盛。沤尹(朱祖谋)以灵光一老,迭主敦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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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之以舂音,继之以沤社,感兴遣时,补题乐府,比于汐社之诸贤。①

这里讲的是海上词坛的情形,其他地方的遗民何尝不是如此? 周庆云说:“当辛、壬之

际,东南士人胥避地淞滨,余于暇日仿月泉吟社之例,招邀朋旧,月必一集,集必以诗选胜。
携尊命俦啸侣,或怀古咏物,或拈题分韵,各极其至。每当酒酣耳热,亦有悲黍离麦秀之歌,
生去国离乡之感者。嗟乎,诸君子才皆匡济,学究天人,今乃仅托诸吟咏,抒其怀抱,其合于

乐天知命之旨欤!”②他认为,在众多文体之中,词是最擅长写亡国之哀的:“嗟乎! 亡国之音

哀以思,词之为用,所以写缠绵莫解之情,抒抑郁难言之隐。而桑海之际,茹痛至深,则尤多

传作。以今视昔,感想已殊。后之视今,更不知若何沉恨矣!”③比如,白雪词社集名《乐府补

题后集》,盖即上承南宋遗民倡和之意,以咏物而感怀君国:“《乐府补题后集》,盖欲上继碧

山、草窗、玉田、玉潜诸贤遗轨,为风雅绵一线之传。虽才或弗逮,不敢与宋贤抗,而志操纯

白、心迹湛然,抑未必与宋贤异。”④对于他们来说,清廷的覆亡即是亡国,即是神州陆沉,而
民国后,军阀四起,国家离乱,人心不古,更易让他们起眷怀故国之思。“呜呼! 神州陆沉,环
瀛荡潏,是何等世界也;狞鬼沙蜮,封豕长鲸,是何等景象也;铁血涴地,铜臭熏天,是何等观

念也;集泽鸿嗷,泣途虎猛,是何等惨痛也。……心有所感,不能无所宣;目有所触,不能无所

动;自然之流露,即风云月露、花草虫鱼,皆足寄其兴焉。心声亦天籁也,如候虫之鸣,不可遏

抑也……此《乐府补题后集》之微意也。”⑤

1928年在天津成立之冰社,也是这样一个典型的遗民词社,其眷恋君国的情思表现得

尤为突出。袁思亮说:“世异变,士大夫所学于古无所用,州郡乡里害兵旅盗贼,不得食垄亩,
栖山林,群居大都名城为流人,穷愁无谬,相向濡以文酒耳。目所闻见,感于心而发于言,言
不可以遂乃托于声,声之窈眇跌宕,悱恻凄丽。言近而指远,若可喻若不可喻者莫如词。”⑥

他们有感于国变世易,而又无用于世,遂将“穷愁无谬”之思托之于词,故《冰社词选》中咏物

之篇所占比例较重。“他们一方面秉承了南宋以来词的咏物传统,另一方面亦透过描摹这些

意象来反映他们与世相违、饱受磨难的遗民形象。”⑦他们还以南宋“汐社”自比,郭则沄为

《烟沽渔唱》作序认为须社诸子有“汐社之遗风”,徐沅称自己与郭则沄“相与筮遁云津,寓声

汐社”⑧;杨寿柟也说:“余与君(许锺璐)云津遁迹,汐社论交,花下酒边,每多酬唱。”⑨“天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王蕴章.梦坡词存序[M]∥周庆云.梦坡词存.刻本.1933.
周庆云.淞滨吟社序[M]∥晨风庐丛刊:淞滨吟社集.刻本.吴兴:周氏梦坡室,1915.
周庆云.浔溪词徵序[M]∥冯乾.清词序跋汇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2026.
蒋兆兰.乐府补题后集甲编序[M]∥南江涛.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第22册.北京:国家

图书馆出版社,2013:85.
蒋兆兰.乐府补题后集甲编序[M]∥南江涛.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第22册.北京:国家

图书馆出版社,2013:83.
袁思亮.冰社词选序[M]∥袁荣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02册:湘潭袁氏家集.台北:文海出

版社,1979:49-50.
林立.沧海遗音:民国时期清遗民词研究[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288.
徐沅.龙顾山房诗馀序[M]∥郭则沄.龙顾山房诗馀.精刻本.郭氏栩楼,1928.
杨寿柟.许佩丞辛庵词序[M]∥云在山房类稿:第二集:思冲斋骈体文钞.蓝格刊本.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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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有冰社、上海之有沤社,胥此志也,而冰社为之先也。”①这里的“冰社”,实为须社之前身,②

在天津之冰社是如此,在上海之沤社亦如此。1930年秋成立于上海的沤社,其成员有朱祖

谋、程颂万、林鹍翔、林葆恒、郭则沄、夏敬观、周庆云等前朝臣子,也有黄孝纾、龙榆生、赵尊

岳、王蕴章、冒广生、吴湖帆等晚辈词人。他们一方面感慨“旧京事,堪回首”(黄孝纾《东坡

引》)、“还梦见、城头铜狄,宵来月似长安”(林鹍翔《汉宫春》);另一方面为沧桑之巨变而哀喟

不已,其所面对之沧桑巨变,不仅指清朝之覆亡,更指淞沪战事之兴起:“壬申(1932)近腊,东
寇乘我不备,突然袭攻沪北。我军歼敌,敌复集大队来攻,炮火轰天,迁徙流离,各不相顾。
余家且陷贼中,仅以身免。朱古老(祖谋)于乱前已撒手西行,同人每不通音问,词社星散,殆
如水中沤矣。逾岁之夏,沪居始定,同人重集江滨,社事再举,重拾坠欢。盖读白石道人词

‘自胡马窥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非变徵之语耶?”③所谓“变徵之语”,是指其声调的凄

怆悲凉,此乃作者面对社会的巨变所发出的。但在淞沪战争发生前后,他们感怀之内容是有

区别的,战前多亡国之痛,故国之思,战后则主要是沧桑之感,这前后变化恰好说明世变对于

他们创作的影响。
如果说在20世纪20年代成立的词社,还颇多浓郁的遗民情怀的话,那么到30年代成

立的词社,在审美取向上已有较大变化,这就是逞才斗艺的色彩越来越浓,特别是对于词律

的谨守和讲求。
文人结社唱和多少都有些逞才献艺的成份,比如舂音词社第一、二集,限调限韵,明定甲

乙,第一集用《花犯》,“《花犯》为涩调之一,其中上去声不可移易者,共有三十七字”,王蕴章

因上去声皆一一遵谱,而获第一。但考虑到这样做法,易起噉名争胜之心,故自第三集起,改
为圈点,不复按次排列。到二三十年代,这种风气不但没有减弱,反倒有愈演愈烈之势,社集

之作多限调限韵,甚至要求选用仄声韵,仄声韵还要严分上去入,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检验作

者之才力。比如上海沤社,其社长为朱祖谋,朱氏以“律博士”见称于时,对于声韵的要求十

分严格,社员所作亦受其影响,特别讲求声律谐美。沤社社集二十次,只有三次不限调(第十

集、十三集、十五集),其余全是命调而作。据《沤社词钞》目录记载:第一集《齐天乐》,第二集

《芳草渡》,第三集《石湖仙》,第四集《东坡引》,第五集《瑞鹤仙》,第六集《三姝媚》,第七集《汉
宫春》,第八集《渡江云》,第九集《风入松》,第十一集《安公子》,第十二集《被花恼》,第十四集

《洞仙歌》,第十六辑《锦帐春》,第十七集《大酺》,第十八集《一萼红》,十九集《石州慢》,第二

十集《天香》。这些词调中,唯《风入松》《一萼红》《汉宫春》《渡江云》押平声韵,其余词调均押

仄声韵,仄声韵还要区分上去入。
再如南京如社,虽无社长,但林鹍翔、吴梅、陈匪石实为发起人,社集共20次,词调22个

(第十二次、十九次社集有两个词调),强调以依四声为主,取名家创制为准则,如《倾杯》依柳

永“骛落霜洲”体,《换巢鸾凤》依梅溪四声,《绮寮怨》依清真四声,《水调歌头》依东山四声,
《泛青波摘遍》依小山四声,《倚风娇近》依草窗四声,《红林檎近》依清真四声,《绕佛阁》依清

真四声,《诉衷情》限用温飞卿体,《女冠子》限用牛松卿体,《碧牡丹》效小山体,《梦扬州》依淮

①

②

③

袁思亮.烟沽渔唱序[M]∥南江涛.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第16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

版社,2013:101.
杨传庆.清遗民词社———须社[J].北京社会科学,2015(2):34-40.
潘飞声.沤社词选序[M]∥龙榆生.词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刊本.1934:185-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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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四声,《秋宵吟》依白石四声,《解连环》依清真四声,《引驾行》效柳永体,《卜算子慢》效子野

体,《六丑》依清真四声。这22个词调中,有14个僻调。“冷僻之调,仅见数词,而字句各异,
有不知何者为正格者;而就其各异之处,正可以为衬字之确证,而并可以考见其本体焉。”①

又如午社,对于词调词韵的要求,虽然不如“如社”那么严格,但每集大体上也能遵循限调限

韵的惯例。第一集限调《归国谣》《荷叶杯》,第二集限调《卜算子》,第三集限调《绿盖舞风

轻》,第四集限调《玉京谣》,第五集限调《霜叶飞》,第六集限调《垂丝钓》,第七集限调《雪梅

香》《小梅花》。
这样的做法固然是为了谨守词律,但对于填词者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它能展示并检验作

者的才情与工力。徐益藩说:“维时先生(吴梅)又与林半樱、陈倦鹤诸老辈举如社,多填涩

调,守四声,视潜社为严,间亦以课益藩辈曰:‘词惟不复可歌也,罕见之调,不得不守四声;守
四声虽艰苦,然不能以此恕其不工,习而熟焉,艰者易,苦者甘矣。’”②卢前也说:“大抵如社

社课,遇名家自度腔,亦以依四声、用原题、步韵为主,予旧所谓‘捆起三道绳来打’是也。独

余值课用《高阳台》调,近日亦渐有用小令者。沤社每集两题,一限题,一不限题,如社视之尤

严。”③虽然守四声有很大的难度,但也能体验到在掌握四声之法后的快乐,所以,大家不以

之为苦,反而以之为乐。
这一情况到午社那里已悄然发生变化,社员之间的观念亦不尽一致,甚至有很大的分

歧。午社成立于1939年,社约规定:“须每人每期必作,且须限题限调,值课者选题拈调,他
人不得批评。”实际情况却是,社集26次,所知限调25,不限调3次,有社集无社课4次。在

这一点上,老辈词人如廖恩焘、林葆恒、仇埰等,或曾为须社成员,或是如社主力,他们对于社

课规则的要求特别严格。这一苛刻要求也招致社内成员的非议,这些非议之人有冒广生、吴
眉孙、夏承焘等,比如吴眉孙对仇埰好用僻调“时有韪言”,冒广生与夏敬观在言语上亦“时时

参商”,这说明当时老辈词人与新生一代在观念上存在分歧,前者要求恪守四声,完全遵从朱

祖谋、郑文焯的做法,后者则主张作词当“不蔑词理”“不断词气”,对词律特别是四声不必过

于拘守。随着时代的变化,随着新的作者群体的出现,人们对于填词是否必守四声更为开

放,不再拘守晚清常州词派之“家法”。

二、关于填词守四声与协律的讨论

如上所言,民国词社对于声律问题特别重视。自从万树《词律》及《钦定词谱》问世以来,
在清代人们多是依词律(或词谱)填词的,但是《词律》及《词谱》并未能解决和声与音律问题。
“词律之义有二:一为词之音律,一为词之格律。所谓词之音律,如宫调,如旁谱,宋人词集中

往往见之,然节奏已亡,铿锵遂失。……若夫词之格律,本为和协音律而起,但音律既难臆

测,不能不于字句声响间寻其格律,格律止求谐乎喉舌,音律兼求谐管弦,世未有喉舌不谐而

①

②

③

徐棨.词通[M]∥张璋,等.历代词话续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500.
徐益藩.师门杂忆:纪念吴瞿安先生[M]∥吴梅和他的世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46.
卢前.冶城旧话:卷二[M]∥卢前笔记杂钞.北京:中华书局,200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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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谐乎管弦者。”①也就是说,万树只是解决了文字格律问题,却未能认识到求词律当由音律

而格律,因此,有人起而对万树《词律》及《钦定词谱》续作纠偏补遗的工作,从研讨格律进而

探究音律,并对填词谨守四声之论提出质疑。
“四声”之说初见张炎《词源》,到万树《词律》始严分去声及上去,但只是停留在理论探讨

的层面。“其后戈氏载撰《词林正韵》,尽取宋词,参伍比较,观其会通,仿《中原音韵》《菉斐轩

词韵》之例,于四声代用者别录之,词家如周氏之琦、蒋氏春霖诸家,皆能按谱觅句,恪守四

声,学者渐知万氏《词律》不足以尽声家之窾要。”②这也只是少数人的行为,一般填词者依然

是据谱而填,直至晚清也不是十分重视四声之别。冒广生说:“吾所纳交老辈朋辈,若江蓉舫

都转、张午桥太守、张韵梅大令、王幼遐给谏、文芸阁学士、曹君直阁读,皆未闻墨守四声之

说。郑叔问舍人,是时选一调,制一题,皆摹仿白石。迨庚子后,始进而言清真,讲四声。朱

古微侍郎填词最晚,起而张之;以其名德,海内翕然奉为金科玉律。”③这说明,四声之论是从

郑文焯、朱祖谋开始走向细密的,“近人作词,如朱彊村、王半塘诸老,但求法诸填字,四声准

确,按诸宫调,便可适合”④,而后这一做法被其追随者奉之为“金科玉律”。夏敬观说:“(朱)
侍郎出,斠律审体,严辨四声,海内尊之,风气始一变。”⑤邵瑞彭也说:“朱、况二老,晚岁尤严

四声,词之格律,遂有定程。七百年之坠响,至是绝而复续,岂不伟哉!”⑥

据夏仁虎回忆:“十年前,归金陵,见老友之始学为词者,以宋名家词一首,逐字录其四

声,置玻璃板下,依声填词,为之甚苦,词成,乃至不能卒读。怪而问之,曰:‘此彊村所告

也。’”⑦比如,仇埰:“尤肆力于词,宫徵之求协、格律之遵循,恨不起古人而与商邃密……一

字未洽,一声未协,一调未谐,或撦挦往籍,或邮伻投赠,或风雨一庐,聚谈竟日。序《蓼辛词》
曰:期四声之必合。”⑧又如寿玺:“其所为词,往往眇曼而幽咽,令人不可卒读。至揆之于律,
则四声悉准原制,无毫发之差,盖亦酉生、沤尹类也。”⑨再如吴梅,据施则敬回忆:“曩阅宋人

方千里、杨泽民、陈西麓、吴梦窗诸家之作,声依清真,一步一趋,惟恐或失。晚清大家若王半

塘、朱彊村诸公,亦皆断断不敢自放。……当时即怪其迂拘特甚,不惟无关声旨,抑且汩没性

灵。虽以梦窗、彊村之才,犹或意为辞晦,字以声乖,况他人乎? 民十七(1928年)春,以此质

之吴臞安(梅)先生。先生亦抗心希古,严于声律,告以古人之作,自具深心。吾人必依其声,
方为合格。不然,难免不为红友所诮也,弟以先生精于词曲,妙解宫商,遂嘿然焉。”􀃊􀁉􀁒

这种拘于四声的做法,造成的影响是极其恶劣的。潘飞声说:“昔万红友苦心孤诣,撰为

《词律》,自诩严定字句之功臣,却于古人之名曰一调而字句不同者判之为又一体,盖已附会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邵瑞彭.周词订律序[M]∥吴则虞.清真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135.
邵瑞彭.周词订律序[M]∥吴则虞.清真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135.
冒广生.四声钩沉[M]∥冒鹤亭词曲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11.
陈能群.词用平仄四声要诀[M]∥同声月刊:第一卷第三号.刊本.1941:71-73.
夏敬观.风雨龙吟室词序[M]∥民国文集丛刊:第89册:忍古楼文钞.影印本.台中:文听阁图书出

版公司,2008:307.
邵瑞彭.周词订律序[M]∥吴则虞.清真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135.
夏仁虎.谈词[M]∥枝巢四述.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32.
王孝煃.仇君述庵传[M]∥仇埰.鞠燕词.刻本.1947.
张素.珏庵词序[M]∥寿玺.珏庵词初集.刻本.1930.
施则敬.与龙榆生论四声书[M]∥同声月刊:第一卷第10期.刊本.1941:149-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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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强,依谱填之,几无一自然之句矣。近更变本加厉,谓必吻合四声,始称能事。不知古人必

无自制一词,而令人复依其四声者,此较之李献吉(东阳)学秦汉文,张船山(问陶)谓怕读假

苏诗,尤增一大笑柄也。”①龙榆生也说:“自周、吴之学大行,于是倚声填词者,往往避熟就

生,竞拈僻调,而对宋贤习用之调,排摈不遗余力,以为不若是,不足以尊所学,而炫其能也。
又因精究声律之故,患习用词调之多所出入,漫无标准,而周、吴独创之调,则于四声配合,有
辙可循,遂以为由是以求协律,虽不中,亦不远,于是填词家有专选僻调,悉依其四声清浊,一
字不敢移易者,虽以声害辞,以辞害意,有所不恤也。”②

其实,填词守四声实滥觞于南宋,在北宋并无守四声之说。龙榆生通过分析柳永《安公

子》“远岸收残雨”,不讲四声,不合平仄,以及周邦彦《浪淘沙》“晚阴重”“万叶战”亦不尽合平

仄,证明万树所谓“无一字而相违,更四声之尽合”之说并不成立。连审音知律的周邦彦、柳
永之词都有不合四声之处,表明填词协律并不是指四声平仄必须一一对应。“北宋诸词,所
谓不协音律之说,固以‘乐句’为准,非必一字之清浊四声,不容稍有出入也。”③但是,到南渡

以后,情况有了变化。当时的情况是,不但柳谱亡佚,就是周谱也所存无几,如有能歌周、柳
之调者,则被人视为“珠璧”。因其审音用字之法不传,故人们不得不将审音合律之周词作为

后世填词之“金科玉律”,于是出现方千里、杨泽民、陈允平谨守四声的行为。“厥后词家,因
守周词之四声,遂推而守其他音律家词之四声,此南宋守四声词派所由成立也。”④这表明,
四声之论不是填词所必须的,只是因为万树的强调才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万树认为,周
邦彦作词严谨,平仄有法,方千里、吴梦窗等人对清真词的步和,四声尽依,一字不易。“方千

里系美成同时,所和四声,无一字异者,岂方亦慢然为之耶? 后复有吴梦窗所作,亦无一字异

者,岂吴亦慢然为之耶? 更历观诸名家,莫不绳尺森然者。”⑤对方千里、吴文英等人谨守四

声的做法推崇备至。因此,冒广生说:“自万红友一言,误尽学子。郑叔问(文焯)扬其波,朱
古微(祖谋)承其绪,而天下尽受其桎梏矣。”⑥

但是,冒广生通过对周邦彦等宋人词集的校勘,发现方千里、杨泽民、陈允平三家和周词

无一调四声尽合。《清真词》传世者一百九十四首,千里和者九十三首,其四声之不同者凡一

千一百十五字。“此老读词极细心,尝遍校方千里与清真词四声多不合,谓文小坡、万红友谓

其‘尽依四声,实等放屁’。”⑦吴庠也有类似做法,曾将宋代词人同一作者的同调之词、南宋

和北宋不同词人所填同调之词比对:“间尝研索,疑窦滋多,姑举数端,就正大雅。两宋名手,
一调两词,其四声并不尽同,有时且出入甚大。南宋词人,填北宋之调,亦不尽依其四声。”他
甚至还从押韵的角度揭示了守四声之论者的自相矛盾之处:“或言依四声者,谓依某人某调

某阕之四声,他可不具论。庠亦笑而许之。但押韵又生疑问。上去两韵,古今通押。假依或

说,则古人押韵之处,今人当各依其上去方合。乃主张依四声者,其押韵处又时或变通。”⑧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潘飞声.阏伽坛词序[M]∥刘肇隅.閼伽坛词.刻本.1933.
龙榆生.晚近词风之转变[M]∥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384.
龙榆生.词律质疑[M]∥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40.
蔡桢.柯亭词论[M]∥词话丛编: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4900.
万树.词律发凡[M]∥词律.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4.
冒广生.四声钩沉[M]∥冒鹤亭词曲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52.
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M]∥夏承焘集:第六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46.
吴庠.与友人论填词四声书[M]∥同声月刊:第一卷第3期.刊本.194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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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方面主张词守四声,字分阴阳,声辨上去,然而持此以论其词却是“其不合竟十有八

九”。夏承焘则以历史的眼光看待四声之论,认为词中字声有一个“由辨平仄而四声而五声

阴阳”的演变过程:“大抵自民间词入士夫手中之后,飞卿已分平仄,晏、柳渐辨上去,三变偶

谨入声,清真益臻精密。惟其守四声者,犹仅限于警句结拍。自南宋方、吴以还,拘墟过情,
乃滋丛弊。逮乎宋季,守斋、寄闲之徒,高谈律吕,细剖阴阳,则守之者愈难,知之者亦少矣。
夫声音之道,后来加密,六代风诗,变为唐律;元人嘌唱,演作昆腔。持以喻词,理无二致。谓

四声不能尽律,固是通言;而宋词之严三仄,亦多显例。明其嬗迁之迹,自无执一之累。”①也

就是说,填词守四声是一个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起来的问题,有一个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

过程。但是,方千里等和清真词过于拘泥,而万树以来之论者又知严不知宽,“致后人学步

方、杨者,争去康衢而航乎断港”。即使年辈稍长之夏敬观也认为填词不宜过于拘守四声,他
曾在给夏承焘的信中说:“近人只知入声,而不知入声亦派入平上去三声。至宫调与腔调不

同,守四声与宫调无关,不过文人好为其难耳。白石《长亭怨慢》谓初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

以律,既是文人填词,毋庸光顾及宫调之理,自制曲岂复有守四声可言。今人以此自缚,何曾

知宫调,言之过分,徒使无佳词佳句耳。”②

从上述诸家所论看,他们对于守四声之说持慎重态度,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填词合律呢?
冒广生提出新的四声说,认为词中四声乃琵琶弦中之宫、商、角、羽,而非文字上的平、上、去、
入,因此,填词者对于四声的恪守,当是曲中的毕曲之声,如杀声、结声等,对于词来说就是末

句之四声。“此处须依平、上、去,不得乱填。”③夏承焘一方面认为守四声有损陶情适性,另
一方面也注意到不守四声则生“无识妄为”之议,他主张“不破词体”“不诬词体”,填词还是应

该遵从一定的轨范,于词之结句、拗句尤其要严守四声,这样方能维护词之体性。亦即,四声

之论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却不可完全拘守。对于冒广生、夏承焘的提法,吴庠表示赞同,并在

两家的基础上发表新见,指出守四声以“不蔑词理”“不断词气”为是。“且意内言外谓之词。
古所谓词,自非今之长短句,要其理可通。意之在内者,诚难尽语人,言之在外者,当先求成

理。”“居恒于一切文艺,每以有无清气为衡量,于填词尤甚。《记》云:‘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

清。’刘劭《人物志·九征篇》云:‘气清而朗者,谓之文理。’贯休云:‘乾坤有清气,散入人心

脾。’元好问云:‘乾坤清气得来难。’千古名言,服之无斁。晚清词人学梦窗者,以沤尹年丈、
述叔先生两家为眉目。读其晚年诸作,何尝不清气往来。”④

作为朱祖谋的衣钵传人,龙榆生出于维护其师之尊严,认为朱祖谋晚年对于习见之调并

不尽守四声。他主张要把词之协律与四声清浊区分开来,“虽二者有相通之点,究不可混为

一谈”。在《填词与选调》一文中,他主张填词要注意词情与声情的相应:“私意选调填词,必
视作者当时所感之情绪奚若,进而取古人所用之曲调,玩索其声情,有与吾心坎所欲言相仿

佛者,为悲,为喜,为沉雄激壮,为掩抑凄凉,为哀怨缠绵,为清空潇洒,必也曲中之声情,与吾

所欲表达之词情相应,斯为得之。”⑤如果不是依词情而选调,只是按谱而填词,纵极严于守

①

②

③

④

⑤

夏承焘.词四声平亭[M]∥之江中国文学会集刊:第五辑.刊本.1940:1-35.
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M]∥夏承焘集:第六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121.
冒广生.四声钩沉[M]∥冒鹤亭词曲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11-174.
吴庠.复夏癯禅书[M]∥同声月刊:第一卷第3期.刊本.1940:153-155.
龙榆生.填词与选调[M]∥词学季刊:第三卷第4期.刊本.193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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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而词情与声情未必相应,“则亦终为其长短不葺之诗已耳”! 叶恭绰的看法也值得注意,
他认为对于词之音律不必要求过严,但必须讲究音节的谐协。“盖有韵之文,不论颂赞、诗
词、词曲,必须读咏之余,铿锵宛转,然后情味曲包。”①

三、重塑地域词统与建构词体声律学

作为文化名流或大学教授,许多词社成员出于传承文化的使命感,在文献整理及理论著

述上亦颇费心力,贡献良多。它包括对词学文献的辑校笺注,对词律词韵的辑补与探讨,对
词林逸事的记载,涉及词籍、词律、词韵、词论、词史、词人、词作等内容,从这些方面也能看出

他们对现代词学的贡献所在。
一般说来,民国词社成员在词学批评上多是采用词话的样式。这类著述又分两种,一种

是纪事型词话,如夏敬观《忍古楼词话》、郭则沄《清词玉屑》、徐珂《近词丛话》、黄孝纾《清词

纪事》、冒广生《小三吾亭词话》、周庆云《历代两浙词人小传》等,大多带有纪事与述史的性

质。另一种是理论色彩较浓的词话,还可细分为两类,一类是作品评点型的,如潘飞声《粤词

雅》、夏敬观《五代词话》,是对词史上重要词人词作的批评;一类是理论论述型的,讨论有关

词学的理论问题,特别是关于创作方面的问题,包括体制、音律、论词宗旨、作品考证、词人评

论等,如蒋兆兰《词说》、蔡桢《柯亭词论》、冒广生《疚斋词论》、赵尊岳《珍重阁词话》、向迪琮

《柳溪词话》、张伯驹《丛碧词话》等,这些词话基本沿袭常州派的词学观念,以意内言外、比兴

寄托、重拙大为其论词之旨。
我们知道,许多词社成员与朱祖谋、况周颐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他们不但在思想观念

上深受朱祖谋等的影响,而且在学术兴趣上也热衷于词籍校笺。如冒广生有《新斠云谣集杂

曲子》,并为《珠玉词》《小山词》《六一词》《金奁集》《尊前集》《花间集》《乐府补题》写过校记,
夏敬观也为《花间》《尊前》二集、明汲古阁钞本《稼轩词》撰有跋语,章钰有《仁和吴氏景刊云

山集词跋》《毛钞绝妙好词跋》《陈检讨手写词稿跋》等,龙榆生有《东坡乐府笺》,唐圭璋有《宋
词三百首笺》,蔡桢有《词源笺证》《乐府指迷笺证》,杨铁夫有《清真词选笺释》《梦窗词选笺

释》,俞陛云有《唐五代两宋词选释》,徐珂有《历代词选集评》《闺秀词选集评》《清词选集评》
等,他们通过或校或笺或选的方式,为初学者指示填词门径,或是普及词学常识,这些都是对

清代学术的继承与发扬。
不过,如果仔细考察他们的文献整理业绩,也能看出其中透露出来的一些新信息,这就

是出现一大批地域性总集或选本。像朱祖谋《国朝湖州词徵》、徐世昌《皖词纪胜》、袁荣法

《湖南词徵》、仇埰《金陵词钞续编》、周庆云《浔溪词徵》、林葆恒《闽词徵》等。这是对晚清以

来地域性选集编纂风气的进一步发扬。据史料记载,在晚清编选的地域性选本有:叶申芗

《闽词钞》、朱祖谋《湖州词徵》、陈去病《笠泽词徵》、薛仲斗《东瓯词徵》、许玉彬《粤东词钞》、
缪荃孙《国朝常州词录》、陈作霖《国朝金陵词钞》、郑道乾《国朝杭郡词辑》、周岸登《蜀雅》等。
这一地域性词选编选的风潮,不同于清初编选的郡邑词选,清初的选本大多是明末清初地域

性词人群体作品的结集,带有结派的意义,而这一次对于词选的编纂则是为了重塑地域词

① 叶恭绰.与黄渐磐论填词书[M]∥遐庵汇稿:中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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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方面,词选的编纂往往从词的产生年代唐宋选起,然后顺流而下,直至清代,着意呈现

地域性词史的发展流程;另一方面,有的选本还特别地突出清词成就,如《国朝湖州词徵》《国
朝金陵词钞》《国朝常州词录》《国朝杭郡词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展现地域性的词坛繁

盛,力图建构区域词统。
这一风气也影响到民国词坛,对于地域人文风雅的关注,为民国词社之重要特色。比如

瓯社的成立就是为了发扬永嘉文风,特地修建了纪念永嘉词人的祠堂;周庆云在西溪也建有

奉祠16位两浙词人的祠堂,并编辑《历代两浙词人小传》,撰为《历代两浙词人姓氏录》,目的

也是传承两浙长期以来形成的余风流韵。刘承干谈到朱祖谋《湖州词徵》,实际已达到呈现

地域词史流变的效果:“吾郡山水清远,夙为词人浪漫之乡。天水一代,子野、石林,振清响于

前;草窗二隐,并芳镳于后。元明以降,风流未沫。侍郎是编,理孤椠,振危绪,扶护先辈之盛

心,不以异世而或斁。”①周庆云辑《历代两浙词人小传》,实有勾勒两浙词史光大两浙人文的

意图:“吾浙自南宋以还,词家辈出,大雅鳞萃,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既构历代两浙词人祠

堂于庵之左隙,肃修祠典;复辑诸词人小传,以寄伊人秋水之思。”②陈衍为林葆恒《闽词徵》
作序,特地提到柳永在词史上的突出贡献:“词曲历唐五代宋初,仅有小令、中调,柳耆卿出,
乃创为长调,少游、美成辈继起,而后词学大成。耆卿所为词有淫冶,不轨于正,而古今论词

者不敢过为诋諆,则以其开南北曲之先声,元代传奇家所当奉为笔祖也。”③这些由词社社友

编纂的地域性选本,既保持有自清以来形成的存人存史的传统,也鲜明地表征着重构词史建

构地域词统的现代理念。比如仇埰为《金陵词钞续编》,意在光大乡邦词学传统:“金陵历代

都会,人文之盛冠于区宇。朴学代有传人,诗文专家后先踵美……至于词学,尤有宗门。六

朝烟水,久贮词坛。二主风流,厥为先导。士生期土,渐被独多。”④通过人文风尚的追述,他
梳理了金陵地区的人文发展史,并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自豪和自信的心理。林葆恒编《闽
词徵》之动机,乃是通过对自唐宋以来闽词传统的追溯,批驳“世有诋闽人填词音不叶者”之
论。认为闽地尚存鼻音,而鼻音则为韵之元音,故闽人填词与上古相合也,从柳永、康伯可到

陈了斋、赵虚斋、蔡友古等,亦可考证闽人在词史上的风流。
在重塑地域词统之外,他们对于现代词学的另一重要贡献,就是对词调、词律、词韵的研

讨,并为现代词体声律学的建构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关于词调。据华东师大马强先生研究⑤,夏敬观专门撰写《词调溯源》《词调索隐》,

是因为时人将腔调(音律)与律调(格律)相混,他对词调的研究,“以欲证明二十八调之外无

所谓词”。指出:“今人作词遵守四声,以为即可合于律,于音乐之学,实是茫然。不知平上去

入中,字音不同,即不一样。以谱字相配,未必能合,合不合律调,不仅在四声,全视谱字能配

否。”⑥然后,他重点考察了唐宋时期七百多个词调得名的由来及其变迁,发现上列各“词牌

名”所属的“律调”,皆不出于苏祗婆琵琶法,自隋至宋凡记载中可寻考的无一不是这样,从而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刘承幹.湖州词徵跋[M]∥朱祖谋.湖州词徵.刻本.吴兴:刘氏嘉业堂,民国年间.
周庆云.历代两浙词人小传序[M]∥历代两浙词人小传.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4.
陈衍.闽词徵序[M]∥林葆恒.闽词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431.
仇埰.金陵词钞续编[G].南京:金陵图书馆南京地方文献室,1999:1.
马强.沤社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4.
夏敬观.词调溯源[M]∥民国丛书:第五编:第54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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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衍出郑译所谓“七音八十四调”只是虚名,并将郑译的“七音八十四调”图与《事林广记》中
所载的南宋图谱进行逐一比较,最后总结说:“右图直看,则每律有七音,横看则每音皆有十

二律,然能用的只有苏祗婆的二十八调。”①袁荣法(帅南)以唐宋词曲之标注宫调于原词者

进行统计,将唐宋31本词集中的三百个词调放在一起,比较它们所属宫调的异同,并通过列

表的方式对唐宋人词集所用词调情况做了如下考索:第一“《词源》十二律吕八十四调俗名之

误”,第二“北宋诸家所注宫调皆用俗名”,第三“诸家所注宫调名不见于《词源》十二律吕八十

四调名者(包括平调、南吕调、转调)”,②从而纠正了张炎《词源》的一些失误,特别是以俗名

称而实为正名者,以求得唐宋词曲声调之概要。此外,冒广生对《乐章集》中[倾杯]一调考证

亦值得关注,他通过征引《新唐书·礼乐志》《宋书·乐志》及各种乐书,对柳永[倾杯]八首的

宫调种类做了分类:依据《羯鼓录》中太簇调属黄钟羽商,即宋时大石调的记载,判定《乐章

集》中“金风淡荡”“暗月初圆”两首入大石调,“水乡天气”一首入黄钟羽;依据《道理要块》中
“唐南吕商,时号水调”的记载,判定《乐章集》中“鹜落霜洲”“楼锁轻烟”两首入散水调;依据

“宋之歇指调,则为雅乐林钟均之南吕商,二而一也”的说法,判定《乐章集》中“冻水消痕”“离
宴殷勤”两首入林钟商;最后一首“禁漏花深”入仙吕宫,是因为雅乐无射均之黄钟宫也。③

(二)关于白石歌曲旁谱的讨论。南宋刊刻《白石道人歌曲》附有旁谱十七首,此本在其

后沉没五百年,直到乾隆八年(1743)始由陆钟辉翻刻行世,对于旁谱的探讨亦启其端,先后

有方成培、凌廷堪、戈载、戴长庚、陈澧、张文虎、郑文焯等倾注心力,试图解读其秘,现代学者

唐兰的《白石道人歌曲旁谱考》可谓集其大成。唐兰是天津须社成员,这篇文章撰写于1928
年,发表在1931年10月《东方杂志》第28卷第20号上,辨析了字谱、音谱、指法、犯调等问

题,能发陈澧等人所未发,基本上解决了此谱的读法与用法的难题。而后,夏承焘在《燕京学

报》《东方杂志》《词学季刊》等发表系列文章,如《白石歌曲旁谱辨》《白石道人歌曲考》《重考

唐兰白石歌曲旁谱考》《再与榆生论白石词谱》《白石道人歌曲斠律》等,对唐兰研究做进一步

的探讨,并为《白石道人歌曲》十七首制定了一个旁谱表,将其与《词源》《琴律说》以及《事林

广记》相对照,在融合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创见,把全部的旁谱转译为工尺谱。他

的研究还引起了吴梅、许之衡、龙榆生等学者的关注,并先后撰为《与夏臞禅论白石旁谱书》
(《词学季刊》第一卷第2号)、《与夏臞禅论白石词谱》(《词学季刊》第二卷第1号)展开讨论,
将白石旁谱的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对于词律词韵的拾遗和补正。万树《词律》作为典范之作,对规范清词创作有重要

意义,但毕竟它出现在唐宋词籍尚未完备的康熙时代,存在问题在所难免,其后有杜文澜、徐
本立为之作校补,前者补万书未收50调,后者拾遗165调。在上述三人基础上,夏敬观再撰

《词律拾遗补》《词律拾遗再补》,又补辑了150余调,使得所收词调更趋完备。对于万树《词
律》辨平仄四声不及宫调律吕,有人提出讥议,在夏承焘看来,宋词不尽依宫调声情,因不用

中管调,亦不能“依月用律”。“夫词固叶乐之文,然文人作此,往往不尽如乐工所为。且词家

①

②

③

夏敬观.词调溯源[M]∥民国丛书:第五编:第54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20.
袁荣法.唐宋词曲宫调经见表[M]∥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90册:湘潭袁氏家集.台北:文海

出版社,1979:271-275.
冒鹤亭.倾杯考[M]∥冒鹤亭词曲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96-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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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乐律,多好夸炫……实与唐宋词乐不尽关切。”①龙榆生则认为今人所用词律皆由唐宋词比

较而得之,它并非是唐宋音谱之旧式。“一词有一词之腔,即一调有一调之谱,而所谓谱者,又
必详纪其音拍,乃能表示某腔某调之声容,所谓腔之韵不韵,亦必由此。”今日之谈词律词谱者,
亦必以通音律为归。“举凡平仄、句读、领字、韵脚,有可稍稍出入者,亦有必不可通融者,要视

其为寻常之调,抑特殊之调而定。”②此外,夏敬观还撰有《戈顺卿词林正韵纠正》,将《词林正韵》
与唐宋词作品相比勘,对其误置韵部的情况做了纠正。夏承焘也撰有《词韵约例》的长文,谈到

唐宋词用韵有大戾韵书分部者,并归纳出词体叶韵十一例,对于传统韵书有修正的意义。
总之,词社在现代的繁盛在词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展现了词史之演进

历程,另一方面也通过创作经验的交流,展开对理论问题的深入研讨,使得现代词学的理论

问题从创作层面上得到进一步的落实与深化。

TheCreativeIdeasandCiPoetryStudyofCiClubsinRepublicanChina

ChenShuiyun
(CollegeofLiterature,WuhanUniversity,Wuhan430072,China)

  Abstract:TheSouthernandNorthernciclubsenjoyedaboominRepublicanChina.
TheywerebothinfluencedbyChangzhouCiSchoolinthelateQingdynastyandborethe
visiblecharacteristicsofmodernliteraryassociations.Theirmembershipwasmadeupof
adherentsoftheformerQingDynasty,culturalcelebrities,anduniversityprofessors,who
tendedtoreflectdrasticsocialchangesandshowofftalentintheirwriting,witha
particularattentiontoformalrules.Yettheobservanceofthefourtoneshadaroused
heateddebatesandattractedbothsupportersandopponents,aswellasthosewhosought
toreconcilethetwoviews.Thoseciclubsareofsignificancetomoderncipoetryintwo
ways.First,theystrivedtoreconstructtheregionaltraditionofcipoetrybyinheritingthe
ethosofcompilingregionalciselectionsofthelateQingdynasty.Second,theycarriedout
in-depthresearchoncitunes,civersification,andcirhyming,makingimportant
contributionstothemodernstudyofeuphonicstricturesofcipoetry.

Keywords:ciclubinRepublicanChina,thereflectionofsocialchanges,thedebate
aboutthefourtones,theregionaltraditionofcipoetry,thestudyofeuphonicstricturesof
cipoetry

(学术编辑:谭新红)

陈水云,男,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①

②

夏承焘.词律三义[M]∥唐宋词论丛.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1-7.
龙榆生.论词谱[M]∥语言文学专刊:第一卷第一期.刊本.1936: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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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植物文化建构初探
胡 旭 刘美惠

(厦门大学 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先秦至两汉,人们对植物的认知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体现在各类文本对植物不同

的描述中。第一种是努力弥合本体与喻体间差异的,以《说文解字》和诸子著作为代表,文字

与意义被连接起来,所指在身体经验与物象的摇摆间渐化为约定俗成。第二种是巫术征兆

式的,以《周易》《诗经》与《楚辞》为代表,人事与自然同处于天平两端。第三种是介于想象与

现实之间的,以《山海经》《周礼》与方志、农、医类典籍为代表,与前二者不同,植物并非作为

能指,而是作为独立的时空标识屹立于文本中。三者均尝试建立起天人对应关系,并以其差

异与和同昭示着一种观念:植物定义场域,其中没有任何一种事物可以超越概念的樊笼。
关键词:植物文化;文字;神话;象

弁言

人类的衣食器用皆与植物息息相关,并在其围绕中形成了自身的语言与思维体系,这一

点并不因地域或民族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但最终建构出的植物文化体系,却有地域与民族

极为鲜明的特色。
在世界各地流传的早期作品中,植物都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旧约·诗篇》的第一篇

就以树为喻:“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

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毗被风吹散。”①在哲学论述中,植物同样占有一席之地。
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写道:“他们(神)造了一种像人体结构一样的实体,但加进了一些不

同的形状和感官,使之成为另外一类生命体,这就是树、植物和种子。”②“我们认为,灵魂的

最高级部分……好像一棵根不在地上而在天上的树。”③而在《伊利亚特》中,被广为传唱的

一段话是格劳科斯的阵前自述:“正如树叶的枯荣,人类的世代也如此。/秋风将树叶吹落到

地上,春天来临,/林中又会萌发,长出新的绿叶,/人类也是一代出生,一代凋零。”④东方文

①

②

③

④

新旧约全书[M].圣公会在香港印发,1962:659.
柏拉图.蒂迈欧篇[M].谢文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55.
柏拉图.蒂迈欧篇[M].谢文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64.
荷马.荷马史诗·伊利亚特[M].罗念生,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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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亦不乏此例。古印度的梵文诗歌中有这样的爱情诗句:“那芦苇高茂处/最适宜渡江/她

告诉这旅人/目光在他身上。”①既然以植物作为人类生命中诸行为的喻体并不鲜见,中国的

植物观念与上述文化中的观念是否有不同,以及有怎样的不同,就成为值得探讨的问题,其
间的差异,将最终指向文化建构中最基本的问题,即人们如何确认自身的存在。

《易》曰:“地可观者,莫可观于木。”②透过植物,可以观察出的当然不止土地之形势与瘠

薄,更重要的是,早期经典中的“草木”作为天之所生的地之毛发,和人的生活乃至道德伦理

密不可分,既然万物同属一气之所化生,观看植物时就不能不令人联想至自我,从而依据植

物所反映的天地的运行模式———“自然”或“道”来调整人的行为。不过,对同一种现象所体

现“天道”的理解却有可能人言言殊,这也直接表现为各家学说的歧异。更准确地说,人们从

世间万千事实中摘出并有意无意加工后的个别现象与自然界的真实状况并无必然关系,言
说者追求的是另一种“真实”,一种不为外在纷纭变化所动的永恒真理。所谓的植物观念,从
来不是人就物,而是物就人。

本文所要研究的“植物”,亦与现实的植物无甚关联,而是在中国早期的经典中,植物如

何被言说,怎样的植物被选入这一范畴,哪些要素被专注探讨以及这样的建构最终形成了怎

样的文化系统。事实上,依赖文本而寻求真实的植物本就几乎不可能,一切被言说的植物都

不再是那个原生的存在。笔者将以乔治·雷可夫(GeorgeLakoff)和马克·詹森(Mark
Johnson)所作的认知语言学的奠基之作《我们赖以生存的譬喻》中隐喻塑造概念的基本观点

作为一个观察角度,同时以恩斯特·卡西尔与弗雷泽(J.G.Frazer)等人的神话研究、白川静

的民俗学推测等作为参照,试图串起散见于各书中有关植物的言说方式,从而为中国早期的

植物文化勾勒出大致轮廓。
安德森在《中国食物》一书中指出中国食物史上三个重要的创新时代:一为战国至秦汉,

是中国农业的成型期;二为东汉后的分裂时代,在佛教与西亚的强烈影响下,中国农业与草

木植物的类书大体奠基。张光直则将中国农耕的开始划为第一个转折点,第二个则是不晚

于商代的高度层化的社会重组。③ 本文所探讨的时间段主要在安德森所划分的第二个变化

时代之前,先秦文献将是关注的重点。当然,其中的大部分都经过汉儒的整理而不可避免地

带有汉代思想的印记,但应不妨碍对其进行梳理。
强调植物在早期文化中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其他要素的无足轻重。植物既然是万

物中的一种,从一开始就不可能被割裂独存。通过相关材料可以发现,与植物相伴生、以
某种植物为食或以其为栖居地的动物;与植物息息相关的地理方位、植物所生之处的高

下阴阳;与植物之使用有关的绳墨规矩与制器匠人;与农耕种植密不可分的天时气候与

农人农具,以及五行学说兴盛后与“木”位相生相克的金水火土等,都与植物一起构成了

对概念的完整理解。本文以植物为切入点,尽量以此连带牵起数条相关的线索,从而构

①

②

③

W.S.MERWIN,J.MOUSSAIEFF MASSON,ThePeacock’sEgg:LovePoemsfrom Ancient
India[M],SanFrancisco:NorthPointPress,December1981,p.155.笔者自译。事实上,如乔治·雷可

夫(GeorgeLakoff)所指出的那样,知道在当时的印度,不正当的欢爱经常发生在河岸茂密芦苇丛中,是理

解此诗的前提。
转引自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33.然该语不见于今本《易》。
尤金·N.安德森.中国食物[M].马孆,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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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个纲举目张的网络。
本文初步将言说植物的方式归类,可得出以下三种:第一,经过努力被建构出的、可以恰

当连接本体与喻体的“植物”,以《说文解字》和诸子中串联起文字与意义、自然与人事的论述

为代表;第二,作为征兆式的象征而指向人事的“植物”,以《周易》《诗经》与《楚辞》为代表;第
三,看似无意与人事建立联系,却因为与时空的紧密关联而不可能与人事脱离关系的“现实

的”植物,以《山海经》《氾胜之书》《神农本草经》《周礼》与方志地理等为代表。尽管三者样态

迥异,其背后的思维模式却可能相距不远。回溯那些将植物作为喻体的借喻或隐喻,可以发

现,喻体远非简单的理解手段而已,离开这一喻体,我们将无法理解概念,而概念的形成,亦
是被喻体所限定塑造而成。一个复杂的问题是: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圣人用以尽意的“象”?
或者说,到底哪些才属于“象”?

一、近身与远物之际

《说文解字》这样解释“东(東)”字的“本义”:“动也,从木。官溥说:从日在木中。”段注承

袭其说,并阐发为:“木,榑木也。日在木中曰东,在木上曰杲,在木下曰杳。”①所谓榑木,见
于《山海经·东山经》与《淮南子·时则训》,即传说中日之所出的扶桑神树。与之类似,郑樵

《通志》则将此日所在之木判为若木。依段注“榑”字,榑桑就是叒(若)木。后世则渐将日所

出入之木分为二属,东为扶桑,西则若木。尽管根据小篆,上述诸说似乎均可成立,好像早在

有文之初,人们就对太阳所栖止的大树有了想象,然而甲骨文字形无情地打破了人们所建构

的这一造字神话。《汉语大字典》将此字判为假借,认为:“像实物囊中括其两端之形,为‘槖’
的初文,后世借为‘东西’、‘东方’之东。”②

之所以论述“东”字,是因为方位概念并不易于理解和表述。以基本对称的人身来说,辨
别左右并不困难,但左右之主观易变注定其不能作为描述空间的基础坐标。为了将世界纳

入一个清晰可理解的范畴,必须找到较为客观的描述方法,唯此,五行观念才可能发端。如

卡西尔所说:“神话思维认为某物‘是’什么和它所处的位置,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绝非是外在

偶然的;位置本身即是事物存在的一部分。”③正因方位之抽象,必须借由一些与之固定的物

品而获得确认,采取怎样的物品来确认,就反映了人们对这一方位的认知。就甲骨文而言,
东南西北四方之字形原初基本与植物无关,其意义也与方位之指示意义若存若无,应是假借

字。但这些字在《说文解字》中都被解释成与植物有关④。在汉代人的思维内,植物的地位

显然已经达到相当高度,植物与时空间被建立起对应关系,他们对世界的认知相较先民已经

发生了一次巨变,自此以后,理解这些文字的人都难以脱离《说文》的框架。
这并非是说中国文字在产生时缺乏对植物的关注。鉴于植物在采集—狩猎以及稍后的

农耕文明中的重要地位,可以理解有相当一部分象形字是对植物形体的描摹,其中又有很多

①

②

③

④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271.
徐中舒.远东·汉语大字典:第2册[M].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91:1165.
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M].黄龙保,周振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04.
如“西”:“日在西方而鸟棲”,暗示所栖之木;“北”:“ 也”,即穰字;“南”:“艸木至南方有枝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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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被借用,本义渐渐弱化。但至《说文》之时,一大批原本与植物并无关系的字都被附以植物

的想象。“秋”原为虫形,《说文》则认为其代表“禾谷孰”;“才”原为尖锐的小工具,《说文》解
为“艸木之初也”……如此不胜枚举。这样的想象并不是“错误”的,只不过是当时人们的认

知图式已经变异。
汉儒建立的“六书”理论,显然并非造字之法,而是在已经认识文字后,为确立自身文化

而产生的解释法则。既然是解释,文字就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圣人之微恉”,而是在某种文

化背景下对能指与所指联系的理解。以皮尔斯(CharlesSandersPeirce)的符号学观点而

论,记号与其对象的关系有三度范畴,其中第一度就是“图像”(icon),符号之物理结构与所

指之意义有某种相似关系,大致与六书中的象形与指事、会意的一部分相对。① “图像”的本

质是“心象”,即对象在人心中产生的认知。问题在于,除了某些极为切实的象形字如日月

等,很多图像法所成之符号往往由于认知的加入而与现实物体不甚相似,更兼文字在书写中

的不断变异,至小篆时,从符号中所看到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观看者自身的前理解,
这就是许慎能借助植物解释众多本无此义之字的原因,而这也使从其解释中反推汉人的认

知模式变得可能。
汉代对字义的认知,还体现在五百四十部的归类中。《说文》中涉及植物的部首有“草

部”(含屮艸蓐茻)、“丯部”、“耒部”、“竹部”、“青部”、“麦部”、“舜部”、“木部”(含林)、“才部”
“叒部”、“生部”、“乇部”、“华部”、“朿部”、“禾部”、“秝部”、“黍部”、“米部”、“毇部”、“麻部”、
“韭部”、“瓜部”、“瓠部”等等。如前所述,有些字义的解释可能并不与字之本义相同,有些字

也并非植物本身而是与之相关,但涉及植物的部首数量之多,和某些部首收字之多(如木部

收字四百有余,为收字最多的部首之一),是值得关注的。分类绝不仅仅利于辨识和记忆,其
隐含的野心是通过这种行为赋予万物价值并确立人在万物间的地位,早在先秦,反复被言说

的“各从其类”(《周易·乾》)意味着一个新宇宙秩序的建立,在这里,造物者隐退,取而代之

的是“审名以定位,明分以辩类”(《韩非子·扬权》)和“以类族辨物”的“君子”(《周易·同

人》)。许慎自叙道:“将以理群类,……达神恉。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万物咸睹,靡不兼

载。”②这样的话语正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圣人作而万物睹”(《周易·乾》)一一对应。
在文字的世界中,人拥有了绝对的分类权力,进而也得以确认自身的归属。

众所周知,文字在演进过程中不断分化并依据字法形成新字。一系列增添声符或义符

的文字使得分类变得可行。皮尔斯归纳出的第二度范畴———“指示”(index),即以字符指向

某些与字义相关的概念(包括声符与义符两部分),正是多数形声字的字法。那些在书写中

自觉或无意为字增添辨类义符的人们,其实与许慎联手建立了一个井然有序的概念系统。
也就是说,部首分类并非完全是许慎的个人创见,而是一个时代所累积的观念,最终在文字

中展现其系统性。
《说文》所反映出的观念,已经昭示植物概念系统的初步形成。但新的问题是,分离后的

诸类别如何重新联系在一起? 自然,正如雷可夫所解释的那样,词语的分类是根据“理想化

的认知模式”形成的,其分类原则与科学分类截然不同,既没有类别间的清晰界限,也没有一

①

②

皮尔斯.皮尔斯:论符号/李斯卡:皮尔斯符号学导论[M].赵星植,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

51-54.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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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贯之的原则。① 以现代的观点批评古人将我们现在认为不属一“类”的事物归入一类,本
就是苛之过甚。不过至少从表面看来,诸部首各成一家,毫无交互之可能。许慎只强调了

“不相杂厕”,其子许冲则在献书的奏章中点出了联系的方法:“同条牵属,共理相贯。杂而不

越,据形系联。”②事实上,“杂而不越”更接近《说文》的真貌,“据形系联”是理想中将各类别

牵贯起来的一条线索。实际操作时,这条线索常常因种种限制而中断,许慎并未做到真正的

类别与类别间的意义过渡和联系。
还在文字层面就无法完全将各类贯通,在现实中,将人与物(虽然人也是“万物”之一)贯

通的努力往往会遭遇到更大的困难。诸子论说时采用的比喻仿佛信手拈来,根本不受物类

的阻隔,而道家更是在万物自化的思想下泯灭了物我之界。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与植物、本体

与喻体间的联系就能轻而易举、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仅以最基本的“本末”为例,就会发

现,人的头脚、道德的高下、事物的轻重缓急与植物的本末间的比喻对应,时常是游移不

定的。
本末之喻的出现不应晚于西周,在《诗经·大雅·荡》中就已有相关的俗语。看似平平

描述现实,实则正暗指人事。

  人亦有言: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③

在托文王以谴责商纣的语境中,尽管此处没有指出什么是“枝叶”和“本”,读者可以清楚

地意识到,这棵倒下的大树就是殷商,表面的猖獗逸乐终会因根本的衰亡而走向崩溃。对于

注家而言,这句话倒更像暗含着对现实政治的指涉。既然是“人亦有言”,这句话就可被应用

于各种场合,从反面印证“本”的基础地位。
《论语·学而》在开篇三问后紧接着就是有关“本”的论述,有子这样强调“孝弟”的重要性: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④

如果知晓“生”字本就为植物幼苗初出地表之象,那么“本立而道生”恰好暗合了植物的

自然生长周期:根本固定后,植物焕发枝芽。既然如此,根对植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君子也

就应该重视自己的“本”。但至于什么对应着“本”,几乎是被言说者所全权决定的。植物之

根拥有的诸多特性,如作为基础的重要性、相对于繁杂枝叶的源头的一、较为坚硬,乃至处于

下位,都将被分别聚焦,得到不同的解释并联系到人事上。然而这些特性有时是相互冲突

的,甚至不属于同一范畴,因此系统性的建立就显得举步维艰。在这则材料中,作者一定相

信所有人都从自然中得到了和他相同的结论,“仁为君子之本,而孝弟为仁之本”的联系的建

立是跳跃式的,没有解释而默认读者在心领神会中认同作者的观点。
《老子》第七十六章则云:

①

②

③

④

乔治·莱科夫.女人,火与危险事物[M].梁玉玲,译.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4:135.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781.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7:854.
何晏,邢昺.论语注疏[M]∥《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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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

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①

与上则类似,这位作者也相信自己从自然界得到了一条不变的真理,他还解释了自己的

论述,从众多现象中挑出一种性质“硬度”作为衡量标准。树木的枝芽相较根部、初生之植物

相较僵死时更为柔软。依注,处下的强大就是“木之本也”,处上的柔弱则“枝条是也”。如果

这种解释与原意相距不远,对硬度的聚焦就会导致一些不能自洽的问题,比如枝条和初生的

植物远比根部和粗壮的植物更容易受到摧折,这与“木强则折”并不相符。另外,树木的枝条

按照自然规律往往是在上部的,如果前文都在论述“居下”的优势,此处却以“柔弱处上”作为

论证“柔弱”优越性的证据,显然也是自相矛盾的。最后两句似乎含有双重的告诫意味,一则

警醒强者收敛自身自居下流,另一面则奉劝人们宁可柔弱而不要坚强。总之,强大在此处绝

非赞赏的语词,尽管在同样使用这一喻体的论述中,强大就可能成为确认其重要性的依据。
《庄子·天道》则将本末彻底脱离了喻体层面,只使用它们的象征义。

  本在于上,末在于下,要在于主,详在于臣。②

与之类似,《天地》言:

  至治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③

这两则材料从逻辑的角度来讲扞格不入。如果“主”被形容为根本,那么就不可能又可

被喻为标枝。本末作为重要的两极,在这里居然用来形容同一事物。然而从“重要的是本,
而重要的应该居上”的角度来说,二者可以和谐统一,它们强调的不过是不同的侧面。虽然

这一观念与之前的“强大处下”恰好相反。“主”总是重要的,无论将其称为“本”或“标枝”。
其实,当文中顺理成章地使用“上”“下”作为对政治结构的描述时,应发现这是一种来自个人

身体经验的“比喻”,而这一比喻与另外一重来自植物的比喻———“本末”形成了现实层面的

冲突。论者无意调和这种冲突(甚至可能根本未意识到),因为来自身体与植物的喻体,在此

处抛弃了喻体的任何现实意义,而指向一个概念,尽管对该概念的理解有赖于喻体,但喻体

最终像导向意义的语言一样被遗忘了。可疑之处在于,读者是否能如作者希望的那样,借助

该喻体毫不滞碍地得到相同的概念?
而对《德充符》“受命于地,唯松柏独也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舜独也正。”郭注:

  下首唯有松柏,上首唯有圣人。

①

②

③

王弼,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程树德,等.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10:185.
王先谦.庄子集解[M]∥程树德,等.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10:115.《荀子》中亦不鲜见

关于“本末”的论述,不过其中的指向非常明确,即“礼、义为本”。
王先谦.庄子集解[M]∥程树德,等.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1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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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玄英的疏再加阐发:

  人头在上,……木头在下,……是以呼人为上首,呼木为下首。故上首食傍首,傍首

食下首。下首草木,傍首虫兽。①

郭注的“下首”与“上首”,可能只是承接正文“地”与“天”的对文而来,并无强调“首”之上

下的意思,但成疏解释后,“首”之上下成为区分物类的重要标准,而且赋予了某种等级性(类
似等级性的划分早在《荀子·王制》中即可见:“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

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②)。他所着眼的木的“头”,完全

是由其个人视角确定的。对成玄英来说,人头是人重要的部分,而木本是木重要的部分,因
此根部就是木的“头”。这就与“重要的居上”规则产生了龃龉,而且通常人与植物的对应,恰
与此相反(更普遍的想法是把树冠当作“头”,根部视为“足”)。不过如果“下首”与“上首”之
物类拥有完全一样的结构,等级之分也将显得可疑。或许正出于这一考量,成玄英才着意强

调这一分别。
《淮南子·缪称训》同样以本末喻君臣,与《天地》篇的着眼不同。

  君根本也,臣枝叶也,根本不美,枝叶茂者,未之闻也。③

《泰族训》中将此比喻颠倒过来。

  国主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则本固,基美则上宁。④

而《俶真训》则强调了“本”的另一重特性,即作为发端的“一”。

  今夫万物之疏跃枝举,百事之茎叶条蘖,皆本于一根而条循千万也。⑤

关于这一点,《孟子》中也有强调。

  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⑥

如果仅以露出地表的部分而论,大多数树木的下部为一根枝干而在上部生出更多茎条,
不过在地下的真正的根部显然并非“一”,甚至有可能比枝条更纷繁。如果借用水流之源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王先谦.庄子集解[M]∥程树德,等.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10:48.
王先谦.荀子集解[M]∥程树德,等.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10:164.
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册[M]∥程树德,等.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11:141.
何宁.淮南子集释:下册[M]∥程树德,等.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11:1423.
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册[M]∥程树德,等.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11:118.
焦循.孟子正义:上册[M]∥程树德,等.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1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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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现实状况也多为数个源头在中下游合并而成了水系①。但当论述者谈及“本”或“源”
的时候,毫无疑问,他们所想象的是一幅单一的、重要开端衍生出复杂支脉的图景,这更像是

被提炼后理想化的图式。但也唯有如此,“本”的重要性方能被凸显出来,立足于“本”的论述

才可借此成立。
《淮南子》全书几乎都在讲“本末”二字,而本末可以用来论述所有形成“重要—次要”对

比的事物,包括君与臣(民)、道与事、仁义道德与刑罚法度等等。也许是出自对返璞归真的

渴求,书中一直对“今”之舍本逐末的行为大声疾呼,希望人们尤其是上位者注意到那些真正

根本的事物,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下面一段话中,几个关于本末的基本论述都现出了

身影:

  天之所为,禽兽草木,人之所为,礼节制度,构而为宫室,制而为舟舆是也。治之所

以为本者,仁义也;所以为末者,法度也。……本末,一体也,其两爱之,一性也。先本后

末,谓之君子;以末害本,谓之小人。君子与小人性非异也,所在先后而已矣。草木,洪
者为本,而杀者为末。……灌其本而枝叶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养

物也有先后。人之于治也,岂得无终始哉? 故仁义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
务治其末,是释其根而灌其枝也。②

这段话有几点值得注意之处。首先,它将“禽兽草木”与“礼节制度”对应起来。在这里,
人获得与天同等的创造地位,而其可以媲美造物的正是完全出于人智的道德伦理与社会规

范。正因如此,人的礼节制度应该与天的禽兽草木拥有同样的创造原理和运行秩序。或许

这正是人们坚信上述对应不需理由的理解背景,此处也以毋庸置疑的口吻指出仁义就是人

的根本。在该秩序的引导下,人创造了一个完整的文明世界,包括利用工具制造所住之屋与

所行之具,正是人与动物区分的重要标志之一。
其次,强调“本末”之辨后,它提出了一个之前并未被关注的方面:本与末的一体性。以

往的文本强调的都是本末的对立,而本末原属一株草木的同一性则被忽略。此处欲说明的

是,君子与小人之分,并不是“性”的差异,而是对本末投入注意的多少与先后。《孟子》与《荀
子》都谈论“性”,其字源自草木之“生”。艾兰认为至少在《孟子》中,“性”所指的是“一粒种子

或一株禾苗的首株嫩芽所孕含的日后长成成熟植物的潜质”③。因此,既然君子与小人同生

为人,其“性”就不应有区别,是他们采取的不同的使嫩芽成长的方法导致了最终的差异。如

果只知“灌其枝”,肯定不能让这株嫩芽顺利生长为完善的道德。
最后,一如前述几则材料,它发出了一个答案显而易见的反问:如果天地生万物都有本

末,人又怎么可能例外呢? 人的独特性似乎被消解,但这正是通过观察外物以确立自身真正

主体性的开始。而当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时,才可能建立自己的文化。卡西尔告知读者:
“人在植物界……中发现的,不只是其自身生存的间接表现和映像。他在其中直接地并以充

①

②

③

有时对水源的理解也是通过“本”表述的,如《孟子·离娄下》中对水之本重要性的强调:“(水)有本

者如是,是故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何宁.淮南子集释:下册[M]∥程树德,等.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11:1422-1423.
艾兰.水之道与德之端:中国早期哲学思想的本喻[M].张海晏,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10:127.



厦大中文学报 JournalofChineseStudies,XiamenUniversity

140  2016年3月·第三辑

分的确定性领悟自己;他从中体验着自己的命运。”①诚哉斯言。
《周易·系辞下》有言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

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②这一叙述后被许慎借为《说文解字·后叙》的开篇,而
这指向的几乎就是人类文明的开端,是人类得以描述世界,通过自身确认万物并从万物反推

回自身的起始。艾兰正确地指出:“作为哲学概念,‘物’的原型是植物生命。”③中国早期的

论述者们往往坚信身与物的一体关系,从而奠定了他们思维与论证的方式,取诸自然的论据

因此具有毋庸置疑的正当性,可以直接用在关于人事的讨论中。然而,正如上文所揭示的那

样,这一关系的建立并非看似的这般不假思索,采择“物”的哪些部分与“身”对应,怎样达到

最天衣无缝的衔合,是每一个论说者必须深思熟虑的问题。人事往往摇摆在身体经验与自

然规律的论述之间,既成为二者的纽带,也导致了二者的断裂。在身与物的际会处,无言的

自然考验着每个想要利用它以达到目标的人,得以圆融贯通者才真正理解了无所不在的

“道”。

二、名与象

名与象并非一对概念,名与实、象与意分属两套系统。但在某个维度里,二者产生了有

趣的关联。孔子那句著名的劝告:“小子何莫学夫诗? 诗……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
语·阳货》)常被误认为生物学意义上的辨识物种,三国时代陆玑所撰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

疏》以及之后明人毛晋所辑的《广要》就沿着这一理解发展而来,他们考证名物,描述花草的

样态颜色,并深加探求诗中所指究竟为哪一种植物。即使孔子本人有可能是一位博物学家,
但正如夏含夷指出的那样,这句话“并不是指动物学或者植物学的知识,而是说通过诗我们

可以认识鸟兽草木的象征性质”④。在这个意义上,鸟兽草木的“名”就与《周易·系辞上》中
的“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
中的“象”有了某种共性———它们都非常重要,因为离开名就无法把握象征含义,离开象就无

法把握天下深奥之物;与此同时(从老庄的观点来看)它们又无足轻重,如果已经了解到象征

含义和天下之赜,名与象就可以如蹄筌般被舍弃,但植物并非如此,它本身就是意义与象征。
乍看上去,这种关系似乎与上节中所述的本体与喻体的关系无甚不同,不过在《周易》与《诗
经》中,植物和它所欲象征表达之物间有着一条不易理解的鸿沟,很多情况下,即使猜测到使

用某种植物之“名”以为“象”的原因,也很难确认这就是当时被意识到的关联。如果说上节

①

②

③

④

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M].黄龙保,周振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207.
王弼,孔颖达.周易正义[M]∥《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350-351.
艾兰.水之道与德之端:中国早期哲学思想的本喻[M].张海晏,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10:114.
夏含夷.兴与象:中国古代文化史论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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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还可以通过语言中比喻系统的“格式塔”①来理解二者间的关系,这里就要另辟蹊径。《楚
辞》的情况稍有不同,在另一个文化圈内,其中的植物使用有鲜明的特色与连续性,“香草美

人”的手法广为后来的诗文所吸收,成为托物言志与以物喻人的重要源头之一。很多学者指

出,不了解巫术氛围对《楚辞》的影响,是不可能正确认识其形式与内容的,更有人直称屈原

本人就是大巫师。无论如何,《楚辞》中的植物至少在一个层面上与《诗经》相似,即它们尽管

纷华繁盛,生物学意义上的种类多得令人眼花缭乱,但“所指”的种类却屈指可数。不过,分
类也许掩盖了很多细节,这正是下文所要探讨的。

在谈论三本书中的植物之前,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并非所有《诗经》与《楚辞》中的植物都

是具有象征意涵的,而没有“所指”或者已明确知其“所指”的植物不在本文的探讨范畴内。
《诗经》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有些是明确的比喻句式,在传统中被称为“比”,如《卫风·硕

人》的“柔荑”、《郑风·有女同车》的“舜华”、《陈风·东门之枌》的“荍”等(其基本句式为某如

某);有些是实指的植物而无讨论的必要,如《郑风·将仲子》的“杞”“桑”“檀”、《齐风·东方

未明》的“柳”、《豳风·七月》中的谷物果蔬等。《楚辞》中则有少数虚写的植物,或者作为修

饰词的植物,如《九歌》中《东皇太一》的“蕙肴”“兰藉”“桂酒”“椒浆”、《湘君》的“荪桡”“兰
旌”、《湘夫人》的“桂栋”“兰橑”等。但更多的植物出现时被历代解释者坚信带有某种意义,
至于如何将意义与这种植物联系起来,往往只能曲为之说。《楚辞》中的植物有一以贯之的

阐释方法,注者不需为此煞费苦心;但在《诗经》中,如何将看似与后文全然无关的描写自然

景物的部分与人事叙述统一起来,就成为考验解释者是否理解了“比兴”的关键。
有些诗句中或者可以建立起意义关联,例如《周南·桃夭》中广为传诵的“桃之夭夭,灼

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②。以鲜艳娇嫩的桃花比喻新嫁娘,而以叶之茂密与果之繁盛

比喻将来的家庭兴旺与子孙繁多是易于理解的。这显然是一个标准的“比兴”。诗之六义中

最难理解的两种:“比”尚可与今之比喻差相仿佛,而“兴”自毛传、郑笺、孔疏以降历来解释纷

纭,孔颖达主张“兴者起也,取譬引类,启发己心”,仿佛是诗人有意托物言志;李仲蒙则解为

“触物以起情谓之兴”,似乎是触景生情;朱熹在《诗集传》中则认为“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

之词也”。至于关键的如何“引起”,则模糊带过。似乎一切难以断定物与情之关系的“物”,都
被归入了“兴”,或者说,人们之所以认为自己能够解释一些起兴,正是通过形象比较的方法,如
果这一方法可以将起兴之物与后文建立起共性,那么就可以顺利归入比兴之类;如果实在不能

找到共同之处,就只好将其放入无法解释的兴类,这种循环论证使得“兴”的意义愈发难明。
很多情况下,“兴”物看上去的确和后文无甚关联。一些现代学者(顾颉刚等)认为,起兴

只是为了歌颂时朗朗上口而凑韵脚,试图将二者联系起来的行为本身就是毫无意义的。王

靖献借用帕里 洛德的口头诗歌理论加以研究,归纳出其中种种模式化的套语,并得出结论,
兴即主题,“诗人利用了司空见惯的、模糊的而且有时是‘不准确’的短语,只要在这一段或这

①

②

雷可夫,詹森.我们赖以生存的譬喻[M].周世箴,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143-
148.参见其中有关比喻系统性的建立以及如何在“格式塔”(gestalt)的影响下不断扩展比喻的范围的第十

五与第十六章。当然这一概念并不完全符合中国早期的文化建构,尽管人们的确使用植物来理解其他概

念,但“目标域”(targetdomain)往往并非是一个系统内的概念,与来源域(sourcedomain)间也不一定有清

晰稳固的对应关系。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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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诗完成后,这些短语能在听众心中引起固定的反响即可”①。王氏之理论至少可以解释一

个现象,即同样的起兴,后面接续相似的情绪与话语,或者反过来,为了表达相似的情绪,而
使用惯常的套语。

事实上,远在他之前,就有论者意识到重复出现的“兴”物可能与某一特定主题有关,魏
源、胡承珙等人都指出:《诗经》中涉及砍伐树木或束薪的行为往往与婚姻有关,并推测远古

之婚礼应有这样的程序,非诗人所妄造。② 这一结论有其合理性,但并非完美无缺,例如有

些诗中婚姻不以此起兴(《硕人》《桃夭》等),有些虽有伐树之举却与婚姻无关(《伐檀》《墓门》
等)。王靖献的理论同样不能避免这样的问题,倘若采集植物就是抒发怨情,尤其是女怨③,
那么又该怎样解释《周南·芣苢》呢? 当然,这不代表他们的观察是错误的,诗歌之规律也不

同于物理规律,是允许特例的。但将《诗经》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量时必须谨慎,尽管呈现出

的面貌相差仿佛,每首诗的时代、地域与创作背景有可能千差万别,贸然将某种重复出现数

次的现象提升到规律高度都难免遇到不能解释的特例,因此,最好的解决办法不是因其特异

性而轻轻放过,而是事先就对其进行分类与界定,才可得出相对适合某一群体的结论。
如上所述,该理论的缺陷之一就是无法解释有些相似的“套语”,却表达了截然不同的情

绪。试以三首同样以杕杜起兴之诗为例:

  有杕之杜,其叶湑湑。独行踽踽。岂无他人? 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
人无兄弟,胡不佽焉?

有杕之杜,其叶菁菁。独行睘睘。岂无他人? 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
人无兄弟,胡不佽焉?

———《唐风·杕杜》④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适我? 中心好之,曷饮食之?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来游? 中心好之,曷饮食之?

———《唐风·有杕之杜》⑤

有杕之杜,有睆其实。王事靡盬,继嗣我日。日月阳止,女心伤止,征夫遑止。
有杕之杜,其叶萋萋。王事靡盬,我心伤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归止!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忧我父母。檀车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远!
匪载匪来,忧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为恤。卜筮偕止,会言近止,征夫迩止。

———《小雅·杕杜》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王靖献.钟与鼓———《诗经》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M].谢濂,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90.
魏源《诗古微》解《周南·汉广》云:“三百篇言娶妻者,皆以析薪取兴……故《南山》之析薪,《车韦》

之析柞,《绸缪》之束薪,《豳风》之伐柯,皆与此错薪、刈楚同矣。”胡承珙《毛诗后笺》解《野有死麇》云:“诗于

昏礼,每言析薪,古者昏礼或本有薪芻之馈耳。”
王靖献.钟与鼓———《诗经》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M].谢濂,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29.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7:319.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7:327.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7:475.之所以比较这三首诗,不仅因其

兴物相同,更重要的是其间关系的密切。《唐风·杕杜》与小雅之作共有一种“独行”状态,而唐风两首则不

仅在今本《诗经》的编排上紧密相连(从而有比较的可能),更因同属唐风而暗示了某种地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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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杕杜”,即孤零零生长着的杜梨树。前人为将其与后文联系起来,常从“杕”字入

手,面对着孤生之木,人们无论产生悲慨分离、求偶求友还是流浪无援的情绪,似乎都可以说

得通了。然而这三首诗间的复杂关系,远非用同一起兴之物的引申义便能概括的。小雅之

杕杜,后二章从女悲征夫不归引发,已经脱离了杕杜营造的场域(或者说脱离了其起兴所包

含的范围),而唐风两首杕杜恰好是两章,因此比较三首诗的前两章即可见分别。若依王靖

献观点,小雅之作显然集合了种种套语,包括“王事靡盬”“我心××”“言采其×”“女心伤悲”
等等。这首诗与《小雅·采薇》《小雅·北山》等同属一脉(甚至有某些句子一模一样),唯一

不同之处就是将兴物换成了杕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首诗不过是怨王事主题下的一个分

支。并非其起兴、而是其内的种种常见句式限定了其情绪的表达,也就是说,将“有杕之杜”
换成“维常之华”或者其他植物,并无实质区别。

但唐风二首的情况并非如此。这两首诗对于人事的描写并无王氏所谓可以引出主题的

“套语”,因此兴物就显得格外重要,然而作为兴物的杕杜仅此三见,并不像一个成熟的套语。
如果《杕杜》是抒发孤独流浪者的悲哀,而《有杕之杜》却是欢欣的求友或求偶诗①,也反证了

杕杜并非可被简单归类的套语。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同一兴物,居然可以引出两种完全不

同的情绪?
夏含夷指出了一个方向,即以《周易》的角度反观《诗经》。他认为形容大自然现象的起

兴与爻辞的首句相同,都是某种征兆,而之后形容人间事情的句子则与爻辞的后一部分具有

相似作用②。笔者欲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解释相同的兴物如何可能与不同的人事相连。
首先以《周易·困卦》为例: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觌。
九二:困于酒食,朱绂方来,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
九五: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动悔、有悔。征吉。③

这是相当典型的一组爻辞,前面“困于××”的描述是“象”,以王氏的定义,这显然属于

一种“套语”,但其后面所接的人事与吉凶预测则变化多端。看上去,困于“株木”“蒺藜”还是

“葛藟”毫无区别,不过是换了一种植物而已,然而既然它们都是“象”,变化了的象就不太可

能代表同样的意。依注疏,株木象征着“居无所安”,蒺藜以明“非其所据”,葛藟则意味着“行
则愈绕”。“象”有时是对卦象形态的描摹,如蒺藜就被认为是刚阳二爻之“象”,这种描摹绝

不仅是叙述形状,而是对一个征兆联想式的解释,为了尽可能将一个预示处境的征兆具象

①

②

③

认为该诗为女子恋慕之情歌的如程俊英,认为该诗为君子盼望友人前来的有朱守亮,《毛诗序》认
为此诗刺武公,朱熹则认为是求贤人,笔者从求偶说。

夏含夷.兴与象:中国古代文化史论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3-10.
王弼,孔颖达.周易正义[M]∥《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228-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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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就必须使用具体物件来描述这种状态,因此,人事与自然在这里处于同等的地位,它们都

是这种状态的表现,而并非如以往所认为的那样,自然只是为了引出或衬托人事。
那么就可以理解,为何“采采卷耳”和“采采芣苡”后接的情绪完全不同。与《周易》类似,

兴物之“名”正仿佛爻辞中的“象”,如征兆一般向读者预示了一种状态,征兆一旦变化,“名”
不可能毫无反映。套语理论将某些“名”归类以证明它们表达的是同一主题,事实是,没有任

何一个“名”是与他者毫无区别的。《周易·大过卦》中的两爻即可证明。

  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①

同是枯杨,一“稊”一“花”,同指向衰老得以更新生发,所象征之意就有不同。王弼认为

“九二”优于“九五”,因枯杨生华而不能长久,“诚可丑也”。姑不论是否有等级之分,二“名”
尽管极为近似,所代表的却是相近而不同的意。以《诗经》作比,《召南·草虫》的“言采其

蕨”、《鄘风·载驰》的“言采其蝱”与《魏风·汾沮洳》的“言采其莫”尽管都是女思之辞,却也

有细微的差别,以套语概括固然有其利于辨识分类主题之长,却也掩盖了其内部的歧异。回

到两首唐风杕杜,杕杜之“象”一者指向的是其叶之状,一者指向的是其所生之地,顺理成章

的,其意也会有所不同。
以上论述中,笔者并非试图找出起兴之物与后文间的联系,白川静在《诗经的世界》中从

民俗学的角度与《万叶集》比较后得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说明。另有学者从祭祀、神话等角

度尝试做出解释,但无论怎样推测,终究也无法证明这种联系的确是当时的实际情况,甚至

对于诗人自身而言,其表达都可能是潜意识的而难以说明。笔者仅仅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以证明其间关联的复杂性,或许任何单一的理论都无法妥当地完全解释《诗经》“兴”义。
《楚辞》之兴则要简单明晰得多,王逸在序中点明的“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

比奸佞”已经成为不言自明的条例。但这一体系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特殊,事实上,极其

重视香气,并以良莠之材木喻人的传统,在中原地区并不鲜见。
《荀子》中就多次出现对芳香气味的关注,如《王制》篇:

  其民之亲我也欢若父母,好我芳若芝兰。②

《正论》中还点明了天子衣食住行的规格,其中嗅觉也是重要的关注点:

  “侧载睪芷以养鼻,前有错衡以养目。”王先谦注:“言天子之侧常置芳香于左右。”③

①

②

③

王弼,孔颖达.周易正义[M]∥《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149-151.
王先谦.荀子集解[M]∥程树德,等.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10:73.
王先谦.荀子集解[M]∥程树德,等.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1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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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郊特牲》云:“殷人尚声……周人尚臭。”①《诗经》中有关祭祀的篇目也多能见到

对芬芳气味的描述,可见崇尚香气并非楚文化的特例。并且在《小雅·正月》中,就能看到用

树木喻人的例子。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视天梦梦。
……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杌我,如不我克。②

郑笺云:“林中大木之处而唯有薪蒸,喻朝廷宜有贤者而但聚小人。”程俊英也承袭其说,
解后句为诗人以阪田中特出的苗比喻自己是特出的人才。这与《楚辞》“香草美人”之手法如

出一辙,可见纯以巫术或楚文化来解释《楚辞》中的香臭对比之喻有失偏颇。
《离骚》作为最知名的代表篇目,其中的植物要么以作者本身的装饰物出现(如“扈江离

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等),要么以借喻的形式,被用作

某一类人群的指代(如“哀众芳之芜秽”“薋菉葹以盈室兮”等,但作者从未明确地把植物与人

联系起来,因为本体并未出现③)。尽管植物种类繁多,其手法却是单一的。当作者服用或

佩戴香花香草时,他与这些植物融为一体,成为象征层面的草木精灵,并获得它们的美好品

德,从而进一步彰显自己的芳洁。而当作者怀着厌恶的心情指斥恶草或悲哀香草的堕落时,
其心态正仿佛一个看到杂草埋没良苗的农人,或者是无能为力的守护神,眼见作为芳草身份

象征的香气消散,蜕变为徒有其表的植物。
在通常被认为的最早的咏物诗《橘颂》中,本体终于出现,植物作为作者的另一个自我,

在叙述中与作者相互印证。这也就是所谓“以物喻人”的发端。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
曾枝剡棘,阛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
精色内白,类可任兮。纷緼宜修,姱而不丑兮。
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
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
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
愿岁并谢,与长友兮。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
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④

①

②

③

④

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M]∥《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952.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7:563-565.
唯一的例外是形容椒兰时,各有一处使用了人的词汇来描述(“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和

“椒专佞以慢慆兮”),除此之外,所有非装饰性的植物都是以植物范畴的香臭、滋生与芜秽等描述的,人作

为本体并未出现。因王先谦等注者认为兰指子兰(无论是怀王少弟还是怀王少子),椒则指楚大夫子椒,既
然本就指向人,则施以描述人的活动的词汇也就可理解。

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15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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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文中可以从“嗟尔幼志”分为前后两部分,尽管前半部分也有“壹志”这样指向

人的词汇,但总体都如同《离骚》中的借喻,并未出现人的形象。而后半部分则与前半部分形

成了句句对照,转向描写人。“嗟尔幼志———橘徕服兮”“独立不迁———受命不迁”与“深固难

徙———深固难徙”三组作比,其后的“苏世独立”“闭心自慎”与“秉德无私”等明显与道德有关

的话语代替了前面描述植物形态的词语。这些话语的对象既是橘树,也是作者本人,因为作

者已经将自己投射于其上,就这个意义来说,又像是《离骚》中食用或佩戴植物以使人与植物

合二为一,总之,此时的植物,已经不再是起兴之物而已,它是诗的灵魂,也是与作者同构的

自我。

三、标识时空:现实与想象

在上文的讨论中,并没有哪一种植物是真正“现实”的,这与它们所处的文体与表达目的

有关。此节想要证明的是,即使是在最切实日用的农医书籍中,也不存在一种如今日植物图

录般的“现实”植物。而最天马行空的神话幻想,却往往意在指向“现实”。在《山海经》中常

常能瞥到《周礼》《礼记》《神农本草经》与《氾胜之书》等书的影子。两极化的现实与想象共享

着一个事实:植物是时间与空间的标识,更是建构一个庞大又井然有序的宇宙秩序的基础环

节。
欲以《山海经》作为论述的起点,需对其成书年代进行初步判断。以袁珂所借鉴的蒙文

通先生的意见而论,大荒经四篇与海内经一篇最早,约在战国初期至中期;五藏山经五篇与

海外经四篇在战国中期之后;海内经四篇最晚,约在汉初①。这样的结论大体不差。有关植

物最丰富的表述,在五藏山经内。既然大荒经与海内经一篇的年代最早,不妨先来看看它们

是以何种方式提及植物的:

  有蒍国,黍食,使四鸟。②

有司幽之国,食黍、食兽。③

有盈民之国,於姓,黍食,又有人方食木叶。④

名曰焦侥之国,几姓,嘉谷是食。⑤

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后稷降以百谷。⑥

有胡不与之国,烈姓,黍食。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袁珂.中国神话传说:第一册[M].台北:里仁书局,1983:25.其参考蒙文通在《中华文史论丛》第一

辑中的《略论山海经的写作年代及其产生地域》一文而得出的结论。
袁珂.山海经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3:396.
袁珂.山海经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3:399.
袁珂.山海经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3:425.
袁珂.山海经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3:432.
袁珂.山海经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3:449.
袁珂.山海经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3: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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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继无民,继无民任姓……食气、鱼。①

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灵寿实华,草木

所聚……此草也,冬夏不死。②

可以看出,某地之民除了拥有姓氏这一具有分类作用的标识外,最重要的是他们的食物

(主食)是什么。这些遥远国家人民的食物与当时中原地区的并无二致。黍与粟是中国最古

老的农作物,“谷”可以指粟,也可以指全体谷物。相较而言,古人更珍视黍,如《管子·轻重

己》中有言:“黍者,谷之美者也。”③学者们有时对“黍”之所指究竟为哪种作物及其原始种类

来源而争论不休。据张光直的观点,它毫无疑问地为现代分类中的P.miliaceum,即今所谓

“糜子”④。无论如何,这两种粮食在先民的生活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从度量衡是以其

作为标准即可略见一二。《孙子算经·卷上》记载:“称之所起,起于黍。十黍为一絫……四

钩为一石。量之所起,起于粟。六粟为一圭……十斗为一斛。”⑤因此,大荒经与海内经中出

现众多食黍食谷的族群,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如果食物仅仅是食物而已,何必将其特意标明? 或者说,为何食物可以作为族群

的标志? 事实上,在获取食物是生活中最重要事情的时代,吃哪些食物,有时可以成为区分

人群、甚至区分物种的标识。在与《山海经》非常相近的《淮南子·墬形训》中,可以见到这样

的描述:

  食木者多力而奰,食草者善走而愚,食叶者有丝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悍,食气者

神明而寿,食谷者知慧而夭。不食者不死而神。⑥

注者将“食木者”解为熊羆,“食草者”解为麋鹿,“食叶者”解为蚕,“食谷者”自然是人,而
“食气者”与“不食者”就是得道之神人。这样的解释似是而非,毕竟如果真的要与自然界一

一对应,熊羆并不是“食木者”,“食草者”也不局限于麋鹿,这样的食物分类观念并非是要告

诉读者自然界的食物链,而更像是一种常见的顺势巫术思维的遗绪:吃下什么东西,就可以

获得那种东西的力量。因此,掌握了食物,就掌握了以此为生的生物⑦。
事实上,不仅仅是区分人与动植物,区分本民族与异族常常也以此作为标准,最明显的

一个特征即“粒食”。如余英时与篠田统所指出的那样,小麦及其制粉技术在前汉中叶(即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袁珂.山海经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3:497.
袁珂.山海经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3:505.
以上关于黍粟的意见来自:篠田统.中国食物史研究[M].高桂林,译.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7:

8-10.
K.C.CHANG.FoodinChineseCulture:AnthropologicalandHistoricalPerspectives[M].Yale

UniversityPress,1977,p26.笔者自译。
钱宝琮.孙子算经[M]∥算经十书: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63;281.
何宁.淮南子集释:下册[M]∥程树德,等.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11:344-345.与这段话

几乎一模一样的论述,还可见于《大戴礼记·易本命》,可见为汉时流行观点。
弗雷泽.金枝[M].徐育新,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460-465.原始人享用新谷是当作谷精的

躯体来吃的,也借此获得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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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张骞物”)时传入,在此之前,中国人即使知道面食,也是在谷物烹饪后再加以粉化的。上

古先民基本都食用粒状的黍或粟,①这一状况遂成为区分中原之民与夷狄的标志。

  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皮,有不火食者矣。
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
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②

四海之内,粒食之民,莫不犓牛羊,豢犬彘,洁为粢盛酒醴,以祭祀于上帝鬼神。③

四海之内,社稷之中,粒食之民,一意同欲。④

以上三则材料表明了一点,即在四海之“内”的人民,都拥有“粒食”的属性,因此可以在

教化之下达到共同的目标。然而夷狄因为要么不食熟食,要么不食粒食,因此与中原之民嗜

欲不同。在这种划分之下,就容易明白为何教民稼穑的神农与播种百谷的后稷具有崇高的

地位,因为他们为这一族群“创造”了独特的身份。而《山海经》描述这些食黍食谷的人群,正
暗示着“他们”与“我们”是同样的人群,并非神话中的异族,更不用说其中还出现了姬姓的

“西周之国”。
以上所论,是大荒经四篇与海内经一篇中可与现实对号入座的植物描述,不过为人所关

注的往往是另一部分,即神话性的描述。那些被认为与“宇宙树”“天地树”神话有关的树木,
即出现于此。

  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叶如芥。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

出,皆载于鸟。⑤

有木名曰栾。禹攻云雨。有赤石焉生栾,黄本,赤枝,青叶,群帝焉取药。⑥

有盖犹之山者,其上有甘柤,枝干皆赤,黄叶,白华,黑实。东又有甘华,枝干皆赤,
黄叶。⑦

有方山者,上有青树,名曰柜格之松,日月所出入也。⑧

上有赤树,青叶赤华,名曰若木。⑨

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百仞无枝,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篠田统.中国食物史研究[M].高桂林,译.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7:20-22.YING-SHIH YU.
HanChina.FoodinChineseCulture:AnthropologicalandHistoricalPerspectives[M].YaleUniversity
Press,1977.

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M]∥《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467.
吴毓江.墨子校注:上册[M]∥程树德,等.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10:289.
吴则虚.晏子春秋集释[M]∥程树德,等.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82:204.
袁珂.山海经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3:408.
袁珂.山海经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3:433.
袁珂.山海经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3:441.
袁珂.山海经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3:451.
袁珂.山海经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3:498.



中国早期植物文化建构初探 南光论丛

2016年3月·第三辑 149  

皞爰过,黄帝所为。①

“若木”“扶木”被一些学者认定为太阳神树“若木”与“扶桑”。不过,这里的“若木”还未

被赋予与太阳的关系,《大荒西经》中所提及的“日月所出入”的地方并不鲜见,且多为山②,
可见当时并未形成一个公认确实的“太阳神树”。关键的是,这些树木似乎与世俗无甚关联,
自给自足地屹立于人类世界之外,即使可以药用,也不是人类能染指的。然而到了五藏山经

中,尽管它明显继承了大荒经言说神树异草的方式,却已经将人置于其中。
五藏山经中植物的比例骤然提升。当其他篇目着重于对当地异人异兽的描述时,这一

系列无处不在强调着植物,就算某一座山上没有植物,也要写明“无草木”,而不是直接忽略,
可见其重视程度。尽管如此,其中言说植物的方式绝大多数是模式化的,几无创意可言,可
归纳为以下两种模式:

1.具体描述某种草木:“有草(木)焉,其状如×而××,茎叶实华之色状,其味如×,其实

如×,其名曰×,可以××。”(以上某些部分可能在具体例子中缺失,但名字与功效一般皆

具)

2.泛泛指出多种草木:“其上多××,其下多××”或“其草多××,其木多××”。
第二种模式中被填充其内的植物都是非常常见的,因为只有日常存在的植物名不需要

解释即可立足于文本中。第一种模式的确有承袭大荒经的可能,但最突出的改变是,它的最

后附上了一条关于功效的说明,有时还有关于味道的描述。对于这种情况,唯一恰当的解释

是,言说者根本没把这些植物当作神话植物,只是远方特产而已,不仅可以食用,还能给人的

生活带来便利。这种描述方式与早期医疗书籍中对植物的记载十分相似,如:

  (兰草)味辛,平。主利水道,杀蛊毒,辟不祥。久服益气,轻身,不老,通神明,一名

水香。生大吴池泽。③

(木香)味辛,温。主治邪气,辟毒疫温鬼,强志,治淋露。久服不梦寤魇寐。生永昌

山谷。④

药物有大毒,……一曰钩吻。卢氏曰:阴也,黄精不相连,根、苗独生者也。……三

曰阴命,赤色,着木,悬其子,生海中。⑤

以《山海经·西山经》与《中山经》中的一条作为对比:

  其草有萆荔,状如乌韭,而生于石上,亦缘木而生,食之已心痛。⑥

有草焉,其状叶如榆,方茎而苍伤,其名曰牛伤,其根苍文,服者不厥,可以御兵。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袁珂.山海经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3:509.
如丰沮玉门、鏖鏊矩、常阳之山、大荒之山等等,都有“日月所入”的描写。
尚志钧.神农本草经校注[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73.
尚志钧.神农本草经校注[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154.
尚志钧.神农本草经校注[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274.
袁珂.山海经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3:26.
袁珂.山海经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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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指出第一种植物就是“薜荔”。然而第二种植物,就被理所当然地归入了神话,毕
竟现实中肯定不会有一种可以“御兵”的植物。但这两种植物不可能出自两个思维方式,正
如医书中也会出现具有神妙效果的植物,它们都是在同样的思维与表达方式下展现出来的,
也就是说,第二种植物与第一种一样,也是完全“现实”的,尽管并不是“真实”的。

离开与现实植物的对比(“如××”),读者就不可能认识这些神奇的植物,这也正好反证

了作者只是在想象而非传递神话。想象需要以现实作为参照与基础,而神话则不需时时强

调其与现实的关系,相反,它会努力排除自身的世俗性(即使它本身还是来自世俗)。也许作

者并不认为自己是在想象,他或许相信自己只是在描述远方的特异物产,既然如此,再如何

神奇的植物,也不过就是在日常所见的植物上增添一二功效,并无根本的不同。与医书类

似,某种植物的生长地、名称与功效是最重要的三要素,无论其功效显得多么荒诞不经,言说

者都在努力告诉读者,这是可以被认识并被利用的植物,而不是高悬于神仙洞府中不可触摸

更别说品尝的植物。
袁珂在书序中说《山海经》“匪特是史地之权舆,亦乃神话之渊府”。严格来说,以系统神

话的标准衡量它,《山海经》中的很多部分其实并不合格。这不仅因为其资料零散不成体系,
更关键的是其背后的思维并非全然神话式的,而多是立足于描绘“现实”的想象式的,尤其在

五藏山经中,当聚焦于某种植物可以使人获得某种能力或避免某种灾害时,自然就变为一种

屈服于人力的可被支配的力量,这与人们理性地分析哪些植物可以用于医疗,哪些植物可以

被种植并无二致。所谓“神话思维”,是尚不能认识自我的人类借由神秘力量完成世界建构

的尝试,然而贯穿于《山海经》中的是隐藏的言说者将万物赋予其应有位置的努力,从而得以

由四方外部空间所呈现的样态确认自身,也就是说,《山海经》与地理方志的亲缘关系要胜过

与神话传说的关系。从这点来看,《山海经》恐怕“虽有神话之遗绪,实为史地之权舆”。不过

至少它继承了一点神话的世界观,那就是“位置不是能够与内容分离,或作为一种有独立意

义的因素与内容相对比的东西……每一点,每一要素都具有一种自身的整体性,每一要素都

具有某种特殊的辨识特征。……神话空间中的每一位置和每一方向,实际上都被赋予某种

特征———而这特征总是可以回溯到基本的神话特征,即神圣与世俗的分野”①。在《山海经》
中神奇怪异的人种与动物自然也是具有标识作用的特征之一,不过植物因其与水土的关系

更为直接明显,而且不能移动,就成了某个空间最具有特异性的特征。如果接受许慎“土,地
之吐生物者也”的解释,那么,土地的确是由它所“吐”之物来获得身份界定,亦即空间的界定

是由植物来完成。
借由植物界定空间,《山海经》并非孤例,准确地说,《山海经》更像是方志地理的一种特

例,而方志地理中描述的方位、区域与植物的关系,比它更加明确而有条理。
早在《尚书·禹贡》中,各地区的方物(也是职贡的来源)就被加以叙述,其中植物的不同

是区域重要的区别特征:

  济、河惟兖州。……厥土黑坟,厥草惟繇,厥木惟条。……厥贡漆丝,厥篚织文。
海、岱惟青州。岱畎丝、枲、铅、松、怪石。菜夷作牧。厥篚檿丝。
海、岱及淮惟徐州。……厥土赤埴坟,草木渐包。……峄阳孤桐……厥篚玄纤、缟。

① 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M].黄龙保,周振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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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惟扬州。……筱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
包橘柚,锡贡。

荆及衡阳惟荆州。……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杶、干、栝、柏,砺、砥、砮、丹,
惟菌簵、楛,三邦底贡厥名。包匦菁茅……至于南河。

荆、河惟豫州。……厥贡漆、枲,絺、纻,厥篚纤、纩,锡贡磬错。①

《周礼·夏官司马·职方氏》则着重于农作物:

  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
东南曰扬州,……其民二男五女……其谷宜稻。
正南曰荆州,……其民一男二女……其谷宜稻。
河南曰豫州,……其利林、漆丝枲,其民二男三女……其谷宜五种。
正东曰青州,……其民二男二女……其谷宜稻、麦。
河东曰兖州,……其民二男三女……其谷宜四种。
正西曰雍州,……其民三男二女……其谷宜黍、稷。
东北曰幽州,……其民一男三女……其谷宜三种。
河内曰冀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谷宜黍、稷。
正北曰并州,……其民三男二女……其谷宜五种。②

《地官司徒·大司徒》中则更为详细,而且不仅以行政区别来进行分割,还对地形进行区

别。值得注意的是,各地的“社”与“野”,正是通过当地所适宜生长的树木来命名的。
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各以其

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与其野。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

  一曰山林,……其植物宜早物。其民毛而方。
二曰川泽,……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
三曰丘陵,……其植物宜窍物,其民专而长。
四曰坟衍,……其植物宜荚物,其民皙而瘠。
五曰原隰,……其植物宜丛物,其民丰肉而庳。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以作民

职,以令地贡,以敛财赋,以均齐天下之政。③

①

②

③

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M]∥《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166-182.
郑玄,贾公彦.周礼注疏[M]∥《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1020-1029.
郑玄,贾公彦.周礼注疏[M]∥《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284-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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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看似是对各地人民和方物的平实描述。然而无论《禹贡》还是《周礼》都体现了具有

浓烈理想化色彩的建构世界秩序的努力。后世的地理类书籍,无不延续这一脉络而下。应

该承认,“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论述是有依据的,但是上述划分的理想性要大于现实性,物
种与地域人群的差异,有时更多是基于现实上的想象建构,一种对应于已经存在的行政区域

(“邦国”)或预设了四方五位有所不同而产生的建构,人民与该地的动植物,其实具有同构

性,正因天所生之禽兽草木有截然的区别,各地人民秉性的区别也就获得了天然的合理性。
其建构反过来又加强了各地的特异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上之描述与《山海经》中庞大

海内与海外世界的描述并无根本差异。不过,正如《大司徒》中所述,分辨各地之名物与人

民,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均齐天下之政”,也就是达到超越特异的同一,也唯有此,上位者才能

“因地制宜”从而突破中央与地方的隔阂和对立。这一传统到《史记·货殖列传》,太史公以

其广博的知识对物产做了翔实的描述,他也并未止于此,而是连带出了当地人民的特性。此

时,这种叙述已经褪去之前的想象色彩而显得十分可信,超越于其上的不再是中央的行政力

量,而是人们天性中对财富的渴望。
各地之植物,正常情况下需要相隔遥远才可见其物种变化,在更早的、交通尚不便利的

年代,局限于一地之人并不能对此产生深刻的体认,但植物与时间的关系,则无须艰难跋涉

即可见出较大差异。因此,借其来体认时间,就成为植物的另一大作用,这在世界各地的原

始文化中都有现出踪迹,而依赖农耕的社会中尤为明显。种植作物需要恰当时机的事实,有
助于形成之后在中国文化中影响极大的“时”的观念。当诸子论述待“时”或及“时”的重要性

时,他们都有意无意将人比作植物。此处不复赘述。
最明显的时间变化,就是季节,《太史公自序》中说:“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

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①用以表明时序变化的正是植物的生长周期。也正因各个

季节均有其出产,祭祀也应该按季节有所供奉。如《礼记·王制》中说:

  庶人春荐韭,夏荐麦,秋荐黍,冬荐稻。②

由季节再细化到月份,某些植物(多为树)被挑选出作为该月的代表,与后世的花月令不

完全一样,这种“代表”并不完全意味着该树种在该月特别茂盛。如《淮南子·时则训》中的

记载:

  正月官司空,其树杨。……二月官仓,其树杏。……三月官乡,其树李。……四月

官田,其树桃。……五月官相,其树榆。……六月官少内,其树梓。……七月官库,其树

楝。……八月官尉,其树柘。……九月官候,其树槐。……十月官司马,其树檀。……
十一月官都尉,其树枣。……十二月官狱,其树栎。③

①

②

③

司马迁.史记:第十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2:3290.《荀子·王制》中亦有类似之言。
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M]∥《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458.
何宁.淮南子集释:上卷[M]∥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2011:385-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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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其树”可能被理解为该种官职所对应之树,即使如此,树木也间接地和月份形成

了关联。《时则训》的这一段描述与《礼记·月令》十分相近,但《月令》中只有该月的物候描

述,没有明确指出某月之代表树种。这段描述不能不令人想起马融注《论语》“钻燧改火”时
所引的《逸周书》之文:

  《周书·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

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①

二者相较虽有出入,大体不差。如弗雷泽所说,人们对草木的总概念很容易与草木在各

个季节的表现混淆起来,因此用特定季节或月份代替其本身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并且将死

亡的树或草在类似的概括过程中变成一般的死亡概念,为了避免生命力的衰竭,必须更新,
把它杀掉,以更年轻更新鲜的样式使之复活②。可以推知,这种在季节变换时改火的行为,
最初也是企图获得该种植物在这一季节旺盛的生命力。火候历正是木候历的一种特殊表

现,如果从季节进一步细化,每一月都拥有自己的代表树也不是不可能的。
还有一种情况,也颇有影响力,即植物和特定日期的关系:

  惊蛰之日桃始华。③

清明之日桐始华。④

小满之日苦菜秀,又五日靡草死,又五日麦秋至。⑤

如果将《逸周书·时训解》中的说法理解为把一个时间段上的情形固定到一个时间点来

表述,起初可能是源自对二分二至日的特殊关注,那么,《氾胜之书》则以干支明确指向日期。

  小豆忌卯,稻麻忌辰,禾忌丙,黍忌丑,秫忌寅未,小麦忌戌,大麦忌子,大豆忌申卯。
凡九谷有忌日,种之不避其忌,则多伤败,此非虚语也。⑥

《氾胜之书》是一部指导实际农业操作的书籍,其中并不应出现违背经验积累的规劝,但
这种禁忌尽管被告诫为“非虚语”,却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如果一定要加以解释,五行说是最

有可能的原因。《说文》中说“禾”:“木王而生,金王而死”;“麦”:“金王而生,火王而死”。而

依据《礼记·月令》的编排,每一月都有其“日”,如“孟春之月……其日甲乙”,那么忌日的产

生可能就是为了避开被认为“金王”“火王”从而不利于植物生长的日子。
另外,有时某种植物被认为体现了一年的时间运行,这种观念在少数民族地区亦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何晏,邢昺.论语注疏[M]∥《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75.何晏集解时转引马融之说。
弗雷泽.金枝[M].徐育新,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289-302.
黄怀信,张懋容.逸周书汇校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625.
黄怀信,张懋容.逸周书汇校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628.
黄怀信,张懋容.逸周书汇校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633.
万国鼎.氾胜之书辑释[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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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

  梧桐以知日月正闰。生十二叶,一边有六叶,从下数一叶为一月,至上十二叶。有

闰十三叶,小余者。视之,则知闰何月也。①

纳西族《东巴经》中的“含英包达树”,有十二叶、十二枝、十二花,阴阳十二月由此产生。
哈尼族民间传说《砍大树》则说:被砍倒的大树有十二枝,一枝上有三十叶,人们就按照这个

划分日月。② 有人认为这与远古时人们以木表测日影从而得出历法有关,无论是否如此,以
上将植物与日期年份和将其与季节联系在一起的原因并不相同,前者为明确的月相历,后者

为物候历。但二者所展现的时间流逝均是由植物的更替所传达的。可以说,在原始思维中,
并非是时间导致了植物的改变,而是植物的改变才“带来”了并意味着时间的变化,离开这一

标识,以落叶植物循环一次作为单位的时间将无所参照,自然也就不会产生人们对时间的早

期认识。
汉代五行之说大盛后,时空被一一对应起来,植物也因此获得其“木”的位置,在“木”位

之内,同样还有五方五时的分别。

  东方之弧以梧。梧者,东方之草,春木也。
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
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
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也,秋木也。
北方之弧以枣。枣者,北方之草,冬木也。③

植物终于成为五行中的一环,被妥善地安放在这一架构中,天地万物都可以被划分归

类,也可以依此产生联系。《黄帝内经·素问》中对于植物与时空联系的建立可谓完善:

  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其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

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化生气。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气为柔,
在脏为肝。④

敷和之纪,木德周行,阳舒阴布,五化宣平。其气端,其性随,其用曲直,其化生荣,
其类草木,其政发散,其候温和,其令风,其脏肝,肝其畏清;其主目,其谷麻,其果李,其
实核,其应春,其虫毛,其畜犬,其色苍;其养筋,其病里急支满,其味酸,其音角,其物中

坚,其数八。⑤

①

②

③

④

⑤

李时珍.本草纲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9:1999.
尹荣方.社与中国上古神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9-30.
闫振益,钟夏.新书校注[M]∥程树德,等.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00:391.
郭霭春.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388.
郭霭春.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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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木”成为五行中的一位时,它彻底地与时空结合了起来,但同时它也丧失了本身与时

空对应的可能,而转化为一个指向种种要素聚合在一起的、代表“生发”的符号。至此,植物

成为完全的“标识”符号,与那些具体表明时空的标识不同,这是一个新世界观下的抽象标

识,木不再是它自己,也不再具有内部的分化特性,所有展现出的只是一个抽象得出的概念。

结语

《礼记·月令》与《吕氏春秋·孟春纪》中,对一年之始的孟春之月有这样的描述:“先立

春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孔疏云:“天以覆盖生民为德,四时各有盛

时,春则为生,天之生育盛德在于木位,故云盛德在木。”①所谓“盛德”显然与五德终始说有

关,木位之“木”已经不是具体的草木,但将发端之德归于木,仍可见人们对木的关切。中国

早期对植物的重视,或许远远超过现代人的想象。在一个自然灾害频繁而又以农业立足的

地区,一切可食之物都会被慎重对待,这从后世救荒本草类书籍中即可窥见一二。不过对植

物能否食用的探究只是人们了解它的第一步,当某些植物因其特殊的功用而被注意,无论是

道德伦理的、巫术神话的还是政治教化的意义都将随之而来。我们不应忽视那些隐藏在高

妙论述后的庞大理解基础。当一位论者无意识地使用“本末”“荣华与憔悴”“待时”“耕耘”
“荒废”“斩刈”“摧残”“滋蕃”“凋敝”等等看似属于精神范畴的词汇时,读者应知晓其指向的

是“人是植物”的隐喻。复杂之处在于,不仅仅是人,如果天地间所有物质都体现着唯一的

“道”。那么植物也就可以为任何现象提供论据,尽管这些论据不是未经采择的,从现在的角

度来审视其论证仍显得不够自洽。与此同时,并非一切观点都建立在理性的关联上,潜意

识、巫术残存与民俗等常常还赋予植物另一重难以用现代思维理解的意义,这种思维可能恰

恰与文学有共通之处。面对这些难于考证的意义,读者只能尽力想象以还原那个万物都存

在神秘关系的世界。至于以指导实践为目标的农医书籍,必须意识到它的作者和预定读者

是识字的受教育者而非真正的平民百姓,既然如此,其中就不可能完全是经验总结,而必然

受到那个时代的思想影响。看似荒诞不经的《山海经》与关涉严肃政教的《周礼》中的植物,
以同样的言说方式界定了空间与时间,它们不仅仅是时空的表象,也是生命力本身,更是差

异产生的根源。离开这一标识,许多关于时空的论述将无法成立。
综上所述,中国早期经典中的植物,从来就不是现代分类学意义上的植物那么简单。展

现于文字中的植物,与人们观念中的植物一样,并不是植物本身。过去的论述往往以植物在

现实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来解释观念的植物,难以解释的部分则用巫术思维笼统概括。又或

者简单以“意象”“比兴”等词汇界定植物,仅将其视为一个可有可无的陪衬。离开具象,我们

便难以理解抽象,具象并不因此而较为低级,只不过传统的言说方式擅长于以具象来表达抽

象,单一用纯精神或纯物质的方式都不可能圆满解释其原因。在对象不同、目的迥异的表述

中,植物正是这样一个复杂的集合体:它既是象,也是意;既是名,也是实;既切实关系到衣食

日用,也可以高标自举立于尘外;既是人之外的他者,也是与人同构的另一个自我。

① 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M]∥《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535-536.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M]∥程树德,等.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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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eliminaryStudyofEarlyChinesePlantCulture

HuXu,LiuMeihui
(Department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XiamenUniversity,Xiamen361005,China)

  Abstract:Duringthepre-QinandtwoHanDynasties,people􀆳sviewofplantswent
throughaseriesofchanges,whichcanbeseeninthedescriptionsofplantsindifferent
texts.Therewerethreebasicthinkingpatternsaboutplants.Thefirstpatterntriedto
bridgethegapbetweenthetenorandthevehicle.SuchattemptscanbenfoundinShuowen
Jieziandclassicalworksofscholars,inwhichconnectionbetweenwordsandmeanings
wasbuiltandthesignifiedwasgraduallyestablishedbyusageandsocialpractice.The
secondpattern,representedbyTheBookofChanges,TheBookofSongs,andThe
SongsofChu,observedplantsasaformofsorceryorindication.Humanaffairsandthe
naturalworldareregardedasthetwoendsofthebalance.Thethirdpattern,whichcanbe
seeninShanhaiChing,localannals,agriculturalandmedicalbooks,describedthose
kindsofplantsthatsituatedbetweenimaginationandreality.Unliketheprevioustwo
patterns,plantswereusednotassignifiers,butidentificationsofspaceandtime.Allthese
threepatternsstrivedtoestablishrelationshipsbetweenhumansandnatureandevokedthe
ideathatplantsdefinedthefield,wherenothingcouldsurpasstheboundariesofthe
concept.

Keywords:plantculture,word,myth,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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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对文学的意义
———兼论陆游与朱熹的友谊对福建诗人的影响

林 怡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1)

  摘要:理学对文学有意义吗? 如果有意义,又是在什么样的层面或界域内对文学有积极

的或消极的意义? 本文通过考察陆游与朱熹的友谊及其对福建诗人如刘克庄等人的影响,
认为理学和文学分属于不同的领域,有各自的思维范式,彼此不能以对方的思维范式去互为

评判对方的短长。就理学对文学的意义而言,不存在理学制约或桎梏了文学发展这样的事

实。文学的发展有其自身内在的规则。如果有理学修养的人无法创作出第一流的优秀文学

作品,只能归咎于其文学素养或功力不够,而不能归咎于理学。如果说理学对文学有意义的

话,那也仅仅是理学范式与文学范式互相构成了对照,在彼此的互为观照中,理学事实上成

了文学成就文学自身而区别于理学的参照物,这实际上推动了文学沿着自己的轨道发展。
关键词:理学;文学;朱熹;陆游;刘克庄

一、问题的提出:理学桎梏了文学发展吗?

朱熹(1130—1200)集宋代道学之大成,他构建的理学思想体系被后世尊称为“闽学”,其
人其学对后世中国政治、社会、学术与文化诸领域影响深远,对福建士风文风影响尤为广泛

深刻。然而,历来学界多认为理学对文学尤其对诗歌、散文的发展起消极的桎梏作用。有的

论者认为:“不论散文也好,诗歌也好,比之唐人,宋人就带有更多的封建说教意味,这是和宋

人的道统观念和理学思想分不开的。”①虽然研究者也认为“北宋初期的理学家”“在文学上

主张明道致用,反对浮华纤巧,也有助于诗文革新运动的开展”②。但是,他们却批评“后来

的理学家把封建秩序看作永恒的‘理’,把人们在生活上的一切要求看作‘欲’,片面强调‘尊
天理,窒人欲’,因此他们就鄙视许多为人们所喜见乐闻的文艺作品,把诗文作家看作俳优,
认为对文艺的爱好是‘玩物丧志’,而片面要求作家为封建教条做宣传。正是在这种思想影

响之下,使两宋不少诗文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头巾气’与‘学究气’,削弱了一般文娱作品所应

有的明朗性和生动性”③。其实,朱熹个人的文学修养及其创作成就斐然可观,论者也承认

①

②

③

游国恩,王起,萧涤非,等.中国文学史: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2.
游国恩,王起,萧涤非,等.中国文学史: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3.
游国恩,王起,萧涤非,等.中国文学史: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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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虽然重道轻文,并不根本排斥文学,他只认为首先要明义理(道),义理既明,文章自然

做得出色。……朱熹本是颇有文学修养的学者,他的诗文创作都有一定的成就,评论古今作

家利病亦颇多中肯”①。但是,论者依然说“朱熹以道学家的眼光看待文学创作,以义理为根

本,文章为末务,自然是周、程以来道学家唯心主义的文艺观点”②。有的研究者即便不以唯

心唯物来区隔评骘朱熹的理学思想及其文学观,但也一样认定:“朱熹是两宋理学家中最具

文学修养的一人。《朱子语类》中论及前代诗人每有独到之见。……眼光很是老辣,其诗亦

有可观者,……但这种文学修养并不妨碍朱熹站在道学原则立场上看待文学。……自二程

至朱熹的文论,其最有针对性、影响最大的是对唐宋古文家的抨击。……理学家意犹未足,
更对韩柳、欧苏施以打击。尤其朱熹眼光尖锐而议论苛严,对古文家之‘道’的不纯正提出了

严厉的指责。……朱熹一生讲学不辍,影响极为广泛,对文学的阻遏实不为小,故宋元之际

戴表元有‘后宋百五十年理学兴而文艺绝’之论。至少从散文来看,南宋较北宋衰落是很明

显的。”③

然而,针对理学桎梏文学发展的观点,也有学者提出了谨慎的异议。莫砺锋先生在《朱
熹文学研究·前言》中说道:“在马积高先生的《宋明理学与文学》一书中,把宋、明两代理学

对文学的影响归结为:‘理学对文学的影响则几乎难以找出什么积极的东西。’我对这个结论

不完全同意,但恐怕也无法对此做出有力的反驳。总之,既然朱熹对后代文学的不利影响是

出于历史的误会,朱熹本人对这些负面影响是不任其咎的,所以我们在研究朱熹的文学业绩

时,不妨暂且不考虑他对后代文学的实际影响,而直接从其本人的文学活动入手。”④今天,
如果要全面评述理学对文学的意义,我们依然不能不正视朱熹及其理学“对后代文学的实际

影响”。
如果承认理学和文学是不同的思维范式,前者以理性冷静的逻辑建构为其特质,后者以

感性生动的情感抒发为其特质,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人能否同时兼擅理学和文学的思维?
如果不能,则理学家与文学家一定各有专攻,彼此不能以各自的思维范式去评判对方术业的

短长,但是,这并不妨碍理学家与文学家可能成为交谊至深的友朋,当然,理学家与文学家也

可能因为思维范式的不同而成为陌路甚至论敌;如果能,少数如朱熹这样的理学家同时又是

文学家,那么,他的理学思维是否真的左右了其文学思维? 还是在彼此兼容中自觉地保持

了各自的相对独立性? 换句话说:理学对文学有意义吗? 如果有意义,又是在什么样的

层面或界域内对文学有积极的或消极的意义? 本文试图通过考察陆游与朱熹的友谊及

其对福建诗人如刘克庄等人的影响,来回答上述问题,以期促进学术界对理学与文学之

关系的深入研究。

①

②

③

④

游国恩,王起,萧涤非,等.中国文学史: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56-157.
游国恩,王起,萧涤非,等.中国文学史: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57.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465-467.
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前言[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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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陆游宦闽及其与朱熹的友谊对各自诗文创作的影响

陆游(1125—1210)出身经学世家①,两次入闽为官。据赵翼撰《陆放翁年谱》:绍兴二十

八年(1158),陆游34岁,官福建宁德县主簿,次年(1159)任福州决曹掾,三十年(1160)北归

杭州;淳熙五年(1178),陆游54岁,又奉诏入闽北建安任职,次年(1179)秋后离开闽地。②

陆游第二次宦闽为提举福建常平茶盐公事,官舍所在建安即今福建建瓯。陈庆元先生有《陆
游两次宦闽的行踪及其创作》,考述陆游两次入闽的行迹和在闽中的诗词创作甚详③。福建

尤其闽北武夷山一带,是成就朱熹及其理学建构的重地。朱熹长于此、学于此、传道授业于

此,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都在福建尤其是闽北度过。陆游宦闽,尤其任职闽北后,加深了对

朱熹的认同与友谊。淳熙八年(1181),即陆游离开闽北一年多后,家居,“有《寄朱元晦提举》
诗,以年荒,望其来赈粜也”④。淳熙十年(1183),陆游59岁,有《寄题朱元晦武夷精舍》诗⑤。
绍熙二年(1191),陆游67岁,家居,宋室授他“中奉大夫提举建宁府武夷山冲祐观”一职直至

庆元四年(1198),供薄俸以维持其老年生计。其间,从庆元元年(1195)起,发生了韩侂胄专

权、打压政见不合的赵汝愚、朱熹等人的“庆元党禁”,时间长达六年。束景南先生指出:

  他(朱熹)同陆游的关系在庆元党禁中也进一步密切。庆元三年二月,陆游为吕希

哲的《岁时杂记》作跋,朱熹也作了一跋,对陆放翁感叹中原沦陷、士大夫苟安江左表示

“窃亦深有感焉”。建阳士子严居厚(士敦)赴剡中为官,朱熹作诗相送,要他去拜望陆

游:“平日生涯一短篷,只今回首画图中。平章个里无穷事,要见三山老放翁。”(《文集》
卷九《题严居厚溪庄图》)陆游作了一首和诗:“鹤俸元知不疗穷,叶舟还入乱云中。溪庄

直下秋千顷,赢取闲身伴钓翁。”(《剑南诗稿》卷三十六《次朱元晦韵题严居厚溪庄图》)
两人在废居穷困中同病相怜,诗书往返不断。这一年冬间,朱熹特寄纸被给陆游御寒,
陆游作了二首答谢诗,《谢朱元晦寄纸被》:“木枕藜床席见经,卧看飘雪入窗棂。布衾纸

被元相似,只欠高人为作铭。”“纸被围身度雪天,白于狐腋软于绵。放翁用处君知否,绝
胜蒲团夜坐禅。”“只欠高人为作铭”,是暗示朱熹为他的老学斋作铭,朱熹后来应允,但
因党禁森严终于未能写成。⑥

庆元六年(1200),朱熹去世,陆游76岁,写下了诚挚痛切的《祭朱元晦侍讲文》:“某有捐

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髦,神往形留。公殁不亡,尚其来饗。”⑦这篇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欧明俊.学者和思想家陆游[M]//陆游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242-244.
赵翼.陆放翁年谱[M]//朱东润.陆游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356-378.
陈庆元.陆游两次宦闽的行踪及其创作[M]//福建文学发展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518-

530.
赵翼.陆放翁年谱[M]//朱东润.陆游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70.
赵翼.陆放翁年谱[M]//朱东润.陆游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371.
束景南.朱子大传: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096.
朱东润.陆游选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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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文只有35字,其情感之炽烈却跃然纸上,撼人心神。
上述朱熹与陆游的交谊,不仅体现了理学家与文学家完全可以彼此相知的融洽友情,而

且还共同促进了文学的发展。这一点,束景南先生已做出较为深刻和独到的论析。他指出:

  朱熹在文学上的探索,是同他与同时代的诗人词人广泛交游讲论联系在一起的,这
使他成了文学上的一面特殊的思想旗帜,吸引着四方的文士与诗人。同他关系最密切

的大诗人,除了辛弃疾与杨万里,就是放翁陆游。后来洪亮吉曾说:“南宋之文,朱仲晦

大家也;南宋之诗,陆务观大家也。”(《北江诗话》卷三)如果再加上南宋词坛霸主辛弃

疾,堪称文学三星并耀于天地之间。他们在创作上互相倾心,思想上互相影响。①

“陆游也服膺朱熹的理学,同朱熹的弟子交往密切。”②朱熹同样反复称道陆游笔力之

健,他说:“放翁老笔愈健,在今当推为第一流。”③

从陆游与朱熹的交谊以及他们诗文创作所取得的实际成就来看,很难得出理学桎梏阻

碍了文学发展的论断。那么,在朱熹陆游双双离世之后,随着庆元党禁的解除,程朱理学被

日益推崇,成为科举取士的应考圭臬,这是否对随后的文学发展起了极其消极的桎梏作用

呢? 我们考察一下南宋后期著名理学家真德秀的弟子、江湖诗派最具影响力的诗人刘克庄

的诗歌创作成就,或许对这个问题可以有更深入的反思。

三、朱熹陆游对刘克庄的影响

江湖诗人的代表人物刘克庄(1187—1269),是南宋末文坛的集大成者。作为南宋末文

坛宗师,他师承理学名家真德秀,一样服膺朱子理学。真德秀(1178—1235)是闽北浦城人,
朱熹的再传弟子,其师詹体仁(1143—1206),是朱熹的及门弟子。④ “真德秀的学术渊源于

朱熹,是朱熹的再传。在庆元党禁时期,朝廷宣布程朱理学为伪学,许多理学家遭到迫害,
……但是,这时真德秀不为时论所动,不怕牵连,慨然以斯文自任,讲理学,行理学。未能亲

炙朱熹而私淑朱熹,为朱熹的私淑弟子。……韩侂胄死后,真德秀出任参知政事(副宰相),
提出解除学禁,大力提倡程朱理学。……真德秀的学说出自朱熹,且墨守朱熹。一般来说,
他没有跳出朱熹学说的范围,但亦有发展。……真德秀在宣传朱熹学说方面,起了很大作

用,是朱熹后学中较有影响的人物。他的学说是朱子学正宗,是正统的有代表性的福建朱子

学者。”⑤

刘克庄是福建莆田人。孙先英《真德秀学术思想研究》探讨了真德秀与刘克庄的交游,
有说:

①

②

③

④

⑤

束景南.朱子大传: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095-1096.
束景南.朱子大传: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097.
朱熹.答巩仲至书十七[M]//朱子文集大全类编:卷六十四.徐树铭刻本.清咸丰年间.
陈荣捷.朱子门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96-197.
高令印,陈其芳.福建朱子学[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13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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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德秀比刘克庄大9岁,二人交往甚早。在嘉定元年真德秀任馆职时刘克庄就拜

访过他。此时真德秀正大力弘扬朱子理学,刘家为传统的理学世家,其祖父刘夙是理学

创始人程颐的三传弟子,其父刘弥正也是家传理学人士,对于理学崇尚备至,尤其称颂

朱熹集理学大成之功。……真德秀因而称刘克庄“世以正学(理学)传其家”。有了这样

一层关系,二人相聚颇欢。这从以后文字交酬的频繁可以得知。……宝庆元年(1225)
十一月,真德秀罢官回家乡浦城闲居。浦城为建阳邻县①,刘克庄投入真德秀门下,
……真德秀刚落职在家,别人唯恐避之不及,……而刘克庄投入其门,显然不是从利害

关系考虑,而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宣誓,……自觉地选择站在了理学集团一边。……宝庆

三年,刘克庄在建阳重修朱熹祠,以其大弟子黄幹配祀;又在建阳县学建四君子祠,祭祀

朱熹的父亲朱松及朱熹的师友。……但刘克庄又不是一个囿于理学门派之人。他对于

朝廷不顾国家安危,热衷于打击新学等其他学派,盲目推崇理学,深为不满。②

刘克庄的理学涵养直接体现在他代其父行文,为宋宁宗赐朱熹谥号出谋划策上。嘉定

元年(1208),宁宗皇帝认为朱熹的理学思想“有德于朝”,颁诏拟给朱熹特赐谥号,令朝臣讨

论为其拟定谥号。当时朝廷在讨论应给朱熹定什么谥号时,有大臣提议给定谥号为“文忠”。
刘克庄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他在代时任吏部员外郎兼考功右司的父亲刘弥正撰写了一份

《侍讲朱公覆谥议》文,认为给朱熹定复谥“文忠”不符合他生前的行为实际,应当重新予以复

议。
刘克庄在这篇《侍讲朱公覆谥议》文中大量地引经据史,充分地论说了为什么只要给朱

熹定单字谥号“文”的理由和依据。他说:

  谥古也。复谥非古也。《谥法》曰“谥生于行者也”。苟当于行字,一足矣,奚复哉?
故侍讲朱公没于爵,未得谥,上以公道德可谥,下有司议所以谥。谨献议曰:六经,圣人

载道之文也。孔子没,独子思、孟轲氏述遗言以持世,斯文以是未坠。汉诸儒于经,始采

掇以资文墨,郑司农、王辅嗣辈,又老死训诂,谓圣人之心真在句读而已。涉隋唐间,河
汾讲学,已不造圣贤阃域。最后韩愈氏出,或谓其文近道尔。盖孔氏之道,赖子思、孟轲

而明,子思、孟轲之死,此道几熄,及本朝而又明。濂溪、横渠、二程子发其微,程氏之徒

阐其光,至公而圣道粲然矣。……初,太常议以文忠议公。按公在朝廷之日无几,正主

庇民之学而不施,而著书立言之功大畅于后。合文与忠谥公,似非而非也;有功于斯文

而谓之文,简矣而实也……公持心甚言,不萌一毫非正之念。……读书初贯穿百氏,终
也韬以圣人之格言。……采众说之精而遗其粗,集诸儒之粹而去其驳,曰纯矣哉! 孟氏

以来,可概矣。……世评韩愈为文人,非也。《原道》曰:“轲之死,不得其传。”斯言也,程
子取之。公晚为韩文立《考异》一书,岂其心亦有合欤! 请以韩子之谥谥公。③

刘克庄从孔子儒学的兴起、发展以至于衰而复兴的历史,充分肯定了韩愈“文起八代之

①

②

③

理宗即位,刘克庄知建阳县。
孙先英.真德秀学术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02-305.
辛更儒.刘克庄集笺校:第十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1:4652-4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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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对后世宋儒重振儒学道统的贡献,他认为朱熹晚年为韩愈之文作《考异》,这说明朱熹与

韩愈文脉相承,因此他建议以韩愈的谥号“文”来给朱熹定谥。
刘克庄代其父提此建议时年方二十二,宁宗皇帝最终力排众议采纳了刘克庄的意见,于

嘉定二年(1209)赐朱熹谥号为“文”,这就是朱熹被后世尊称为“朱文公”的由来。刘克庄因

此声名鹊起,洪天赐在《后村先生墓志铭》中说:“侍郎定谥朱子曰文,天下称当。忠简傅公闻

议状出公手,寄声愿交,诸老多折辈行。”①

刘克庄虽然服膺朱子理学且不乏功力,但其理学涵养并没有对他的诗文创作构成消极

的阻碍作用。在诗歌创作上,刘克庄极为推崇朱熹的好友陆游。“在南宋后期,刘克庄不仅

是成就最高的辛派词人,也是继承陆游爱国主义传统的重要诗人。”②他推崇陆游的诗歌或

长短句创作,是着眼于诗词等文体自身的审美特征的,他说:“放翁,学力也,似杜甫。”③他欣

赏陆游诗歌中精彩的对偶,说:“古人好对偶,被放翁用尽。”“近岁诗人,杂博者堆对仗,空疏

者窘材料,出奇者费搜索,缚律者少变化。惟放翁记问足以贯通,力量足以驱使,才思足以发

越,气魄足以陵暴。南渡而后,故当为一大宗。”④他重视诗歌语言本身的审美特质,说:“诗
以体物验工巧……语简而味长,每欲仿此作数题,未暇也。”⑤他推崇陆游的词,认为放翁的

长短句“其激昂感慨者,稼轩不能过;飘逸高妙者,与陈简斋、朱希真相颉颃;流丽绵密者,欲
出晏叔原、贺方回之上”⑥。他认为同时代诗人诗歌创作的症结问题在于“往往音节聱牙,意
象迫切,且论议太多,失古诗吟咏性情之本意”⑦。从上述刘克庄对陆游诗词的推崇评论来

看,他清清楚楚地就文学论文学,就诗词论诗词,绝不以理学思维范式作为文学创作的圭臬。
他极其强调文学语言自身的审美特质,如对音节、对偶、意象、遣词造句和语简味长、激昂感

慨、飘逸高妙、流丽绵密等诗词风格加以关注,并强调诗歌不应该“论议太多”,认为“吟咏性

情”才是诗歌创作的“本意”所在。他自觉地区隔理学与文学,也体现在他对叶适诗歌《中塘

梅林》及其后篇的评论上,他说:“水心,大儒,不可以诗人论。”⑧叶诗《中塘梅林》“此二篇兼

阮、陶之高雅,沈、谢之丽密,韦、柳之情深,一洗古今诗人寒俭之态矣”⑨。自魏晋南北朝“文
的自觉”以来,“诗缘情而绮靡”作为诗歌这一文体的自身审美特质已经成为诗歌创作的共

识,刘克庄没有用理学修养的范式来冲击或者取代文学创作的范式,这表明他对文学创作应

该持守本领域的审美特质有着高度的自觉,他对陆游诗词和叶适诗歌创作等的赞誉都证明

了这一点。王述尧指出:刘克庄的文学创作实践及其理念都体现了集大成的成就,他的诗文

创作“融汇众体”、文学审美取向“包容了平淡、华采两派”、文学语言追求“锻炼和天成交

融”􀃊􀁉􀁒等,体现了“刘克庄身兼理学家和文人于一身,具有双重人格,因而也使得自己的诗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九五[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
游国恩,王起,萧涤非,等.中国文学史: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52.
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3:33.
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3:30-31.
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3:99.
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3:139.
刘克庄.后村诗话后集: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3:70.
刘克庄.后村诗话后集: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3:71.
刘克庄.后村诗话后集: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3:71.
王述尧.刘克庄与南宋后期文学研究[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278-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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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更深刻的包容性和全面性,具有非常明显的集大成特征”①。“刘克庄诗论兼容风骚,融
理学家和文学家的理论为一炉,形成集大成思想的内核,显示出理学和文学相互间动态平衡

的发展过程。”②侯体健也认为:刘克庄的古文创作是“理学与文学互动的典型”③。

四、理学对文学的意义

上述陆游与朱熹的友谊对他们各自创作的影响、朱熹与陆游对宋末文坛集大成者刘克

庄的影响等,都证明了“理学桎梏了文学的发展”或“理学对文学的发展起消极作用”的论断

是无法令人信服的。
那么,为什么长期以来,文学史家得出的这种论断一直广泛深刻地影响至今呢? 我们认

为,其中主要原因在于:习惯于以“时代精神”来左右文学创作、评骘文学创作的思维范式长

期主导着中国文学史的编写。理学和文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领域,理学哲理建构与文学创

作实践是两种不同的思维范式。术业有专攻,理学、文学各自有独特的内在发展理路,不能

以对方的思维范式为标准来相互规范、界定或评判对方。但中国文学界长期认为一个时代

的主流思想或意识形态会直接左右着文学创作。其实,许多时候,“艺术家的政治态度与艺

术态度非常不吻合”④,意识形态无法决定文学创作实践成功与否。文艺创作及其发展有自

身的内在“规律”或“审美要求”,“时代精神”或“社会思潮”之类的意识形态的变化未必与文

学的发展变化相一致,只有文学家各具特色的气质才力或文学家个人具有丰富多元的气质

才力,才真正左右着文学创作的发展品质。虽然气质彰显的是文学家的主观个性,但这种主

观个性和“时代精神”一样无法左右文学的发展品质,真正决定文学发展品质的力量是文学

家对文学创作内在审美规则的把握擅长程度。文学创作内在的审美规则是在历史传承中形

成的文学创作的客观规律,它与文学创作的传统紧密相关,任何卓有才气个性的文学家都不

可能无视渊源有自的文学创作的客观规则。这一点,西方当代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已经有深

刻的论述。波普尔在《贡布里希论情境逻辑》一文中说:

  历史相对主义也在艺术领域威胁着我们,……强调把艺术看成是正在变动着的时

代精神的表现。我知道我和贡布里希一样,认为这些艺术理论在理智上是难以理解的,
当把它们拿来与分辨真实和虚假的客观标准相对照的时候,就可以看出它们是虚假的。
事实上,贡布里希把这些理论叫作“彻头彻尾的胡言”。它们的问题产生于一种误解的

社会学。它们是有害的唯理智论的空谈,与艺术问题毫无关系。……这些错误的唯理

智论的艺术理论,包括把艺术看作时代表现的理论和把艺术看作自我表现的理论,在理

①

②

③

④

王述尧.刘克庄与南宋后期文学研究[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280.
王述尧.刘克庄与南宋后期文学研究[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278.
侯体健.刘克庄的文学世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205-214.
贡布里希.名利场逻辑[M]//卡尔·波普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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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上是空虚的。①

针对“自我表现”论,波普尔指出:艺术家的创造能力既然能够“有进步”,“当然也会退

步”。② 他批评了克罗齐和科林伍德等许多人所支持的“艺术是自我表现或艺术家个性表

现”这样“一种人们普遍接受的艺术理论”,③认为“表现主义的艺术理论是空洞的。……
这并不是艺术的特征。……使一件艺术作品令人感兴趣或有意义的,绝不是自我表

现。……”④波普尔和他的朋友艺术史家贡布里希一起致力于“证实艺术价值的客观性”⑤,
认为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有独立于“社会压力”(如“时代精神”)和“作家个性”之外的“独立

性”“客观性”;文学艺术发展变化的品质主要取决于作家对文学艺术“客观性”和个性的“自
我超越”。事实上,“自康德以来的大多数哲学家以及大多数以严肃态度关心艺术的人们都

赞成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艺术具有独特的性质和价值”⑥。在《艺术和自我超越》一文中,贡
布里希指出:“西方传统中的伟大艺术家大都觉得自己萦萦于怀的是解决艺术的问题而不是

表现自己的个性,这是一个历史事实。”⑦波普尔和贡布里希认为,“艺术和竞赛都讲究规

则”⑧。
在波普尔或贡布里希之前,中国的陆游和朱熹,已经自觉地追求遵循并超越文学创作的

“客观规则”。前述陆游对音节、对偶、韵味等文字锤炼和风格的要求,就体现了这一点;朱熹

对诗歌“古今体制”的关注也证明了他对把握文学创作自身规律的重视。束景南先生对此有

精到的评述,他指出:

  (朱熹在《答巩仲至》书四中)认为要能准确地批判江西诗派的谬误,从而超越它,必
须先通古今体制之变:“恐亦须先识得古今体制,雅俗向背,仍更洗涤得尽肠胃间夙生荤

血脂膏……近世诗人正缘不曾透得此关,而规规于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满人意。”他对

“古今体制”的认识,包含在了他的“三变”说中:
“间考诗之原委,因知古今之诗凡有三变:盖自书传所记虞夏以来,下及魏晋,自为

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自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

等。然自唐初以前,其为诗者固有高下,而法犹未变;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始皆大

变,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无复古人之风矣。
“故尝妄欲抄取经史诸书所载韵语,下及《文选》、汉魏古词,以尽乎郭景纯、陶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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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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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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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卡尔·波普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303.
卡尔·波普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264.
卡尔·波普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280-281.
卡尔·波普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281-284.
贡布里希.名利场逻辑[M]//卡尔·波普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

352.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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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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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作,自为一编,而附于三百篇、《楚辞》之后,以为诗之根本准则;又于其下二等之中,
择其近于古者,各为一编,以为之羽翼舆卫,其不合者,则悉去之,不使其接于吾之耳目,
而入于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无一字世俗言语意思,则其为诗不期于高远,而自高远

矣。”
这包含了朱熹对整整一部文学史的认识,……他从通古今体制之变中融铸出了

自己自然平淡的审美意趣……朱熹在与巩丰论诗中达到的这种认识高度,已经突破

了他的文道说的理学抽象框架。……朱熹自己也力图把这种文学理想贯彻到晚年的

创作中……①

朱熹力图从诗歌“古今体制”的历史发展变化中总结出“诗之根本规则”,这样的文学理

念与波普尔和贡布里希所致力于“证实艺术价值的客观性”②,堪称是异代异邦之千古知音。
“艺术价值的客观性”就是一切艺术自产生以来逐渐形成的、可以共享的、可供批评的各种客

观规则或标准,亦可称为“教条”、范式。波普尔说:

  这些标准在不只一种意义上是客观的,这些标准是共享的,它们是可以批评的。它

们会变(我绝不会说它们不应该变),但是变并不是随机任意的,而且它们更不应该与那

些伟大的、我们曾藉以成长并超越自己的旧标准敌对。归根到底,正是这些“旧”标准代

表了艺术,而且艺术在发展的任何阶段都要用它们来判断优劣。一个痛恨一切“旧”标
准的艺术家很难称得上是艺术家,因为他所痛恨的正是艺术。因而艺术中的标准可能

变,但变的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它们可能进而超越它们自己,也超越我们自己。
认为大艺术家永远是或者通常是伟大的变革家,或者是旧秩序的敌人,这类想法是错误

的;这些是历史决定论的神话。③

波普尔和贡布里希认为: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艺术的发展变化主要取决于文学家艺术

家对文学或艺术自身形成的“传统”经验、规则或标准、范式的继承和超越,这种继承和超越

是依靠文学家、艺术家不断地依据“旧”的规则范式进行自我学习、自我实践、自我批判、自我

调整、自我超越而完成的。因此,一切艺术的发展变化都是建立在对旧的艺术法则、标准、范
式的继承并突破之上,文学的发展进步主要也是在继承自身传统上的超越和突破,并不是天

才艺术家天马行空横扫一切“传统”的结果,也不是作家艺术家神秘的“天赋”或“气质”的结

果,更不是诸如“理学”这样的“时代精神”所能左右拘囿的了。无论朱熹、陆游还是刘克庄的

诗文创作实践及其取得的成就都证明了这一点。孙先英指出:“在当时刘克庄为著名文人,
而真德秀被时人目为理学正宗,二人的审美价值取向不同。体现在选文上就是,刘克庄偏重

情感和文采要素,而真德秀仅仅看重选文的正统价值观……这说明理学家与文学之士的文

①

②

③

束景南.朱子大传: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101-1103.
贡布里希.名利场逻辑[M]//卡尔·波普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

352.
卡尔·波普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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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观念差距甚大。”①可见,真正的文学家在文学实践中是自觉地区隔理学与文学的界域的,
他们追求文学自在的审美规则,不会以理学的标准来左右自己的文学理念与实践,理学也无

力对文学的发展起根本性的消极作用。
如果一定要说理学对文学有“意义”,其意义也是在特定层面或特定内容上来说的,这个

特定的层面或内容主要指的是理学家“政治上的忧‘道’之志同文学上的养‘气’之说”“天然

沟通”②。理学家以国是民本为重的胸怀与文学家民我物与的情怀浑然一体,刘克庄指出:
“放翁云:‘身为野老已无责,路有流民终动心。’退士能为此言,尤未之见也。”③他还说:“忧
时原是诗人职,莫怪吟中感慨多。”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学家与文学家能够“在创作上

心心相印”⑤。但理学家如果要将自己忧道养气的修养化作陶写性情的文学实践,决定其文

学作品优劣的依然是文学自身的审美特质。这一点,可以从比较宋末文天(1236—1282)、陈
文龙(1232—1277)以及明末黄道周(1585—1646)这三个理学修养极好、同样坚决抵抗异族

入侵的士大夫诗歌创作实践中得以说明。
有学者指出,“在道学塑造的价值世界中,第一个重要诗人是文天祥。他主要以爱国诗

人—官员的身份闻名于世,《指南录》记载了他对蒙古入侵者的抵抗运动。被俘期间,他写出

了激动人心的《正气歌》,最后不屈被杀。在抵抗蒙古人之前,文天祥对诗歌似乎并无多大兴

趣。……文天祥的理论,是当时道学思想与陆游、刘克庄所持诗观相互影响的结果。元军入

侵,他应时势而秉笔……他诗中的一事一物,都成为忠诚与抵抗的象征”⑥。文天祥在《正气

歌》中写道:“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这是典型的理学家之诗。在他传世的诗歌名篇中,
除《正气歌》外,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是《过零丁洋》和《金陵驿》(其一)。与他并肩作战的同

僚陈文龙在家乡福建抵抗元军,同样兵败被俘,绝食,被押北上,经福州途中写下了诗歌《寄仲

子诀别诗》;三百多年后,明亡,坚决抗清的福建名臣黄道周一样兵败被俘,绝食,押解往南京,
写下了《发自新安,绝粒十四日复进水浆,至南都示友》。我们把这四首诗按时间先后抄录如下:

  斗垒孤危力不支,书生守志誓难移。自经沟渎非吾事,臣死封疆是此时。须信累囚

堪衅鼓,未闻烈士竖降旗。一门百指沦胥尽,惟有丹衷天地知。
———陈文龙作于1276年12月被俘后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

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作于1279年被俘中

草合离宫转夕晖,孤云飘泊复何依? 山河风景原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满地芦花

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从今却别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
———文天祥作于1279年被俘至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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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先英.真德秀学术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06.
束景南.朱子大传: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098.
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3:100.
辛更儒:刘克庄集笺校: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1:194.
束景南.朱子大传: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098.
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M].北京:三联书店,2013:546-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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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收吾骨,青天知我心。为谁分板荡,未忍共浮沉。鹤怨空山曲,鸡啼中夜阴。
南阳归路远,恨作卧龙吟。

———黄道周作于1646年被俘至南京

文天祥是宋理宗时的状元,官拜宰相,封信国公;陈文龙是宋度宗咸淳年间的状元,官至

参知政事,深受宋度宗的器重;黄道周是明天启年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吏部尚书、武英殿

学士。上述四首诗歌,从体现出深受理学浸染的朝廷重臣“为纲常谋”的“忧道”之志与浩然

正气这个角度来说,都是上乘之作,皆感人至深。但是,如果从文学作品自身的审美规则来

看,无疑,文天祥的“草合离宫转夕晖”这一首,无论在字句的锻炼上,还是在意象用典的选择

上,或是在意境情思的营造中都最接近朱熹强调的源于诗骚创作传统的“诗之根本准

则”———温柔敦厚、清丽雅正却又百折流转、韵味深长。次之当为黄道周的“诸子收吾骨”这
一篇,也更多彰显了刘克庄所推崇的诗歌语言“简而有味”的审美特质。

总之,就理学对文学的意义而言,不存在理学制约或桎梏了文学发展这样的事实。文学

的发展有其自身内在的规则。如果有理学修养的人无法创作出第一流的优秀的文学作品,
只能归咎于其文学素养或功力不够,没有较好地掌握并实践文学创作的审美规则,而不能归

咎于理学。如果说理学对文学有意义的话,那只能说理学范式对文学范式构成了对照,在彼

此的互为观照中,理学事实上成了文学成就为文学自身而区别于理学的参照物,这实际上推

动了文学沿着自己的轨道发展。

TheSignificanceofNeo-ConfucianismtoLiterature———ADiscussionoftheInfluence
oftheFriendshipbetweenLuYouandZhuXionPoetsinFujianProvince

LinYi
(FujianPartySchool,FujianAdministrationInstitute,Fuzhou350001,China)

  Abstract:DidNeo-Confucianism makesensetoliterature?Ifso,atwhatlevelor
withinwhatboundaries? Wasthemeaningpositiveornegative? Thisarticleinvestigates
thefriendshipbetweenLuYouandZhuXianditsinfluenceonpoetsinFujianProvince
suchasLiuKezhuangandsoon.IarguethatNeo-Confucianismandliteraturebelongedto
differentfieldsandeachhaditsownparadigmofthought.Literaturecouldnotjudgethe
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ofNeo-Confucianism andviceversa.Intermsofthe
significanceofNeo-Confucianismtoliterature,itisuntruethatNeo-Confucianismimposed
anyrestrictionorshacklesonthedevelopmentofliterature.Thedevelopmentofliterature
hasitsowninternalrules.IfpeoplewhospecializedinNeo-Confucianismcouldnotcreate
outstandingliteraryworks,wecanonlyputtheblameontheirinferiorliterarytalents,

butnotonNeo-Confucianism.IfNeo-Confucianism madesensetoliterature,itwouldbe
thatthetwoparadigmsconstitutedandcontrastedeachother.Neo-Confucianisminfact
becamethereferencepointofliteraryaccomplishmentbywhichliteraturedistingu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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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elffromNeo-Confucianism.Thisactuallypromotedthedevelopmentofliteraturealong
itsownorbit.

Keywords:Neo-Confucianism,literature,ZhuXi,LuYou,LiuKezhuang

(学术编辑:王传龙)

林怡,女,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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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虚为实:略论《声无哀乐论》的体式
刘子立

(厦门大学 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嵇康的名作《声无哀乐论》,其文章体式独具特色,颇有讨论的价值。该文虽然采

用了“秦客”“东野主人”这一主客问答的形式,却并非一篇普通的“虚设宾主”的论说文。与

一般平滑整饬的主客体论文不同,《声无哀乐论》中出现了宾主的龃龉、话题的重复、辩辞的

旁逸等等唯有在真实辩论中方才存在的现象。由此可以推断,该文所记载的,应该是一场或

数场真实发生过的辩论。这种独特的文章体式,可以用“反虚为实”一词加以概括。而这一

体式的形成,与魏晋时期盛行的清谈活动有着互为表里的密切联系。这也造成了《声无哀乐

论》一文拥有着浓郁的时代特征与强烈的“现场感”,当玄学衰歇之后,其存在的语境消失,地
位也随之日渐下降。《昭明文选》不选《声无哀乐论》,便体现了这一文学史演进的过程。

关键词:嵇康;声无哀乐论;反虚为实;清谈

《声无哀乐论》,是嵇康所著的一篇名文。嵇康本人,即以善于著论而驰名当世。《三国

志·王粲传》裴注引《魏氏春秋》曰:“康所著诸文论六七万言,皆为世所玩咏”,东晋时期,李
充在《翰林论》中也说:“研求名理而论生焉。论贵于允理,不求支离。若嵇康之论,成文矣”,
可见嵇康之论在当时享有的评价。就现存的魏晋时期的论说文而言,何晏、王弼诸人虽有一

些精妙的文字,可惜或断章残简,或篇幅短小。既持论谨严,析理绵密,又元气淋漓,文字酣

畅,能给人带来义理与文学双重的审美感受的,无疑当以嵇康为第一人。而嵇康现存的论说

文作品中,又以《声无哀乐论》的篇幅最长,所阐发的道理最为玄妙抽象。此文一出,就文学

而言,成了嵇康论说文的代表作①;就玄学而言,则成了“言家口实”②,在清谈场中大为流行,
在六朝时期发挥着持续的影响。

关于《声无哀乐论》的研究,学界已经有了很丰硕的成果。但恰如“声无哀乐”话题的“宛
转关生”,这篇名文值得探讨的地方亦复不少。比如,对于《声无哀乐论》所呈现出的颇具特

色的文章体式,似乎讨论得尚不充分。笔者认为,《声无哀乐论》的体式,第一,具有不小的迷

惑性,并不能以某些最为明显的特征来进行判断,而是必须深入到文章的义理结构中细细寻

①

②

如刘勰本着“选文以定篇”的标准,在《文心雕龙·论说》中选定的嵇康的代表作即是《声无哀乐

论》:“叔夜之辨声”。
《南齐书》卷三十三《王僧虔传》载王僧虔《诫子书》云:“且论注百氏,荆州《八帙》,又《才性四本》、

《声无哀乐》,皆言家口实,如客至之有设也。汝皆未经拂耳瞥目,岂有庖厨不脩,而欲延大宾者哉?”又《世
说新语·文学》载:“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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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第二,其与当时流行的清谈活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清谈对于《声无哀乐论》的影响,
不仅仅体现在文章内容上———这一点毋庸多议,同时还深刻地体现在文章的写作模式中。
而由这一点着手,我们不仅能够对《声无哀乐论》有进一步的理解,还可以借此还原出当时清

谈活动的某些样态,从而与《世说新语》以及《人物志》等文献相互印证。

一

对于《声无哀乐论》的体式,笔者愿意用四个字来加以概括,那就是“反虚为实”。
什么意思? 如果就直观的印象而言,《声无哀乐论》的体式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地方。

文中依托“秦客”与“东野主人”的问答,对于“声音有无哀乐”这一问题进行了往返的辩论。
而这种“虚设宾主”的文章体式,可以说是先秦,尤其是汉代以来非常常见的一种写作方式,
不仅仅运用在赋、七、对问、设论等文体中,在论说一类的文体中,亦不乏这样的写法。远如

东方朔的《非有先生论》,近如阮籍的《达庄论》等,均是如此。当然,与这些文章相较,《声无

哀乐论》毕竟有其独特之处。出于此,王京州先生将其称之为“问论体”,并对这一类文章的

体式进行了精当的概括:

  ……问论在传统论文设为宾主问答的基础上,有三方面的突破:一是问者不再只是

寥寥数语,仅仅给答者一个说话的借口;二是问答不再局限于一两个回合,在答者长篇

大论后便戛然而止;三是问者不再是临时竖起的草人,而逐渐演变成答者的劲敌。①

不过,王京州先生还是认为,《声无哀乐论》乃是虚托主客的:“事实上问答都是嵇康一个

人的主意,是他自己通过提出接踵而来的问题漏洞,从而再将其一一补全。”②换言之,所谓

“秦客”与“东野主人”,依旧只是嵇康为了说理方便而虚设的。甚至还有学者认为,虚设的这

一对主客,其实代表着嵇康思想的两个方面,如茅原先生在其《试谈嵇康的音乐思想》一文中

谈到的:“在《声文》(《声无哀乐论》)中的一主一客,都是嵇康的化身,嵇康在自问自答。”③是
不是如此呢?

应该说,在六朝时期,确实存在着不少自问自答的“问论体”论说文,如王京州先生继而

提及的范缜的《神灭论》、僧肇的《般若无知论》等,毫无疑问地符合王先生所列举的文体特

征。至于一般的虚应故事式的宾主问答,就更为常见了。在需要讨论比较深密的理论时,或
者只是单纯地为了渲染说理的气势,假托宾主都是一种相当方便的论说方式。但是,《声无

哀乐论》似乎并不一样。若细细寻绎辩论的理路与走向,我们不难发现一幅奇异的场景:激
烈的交锋开始之后,“秦客”曾一度占据优势,“东野主人”被迫以遁辞、游辞相支应;而“秦客”
则在形势大好的情况下,放弃了进一步的追问,两人陷入枝节的讨论中。有些时候,主客二

人进行着重复的讨论。而在讨论的尾声,“秦客”感到辩论的不利,甚至改弦易张,转而否认

①

②

③

王京州.魏晋南北朝论说文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28.
王京州.魏晋南北朝论说文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28.
茅原.试谈嵇康的音乐思想[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198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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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所共同承认的命题。于是主客在新的话题上,重新展开一番辩论。换言之,《声无哀乐

论》的辩论并不是一路高歌猛进的,像阮籍的《达庄论》那样,“缙绅之徒”最终“风摇波荡,相
视 脉,乱次而退, 跌失迹”;也并不像范缜的《神灭论》那样,讨论处处围绕论题的核心,一
步步地穷尽各个角落。相反的,文中所展现出的辩论场景,宛如两位武师的比武,虽然精彩

纷呈,但不时也有昏招和漏招,有时令观者恨不得捋袖上场。所以我非常怀疑,《声无哀乐

论》所记载的,乃是一场或数场真实发生过的清谈。换言之,嵇康虽然采用了“虚设宾主”的
形式,但“秦客”和“东野主人”都实有其人,两人曾发生过真实而激烈的辩论。这就是本文为

何将《声无哀乐论》的体式形容为“反虚为实”的原因。
要证明这一点,我们还必须从儒家传统的音乐理论谈起———这也是“东野主人”所竭力

攻击的对象。在最具代表性的《礼记·乐记》中,对于音乐的审视事实上分了两个不同的角

度与层次:一是本体论、生成论的角度,一是作用论、接受论的角度。就前者而言,《乐记》认
为“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音乐既然以人心为创作主体,通过其“感
于物”而产生,那么人心的哀、乐、喜、怒、敬、爱等等状态也就自然地凝结于音乐中,成为其属

性的一部分。所以《乐记》接下来论道:“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

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

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换言之,音乐的哀乐属性在其生成过程中就已经确定,并无待于听

者的感受。而就后者而言,这种具备了哀乐、爱敬等等属性的音乐一旦演奏,根据同类相感

的原理,又能反过来触发听者的类似情绪。《乐记》中说道:“是故志微、噍杀之音作,而民思

忧。啴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

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
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这两个角度一体一用,相济相成,故而就生成论而言,声有哀乐

固无疑问,就接受论而言,又可推衍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道理。①

这一主张,无疑是长期以来的通论,故“秦客”在辩论的一开始,就指出“哀思之情,表于

金石;安乐之象,形于管弦”乃是“已然之事,先贤所不疑”,向“东野主人”提出问难。平心而

论,对于这一理论,我们可以质疑其“移风易俗”的有效性,但是,如果连音乐包含哀乐这一点

都要反驳的话,可以说立论是相当困难的。而“东野主人”的第一番,也是最重要的一番回

应,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
第一,在发生论层面上,为音乐的本源设立一个与传统学说完全不同的本体论根源。以

下一段文字,可以说是理解嵇康音乐理论的关键所在:

  夫天地合德,万物资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为五色,发为五音;音声之作,其
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虽遭遇浊乱,其体自若而不变也。岂以爱憎易操、
哀乐改度哉?②

①

②

一般认为,《礼记·乐记》篇并非出于一人之手,文中观点也有旁杂歧出之处。此处只是就其理论

体系的主干而言。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97.(本文引用《声无哀乐论》,以这一版本

为主,异文根据书中校注择善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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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声音并非来自人心所感,而是由“天地”“五行”生发而出,“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
那么就其本体与生发过程而言,也就显然谈不上什么哀乐的属性。这种理论我们并不陌生,
阮籍在其《乐论》中就提出“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不过阮籍囿于成见,并未将其思路

再往前推衍一步。
第二,从这一立场出发,“主人”继而提出了《声无哀乐论》中最核心的一个论点:音声之

无常。我们来看如下的一段话:

  及宫商集比,声音克谐,此人心至愿,情欲之所钟。古人知情不可恣,欲不可极,故
因其所用,每为之节,使哀不至伤,乐不至淫;因事与名,物有其号:哭谓之哀,歌谓之乐,
斯其大较也。然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 因兹而言,玉帛非礼

敬之实,歌哭非悲哀之主也。夫殊方异俗,歌哭不同。使错而用之,或闻哭而欢,或听歌

而戚,然而哀乐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而发万殊之声,斯非音声之无常哉?①

通观全文,“东野主人”在立论时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策略,即以充类至尽的相对性与不确

定性,破除惯常的种种说法。这一段话中,“主人”将这一辩论方法运用得淋漓尽致。第一

步,“主人”提出,我们惯常的看法是“哭谓之哀,歌谓之乐”,仿佛“哭”与“歌”这一类型的声音

之中,天生内蕴着哀乐的属性。这是先树立了一个靶子。但第二步,“主人”提出,由于文化

场域的不同,具有类似哀乐情绪的人,发出的声音可能完全是倒错的,这就是所谓的“殊方异

俗,歌哭不同”,“用均同之情,而发万殊之声”。第三步,“主人”继而提出“使错而用之,或闻

哭而欢,或听歌而戚”。“错”,戴明扬先生引《毛传》解释为“杂”。错而用之,即是杂而用之。
“主人”指出,若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汇聚一处,必然有些人对于声音的反应偏离我们惯常的

认识,“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戚”。这便由生成论的层面,又转入了接受论的层面。综合以

上几点,“东野主人”指出,我们惯常认为具有哀乐属性的声音,只不过是某种约定俗成的表

达方式罢了。随着文化场域的转换,其表达与接受,都充满着偶然性与不确定性。由此,“主
人”指出“歌哭非悲哀之主”,证得了“音声之无常”的结论。

第三,但是在现实中,我们真实的体验是有些音乐令人欢乐,有些音乐则令人哀伤,这种

感觉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在这里,“主人”借用了《庄子·齐物论》中“吹万不同”这一典故来

解释:“夫哀心藏于内,遇和声而后发。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无象

之和声,其所觉悟,唯哀而已。岂复知‘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哉?”在嵇康看来,声音既然托

体取象于天地,自然可以比拟为“大块噫气”之风,众人原有的心境便好比形态不同的众窍

穴,在“无象之和声”的吹拂下,产生出各个不同的反映。这便在原理上进一步论证了上文提

出的“错而用之,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戚”,窍穴各有不同,但“大块噫气”却未曾有别。
第四,儒家的音乐理论中,还有“采诗观风”的说法,存在着“季札观乐”这样的传说。如

果音乐仅有“善与不善”的区别,没有哀乐,没有情绪,那么这样的说法又是如何成立的呢?
“主人”的解释是:传统的、与诗歌相配合的音乐,有“言比成诗”和“声比成音”两个部分。所

谓“观风”,其实观的是“言”,得知歌者疾苦也是由于“言”,即歌辞的部分。至于音乐,其实起

不到这个作用。

①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97-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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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嵇康的辩论是相当巧妙的:任何看似坚固的论点,都只能在特定的范围内成立,
并有着某些预设的前提。而嵇康最擅长的一点,便是以釜底抽薪的手段将这些范围与前提

统统破坏掉,以显示出对手论点的不足取。若就渊源而论,这也是《庄子》中经常出现的一种

论辩术。① 但是,这种方法也有不足,那便是长于破论,而拙于立论。如“主人”所强调的“用
均同之情,而发万殊之声”,在理论层面上固然无错。但我们讨论任何声音,无论从哪个层次

出发,总归是在某一特定的文化场域内进行的。彻底抛开这一点,采用极端的相对主义的立

场,只能使一切具体的讨论都无法进行下去。于是,“东野主人”在接下来的辩论中,非常明

智地将接受论作为立论的重心。如在上述第三点立论中,便采用了“吹万不同”这一譬喻,不
仅强调音乐在接受过程的千人千面,更引出了“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这一结论,从而否认

哀乐与音乐的本质性关联。又如在第一番回应的末尾,嵇康运用名家的手段,强调“哀乐”与
音乐之间“外内殊用,彼我异名”:

  夫味以甘苦为称,今以甲贤而心爱,以乙愚而情憎,则爱憎宜属我,而贤愚宜属彼

也。可以我爱而谓之爱人,我憎而谓之憎人,所喜则谓之喜味,所怒而谓之怒味哉? 由

此言之,则外内殊用,彼我异名。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

感,则无系于声音。名实俱去,则尽然可见矣。②

足可见嵇康的立论策略,已逐渐偏重于从接受者的立场出发,论证音乐的哀乐只不过是

听者情感的投射,而并非自身本有的属性。不过,这一立论虽然巧妙,却也并非金城汤池。
最大的命门在于,将音乐的本体完全归结为“天地合德,万物资生”毕竟是有问题的,具体音

乐作品的产生,终究有赖于人的创作。而作者的哀乐喜怒等情绪,随着其创作音乐的过程,
不免留存于作品之中。这种哀乐的属性,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无待于赏鉴,无待于证明,乃
是本然存在的。嵇康强调四方风俗不同,鉴赏各异,有可能出现“歌哭不同”“闻哭而欢”的情

况。这固然无错,从听者的角度,当然可以说是“吹万不同”。但是,难道以歌者、哭者的角度

出发,亦不能确定其自身的哀乐吗? 换言之,从发声者那里,声音的悲欢便已具有了某种内

在的规定。至于能否被人感同身受,这已经是另一层面的问题了。“秦客”若要对“东野主

人”的立论进行攻击,这无疑是最好的突破口。
于是,我们看到了在第二番辩论中,“秦客”果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心动于中,而声出于

心”,并指出“心戚者则形为之动,情悲者则声为之哀,此自然相应,不可得逃”。这一主张,明
显本于《乐记》所再三致意的“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按理说,这是一个很难驳斥的意见。
若嵇康真是虚设宾主,借此步步完善自己的理论,这也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但就在这番辩

论中,吊诡之处出现了:“秦客”作为辩论的一方,开始不断地犯低级错误。我们不妨先来看

一下“秦客”完整的问难:

①

②

如《庄子·齐物论》:“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鰌然乎哉? 木处则惴栗恂惧,猨猴然乎哉? 三者孰知正

处? 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虮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 猿犹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

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9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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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客难曰:“八方异俗,歌哭万殊,然其哀乐之情,不得不见也。夫心动于中,而声出

于心。虽托之于他音,寄之于余声,善听察者,要自觉之不使得过也。昔伯牙理琴而钟

子知其所志;隶人击磬而子产识其心哀;鲁人晨哭而颜渊审其生离。夫数子者,岂复假

智于常音,借验于曲度哉? 心戚者则形为之动,情悲者则声为之哀。此自然相应,不可

得逃,唯神明者能精之耳。夫能者不以声众为难,不能者不以声寡为易。今不可以未遇

善听,而谓之声无可察之理;见方俗之多变,而谓声音无哀乐也。”又云:“贤不宜言爱,愚
不宜言憎。然则有贤然后爱生,有愚然后憎成,但不当共其名耳。哀乐之作,亦有由而

然。此为声使我哀,音使我乐也。苟哀乐由声,更为有实,何得名实俱去邪?”又云:“季
子采《诗》观礼,以别《风》《雅》;仲尼叹《韶》音之一致,是以咨嗟。是何言欤? 且师襄奏

操,而仲尼睹文王之容;师涓进曲,而子野识亡国之音。宁复讲诗而后下言,习礼然后立

评哉? 斯皆神妙独见,不待留闻积日,而已综其吉凶矣;是以前史以为美谈。今子以区

区之近知,齐所见而为限,无乃诬前贤之识微,负夫子之妙察邪?”①

如前文所论,“心动于中,而声出于心”是这番问难的关键之处。换言之,从现实的生成

论的角度讨论音乐,方是“秦客”在辩论中最大的优势。遗憾的是,“秦客”似乎意识不到这一

点,话锋一转,继而强调“善听察者,要自觉之不使得过也”,“夫能者不以声众为难,不能者不

以声寡为易”,这便又回到了嵇康所擅胜的接受论的领域。更令人抚膺的是,“秦客”进而谈

到“哀乐之作,亦有由而然。此为声使我哀,音使我乐也”,而并不继续以“情悲者则声为之

哀”的生成论的立场来定义音乐的哀乐属性。这更是自乱阵脚,且授人以柄。“秦客”这种彼

我不分的混乱,一直贯穿了整场辩论的始终。除此之外,“秦客”在这番辩论中还有另一处失

误,那便是过分依赖传说中的事例,如师襄奏操、师涓进曲等等,以之证明自己的理论。但问

题在于,这些事例所传达的内容,往往存在着自相矛盾、扞格难通之处。于是,我们看到“东
野主人”迅速地抓住了这些失误,进行了犀利的回击:

  主人答曰:“难云:虽歌哭万殊,善听察者要自觉之,不假智于常音,不借验于曲度,
钟子之徒云云是也。此为心悲者,虽谈笑鼓舞,情欢者,虽拊膺咨嗟,犹不能御外形以自

匿,诳察者于疑似也。尔为已就声音之无常,犹谓当有哀乐耳。”又曰:“季子听声,以知

众国之风;师襄奏操,而仲尼睹文王之容。案如所云,此为文王之功德,与风俗之盛衰,
皆可象之于声音:声之轻重,可移于后世;襄涓之巧,能得之于将来。若然者,三皇五帝,
可不绝于今日,何独数事哉? 若此果然也。则文王之操有常度,韶武之音有定数,不可

杂以他变,操以余声也。则向所谓声音之无常,钟子之触类,于是乎踬矣。若音声无常,
钟子触类,其果然邪? 则仲尼之识微,季札之善听,固亦诬矣。此皆俗儒妄记,欲神其事

而追为耳,欲令天下惑声音之道,不言理以尽此,而推使神妙难知,恨不遇奇听于当时,
慕古人而自叹,斯所以大罔后生也。夫推类辨物,当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定,然后借古

义以明之耳。今未得之于心,而多恃前言以为谈证,自此以往,恐巧历不能纪。”②

①

②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200-202.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20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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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细寻绎这一段辩论的理路,不难发现“主人”对于“声出于心”“情悲者则声为之哀”这
一核心问题几乎没有任何回应,而是抓住了“秦客”在言辞与例证上的纰漏,进行穷追猛打。
比如在前半部分,“秦客”不加择取地承认了“歌哭万殊”这一命题,“主人”便立刻以归谬法加

以攻击,指出“秦客”在已经承认“声音之无常”的前提下,又主张声有哀乐,这是明显的自我

矛盾。而在后半部分,“主人”则指责“秦客”所举的一干例证,根本就是扞格不通的,乃是“俗
儒妄记,欲神其事而追为”。在此基础上,“主人”还进而对“秦客”的辩论习惯提出了一个总

的批评:“夫推类辨物,当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定,然后借古义以明之耳。今未得之于心,而
多恃前言以为谈证,自此以往,恐巧历不能纪。”应该承认,“东野主人”的这一番言辞相当精

彩,从辩论策略上看,也是相当高明的。但吊诡之处在于,这一回合的交锋,并未触及最核心

的问题,并未将“声无哀乐”这一命题向更深密处推进;就具体情形而言,反而更像是一位高

明的辩手,针对着对方时有疏漏的表达,百般地寻瑕伺隙。就真实的辩论场合而言,这无疑

是很精彩的一个回合,但若嵇康的目的在于“虚设宾主”以推衍文义,“秦客”“主人”皆是作者

的分身,那么这些遗憾的失误、精彩的攻击便都显得不可理解了。这种感觉,随着双方辩论

的持续进行,还将变得愈发明显。比如,我们来看“秦客”的第三番问难:

  秦客难曰:“夫观气采色,天下之通用也。心变于内而色应于外,较然可见,故吾子

不疑。夫声音,气之激者也。心应感而动,声从变而发。心有盛衰,声亦隆杀。同见役

于一身,何独于声便当疑邪! 夫喜怒章于色诊,哀乐亦宜形于声音。声音自当有哀乐,
但暗者不能识之。至钟子之徒,虽遭无常之声,则颖然独见矣,今蒙瞽面墙而不悟,离娄

昭秋毫于百寻,以此言之,则明暗殊能矣。不可守咫尺之度,而疑离娄之察;执中庸之

听,而猜钟子之聪;皆谓古人为妄记也。”①

很显然,此番问难与第二番问难在主旨上基本一致,只不过“秦客”提出“心变于内而色

应于外,较然可见”,增加了一个触类旁通式的例证而已。而“秦客”所犯的失误,与上一番辩

论也是大同小异,依旧是在申明了“心应感而动,声从变而发。心有盛衰,声亦隆杀”的主张

之后,将话题回转到“声音自当有哀乐,但暗者不能识之”这一接受论的层面上来。不过,在
这一回合中,“东野主人”并未采取完全回避的态度,但却给出了一个带有强烈诡辩色彩的回

答:

  主人答曰:“难云:心应感而动,声从变而发,心有盛衰,声亦降杀,哀乐之情,必形于

声音,钟子之徒,虽遭无常之声,则颖然独见矣。必若所言,则浊质之饱,首阳之饥,卞和

之冤,伯奇之悲,相如之含怒,不占之怖祗,千变百态,使各发一咏之歌,同启数弹之微,
则钟子之徒,各审其情矣。尔为听声者不以寡众易思,察情者不以大小为异,同出一身

者,期于识之也。设使从下出,则子野之徒,亦当复操律鸣管,以考其音,知南风之盛衰,
别雅、郑之淫正也?”②

①

②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205-206.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206-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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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说这一番回应是诡辩? 我们通常所认同的“声有哀乐”,并不是指人类的情绪,会反

映到其所发出的所有声音之中。只有当人们将某种类型的声音,或是音乐,或是单纯的歌、
哭,当作表达与抒发的手段时,这种声音才染有哀乐的色彩。这一前提,本来是不辩自明的。
但是,中国古人在讨论问题时,哪怕是在名学复兴的魏晋时代,都极少去做这么一番界定定

义、循名责实的工作。“东野主人”正是钻了这样一个空子:既然“秦客”坚持声音包含着哀

乐,那么随意发出的声音也有哀乐吗? 打嗝放屁也有哀乐吗? “主人”正是以这种“充类至义

之尽”的方法来反驳“秦客”“哀乐亦宜形于声音”的主张。接下来,“主人”还打了一个甚是不

伦的比方:

  夫食辛之与甚噱,薰目之与哀泣,同用出泪,使狄牙尝之,必不言乐泪甜而哀泪苦,
斯可知矣。何者? 肌液肉汗,踧笮便出,无主于哀乐,犹簁酒之囊漉,虽笮具不同,而酒

味不变也。声俱一体之所出,何独当含哀乐之理也?①

这第三番辩论,就其所涉及的义理而言,与之前的一个回合几乎完全是重复的,只不过

是“秦客”觉得“主人”的回答理有未安,故以类似的论据再次发起了诘难。而“主人”的回答,
则不复上一番往返时的巧妙,多了不少强词夺理的意味。以上所列举的反驳之辞与所打的

比方,用孟子的话来说,便是明显的“诐辞”与“遁辞”。若“秦客”能意识到其中的关窍,察其

所蔽,知其所穷,那么下一回合的辩论,将成为整场讨论胜负的关键所在。令人扼腕的是,
“秦客”对于辩论的要害所在,似乎完全把握不住。于是在接下来的一轮交锋中,原本有利的

形势急转直下,变成了一边倒的情形。以下,是“秦客”的第四番问难:

  秦客难曰:“虽众喻有隐,足招攻难,然其大理,当有所就。若葛卢闻牛鸣,知其三子

为牺;师旷吹律,知南风不竞,楚师必败;羊舌母听闻儿啼,而审其丧家。凡此数事,皆效

于上世,是以咸见录载。推此而言,则盛衰吉凶,莫不存乎声音矣。今若复谓之诬罔,则
前言往记,皆为弃物,无用之也。以言通论,未之或安。若能明斯所以,显其所由,设二

论俱济,愿重闻之。”②

如果说之前的两番辩论,只是在义理上存有重叠之处,那么“秦客”这一轮新的问难,只
能说是毫无意义的大卖破绽了。此番问难,其一,完全游离了“声音有无哀乐”这一辩论的主

题,转而讨论声音与“盛衰吉凶”的关系;其二,更重要的是,这种依赖虚无缥缈的“前言往记”
的论辩方法,之前便已遭到了“东野主人”在方法论层面上的批判:“今未得之于心,而多恃前

言以为谈证,自此以往,恐巧历不能纪。”再次使用这种手段,只显出“秦客”的黔驴技穷。对

于此,“主人”做出了如下的回应:

  主人答曰:“吾谓能反三隅者,得意而忘言,是以前论略而未详。今复烦循环之难,

①

②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207-208.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20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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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不自一竭邪?”①

“秦客”的问难,被“主人”直截了当地称为“循环之难”。言下之意,即指责对手再次拿出

已被破除的陈言腐谈来浪费时间。接下来,“主人”采用了类似于《论衡》“疾虚妄”的手段,将
这些“前言往记”一一驳倒,其过程毋庸赘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轮水平陡降的辩论,再次

映射出了《声无哀乐论》“反虚为实”的体式特征:如果整场辩论真是嵇康一手虚拟的,“秦客”
真是作者的分身之一,为何会出现主题的游移? 又为何会出现这种拙劣的“循环之难”? 只

有将以上的言辞交锋,还原到某场或数场真实发生过的清谈之中,这些现象才能得到合理的

解释。类似的证据,后文中还将不断出现。比如,“秦客”的第五番问难:

  秦客难曰:“吾闻败者不羞走,所以全也。吾心未厌而言,难复更从其余。今平和之

人,听筝笛琵琶,则形躁而志越;闻琴瑟之音,则听静而心闲。同一器之中,曲用每殊,则
情随之变:奏秦声则叹羡而慷慨;理齐楚则情一而思专,肆姣弄则欢放而欲惬;心为声

变,若此其众。苟躁静由声,则何为限其哀乐,而但云至和之声,无所不感,托大同于声

音,归众变于人情? 得无知彼不明此哉?”②

平心而论,要立住“声无哀乐”这样一个命题,实在是很困难的。“东野主人”的这一尝

试,即便到了整场辩论结束的时候,也不能说完全成功。但是,就两人辩论时具体的攻守情

形而言,“秦客”相对于“东野主人”,第一,理论能力相差甚巨。这一点,在前几番的辩论中已

经显露无遗。第二,反应极慢。这一点,则在第五、六、七三轮的辩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秦客”在之前的交锋中每每出师不利,一则因为老是在“能察不能察”这一类接受论的话题

上打转,二则是因为不假思索地承认了“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戚”这一由“主人”提出的命

题,结果如陷泥淖,动辄得咎。“闻哭而欢”的情况自然是存在的,但是“主人”将其绝对化了,
并将其表现成倍地夸大。事实上,在同一个文化场域之内,对于音乐的体会总是有相近之处

的,不可能人人皆殊。但“秦客”虽然吃尽了苦头,却直到整场辩论进入尾声的时候,才渐渐

意识到这一点,并试图对“主人”展开某种程度的反击。接下来的三番问难,其实都是这个用

意。但是,这一一言而决的道理,“秦客”依旧无法爽快利落地将其提出。第五番问难中,用
的是一个温吞吞的类比法,提出音乐既然能够引发听者大致类似的“躁静”的反映,为何在

“哀乐”这一点上独独不同呢? “苟躁静由声,则何为限其哀乐?”对此,“东野主人”做了如下

的回答:

  ……(声音)皆以单、复、高、埤、善、恶为体,而人情以躁、静专、散为应。譬犹游观于

都肆,则目滥而情放;留察于曲度,则思静而容端。此为声音之体,尽于舒疾。情之应

声,亦止于躁静耳。……躁静者,声之功也;哀乐者,情之主也。不可见声有躁静之应,
因谓哀乐者皆由声音也。③

①

②

③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209.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214-215.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216-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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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逻辑而言,面对类比式的论证,只要攻击其类比关系的有效性,对方的论点也就豁然

瓦解了。“东野主人”对于“秦客”的反驳,正是采取了这一策略。而紧接着,“主人”又罗列了

一个例证,以证明“闻哭而欢”“听歌而戚”的情况确实存在:“夫会宾盈堂,酒酣奏琴,或忻然

而欢,或惨尔而泣,非进哀于彼,导乐于此也。其音无变于昔,而欢戚并用,斯非‘吹万不同’
邪?”①,再次重申了这是由于“无象之和声”吹拂“有主之心”所引起的。照理说,“主人”的这

一论据,完全是对第一番辩论的重复,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随着这一事例得出,“秦客”又被

不由自主地牵着跑了。其第六番问难,完全围绕着这一事例在进行:

  秦客难曰:“论云:猛静之音,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发,是以酒酣奏琴而欢戚

并用。此言偏重之情先积于内,故怀欢者值哀音而发,内戚者遇乐声而感。夫音声自当

有一定之哀乐,但声化迟缓不可仓卒,不能对易。偏重之情,触物而作,故今哀乐同时而

应耳;虽二情俱见,则何损于声音有定理邪?”②

相对于整场辩论的主题,这无疑已经是细枝末节的讨论了。更要命的是,“秦客”居然接

受了这一极具个别性的场景,并试图在其中找出对自己有利的解释。这一回合辩论的胜负,
也就不问可知了。终于,在第七番问难中,“秦客”似乎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展开了在整场辩

论的后半段中最有效的一次攻击:

  秦客难曰:“论云:酒酣奏琴而欢戚并用。欲通此言,故答以偏情感物而发耳。今且

隐心而言,明之以成效。夫人心不欢则戚,不戚则欢,此情志之大域也。然泣是戚之伤,
笑是欢之用。盖闻齐、楚之曲者,唯睹其哀涕之容,而未曾见笑噱之貌。此必齐、楚之

曲,以哀为体,故其所感,皆应其度量;岂徒以多重而少变,则致情一而思专邪? 若诚能

致泣,则声音之有哀乐,断可知矣。”③

这一番问难,可以说是整场辩论中极富趣味的一个闪光点。一开始,“秦客”说“论云:酒
酣奏琴而欢戚并用。欲通此言,故答以偏情感物而发耳”,意思是说:由于你提出了“酒酣奏

琴而欢戚并用”这个事例,我才姑且用“偏情感物”这一说法来进行解释。言下之意,上一番

辩论,我只是姑妄言之而已。在“闻哭而欢”这个命题提出了六轮之后,“秦客”终于意识到这

一论点对自己不利,从而试图改弦更张。这就好比下了一整盘臭棋的棋手,终于想到要从头

悔棋。这也是为何在前文中,笔者诟病“秦客”在辩论中反应极慢。悔棋之后,“秦客”继而指

出:“盖闻齐、楚之曲者,唯睹其哀涕之容,而未曾见笑噱之貌。”换言之,秦客终于意识到,“闻
哭而欢”“听歌而戚”终归是个别的现象,孟子所说的“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
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方才是现实世界的常态,并由此得出了“此必齐、楚之曲,以
哀为体,故其所感,皆应其度量”的结论。

应该说,对于“吹万不同”“欢戚并用”的主张而言,这是一次很有力的攻击,但尚未达到

①

②

③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217.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217-218.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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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的程度。究其原因,还在于“秦客”偏弱的思维能力。“秦客”无法从理论的根源上说明

这个问题,只是下意识地觉得理有未惬,于是只能“明之以成效”,即以一个个具体的例证,对
“东野主人”进行就事论事的问难。包括之前广泛地征引“前言往记”,体现的都是“秦客”这
种偏于具体、弱于抽象的思维思维模式。对于这一次攻击,“主人”回答道:“乐之应声,以自

得为主;哀之应感,以垂涕为故。垂涕则形动而可觉,自得则神合而无忧,是以观其异而不识

其同,别其外而未察其内”,以“哀乐表现有显隐不同”这一论点化解了“秦客”的最后一次攻

击。自此之后,“秦客”彻底投降,最后一轮问答,已经是“东野主人”对“秦客”的单方面教育,
此处也就不必一一提及了。这场一波三折,动人心魄的清谈,至此告一段落。

二

以上,笔者对《声无哀乐论》一文的义理结构,进行了一番大致的梳理。与学界已有的研

究成果不同,笔者的目的并不在于阐发嵇康的音乐或是美学思想,而在于透过文中所记载的

辩论进程,探讨这篇名文在体式上的真实面目。我认为,就文章所记载的辩论情形来看,这
无论如何不可能是嵇康的“虚设宾主”之辞。所谓“虚设宾主”,其体式的特征绝不仅仅在于

戏拟出一些人物的名目,如“西都宾”“东都主人”“先生”“缙绅之徒”等等,而更在于宾主之间

必然是配合无间的。如东方朔的《非有先生论》中,“吴王”是“非有先生”欲迎还拒,欲语还休

的搭档;《达庄论》中的“缙绅之徒”,则是“先生”“徘徊翱翔,迎风而游”高妙身姿的反衬。由

于作者一人分饰两角,这也是理所必然出现的情形。甚至是嵇康与向秀就“养生”话题所展

开的辩论,虽然辩论双方都实有其人,但如《晋书》卷四九《向秀传》所载,向秀的问难,乃是

“欲发康高致也”。故《养生论》《难嵇叔夜养生论》《答向子期难养生论》这一系列文章,其“虚
设”的气味反而都比《声无哀乐论》浓厚得多。比如,我们来看向秀在《难嵇叔夜养生论》中提

出的两段问难:

  又云“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未尽善也。若信可然,当有得

者。此人何在? 目未之见。此殆影响之论,可言而可不得。①

且生之为乐,以恩爱相接,天理人伦,燕婉娱心,荣华悦志,服食滋味,以宣五情;纳
御声色,以达性气,此天理之自然,人之所宜、三王所不易也。今若舍圣轨而恃区种,离
亲弃欢,约己苦心,欲积尘露,以望山海,恐此功在身后,实不可冀也。纵令勤求,少有所

获,则顾影尸居,与木石为邻,所谓不病而自灾、无忧而自默、无丧而疏食、无罪而自幽,
追虚徼幸,功不答劳,以此养生? 未闻其宜。故相如曰:“必若欲长生而不死,虽济万世

犹不足以喜。”言背情失性,而不本天理也。长生且犹无欢,况以短生守之邪?②

《养生论》中所提出的养生理论,存在着两个最大的问题:第一,“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
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是不是真的可能? 若可能,“此人何在”? 第二,即便可以长生,但文

①

②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65.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6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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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提倡的“清虚静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不营……识厚味之害性,故弃而弗

顾”的生活状态,是否符合人的天性? 若违背人之本性,“追虚徼幸,功不答劳”,“不病而自

灾”“无罪而自幽”所求得的长生,又是否有价值? 于是我们看到,向秀果然就这两个问题,向
嵇康提出了针锋相对的问难。这也是向秀本着人间立场,对嵇康高蹈物外式的养生理论所

做的质疑。但是,这并未导致嵇康的理屈词穷,反而借此机会,将《养生论》中虽已提出,但阐

发未尽的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挥。比如关于养生“功不答劳”的问题。嵇康指出,何为功、
何为劳、何为得、何为失,并不存在某个一成不变的标准:“苟嗜欲有变,安知今之所耽,不为

臭腐;曩之所贱,不为奇美邪?”①故而向秀所标举的种种“生之为乐”,不过是“无主于内,借
外物以乐之”而已,远谈不上什么“三王所不易”的“天理之自然”。除此之外,嵇康还一一回

答了尧、孔等圣人缘何不能长生,五谷与“上药”孰优孰劣,长生者为何不为世人所见等等偏

于细节的问题,将《养生论》迫于立论体例,无法一一详及的内容尽皆补齐。对于这样一番往

返辩论,牟宗三先生曾有这样的评价:

  康之答难,几每句予以开导辩白,辞不惮烦,思理绵密。自今观之,本有许多不必置

答者而亦一一辩示。此可谓以思辨为乐者,甚可贵也。②

嵇、向二人的“以思辨为乐”固不待言,而若将三篇合观,更可发现两人的辩论进行得极

其有条理,可谓攻之有术,守之有道,同时在义理结构上,也显得非常之齐整。这不仅因为向

秀撰文原本就出于“欲发康高致”的目的,同时也得益于向秀本人就是玄论高手,故能与嵇康

配合无间,使得嵇康的“高致”得以完满地抒发。若与《声无哀乐论》比较而言,嵇、向的养生

三论完全可以称之为“反实为虚”。
类似的例子还有范缜的《神灭论》。根据傅恩、马涛二位先生的考证,范缜在齐、梁两朝,

曾经发表过两个版本不同的《神灭论》③,每一次发表,都曾经引起大规模的围攻。如在梁

代,笃信佛教的梁武帝曾组织大批僧众及士人与范缜进行辩论,参与人数有六十二人,往返

文章有七十五篇之多,堪称中国哲学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从这个角度上说,《神灭论》无疑

是现实辩论的产物,其本身也是以“问曰”“答曰”这一极其简练的形式呈现的,不再采用“秦
客”“主人”等戏拟的人名。故从文体特征上看,该文极像是现实辩论的真实记载。但是,我
们一旦深入到《神灭论》的义理结构中去,便不难发觉其太有条例,太过整饬。辩论由“神形

之别”“刃利之喻”入手,继而争辩“凡圣之殊”“宗庙之飨”,最终收束于“知此神灭,有何利用”
的讨论。文中无论问答,都极简洁明快,一击即退,绝不拖泥带水,且均以主张“神灭”的一方

获胜。就情理而论,也绝难相信这是真实清谈中的场景。果然,如梁武帝在《敕答臣下神灭

论》中所云:

  位现致论,要当有体;欲谈无佛,应设宾主。标其宗旨,辩其短长;来就佛理,以屈

①

②

③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89.
牟宗三.才性与玄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87.
傅恩,马涛.范缜《神灭论》发表年代的考辨[J].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1):8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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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理。①

这便是梁武帝命令范缜修改文体,以“应设宾主”的形式阐发己意的证据。而梁代曹思

文在《难神灭论》一文中,也将《神灭论》的体式形容为“自设宾主”②。故《神灭论》虽然肇源

自真实的辩论,文中的某些问难,极可能是范缜在现实辩论中遭遇过的。但是,这些问难与

回答呈现在《神灭论》一文中时,早已经过了作者大动干戈的浓缩与改写,游辞与枝节之辞,
已被芟夷得干干净净。故诚如曹思文所云,《神灭论》的体式亦属于“自设宾主”,从某种角度

来说,同样可以称之为“反实为虚”。只不过嵇康、向秀的养生三论之虚,来自于搭挡间的互

相配合;而《神灭论》之“虚”,则来自于作者对于现实场景的大规模改造。而宾主之间的配合

无间,则是二者的共同之处。与这些文章相比,《声无哀乐论》所显示出的宾主的龃龉以及辩

词的旁逸斜出,无疑都是非常明显的。牟宗三先生在盛赞完嵇康的《养生论》与《答向子期难

养生论》之后,对于《声无哀乐论》却有这样的批评:

  嵇康……随时滑转,故其论辩多不如理,而亦终不能惬难者之心也。此文自是自设

难答。既自设难答,而不能肯切径直,可见其思理并未臻至周匝圆熟。此文之论点,似
是涉及存有、体性、关系、普遍性、特殊性、具体、抽象等所成之思想格局。吾人于此可见

凡牵涉到此一格局之问题或论辩,中国之学人似大抵皆不行。此一套是“存有形态”或
“客观性形态”之格局,乃西方学术之所长,中国传统思想中并无此格局。嵇康论声乐,
以其哲学之心灵突接触到此格局,自不能精透。……此文后面尚有五、六、七难及答,多
纠缠无谓,故不录。③

《声无哀乐论》最后几番问答的流于枝节,前文已经做了阐释。牟宗三先生则将其归结

为嵇康的“随时滑转”“纠缠无谓”,并认为这是缘于中国哲学在先天性格上的不足。这固然

是一种解释。但是,若认识到《声无哀乐论》其实是某一场或数场清谈的真实记录,这种“随
时滑转”“纠缠无谓”现象的出现也就非常容易理解了:偶有失误,偶有偏题,甚至主旨旁落,
双方陷入口舌之争的情况,原本就是在现实的清谈中经常发生的。那些太过清醒,太过整

饬,宛如事先排练的问答,反而不大可能出现在真实的辩论中。这一点,但凡参与过辩论活

动的人,应该都不难体会。而作为魏晋清谈最宝贵资料的《世说新语》,其中亦记载了不少类

似的情形,此处不妨援引数条,以兹证明。如《世说新语·文学》篇载:

  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每至共语,有争而不相喻。裴冀州释二家之义,通彼

我之怀,常使两情皆得,彼此俱畅。
张凭举孝廉出都,负其才气,谓必参时彦。欲诣刘尹,乡里及同举者共笑之。张遂

诣刘。刘洗濯料事,处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张欲自发无端。顷之,长史诸贤来

清言。客主有不通处,张乃遥于末坐判之,言约旨远,足畅彼我之怀,一坐皆惊。

①

②

③

刘立夫,魏建中,胡勇.弘明集[M].上海:中华书局,2013:638.
刘立夫,魏建中,胡勇.弘明集[M].上海:中华书局,2013:619.
牟宗三.才性与玄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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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清谈中出现了“客主有不通”“有争而不相喻”的情况,亦即辩论双方,一时均无法顺畅

理解对方的旨意。这时,若有人能“通彼我之怀”,那么“两情皆得,彼此俱畅”,足以传为美谈。然

而不难想象,清谈中始终“不通”“不相喻”的情况,势必也是大量存在的。又《文学》篇载:

  殷中军尝至刘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出,游辞不已,刘亦不复答。殷去后,乃云:
“田舍儿强学人作尔馨语。”

“殷理小出,游辞不已”,这便是在辩论中已呈劣势,却以种种游离的言辞相支应的情况。
《声无哀乐论》中“东野主人”的第三番回答,便略有此嫌。又如《文学》篇载:

  支道林、殷渊源俱在相王许。相王谓二人:“可试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渊源崤、函之

固,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辄远之;数四交,不觉入其玄中。相王抚肩笑曰:“此自是其胜

场,安可争锋!”

“才性论”乃是殷浩的“崤、函之固”,故支遁在清谈开始之初,避开了这一话题,但是“数
四交,不觉入其玄中”,可见两人又陷入“才性论”有关的辩论中。很明显,这场辩论已经发生

了主题的游移。又如《文学》篇所载:

  许掾年少时,人以比王苟子,许大不平。时诸人士及林法师并在会稽西寺讲,王亦

在焉。许意甚忿,便往西寺与王论理,共绝优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许复执王理,王
执许理,更相覆疏,王复屈。许谓支法师曰:“弟子向语何似?”支从容曰:“君语佳则佳

矣,何至相苦邪? 岂是求理中之谈哉?”

这两番互为宾主的辩论,许询全部大获全胜,支遁却批评他的辩论不是“求理中之谈”。换言

之,许询的清谈,其目的在于辩论的胜利而非探讨玄理,清谈成为了单纯的辩论技巧的展示。不

过,清谈作为士族的游戏,展示思辨之巧、言辞之利原本便是题中之义。《声无哀乐论》的第二番

问答,如前文所论,嵇康便展示了其高妙的辩论技巧。最后,同样是《文学》篇所载:

  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

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语孙曰:卿莫作强口马,我当穿卿

鼻。孙曰:卿不见决鼻牛,人当穿卿颊。

这更是在激烈的辩论之后,宾主已经不满足于理论与言辞的争胜了,双方出于激动的情

绪,开始恶语相向。以上所列举的种种情形,当然不能说是清谈中最精彩的部分,但却是与

清谈相随始终的必然现象。在高手的辩论中,如《庄子·齐物论》所云:“其发若机栝,其司是

非之谓也;其留如诅盟,其守胜之谓也”,局势瞬息万变,双方均待机而动,乘隙而进,相同的

辩题很自然地表现为千姿百态的不同场景。而这一点,也正是清谈的最大乐趣之一。否则,
前人立论已毕,像“养生”“言尽意”这样的话题,还有何谈论的价值? 清谈场中的这千变百

伎,除了《世说新语》拾起了一鳞半爪之外,曹魏时期刘卲所著的《人物志》对其也有深刻的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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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人物志》中的《材理》篇,从理论层面对清谈场上的种种现象进行了描述与归纳,如文中

提到的“七似”“三失”与“六构”:

  若乃性不精畅,则流有七似:有漫谈陈说,似有流行者。有理少多端,似若博意者。
有回说合意,似若赞解者。有处后持长,从众所安,似能听断者。有避难不应,似若有

余,而实不知者。有慕通口解,似悦而不怿者。有因胜情失,穷而称妙,跌则掎跖,实求

两解,似理不可屈者。凡此七似,众人之所惑也。
夫辩,有理胜,有辞胜。理胜者,正白黑以广论,释微妙而通之。辞胜者,破正理以

求异,求异则正失矣。夫九偏之材,有同、有反、有杂。同则相解,反则相非,杂则相恢。
故善接论者,度所长而论之;历之不动则不说也,傍无听达则不难也。不善接论者,说之

以杂、反;说之以杂、反,则不入矣。善喻者,以一言明数事;不善喻者,百言不明一意;百
言不明一意,则不听也。是说之三失也。

善难者,务释事本;不善难者,舍本而理末。舍本而理末,则辞构矣。善攻彊者,下
其盛锐,扶其本指以渐攻之;不善攻彊者,引其误辞以挫其锐意。挫其锐意,则气构矣。
善蹑失者,指其所跌;不善蹑失者,因屈而抵其性。因屈而抵其性,则怨构矣。或常所思

求,久乃得之,仓卒谕人;人不速知,则以为难谕。以为难谕,则忿构矣。夫盛难之时,其
误难迫;故善难者,征之使还。不善难者,凌而激之,虽欲顾藉,其势无由。其势无由,则
妄构矣。凡人心有所思,则耳且不能听,是故并思俱说,竞相制止,欲人之听己。人亦以

其方思之故,不了己意,则以为不解。人情莫不讳不解,讳不解则怒构矣。凡此六构,变
之所由兴矣。然虽有变构,犹有所得;若说而不难,各陈所见,则莫知所由矣。①

按图索骥,我们不难在其中找到《声无哀乐论》“秦客”与“东野主人”各自的立论之失:
“秦客”表现得“漫谈陈说”“理少多端”,且“百言不明一意”。而“主人”有时也难免“引其误辞

以挫其锐意”。在辩论的最后,双方均“舍本而理末”,也就是如牟先生所说的“纠缠无谓”。
其实,当一场辩论开始之后,双方往往见招拆招,其走向常常已不是当事人所能自由控制得

了的。而一场精彩的清谈结束之后,也确实会有人再三提及,甚至加以笔录。《世说新语》中
亦有旁证,《夙惠》篇载:

  司空顾和与时贤共清言。张玄之、顾敷是中外孙,年并七岁。在床边戏,于时闻语,
神情如不相属。暝于灯下,二儿共叙客主之言,都无遗失。顾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

衰宗复生此宝。

当然,在付诸书面之后,尤其是清谈记录作为“论”这一类文体呈现的时候,辩论中那些

攻守的转换、机锋的对应,往往变成了拖累全文意旨的赘疣;清谈双方的选择战场、审时而

动,又往往成为了后人诟病其“随时滑转”“纠缠无谓”的口实。在《声无哀乐论》之前,以记载

真实辩论著名的莫过于西汉桓宽的《盐铁论》,而章太炎先生对其同样有毫不客气的攻击:

① 伏俊琏.人物志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5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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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论著者莫如《盐铁论》,然观其驳议,御史大夫、丞相言此,而文学贤良言彼,不相

剀切;有时牵引小事,攻劫无已,则论已离其宗。或有却击如骂,侮弄如嘲,故发言终日,
而不得所凝止。其文虽博丽哉,以持论则不中矣。①

不难发现,牟、章两位先生的评论有着惊人的相似:《盐铁论》“牵引小事,攻劫无已”的不

足,正合乎牟宗三先生对于《声无哀乐论》末节的责难。只不过嵇康毕竟是玄学大家,又善于

持论,故《声无哀乐论》一文的义理结构,终归比《盐铁论》更为严整。从这个意义上说,清谈

无疑是一种完全“现场化”的艺术,若要沉淀为文字,势必会失去很大一部分的魅力,且必须

经过大规模的调整。事实上,如范缜等人,确实花了很大工夫完成这一工作,使得像《声无哀

乐论》这样能够反映出清谈场合之原生态的文献,反而变得凤毛麟角。这也是笔者为何要独

独挑出这篇长文,对其体式特征进行探讨的原因所在。
而我们若从更宏观的视角着眼,魏晋时期,通常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发生了“自觉”的一个

历史时期。这一“自觉”的概念与所指,可谓众说纷纭,但是,其中无疑包括了文学与诸多学

术门类的互动以及种种新的文章体式的兴起。关于此,《声无哀乐论》恰是一个极好的模板。
其所展现出的极具特色的文章体式,以及与玄学风潮之间深刻的互动,无不显示出浓郁的时

代特征,而与之前的秦汉文体判然有别。然而,这些新的体式,由于传统强大的惯性,又往往

采取了某些旧有的包装,从而具有很强的迷惑性。这便使得这一时期的文体,呈现出一种既

生机勃勃,又错综复杂的全新样貌。一方面,这提醒我们对于六朝时期的一些文章,并不能

以某些最显著的特征来判断其文章体式,唯有文章的义理结构本身,方是下断语最可靠的证

据;另一方面,这也给了我们一个观察文学史潮流消长的绝佳视角:正如这一类文章在汉魏

之际的兴起,随着南朝时期清谈活动的消歇,所谓“庄老告退,山水方滋”,它们也逐渐退出了

人们的视线。可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最明显的一个证据,便是《昭明文选》对于论说类文

体的择选。如王京州先生所论,文选所挑选的十二篇论说文,除了少数一两篇之外,统统是

文辞华美,崇尚气势,带有强烈纵横色彩的史论类文章,《过秦论》是这一类论体文的代表。
而如《非有先生论》《四子讲德论》之类,则根本就是赋体。这一类文章,用章太炎先生的话来

说,“千言之论,略其意不过百名”,“与纵横相依,逆取则饰游谈,顺守则主常论;游谈恣肆而

无法程,常论宽缓而无攻守”②,其与魏晋盛行的玄学论文的旨趣根本是相悖的。但萧统本

于“义归于翰藻”的文学理念,依旧选择了这些篇目,将之作为从古至今论类文体的表率。其

中所体现的文学观念、文体观念的变迁,颇值得细细玩味。关于此,王京州先生的大作中已

经有相当精到的分析③,于此不赘。就嵇康的情况而论,虽然《声无哀乐论》在整个六朝时

期,都被当作嵇康的代表作看待,但《昭明文选》在选文时,并没有选取这篇文章,而是选取了

嵇康的《养生论》。过长的篇幅,或许是《声无哀乐论》落选的部分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文
选》在选取论说类文章时,像《声无哀乐论》这样体式特别的作品,似乎完全入不了编选者的

眼。再三挑选之后,终于将首尾一体,且颇具排比骈俪之美的《养生论》选进了这一文学总集

之中。这只能说明萧统所说的“事出于沉思”,其中完全不包括玄学式的沉思。这一变化,与

①

②

③

章太炎.国故论衡·论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84.
章太炎.国故论衡·论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81-83.
王京州.魏晋南北朝论说文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5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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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宋以来玄学的衰歇、文学的兴起,可以说是互为表里的。而《声无哀乐论》这一沉浮的命

运,也给了我们某些新的启示:建安之后,南朝之前的文坛,未必像文学史惯常所描述的那样

无足取,清谈与文学的互动,也绝不仅仅只带来“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建安风力尽矣”的负

面影响。只不过这一类的文学,不仅有着极强的时代特征,有时还对读者有着苛刻的要求。
像《声无哀乐论》这样近乎清谈实录的文体,唯有同时代的鉴赏者们,由于尚在清谈场中耳濡

目染,故能够最大程度地还原出它的妙处所在。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清谈是“现场化”
的艺术,随着时光的流逝,《声无哀乐论》的部分魅力,也被那个时代永久地带走了。

“FanXuWeiShi”:ABriefDiscussionoftheFormalCharacteristicsof
VoicewithoutGriefandJoyTheory

LiuZili
(Department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XiamenUniversity,Xiamen361005,China)

  Abstract:VoicewithoutGriefandJoyTheory,amasterpieceofJiKang,hasunique
formalcharacteristicsthatareworthdiscussinginmoredetail.Althoughtheessayadoptsa
dialogicalstylebypresentingaconversationbetweenthe“QinGuest”and“HostDongye,”

itisnotaconventionalargumentationessaywiththefictionalhost-guestsetting.For
unliketheusuallysmoothflowsinhost-guestessays,JiKang􀆳spieceisfilledwith
disagreements,repetitions,anddigressions,speechpatternsthatonlyexistinreal
arguments.Therefore,wecaninferthattheessaymighthaverecordedoneorseveralreal
argumentsandsuchauniqueformalfeaturecanbecharacterizedas“FanXuWeiShi.”The
creationofthisformiscloselyrelatedtothethepracticeof“puretalk”thatbecame
popularduringtheWei-Jinperiodandendowedtheessaywithastrongspiritofthetime
andanintensesense ofpresence.Afterthe decline ofthe metaphysicsandthe
disappearanceofitssocialcontext,theessayalsolostitscharm.ItsabsencefromThe
ZhaomingAnthologyofLiteraturehencespeaksofthegradualprogressofthehistoryof
literature.

Keywords:JiKang,VoicewithoutGriefandJoyTheory,FanXuWeiShi,puretalk

(学术编辑:胡旭)

刘子立,男,厦门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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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小说关于“怪诞”风格的修辞试验
张 治

(厦门大学 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清代小说有对于怪诞之意趣的追求,这包含渲染杂乱、离奇、丑陋、污秽等效果的

种种夸张与扭曲,以及描述疯癫、淫亵、怪异的修辞学尝试。这类趣味低俗而滑稽突梯的小

说创作,是与《儒林外史》“以公心讽世”取向完全不同的讽刺文学。本文将从《西游补》《镜花

缘》《斩鬼传》《何典》《常言道》《地府志》等小说入手,讨论此文类在清代的发生与变化,参照

相关其他文体作品,以探寻怪诞风格在清代文学中更广远和细微的影响。
关键词:清代小说;怪诞;修辞学

读清代的长篇小说时,论者注意到,学界在讨论明代小说时所设立的神魔小说、世情小

说的分类与界定,自《西游补》以降的一系列作品中出现了边界模糊、彼此风格混合的现象,
渐次形成了一种目下尚未充分重视的美学风格,包含渲染杂乱、离奇、丑陋、污秽等效果的种

种夸张与扭曲以及描述疯癫、淫亵、怪异的修辞学尝试。论者拟援引西方文学传统在风格文

体论述中常用的grotesque一语来概括这种美学风格,姑且译作“怪诞”。此前学者多用“荒
诞小说”或“荒诞寓意小说”之名,①然而容易与20世纪80年代学习西方现代主义流派的当

代小说或戏剧的译法(AbsurdistFiction,Théâtredel􀆳Absurde)发生混淆,因质素、风格并

无相关之处,故当以“怪诞”分别之。

Grotesque一词,本自拉丁文之grotto,原意是小型的山洞岩穴,15世纪末期用以指称

罗马城郊洞穴间出土的尼罗皇帝时期之宫殿,其墙壁有风格甚为怪异的装饰画,以人物与草

木、鸟兽形象混杂对接为特点。② 17世纪,法国人首先用这个词指称“愚蠢的、稀奇古怪的、
放肆的”事物或行为,近代遂以是语形容一种离奇荒诞的艺术风格。文艺复兴时期若干位杰

出作家的笔下都有明显的grotesque风格,如塞万提斯、莎士比亚、薄伽丘、拉伯雷俱是。③

此后还可以用之形容老勃鲁盖尔一派的绘画、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等等。④ 其中拉伯

雷是尤其受到重视的这一风格的代表作家,巴赫金从中提出“夸张、夸张主义、过分性和过度

①

②

③

④

林辰.中国荒诞小说及其特征[J].复旦学报,1990(4):104-106.又见:林辰.神怪小说史[M].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406-420.他提出荒诞派小说成形于晚清,乃神怪小说之支派。

Vitruvius,TheTenBooksonArchitecture,7.5.
巴赫金(МихаилМихайловичБахтин).拉伯雷研究[M]//巴赫金全集.卷6.李兆林,等译.石家

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75-77.
沃尔夫冈·凯泽尔(WolfgangKaiser).美人与野兽———文学艺术中的怪诞[M].曾忠禄,钟翔荔,

译.西安:华岳文艺出版社,1987: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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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作为一般公认的主要特征①,尤其强调“降格”即所谓“突降法”的修辞术之运用,“把一切

高级的、精神性的、理想的和抽象的东西转移到整个不可分割的物质—肉体层面、大地和身

体的层面”②,并强调“恐怖”与“滑稽”“诙谐”糅合且为后者所克服。③ 而在浪漫主义时代,法
国文豪雨果在1827年为他的剧本《克伦威尔》作序时,将grotesque视为古典时代和中古时

代一切艺术的标识,并概括其自身所包含的“丑陋与恐怖”和“喜剧性与滑稽的”两个方面。④

清代小说产生令人感到夸张惊愕的离奇效果,大体也可对应在这两个方向:一个是小说

家刻意营造一种紧张的恐惧感,使人害怕、悲伤,当然这又别于传统的悲剧类作品,因为其中

主要属于一种戏谑情绪下的虚无感。而另一个方向则主要是喜剧化的效果,喧闹刺激,缤纷

五色,充满想象,亦具有基于民间立场上的狂欢节式(carnival)的日常喜剧色彩,这往往是与

对于现实世界饱含嘲谑和否定的讽刺笔法联系起来的。本文集中收缩范围在清代的中长篇

章回小说上,文言志怪传统下的短篇小说集不在讨论范围。其中又着重考察兼有突兀、夸饰

之文藻和滑稽、诙谐之情趣者,试图由此形成相对可以上述“怪诞”之范畴总结其主要特征的

一种小说文类。他书如《女仙外史》《蟫史》《绣云阁》《镜花缘》《绿野仙踪》等小说,尚多包含

其他方面的质素,故也不遑赘述。
余国藩以英文节译《西游记》时,曾在两处用到grotesque这一词,一处是第二回,形容

水脏洞所在高山之诗有一句“古怪蹊跷真恶狞”,“古怪”被译作grotesque;另一处在第十回,
形容地狱衙门,“悲声振耳,恶怪惊心”,又以grotesque翻译“恶怪”。⑤ 不过这不代表《西游

记》这部小说可以grotesuqe来概括其风格。总体来看,明代神魔小说尚未摆脱现实的投射

与日常思维逻辑。《西游记》虽然想象力奇诡,然而作为小说构思的日常思维逻辑是颇为鲜

明的。法术变幻不离自然逻辑,神魔战斗尚近兵家阵法。小说言语亦多市井趣谈。《封神

榜》也是如此,又多有直接影射明代时事者。为了敷陈武王伐纣的正义合法地位,前有“女娲

皇的愤怒”为引子,后有“阐”“截”两教的正邪斗争以示人心向背之倾向。《韩湘子全传》明确

以传播道教教理为目的。《三宝太监西洋记》,也包含了藉由明初郑和下西洋故事激励时人

抗击倭寇的别有怀抱之笔墨。可以说,小说之布局以及题材的选择上,与现实世界建立了合

乎情理的联系。
李贽称《西游记》“说假如真”(九十四回批语),此书涉及怪力乱神的途径或是效果,在于

将虚构想象之物提升为真实世界的翻版。⑥ 明代神魔小说或有参考前代平话作品以为蓝本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巴赫金(МихаилМихайловичБахтин).拉伯雷研究[M]//巴赫金全集.卷6.李兆林,等译.石家

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351-352.
巴赫金(МихаилМихайловичБахтин).拉伯雷研究[M]//巴赫金全集.卷6.李兆林,等译.石家

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24.
巴赫金(МихаилМихайловичБахтин).拉伯雷研究[M]//巴赫金全集.卷6.李兆林,等译.石家

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46.
雨果(VictorHugo).雨果论文学[M].柳鸣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31-48. 柳氏将

grotesque译作“滑稽丑怪”。

AnthonyC.Yu,trans.anded.,TheMonkeyandtheMonk.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
Press,2006,pp.30,166.

司马涛(ThomasZimmer).中国皇朝末期的长篇小说[M].顾士渊,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2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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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作经验。而早先之平话,本多粗疏荒陋之处,历经文人润饰改造,多吸收历朝野史笔记

的见闻和诗词歌赋的雅言,成为一个趋于精致合理的改写过程。至神魔小说兴盛之后,在空

幻怪异之基础上再做翻新,等于是空中楼阁上再隔空建瓴,自然更易发挥作者的想象力。
至于明末,文学吊诡风气颇重,多有以幻诞之言隐匿家国之悲愤者。《西游补》的作者被

定为董说,①1927年刘半农已根据其人诗集中的线索断言此书始作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
时说未及二十岁。然未可即定成书于此年,因此时距明亡不远,小说中所谓中国者非中国而

慕中国之名故冒其名,以及未来世界颠倒晦朔云云,恐怕都是入清后之心绪写照。董说下笔

成文难免多有因袭前人诗文之处,为此书做校注的李前程称,“夸张地说,本书可以说是旧文

连缀而成的”。但是连缀之余,于文体上颇喜采用戏拟(parody)的笔法。② 董说自号幻影宗

师、梦史、梦乡太史、梦道人,检《董若雨诗文集》复多收述梦之诗文。除有《梦乡志》《昭阳梦

史》《梦鉴》等著稿或写作计划之外,还有《征梦篇》《梦社约》等结交同好之文启。《梦本草》
(《丰草庵前集》卷三)云:

  梦味甘性醇,无毒,益神智,鬯血脉。……此药五产,其二最良:一产于山水幽旷境,
一产于方外灵奇境,皆疗尘疾有功。过去境产者,名“留梦”,服之令人忆。其在未来境,
曰“知来之药”,今世嗜梦者咸称之,然易令人入俗,增戚攀忧,非良药。采药者弗实也。
其一产于惊乡,谓之“惊境”,是能拔诸沉昏,然令人狂。达人以良梦疗疾,修制不假水

火,闭目即成。采此药者,不问冬春夏秋,然每以夜。

不仅以梦为乡,而且把梦当药。研究者称其人有“梦癖”,“可以说是我国文学史上最大

最奇异的梦癖者”,③钱锺书的读书笔记中也认为“陆放翁诗、王湘绮日记均好说梦,要无过

若雨者矣”。④ 《西游补》这部小说营造的亦多如梦境中之怪诞变幻情景,尤多董说述梦诗文

之所见者,已有他人论之甚详。⑤ 如第三回行者见人凿天,心中暗想:

  又不知是天生痒疥,要人搔背呢? 不知是天生多骨,请个外科先生在此刮洗哩? 不

知是嫌天旧了,凿去旧天,要换新天;还是天生帷障,凿去假天,要见真天? 不知是天河

壅涨,在此下泻呢? 不知是重修灵霄殿,今日是黄道吉日,在此动工哩? 不知还是天喜

风流,教人千雕万刻,凿成锦绣画图? 不知是玉帝思凡,凿成一条御路,要常常下来? 不

知天血是红的,是白的? 不知天皮是一层的,两层的? 不知凿开天胸,见天有心,天无心

呢? 不知天心是偏的,是正的呢? 不知是嫩天,是老天呢? 不知是雄天,是雌天呢? 不

知是要凿成倒挂天山,赛过地山哩? 不知是凿开天口,吞尽阎浮世界哩?

①

②

③

④

⑤

近年学者或提出《西游补》作者为董说父董斯张之说,实难以据信。董说虽然作小说时年纪较轻,
但也未必不可能。参看:赵红娟.明遗民董说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394-413.

李前程.《西游补》校注[M].北京:昆仑出版社,2011:46.
赵红娟.明遗民董说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90.又言“梦癖是董斯张、董说、董樵

祖孙三代的传统”,见是书第197页。
钱锺书.中文笔记[M]//钱锺书手稿集.第1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206.
赵红娟.明遗民董说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407-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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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含有对于楚辞《天问》一体的戏拟,而思路颇为奇幻,不惜笔墨地反复推敲意图,
忽以天为生命体,忽又以凿天为建筑、为治水、为壁雕、为道路,又问天之体貌、性别、内部构

造,等等,可谓奇文。又描述阎浮世界之可怖,写一百名精灵鬼———

  以五丈长、一百丈阔一张碓子,把秦桧碓成桃花红粉水。水流地上,便成蚂蚁微虫,
东趱西走。

色彩与形象所产生的恐怖怪异之效果也是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然而更重要的是,《西
游补》的情节构思,逻辑变得非常混乱复杂,其文辞思想与作者所处之现实世界的联系也是

格外曲折的,提供了一个“只有做梦的人才会遇到的恐怖与奇异的美景”,董说成功地首次

“清除了中国小说里适当地处理梦境的障碍”,写出了一个真正奇异且荒谬的梦,《西游记》中
那个“合理的宇宙已变得乱七八糟了”。①

清初续写《西游》者,又有《后西游记》一书,刘廷玑谓之“虽不能媲美于前,然嬉笑怒骂皆

成文章”。② 若论文思奇诡、物象变幻,此书不如《西游补》远甚,然而凭空构造出解脱大王、
十恶大王、造化小儿、文明天王、三尸大王、不老婆婆等,嘲世之心跃然纸上,亦颇能显示作者

之才力。细究此书所立邪魔之形象,实际多为人之“心魔”所生,非《西游记》精怪所属之异

“物”,而是《汉书·艺文志》“杂占十八家”所谓的“人鬼”,以别于“精物”“变怪”。③

这种减少明代神魔小说之妖魅精怪形象而侧重于人心化生之鬼神(此“神”乃《说文》之
“ ”字,释作“鬼之神者也”)的写法,在清代前期的长篇小说中颇为常见。比如康熙朝问世

的《斩鬼传》和乾隆朝问世的《平鬼传》,此二书皆可视作明代《唐钟馗全传》的续书。如《西游

记》及其续书的特点一样,《唐钟馗全传》的情节脉络,仍比较贴近历史素材和人物原型,小说

中所见之怪异,也是山魈、蝙蝠精一流的妖魅之“物”;而《斩》《平》二书则完全可以抛开原型

之历史背景,从事尽可能虚诞空幻的想象,所斩所平者也是带有鲜明人性标签的“人鬼”。比

如对于“捣大鬼”,《斩鬼传》如此形容:

  捣大鬼乃孟子所说的那个齐人的后世,谈笑时面上有天,交接时眼底无物。

“温斯鬼”(或作“温尸鬼”)则是:

  慢条斯理,垂眉落眼,少气无神,开言处口如三缄,举步时脚有千斤。出髓玉茎堪作

弟,倾粮布袋可为兄。

卷首题词即称“世上何尝有鬼? 妖魔皆从心生”的《平鬼传》,较少涉笔于形容,读者唯藉

①

②

③

夏济安.《西游补》:一本探讨梦境的小说[M]//老庵.西游故事.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270-
274.

刘廷玑.续书[M]//在园杂志.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05:125.
钱锺书.管锥编:第5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28-29.《管锥编》:“《西游记》中捉唐僧者莫非

‘物’,《后西游记》则亦有‘鬼’。”引见:管锥编: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288-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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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鬼名及其行事言语判断其特点,比如第四回,写悭吝至惜粪如金的龌龊鬼出门:

  他想道路途远,倘然出恭起来,可惜将一包屎丢了。不如回去叫个狗跟上,以防意

外之变。于是回来,又唤了一只狗。走不多时,果然就要出恭。龌龊鬼叹道:“天下事与

其忧之后,不若虑之先。圣人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此之谓也。”真个出了一大恭,那
狗果然吃了。正走中间,狗亦出起恭来。龌龊鬼看着,气的发昏,骂道:“不中用畜生,交
你吃上面去时,厨在家里粪堆上,怎么在这里屙了。真正鼠肚鸡肠,一包屎也存不住,要
你何用?”看了看,待要弃了,甚是可惜,待要拿上,无法可拿,只见道旁有些草叶,忙去取

来,将狗粪包裹住,暗带在身旁。

这些“人鬼”实即由人类之某种恶劣性格所代表的极端形象,因劣性成深癖痼疾,于是虽

生而为鬼。言鬼志怪,本旨在使人恐惧,《平鬼传》第十三回,神荼言烹鬼为食之法:“或用火

烤,用笼蒸,犹如奶猪一般。就是白煮,亦肥嫩异常”,形容即颇诡异惊悚。不过这两部小说

的鬼都面目荒唐,举止滑稽,更多是产生了独特的讽刺效果。如烹煮小鬼之论,针对的是一

种“小庙子鬼”,这其实为民间歇后语,所射覆者为“没见过大阎王”“受不起大香火”,意即讽

嘲“上不得台面”的小家子气之人。① 钟馗在斩鬼、平鬼过程中采用的许多法术也是出人意

表又令人忍俊不禁的,比如《斩鬼传》第三回,对付涎脸鬼的“壮脸”,是在他一副假的厚脸皮

中安了颗良心,使之良心发现,羞得自刎而死。《平鬼传》第十一回,对付常杞人忧天的忧愁

鬼,钟馗饲以“宽心丸”“大胆汤”:

  忧愁鬼恨病吃药,将“宽心丸”衔在口中,使“大胆汤”恶恨恨的咽将下去。钟馗着人

架起,走了三遭,将绑松了。钟馗道:“你此时心里如何?”忧愁鬼喜笑颜开,叩头谢道:
“人生在世,何必忧愁,买不来有钱在,卖不出有货在。天下没有上不去的崖,就是天塌

了,还有四个大汉子撑着哩。”从此竟变成了一个大慢性,整日价皮头夯脑的,总不忧愁。

尤其令人惊愕、甚至感觉作呕的情节,莫过于《斩鬼传》第二回,钟馗统领之兵将敌不过

捣大鬼、抢渣鬼、寒碜鬼,遂有弥勒佛助阵,将三鬼一口咽下肚去,不多时“出了一个大恭,三
个鬼化作一堆臭屎屙了”。

《何典》首次出版,是光绪四年(1878)上海申报馆仿聚珍版排印本,但据该书“海上餐霞

客”的跋语,作者张南庄为乾嘉时上海人,著作等身却尽毁于太平天国运动之中。小说以鬼

界为背景,写鬼谷三家村活鬼、活死人父子两代之故事,旁及其他各色之鬼。这种写法显然

摹仿了《斩鬼传》的风格,其中有些鬼名都是相近的,比如色鬼即风流鬼、急鬼即冒失鬼、刘达

鬼即低达鬼,等等。② 第一回开篇写鬼界的家庭聚餐:

  一日,因活鬼的散生日,雌鬼便端正几样小小菜,沽了一壶淡水白酒,要替老公庆阴

①

②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数据室,北京大学中文系数据室.歇后语大全:第4册[M].北京:中国民间文

艺出版社,1987:264.
“鬼谷”“青胖大头鬼”等名目,另见于《更岂有此理》卷二《鬼谈》,有清嘉庆十九年(1814)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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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恰好形容鬼也到来拜寿,便大家团团一桌坐下,搬出菜来:一样是血灌猪头,一样是

斗昏鸡,一样是腌瘪雌狗卵,还有无洞蹲蟹、笔管里煨鳅、捩弗杀鸭———大碗小盏,摆了

一台,欢呼畅饮。正在吃得高兴,活鬼道:“我们夫妻两个,一钱弗使,两钱弗用,吃辛吃

苦,做下这点劳人家。如今年纪一把,儿女全无,倒要大呼小叫的吃甚寿酒,岂不是买咸

鱼放生,死活弗得知的!”形容鬼便道:“虽说是要养好儿三十前,你们两个尚不至七老八

十,要儿子也养得及,愁他则甚? 前日我们那里来了一个新死亡人,他说阳间有什么求

子之法:倘然没有儿子,只消到养家神道面前烧炷香,舍个数,便即生子,真是如应如响

的。姐夫何不去试它一试?”

散生日即非整数生日。阴寿(替亡去先人做寿)之说,原本于人自然不妥,但这里是鬼

界,便显得滑稽。菜色名称也十分古怪,由俗话成语拼成,血灌猪头是人喝醉酒脸红上头的

样子,斗昏鸡形容如斗鸡般盲目好胜,腌瘪雌狗卵是受挫沮丧的样子,无洞蹲蟹是硬要找茬,
笔管里煨鳅是歇后语,“直着死”,捩弗杀鸭形容人不直爽像胶皮一样难缠。等于是把俗语中

的“典故”取其关联名词,将之从设置为菜色。形容鬼说去养家神道那里烧香求子,“养家神

道”实非神祇,指奴才相。① “劳人家”一词,“人家”是家产的意思,“劳人家”连用有些夸张、
怨恨,就是类似说“血汗钱”一样。作者遣词命意往往用一种奇怪的“轧闹猛”方式,类似是找

噱头,追求夸张不合适、是非颠倒的滑稽效果。

1842年刊行的“惺惺居士”《精神降鬼传》,更是刻意摹仿上述钟馗二书,以昊天上帝封

“消魔精神”,命之下界降伏十二个“人中鬼”,除了承续同类前书中的痨病鬼、勾死鬼、混障

鬼、赌博鬼等名目,又设立了当时社会现状中存在的“与死为邻”之鸦片鬼。所谓“精神”,指
的是人的精气、元神。当参对王充《论衡·订鬼篇》所云:“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

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即此书之本旨。精神降鬼队伍中的参谋军事,名为“心猿”,也
是承接《西游记》而来,以立为道心之正。小说家修辞亦颇好幻诞虚妄之言,如形容第五回写

胡州无影县的无二鬼:

  他虽住在打遍庄的骂遍街,其实是日在醉乡,内有一座光棍堂,摆列着丰耳刀,棱头

八棍子,合那棱头拐子。门上贴一副对联,写的是:“沾光全仗三棱眼,称棍多因大拇

子。”簪是“第一杀才”。无二鬼日处其间,好灌颡的是两盅鬼酒,好说的是两句鬼话,栏
里喂着一群虎,有一只净街虎,有一只镇街虎,有一只没皮虎,这就是他的坐骥。坐就的

鹅头像,一脸的横肉,水喇子嘴,戴着一顶歪头的鸭子尾帽,袒披着开心袍子,趿拉着无

根鞋,手上驾着无爪鹰,没事骂三声。仗着那虎头,东倒吃羊头,西倒吃猪头,世上真无

须这狗头。

如此连篇“鬼话”,于形象上不及《西游补》或《何典》,却也因处处语涉俗典显得格外有生

气,富于表现力。虽然有公心讽世的意图,作者却也难免得意于放纵恣肆的巧言妙语,堆垛

成满纸荒唐村话的除鬼故事。

1908年问世的《地府志》,著作者署名为葛啸侬,书前王庆寿序说此人也是《时髦现形

① 潘慎.何典[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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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三续济公传》等六七部小说的作者,因负才使气,不合时宜,牢骚无处发泄,故于教课之

暇撰写小说。小说写阴司欲办新学,闻松江不第秀才姚兆南有留学之名声(实为虚假欺诈),
请至地府督办夷务,故事尤围绕与英国之关系以及秋瑾、徐锡麟魂灵之冤结展开。最后,地
府由包公接管,惩罚假留学生投胎为学堂门前之狗,永不得超生;又托梦英王,令其与中国结

好,于是天下太平。与《地府志》同年问世的还有一部《鬼国史》,为上海著名小说家陆士谔所

著,小说叙鬼国禁毁太阴国之鸦片而遭到侵略,被迫割地求和。阎王变法不成,派小鬼出国

留学,不见成效,遂下鬼画符诏令立宪。此类以神魔鬼怪世界附会时事的小说在清末最后几

年颇为常见,还有《梦平鬼奴记》(1906)、《新封神传》(1908)、《天上大审判》(1908)、《蜗触蛮

三国争地记》(1908)、《新西游记》(1909)、《新天地》(1910)等等。
民国时期还有像《百大妖精斗法奇观》这样的小说,以时事幻化神魔,情节多援用《西游

记》《封神榜》《斩鬼传》《平鬼传》诸书及明清语怪笔记,又虚设药王以“六零六”药水攻杨梅

精、牛头马面悬哈哈镜捕大头鬼、巴豆大王败虎雷拉、吗啡针刺杀蜜陀僧等故事,合肥麒麟破

蟒军,即影射段祺瑞讨伐张勋“辫子军”,皆颇富谐趣,可视为清代怪诞小说一派的遗响。
以上这些小说,皆含有对原本社会秩序的深刻怀疑,由此产生出丧失主体意识的自我焦

虑。以前的研究者,多刻意突出其中对于旧时代礼俗制度的批判与反抗,然而除此之外,我
们应该探索的是,这种抨击的力量有多大,有些小说问世后被列为禁书,是否即因为它们道

中了实际的问题弊害? 论者观察后以为,并非小说家站到了一个先知先觉的地位,而是他以

文学家敏感的触角,体验到了时代的精神病,并将之准确地表现出来。
时代的精神病源于烂熟的礼俗教化和压抑的学术政策。《西游补》第四回中对于科场众

生的群像描绘,研究者或以为是后世《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讽刺科举与时文制艺的

先声①:

  顷刻间,便有千万人,挤挤拥拥,叫叫呼呼,齐来看榜。
初时但有喧闹之声,继之以哭泣之声,继之以怒骂之声;须臾,一簇人儿各自走散:

也有呆坐石上的,也有丢碎鸳鸯瓦砚;也有首发如蓬,被父母师长打赶;也有开了亲身

匣,取出玉琴焚之,痛哭一场;也有拔床头剑自杀,被一女子夺住;也有低头呆想,把自家

廷对文字三回而读;也有大笑拍案叫“命,命,命”;也有垂头吐红血;也有几个长者费些

买春钱,替一人解闷;也有独自吟诗,忽然吟一句,把脚乱踢石头;也有不许僮仆报榜上

无名者;也有外假气闷,内露笑容,若曰应得者;也有真悲真愤,强作喜容笑面。独有一

班榜上有名之人:或换新衣新履;或强作不笑之面;或壁上题诗;或看自家试文,读一千

遍,袖之而出;或替人悼叹,或故意说试官不济;或强他人看刊榜,他人心虽不欲,勉强看

完;或高谈阔论,话今年一榜大公;或自陈除夜梦谶;或云这番文字不得意。

小说家对于正统文史经籍所构建出的文化传统亦多流露出不屑态度。《西游补》中,项
羽讲完英雄事迹,行者所扮假虞姬劝他“吃些绿豆粥儿”,已显此意。《后西游记》中,文明天

王当头生一个金锭,浑身上下布满金钱,手中使一杆文笔。未读书者,以笔压人,令唐长老感

慨“文人之笔真可畏也”;读过书的拿得动文笔,则多半是贫寒之家,即可以金钱捉将。其治

① 王星琦.恣情纵笔任横行:《西游补》读札[J].明清小说研究,1991(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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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弦歌村,腐儒倚势欺人。《斩鬼传》中记钟馗读遭瘟鬼所作咏秋景诗,讥笑其满口酸腐道

学气;后文又写他头上生疮脓血并流,两日后“顶上糟透了”便一命呜呼。类似者还有《镜花

缘》戏拟《山海经》之旧地名,虚构白民国、淑士国来讥讽当时士林之庸腐不学。
除了有所针对的嘲讽之能事,余兴未尽的小说家涉笔成趣,以放任恣肆的文字游戏来标

榜其特立独行、离经叛道的姿态。自明末清初文人群起戏作《西厢记》“秋波一转”等的八股

体评论以来,游戏文章颇成风气,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问世的《岂有此理》《更岂有此理》
《文章游戏》等书收录很多这类的作品。例如《更岂有此理》(1800)卷三,为“阴间秀才诗稿”,
原刊本且以阴文刻板,①署“森罗殿判官编辑”,依次吟咏了鬼门关、孟婆庄、剥衣亭、奈何桥、
恶狗村、血污池、望乡台、枉死城、刀山、森罗殿、地狱、仙桥等。缪艮编撰的《文章游戏》
(1803—1821)前集,有《登坑曲》(调寄黄莺儿)三首,上承明人王思任的《坑厕赋》、清代《笑林

广记》中的《登坑诗》(又见于《更岂有此理》卷三)。王思任赋尚明言旨在批评明代京城无公

厕的卫生条件。两种清人作品,如“斜晖久照沉沉黑,倒影轻浮个个黄。历历蛆攒图饱啖,营
营蝇集快新尝”(《登坑诗》)以及“耸尊臀,礼太恭,痔疮挣出肛门痛”(缪艮作《登坑曲》),则皆

看不出有任何的现实意义。对之进行理解,唯有置于“降格”或谓“突降法”的修辞手段上进

行审视,即以雅文学的形式表现低俗、丑陋、污秽的内容。巴赫金曾言戏仿是一种欢乐的降

格游戏,把神圣庄重和崇高正统的事物和精神理想降低到物质—肉体的下部角度进行理解,
从而使庶民在反抗思想禁锢中获得自由的快感,他即以拉伯雷《巨人传》第1部第13章高康

大便后擦屁股的物品清单为例,论述读者在阅读这份清单时产生的出乎意料的欢乐效果。②

清代小说中时有采用降格手法以庄重之文体写卑下之内容的。比如《绿野仙踪》第六回,
记村塾先生邹继苏诗文稿中的《臭屁行》和《臭屁赋》。前者有“君不见妇人之屁鬼如鼠,小大由

之皆半吐,只缘廉耻重于金,以故其音多叫苦。又不见壮士之屁猛若牛,惊弦脱兔势难留,山
崩峡倒粪花流,十人相对九人愁”这样的奇句,且把“杜撰”取谐音改为“肚馔”,令冷于冰拍案

大笑,称“先生风花雪月四诗虽好,总要让此首为第一,真是屁之至精而无以复加者”。后者

更有“虽有龙阳豪士,深入不毛,然止能塞其片刻之吹嘘,而不能杜其终日之呜咽”这般恶谑

至极的妙语。按咏屁之诗文见载于古籍,当莫早于元人蒋正子《山房随笔》录林观过七岁“咏
失气”一诗,元人杂剧《孙真人南极登仙会》头折有孙思邈之道童向卢道邻所颂之“屁赞”,《缀
白裘》四集卷三《义侠记·戏叔》有一情节对白亦围绕此物展开。③ 笑话集锦《笑林广记》中
此类内容最多,此书在清代尤为流行,亦可起到示范作用。《何典》开篇小曲《如梦令》:

  不会谈天说地,不喜咬文嚼字。一味臭喷蛆,且向人前捣鬼。放屁,放屁,真正岂有

此理!

①

②

③

辛德勇谓此做法看似无聊可鄙,却或可视为对于朱墨刷印圣谕等“最高指示”的戏嘲。见辛德勇.
未亥斋读书记[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0-21.

巴赫金(МихаилМихайловичБахтин).拉伯雷研究[M]//巴赫金全集.卷6.李兆林,等译.石家

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430-433.
刘衍文.屁与诗文[M]//寄庐随笔.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166-170.钱锺书.中文笔记[M]//

钱锺书手稿集.第7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468-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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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以最后一句笺释英国剧作家、桂冠诗人 ThomasShadwell(c.1642—1692)的
“Wordsarenomoretohimthanbreakingwind.Theyonlygivehimvent”(渠视言词无非

放屁,乃发泄之出口耳)一语,①颇道中此类恶谑修辞背后的反叛意识。
除了以离经叛道姿态降格雅言文学正统的权威地位之外,清代长篇小说中的游戏笔墨

还有考验作者修辞技艺“真功夫”的种种尝试。钱锺书在《管锥编》的“《史记•司马相如传》”
一节论“文学中之连类繁举”,曾言“小说、剧本以游戏之笔出之,多文为富而机趣洋溢,如李

光弼入郭子仪军中,旌旗壁垒一新”,此下首先即开列董说《西游补》各回的铺比类举之文,如
前引各色看榜之人即是。② 《西游记》《金瓶梅》《镜花缘》《醒世姻缘传》等书皆有可置入论列

者。然而从怪诞小说的风格特色来看,《西游补》不仅有《红楼梦》《醒世姻缘传》《金瓶梅》等
书列菜谱、开清单的列举(enumeration)之本事,也有各家“丰赡多姿,恍忽善幻”的才能。③

《文心雕龙·诠赋》所谓“繁类以成艳”,做到“繁”,尚较容易,多查类书就够列举了。但还须

“艳”,则是一番文学章法的功夫,追求剪裁得整体统一,搭配得相互映衬,显现出五光十色的

语言光芒来,也就是钱锺书所谓“化堆垛为烟云”了。④

修辞丰赡即有诙谐之趣,这其中包含了文藻手段的种种创造力。《西游补》第五回“做个

风雨凄凉面”,第七回“做个花落空阶声”,尚且兼顾雅俗,后世白话小说家,更胜一筹的是在

俗语土话的混合运用上。比如《平鬼传》第一回所谓“买了半捏子没厚箔,行了一龟二狗头的

礼”,第三回“倒头骡子”“不修观”等等名目。《何典》亦好将俗语化用,如“养家神道”“搲迷露

做饼”“使柄两面三刀”“化阵人来风”等皆是。还有《精神降鬼传》形容以精明自私为特点的

尖腚鬼:“放屁占上风,下油锅占滚头,见圈即跳,在钱眼里翻身。”钱锺书在读书笔记手稿中

说:

  又有《玄空经》亦其类。又有《道俗情》一书(序作嘉庆甲子西土痴人题于虎阜之生

公讲台),写钱士命、施利仁等事,亦贯串俗语为之,情事文章皆支批无聊,惟用语多与

《何典》合者,如“倒浇蜡烛十枝,镶边酒一镡,荒糖一味,装体面千条”之类,乃知《何典》
特此体中最特出者。⑤

按《道俗情》即《常言道》之别题,这部小说目前所见最早为1814年刻本,学界推测成书

时间在1804年。记明末人蹈海寻子母金钱故事,采用了许多吴语方言的俗谚成语,其中有

小人国、大人国这种“格利佛游记”式的怪诞情节,刻意追求形象大小上的夸张,又旨在嘲讽

世人甘为“钱奴”,不惜笔墨描写丑陋畸形的贪婪怪物。《玄空经》有光绪甲申(1884年)一自

序,作者为郭福蘅(一名福英),字友松,道光初年生,松江府娄县人。张文虎诗文曾记其事,
叶德钧考之颇详。⑥ 《玄空经》以松江方言写成,与《何典》写法颇为雷同。书题即松江土话,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钱锺书.中文笔记[M]//钱锺书手稿集.第1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2.
管锥编: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361-36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82.
管锥编: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361.
钱锺书.中文笔记[M]//钱锺书手稿集.第1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99.
叶德钧.戏曲小说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1979:617-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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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虚乌有之谓也。书中“做了一番轰轰烈烈的起码货大生意”(“起码货”即“不值钱”之谓)、
“痧药瓶里捉藏,斜斜气气的发了一票横财”(痧药瓶容量小,“斜斜气气”一语形容人小气),
都是语义自相矛盾的谑戏之辞,产生错愕又滑稽的效果。① 嘉庆年间的《文章游戏》收入了

缪艮整理的《俗语对》、汤春生《集杭州俗语诗》和汤诰的《杭州俗语集对》,乃是延续唐宋人

“杂纂”及明人俗语对的写法,将俗话方言集联作对,如“猫脚女婿,狗头军师”“看这个师姑摸

这个奶,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等等,这种风气与以上这些以俗谚排比成文的写法是很接近

的。
除却这类把“支批无聊”发挥得淋漓尽致的语言游戏,这类小说又好用亵字秽语置于谑

戏修辞之间。如《何典》有“怕屄和尚”“洗屄拖把”“触屄朋友”等语,《玄空经》有“割开洞肛撒

方污”“绣球疯发痒”(“绣球”即阴囊,“绣球疯”指阴囊湿疹)等语。② 这也不同于一般白话小

说求刻画生动而缀入一二禁语的习惯,而是刻意追求令人错愕、使人解颐,即可印证《金瓶

梅》第六十七回所言“不亵不笑”之理。
上文引巴赫金之说,谓“怪诞”文学兼有丑恶恐怖与诙谐滑稽之二端,而后者在文学阅读

的效果上强度大于前者。清代怪诞小说,如前所述,多写丑陋、卑劣之人,描绘可怖、可呕之

物,谑骂荒唐之言,连篇累牍。因语体特色以及读者群的设定,亦偏重于村野恶俗之趣,难以

登大雅之堂。然追溯汉文传统中“滑稽”一语,本于《楚辞·卜居》:“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
以絜楹乎?”王逸注:“转随俗已。”又,《史记·滑稽列传》:“淳于髡者,齐之赘壻也。长不满七

尺,滑稽多辩。”司马贞索隐:

  滑,乱也;稽,同也。言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说是若非,言能乱异同也。

则可知滑稽原义便是圆滑从俗的意思,这难免不辨是非,然而又得言才之助,能颠倒正

反异同。联系到当下的论题来说,怪诞小说家本于世情有讽刺与否定之意,却反而以村言俗

趣与之嬉笑娱戏。和光同尘之间,必每每有善于识断的读者,在错愕惊诧之外,发现其谑趣

与歪理之中的一二思想。由此而论,清代怪诞小说与鲁迅所称赞的《儒林外史》“以公心讽

世”相比较,③乃是取向完全不同的讽刺文学,其诃骂嘲谑之力,往往为重写实的现代学者所

轻。胡适后来也对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的意见表示赞同,他认为吴敬梓是“有学问有高尚

人格的人”,《儒林外史》是一部“全神贯注的著作”,受当时思想界的影响,能够“公心讽世”。
相比之下,晚清的谴责小说家以写小说骂人为糊口的方法,“他们所谴责的,往往是当时公认

的罪恶”,容易得到读者的响应。④ 但通过前面的论述,如果某个文类的风格在一段历史时

期会有某种程度上的连贯性和稳定性的话,或许可以认为,怪诞风格的使用以及所产生的离

奇或是滑稽的喜剧效果,可能影响了清末长篇章回小说在处理时事素材时,不由自主地总是

①

②

③

④

张源潜.郭友松与《玄空经》[J].明清小说研究,1987(6):302.
薛理勇.上海闲话交关[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224-225.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33.鲁迅还将《儒林外

史》评价为“秉持公心,指擿时弊”,见第228页。清末已有人指出《儒林外史》作者“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

也”,可以说颇接近鲁迅的思路。见黄安谨.序[M]//儒林外史.刻本.上海:宝文阁刊本.光绪十一年(1885).
胡适.官场现形记序(1927)[M]//胡适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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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于进行夸张、扭曲社会现实问题,并尽可能地把最为耸人听闻之传言纳入文本之中。
此种颠倒是非、淆乱同异的写作思维以及其中的污秽、淫亵、暴戾之内容,颇令人感觉到

一个精神失去常态后的怪异世界。董说的梦癖,就与其家族体弱多病、嗜梦佞佛的特点有

关,而在他本人身上表现出来的种种特殊精神病态尤为严重。① 明清时人对于癫狂之发生

的认知,承继了金元医家所谓“痰迷心窍”之说,尤主痰火、瘀血造成癫狂的观点。《医林改

错·癫狂梦醒汤》曰:“癫狂一症,哭笑不休,詈骂歌唱,不避亲疏,许多恶态,乃气血凝滞,脑
气与脏腑之气不接,如同作梦一样。”②且对于癫、狂加以分别,如《景岳全书·杂证漠·癫狂

痴呆》所云:“狂病常醒,多怒多暴;癫病常昏,多倦而静。”③如以“癫病常昏”为是,那么董说

的梦癖,或即与此有关? 而在梦寐间所说的呓语,不正彷佛一个癫狂的作者在不能完全控制

自我意识的情况下所完成的写作么? 中国文人似乎也正经常好以癫狂为真知先觉的状态。
如《聊斋志异》之“颠道人”、《红楼梦》之疯道癫僧皆是。在明代民间传说中已经流行了的疯

僧济公故事,清代小说家颇好引为素材,先有清初古吴墨浪子《西湖佳话》卷九《道济颠玩世

装疯》一篇,顺康时期有王梦吉所写的《济公全传》,乾隆朝有吴门仁寿堂刊刻《济公传》十二

卷,此后又有各种续传,至1910年上海校经山房石印本《济公传续集》达到千二百回。《济公

传》系列的某些本子,或被研究者视为清代怪诞小说的代表,其中如僵尸、无心鬼、人形树、孽
海怪兽的形象以及男女易体、鬼打围墙之类的情节,的确恐怖。④ 不过这系列小说从艺术水

准上看良莠不齐,诙谐滑稽的因素颇为缺乏,这是大部分作者才力不济所致,特别是济颠的

狂多出于佯狂,写出来更显得造作虚假,故无须多加讨论。
“疯狂就是否定性(négativité)。”⑤清代怪诞小说中表现出来的精神反常现象,包含了意

境、理想的降格,对于污秽、淫亵、丑陋事物进行把玩和描述的兴致,以及语言上热情地违反

常规进行排列组合的躁狂,成为精神高压状态下的传统中国释放反叛意识和能量的一种出

口。晚清有一部日记手稿《海客谭瀛》,作者佚名,书法狂乱,从内容上看,记述的是1892年

秋天参加乡试的经历。这位考生心情极端悒郁,有时自我嘲讽,有时则是近乎咆哮的狂言乱

语,记自己至贡院咆哮,又与人群聚啸饮,试后“狂讴”至夜深,声称“把三百人做一顿馒头

馅”。⑥ 这种偶然留存下来的私人内心独白,颇可代表一种个人情感的历史记录。我们联想

到中国现代白话文学的第一篇短篇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其主题正是描述一个患了受迫

害狂之癔病的“某生”,在癫狂状态下对于文化传统、家族伦理一切社会日常生活维系常态运

作的根基发生了深刻怀疑后,产生“吃人”的忧惧心理。鲁迅的《白光》《长明灯》,乃至张爱玲

的《金锁记》等现代小说,也都是描述这种面对社会巨大变动而出现的癫狂。⑦

由此而言,清代怪诞小说的衍生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汉语文学向现代主义主题

的迈进。吴稚晖曾回忆,他在清末民初提倡作口语化的文章,自称志在“得言论的真自由,享
言论的真幸福”云云,乃是从街头书摊买的一本小书开篇两句“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赵红娟.明遗民董说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44-48、189-239.
王清任.医林改错[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21.
于海亭.精神疾病中西医结合诊疗学[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6:87.
刘燕萍.怪诞与讽刺:明清通俗小说诠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175-237.
米歇尔·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M].林志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364.
李德龙,俞冰.历代日记丛钞:第136册[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625-661.
金彦河.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文学中的疯狂主题[D].北京:北京大学.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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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诀窍。①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钱玄同、刘半农读吴文后四处寻觅,终得知这本

小书就是“凭你是天皇老子乌龟虱,作者只一例的看做了什么都不值的鬼东西”的《何典》。②

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人对于《何典》都有很高的评价,多缘于此书的强烈反传统精神。《何
典》书前有“过路人”序言所谓“新翻腾使出花斧头,老话头箍成旧马桶”云云,也与鲁迅1927
年2月在香港青年会演讲的《老调子已经唱完》(收入《集外集拾遗》)颇为相通。③ 前现代文

类试验中的“怪诞”派求奇求俗之路向,必将被现代中国文学革命化、平民化的探索者引为同

道。

TheGrotesqueStyleinFictionofQingDynasty

ZhangZhi
(Department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XiamenUniversity,Xiamen361005,China)

  Abstract:InQingDynasty,Chinesewritersconsciouslypursuedthegrotesquestylein
theirwritings.Suchrhetoricalexperimentsincludevariouskindsofexaggerationand
distortion,aswellasdepictionsofmadness,obscenity,andweirdness.Thisvulgarand
burlesquestyleoffictionisasatiredifferentfromRulinWaishi(TheUnofficialHistory
oftheForestoftheLiterati)byWuJingzi,whichclaimedtobe“satirizingbyjustmind.”

Throughexaminingaseriesoffictionaltexts,thisarticlediscussestheriseand
developmentofthisgenreinordertoexploreitsinfluenceonearly modernChinese
literature.

Keywords:FictionofQingDynasty,grotesque,rhetorics

(学术编辑:林丹娅)

张治,男,厦门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

①

②

③

吴稚晖.乱谈几句[J].猛进.1925(10):3.吴文原本将该书题误记为《岂有此理》。又,“国立北京大

学中国民俗学会丛书”1970年重印1933年北新书局《何典》第五版,书后附录了“吴稚老作品”两篇,系清末

时写的《鬼屁》与《风水先生》,正可参读。
刘半农.重印《何典》序(1926)[M]//何典.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25.
鲁迅又有题为“‘言词争执’歌”的一首打油诗,发表于1932年1月5日《十字街头》第三期,署名

“阿二”,结尾作:“放屁放屁放狗屁,真真岂有之此理”,一望而知其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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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音韵学导论
[法]向柏霖(GuillaumeJacques)著,罗琳译,李无未审定

  译者按:在国内外,介绍汉语音韵学基础知识的教科书不乏精审之作,但大多侧重于对

古今语音变化的纵向分析,法国学者向柏霖先生则在纵向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横向发散叙述,
对比汉语方言以及亚洲部分相关语系语言,兼收并蓄,吸取不同时期国内外知名汉学家的成

果,对汉语上古语音系统进行科学构拟,视野更加开阔,展现了汉语音韵学研究的新面貌。

第一课 基础音韵学

现代汉语方言与亚洲许多其他的语言有相似的类型特征:这些语言都有声调,它们的音

节结构在声母和韵尾部分都没有复辅音,而且所有辅音音位中只有一小部分能出现在最后

位置。它们的形态有限,而且大部分音节能分析为独立词素。
汉语音节通常分析如下:

图1 汉语方言的音节结构

介音是近音,如-w-,-j-,-ɥ-。在图1中有一些位置是可选择性存在的,尤其是介音和韵

尾。另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声调,它是由韵母来承载的。下文中我们将对每一个音节成分做

简述,适当的时候会用普通话作为例子。

(一)声调

声调是具备音节对比的基频(FO)的调整。在许多方言中,发声态经常是许多方言声调

的附带特征,特别是那些嘎裂声、气音和紧化音等。有些语言学家对音高重音语言(只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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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音节有声调的对立)和声调语言(每一个音节都有本身的声调)进行区分;有一些语言学家

试图将像是官话或者吴方言这样的汉语方言分析成音高重音语言,因为轻声的出现———音

节的声调对立是中立化的。但是,大多数专家还是将汉语方言看成典型的声调语言。
声调对立最少的汉语方言是汉语分布区最北部的那些官话方言片,如东干语就只有三

个声调。有些方言(像广东话和温州话)能保持8个以上不同的声调。
为了记录声调,语言学家经常使用赵元任的标记系统。根据这个系统,声调通过从1

(最低音值)到5(最高音值)排列的“五度标记法”(score)来表现。声调既可以用数字,也可

以用“声调符号”(见表1)来标记。普通话的四个声调通常分别记录为55,35,214和51。
表1 赵元任系统的声调描写举例

5

4

3

2

1

51 55 35 214 21

高降 高平 中升 降升 低降

这种记录方法相比于非洲语言研究者所使用的符号来说更加精确,就像 HL或者元音

上的附加符号:􀅡(高),􀅣(低),􀅢(升),â(降)。对于多于两种起伏调的亚洲语言来说,赵元任

的系统是唯一适用的。
除了从上古汉语古后缀嬗变而来的声调转换外(例如“买卖”),现代方言中存在大量创

新的具有特定功能的变换。广东话中转变成35调是这一现象著名的例子①):
(1)在前缀阿a44和老lou24以后,专有名词(除了那些53调或者有韵尾塞音)的声调变

成35调。例如,陈tshɐn21变成阿陈a44tshɐn35。
(2)对单音节名词加强语义的重叠形式中,第二个音节变成35调,例如红hoŋ21(红)变

成红红hoŋ21hoŋ35(非常红)。
(3)对于一些动词,变成35调表示行动的完成:嚟lɐi21“来”,lɐi35“来了”。

(二)声母

在现代汉语方言中,还没有发现真正的声母复辅音。在青衣苗语,一种最近得到的描写

湖南苗族所说的汉语方言中,中古汉语的舌尖塞擦音对应复辅音kl-。这种复辅音被解释为

受苗语底层的影响,或者是对上古汉语的保留,但是似乎把这些所谓的“复辅音”解释为边塞

擦音会更为直接。
在汉语方言里能出现在声母位置的辅音中,有些辅音应该受到特别的重视。赖福吉和

① 余霭芹(AnneYue-Hashimoto).粤语的音系[M]//粤方言研究:卷1.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2:

9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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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森(Ladefoged和 Maddieson)在1996年曾提出了一个更精确的术语来描述在这些语言

中找到的发音部位。他们把齿龈后的舌叶音区分为几种不同类型:
(1)腭化的后齿龈音经常被称为上腭音ɕʑ(拼音中的jqx)。
(2)平的后齿龈音写成s·z·(拼音zhchshr)而不是卷舌音ʂʐ。他们建议汉语“卷舌音”

(擦音和塞擦音)和那些在达罗毗荼语(Dravidian)和印度—雅利安语言(Indo-Aryan)里面的

是不同的。
(3)隆起的后齿龈音在欧洲语言中与擦音ʃʒ相一致。然而,我们应该保留惯常的术语

“上腭音”和“卷舌音”来避免不必要的复杂化。

(三)介音

在普通话中,韵母经常被分为四类:
表2 标准普通话的韵母

开口 i[ɿ][ʅ] a e[] ai ei ao ou an en[n] ang eng er

合口 u ua uo uai ui uan un uang ong

齐齿 i[i] ia ie iao iou ian[jen] in iang ing

撮口 ü[y] üe üan[ɥen] ün iong

这四种类型被称为四呼,四呼是由介音决定的:开口是没有介音的音节,合口是有-w-介
音(或者元音u)的音节,齐齿有-j-介音(或者元音i),撮口有-ɥ-(或者元音y)。最后一类有

时候被分析成-j-和-w-的结合。
在普通话中,上腭音(jqx)为一组,软腭音(gkh)、齿间塞擦音(zcs)和卷舌塞擦音(zh

chsh)为一组,呈互补分布关系:前一组只和齐齿呼和撮口呼相拼,然而后一组只和开口呼

和合口呼相拼。
表3 普通话声母的补充分布

开口 合口 齐齿 撮口

软腭音gkh gān甘 guān官

上腭音jqx jiān尖 juān捐

齿音zcs zān簪 zuān躜

卷舌音zhchsh zhān瞻 zhuān砖

边音l lè勒 luò落 liè列 lüè掠

可以将上腭音共时分析成软腭音、齿音或者卷舌音的变体。

(四)韵腹(主要元音)

汉语方言中存在各种各样的元音系统,尽管有些特征如元音长度等相对稀少(音长只有

在粤方言中是音位特征)。
有一些语言学家曾经企图把普通话分析成二元音系统,只有 和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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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普通话作为二元音语言

开口 a aj j aw w an n aŋ ŋ

合口 w wa w waj wj wan w n waŋ w ŋ

齐齿 j ja j jaw jw jan jn jaŋ jŋ

撮口 jw jw jwan w n jw ŋ

在这种分析中,高元音u、i和y被看作是在没有主要元音的情况下,介音的元音化变体。

(五)韵尾

在汉藏语系的语言中,无论它们的音节结构像在嘉绒语或者藏语中一样存在复杂的复

辅音或者是像在现代汉语中缺少复辅音,韵尾位置可能出现的辅音种类相比于声母总是具

有局限性。这与这一地域其他语言相比有显著的类型学不同,例如蒙古语,它的情形就是颠

倒的。
汉语方言中出现的韵尾列举如下:
(1)-j/-w
(2)鼻音-m-n-ŋ
(3)喉塞音-ʔ
(4)非除阻塞音-p-t-k
在普通话中,只存在5个可能的韵尾,-j-w-n-ŋ和卷舌音-r[ɻ]。有一些方言已经完全

失去了鼻音。
这种类型的音节结构已经在这些亚洲的非汉藏语系的语言中被发现:越南语、壮侗语

族、苗瑶语族和在海南南岛语族的回辉语。

第二课 中古汉语的书面材料

中国的书写形式自汉代以来几乎保持不变,只有极少数的中古汉语发音信息能从文字

本身中反映出来。幸运的是,隋唐汉语的音韵系统能够通过那个时期的韵书精确地重建。
但是这些材料却不如用字母书写的系统那样方便,它们需要专门的分析来使之变得可用。

(一)反切

在历史上,描写文字发音的第一个方式是汉代出现的读若。这种方法尤多见于《说文解

字》。根据这种方式,一个罕见字的读音通过使用另一个更常见的同音字或近音字来表示。
用另一个字的读音来表明本字读音的这种方式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即当被注释的字没有准

确的同音字时,则不可能精确地传达本字的读音。
所以,另一种手段被发明出来表示字的读音:反切。反切的原则是用两个字的读音来注

释一个字的读音,第一个字表明它的声母,第二个字表明韵母(见第一课)。这是分析音节的

第一步。这里有一个例子,运用白一平(Baxter)对中古汉语的转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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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tuwng 德红切tokhuwngtshet
这表示“东tuwng”字和“德tok”字有相同的声母,和“红huwng”字有相同的韵母:

tuwng=t(ok)+(h)uwng。这条切语在中古汉语中是完美的,但是在普通话和几乎所有的

方言中,由于语音的变化(第三课即将讲到),反切的方法不再准确,因为东dōng和红hóng
的声调不同了。所以,当使用反切时,把数据限制在相同的方言和相同的时期是极其重要

的,否则,就不能做出可靠的音韵分析。
幸运的是,我们有或多或少反映同种传统的反切合集———韵书。它们最初是作为标准

的文学语言的书来写的。现存最古老的韵书是隋朝时期公元601年陆法言的《切韵》。《切
韵》的语言代表一种标准的读书音,似乎是数个方言的通变系统。高本汉起初以为它是首都

长安的方言,但是周祖谟证实了它更有可能是洛阳和金陵(南京)的文学语言。
《切韵》长期被人们认为已经散佚了,只有它宋代的增订版本———《广韵》(陈彭年、丘雍

1007年编成),对于学者们来说是可用的。《广韵》被当作科举考试的用韵标准,包括《切韵》
中的反切和后来唐朝著作中的一些反切,《广韵》收录了26000个字,是《切韵》的两倍之多。
清代小学家例如陈澧研究中古汉语发音的资料只有《广韵》,因此他还需要区别早期的和后

期的反切。
然而,《切韵》接近原著的另一个版本———王仁煦的《刊谬补缺切韵》在1947年被发现,

而且确定了《广韵》中大部分反切的真实性。
《广韵》按照声调来给字分类:平、上、去、入。平声字占很大的数量,因此它们被分成上

平和下平这两个部分,然后按韵来组织。《广韵》中一共有206韵,比《切韵》多的13个韵(一
些有-w-介音的合口韵从它们对应的开口呼韵中被区别开来,然而在《切韵》中,它们是集中

在一起的)。
每一个字后附释义和反切。在一个字有几个读音的情况下,第二个读音可以用反切或

者是同音字(又音)来表明。
在这本韵书中,有相同发音的字是一个接一个地排在一起的,而且只有排在第一个的字

有反切,后面有一个数字表明这个字的同音异义字的数量。例如,在《广韵》的第一页,“东”
韵中,我们找到以下的解释:德红切十七。这表示德红是东的反切,而且接下来的16个字是

有相同发音的字。在它们中有两个读音的字,例如涷或冻,有又音(又都贡切,这代表去声,
读成tuwngH)。

已知《广韵》是按声调和韵来编排的,它包含了有关韵的冗余信息。然而,并不是有关韵

的所有信息都在这206种类别中表示出来,而且反切是声母辅音信息的唯一来源。因此为

了完全理解《广韵》中的音系对立,我们分析它的反切是有必要的。在我们解释陈澧《广韵》
分析以前,我们将说明有关中古汉语声母的传统观念,同样,还有白一平对于声母辅音的转

写。

(二)三十六字母

从唐朝末年开始,出现了一些对中古汉语声母更明确的描述。其中已知最古的体系是

守温三十字母。后来在宋代,出现了三十六字母系统。直到陈澧的著作问世之前,三十六字

母一直被认为是代表了《切韵》的声母系统。
尽管这一系统是有瑕疵的,例如它漏掉了中古汉语一些重要的对立,但是知道三十六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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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的传统名称和音韵学术语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术语仍然在中国历史音韵学中广泛使用。
这个系统也区分了一些初唐不分的音,例如双唇音和唇齿音之间的区别。

表5 三十六字母

全清 次清 全浊 次浊

重唇音

帮

bāng
pang

滂

pāng
phang

并

bìng
bengX

明

míng
mjæng

轻唇音

非

fēi

pjɨj

敷

fū

phju

奉

fèng
bjowngX

微

wēi
mjɨj

舌头音

端

duān
twan

透

tòu
thuwH

定

dìng
dengH

泥

ní
nej

舌上音

知

zhī
trje

彻

chè
trhjet

澄

chéng
drjeng

娘

niáng
nrjang

齿头音

精

jīng
tsjeng

清

qīng
tshjeng

从

cóng
dzjowng

心

xīn
sim

邪

xié
zjæ

正齿音

照

zhào
tsyewH

穿

chuān
tshywen

床

chuáng
dzrjang

审

shěn
syimX

禅

chán
dzyen

牙音

见

jiàn
kenH

溪

xī
khej

群

qún

gjum

疑

yí
ngi

喉音

影

yǐng
j̒ængX

喻

yù

yuH

晓

xiǎo
xewX

匣

xiá
hæp

半舌音

来

lái
loj

半齿音

日

rì
nyit

在表5中,我们指出了在普通话和白一平的系统中,声母的传统名称和这些字的读音。
陈澧已经指出这个系统中的5个声母必须分成两部分:4个正齿音“照穿床审”和“喻”。他

获得这一结论的方法稍后将会解释。这里是这些声母的名字和它们在白一平系统中的转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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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照穿床审喻五声母

卷舌塞擦音 上腭音塞擦音

照zhào 庄zhuāngtsrjang 章zhāngtsyang

穿chuān 初chūtsrhjo 昌chāngtsyhang

床chuáng 崇chóngdzrjuwng 船chuánzywen

审shěn 生shēngsrjæng 书shūsyo

喻yù 云yúnhjun 以yǐyiX

最初,受《韵镜》(下文提及)中的声母和三十六字母的影响,高本汉认为船chuɑn是一

个塞擦音dz'-,然而禅chɑn是擦音z'-,但是陆志韦已经证明这些重构肯定是颠倒了。
唇齿音是晚期中古汉语的一个创新项目,而且和双唇音互补分布:它们只在三等出现

(见下文)。

(三)韵图

在宋代时期,《广韵》反切所包含的音韵学系统被制成表格表现出来,最古老的两个韵图

是《韵镜》和《七音略》。《韵镜》的现代版本是张麟之的1161年版。
《韵镜》是中古汉语音韵学系统的二维表示。每一个已经存在的音节都通过一个字来表

明(同音字不包括在内),然后空位用一个小圆圈来标记。每横排表示韵母,竖列表示声母。
声母被用接近三十六字母的术语来描述,这里有《韵镜》中横排的略图,与白一平系统中

相应声母和三十六字母相比。
表7 《韵镜》中的声母辅音

唇音 舌音 齿音 牙音 喉音 齿音舌

清
浊 浊 次

清 清 清
浊 浊 次

清 清 浊 清 浊 次
清 清 清

浊 浊 次
清 清 清

浊 浊 清 清 清
浊

清
浊

m-b-ph-p-
n-
nr-

d-
dr-

th-
trh-

t-
tr-

zj-
dzy-

s-
sy-
sr-

dz-
dzr-
zy-

tsh-
tsyh-
tsrh-

ts-
tsy-
tsr-

ng- gj- kh- k-
y-
hj-

h- x- -̒ ny-l-

明 并 滂 帮
泥

娘

定

澄

透

彻

端

知

斜

禅

心

审

从

床

清

穿

精

照
疑 群 溪 见 喻 匣 晓 影 日 来

从这个表格中,我们可能会以为《韵镜》省略了一些重要的区别点,特别是在齿音、上腭

音和卷舌音之间的区别,但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为了明白《韵镜》是如何表达这些区别的,
一些有关中古汉语音韵学的解释是必要的。

1.四等

我们能够注意到在表格中,韵都被组成4横排,这4横排被称为四等,从一等到四等,但
有一些韵只出现在一个等。

四等的音韵学意义似乎是和韵头有联系,而不是与-w-以外的介音有联系(见第4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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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四等

等 例子 特征 白一平(Baxter)标记的元音

一 毫 haw 没有-w-以外的介音 auo

二 爻 hæw 在初唐或有介音-Ɣ-,后来有前元音 æɛ

三 宵 sjew -j- letjV

四 萧 sew 宋朝汉语中的ie,但是来自于早期唐朝的ɛa e

从早期唐朝的音韵学系统来看,一等和四等不需要被区分:它们是没有上腭音介音的

韵。在元音ɛ裂化成ie以后,汉语音韵学家需要对四个韵有无介音i有一个特殊的分类。
《广韵》的大部分韵只对应一个等第。例外有五个:
戈(合口)-wa,-jwa(一等和三等)
麻-æ,-jæ(二等和三等)
庚-æng,-jæng(二等和三等)
东-uwng,-juwng(一等和三等)
屋-uwk,-juwk(一等和三等)
除了这五个韵,当《广韵》中的一个韵在《韵镜》的几个等中出现,则意味着其他的东西存

在。

2.《韵镜》中的舌尖音声母

有些系列的声母和四等是互补分布的。例如,有-w韵尾的:
表9 声母与等第的互补分布(一)

1毫 2爻 3宵 4萧

t端 刀taw 雕tew

tr知 啁træw 朝trjew

ts精 遭tsaw 焦tsjew 湫tsewX

tsr庄 抓tsræw

tsy章 昭tsyew

p帮 褒paw 包pæw 膘pjew X

k见 高kaw 交kæw 骄kjew 浇kew

有-ng韵尾的:
表10 声母与等第的互补分布(二)

1唐 2庚 3阳 4青

t端 当tang 丁teng

tr知 趟træng 张trjang

ts精 赃tsang 将tsjang 青tsheng

tsr庄 铛tsrhæng 庄tsrj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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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唐 2庚 3阳 4青

tsy章 章tsyang

p帮 帮pang 彭bæng 方pjang 瓶beng

k见 冈kang 羹kæng 疆kjang 经keng

与双唇音和软腭音声母相拼时,四等俱全,但是和舌尖音声母相拼时,情形却不同:一
等、二等和四等只出现在两个舌尖音的系列中,一个塞音,一个擦音/塞擦音。一等和四等

中,它们是齿音,二等中是卷舌音。和三等相拼时,四个系列出现,两个塞音和两个塞擦音。
齿间塞音①是唯一没有和三等出现的系列。这种分布并不是出于偶然,在我们讨论上古汉

语的时候将会给出完整的解释。
如果我们回头看看表7,就会发现,只有两组舌尖音在一等、二等和四等中存在,《韵镜》

中舌音(塞音)和齿音(擦音/塞擦音)的描写并不是模糊不清的:和一等、四等相拼的舌音和

齿音必须是齿音,和二等相拼的必须是卷舌音。
三等韵仍然有一个问题,由于它只和卷舌塞音相拼而不是齿音塞音,舌音经常是卷舌塞

音。但是对于齿音,我们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在表中我们如何区别齿音、卷舌音和上腭音

三个发音并居于何种位置呢? 《韵镜》使用的解决方法通过观察这本书中的表6就能轻易地

理解。
表11 《韵镜》表6(内转第六开)中的平声调的塞擦音/擦音

齿音

浊 清 浊 次清 清

脂

〇

〇

〇

〇

〇

师

尸

私

〇

〇

〇

茨

〇

〇

鸱

郪

〇

〇

脂

咨

脂韵在白一平的系统中被转写成-ij,就像他的转写表明的那样,它是一个纯三等韵。但

是为什么它也在二等和四等中出现呢?
在齿音(清擦音,s-,sr-或者sy-)的第四列“清”中,我们发现了三个字,分别在二等、三等

和四等:“师srij”“尸syij”和“私sij”。等在这里是一种传达声母辅音信息的途径:二等标记

卷舌音,三等是上腭音,四等是齿音。这种例子被称为“假二等”和“假四等”。
在《广韵》中,三等的11个韵能和卷舌塞擦音/擦音相拼:这些韵从来没有在同一个表中

一起出现并和二等韵相拼,原因是为了避免歧义。它们和有些韵不同,例如宵韵,它不能和

卷舌声母相拼,而且能和它相应的二等韵出现在一个表上面。

① 这些规则有三个例外:地dijH,打tængX,冷længX。这些例外情况可能只是孤立的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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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韵镜》平声表25(外转第二十五开)中的塞擦音/擦音

齿音

浊 清 浊 次清 清

毫

爻

宵

萧

〇

〇

韶

〇

骚

捎

烧

萧

曹

巢

〇

〇

操

弨

〇

糟

昭

〇

总而言之,看起来《韵镜》似乎比三十六字母更好地保留了《切韵》声母的区别。

3.重纽问题

除此之外,8个三等韵还有另外一个区别:

支 脂 祭 宵 侵 盐 真 仙

-je -ij -jejH -jew -im -jem -in -jen

这些韵中和唇音或者牙音声母相拼的字能出现在三等和四等里。以《韵镜》中的表4为

例,平声(支韵-je):
表13 《韵镜》平声表4(内转第四开合)中的唇音和牙音

牙音 唇音

清浊 浊 次清 清 清浊 浊 次清 清

支

〇

〇

宜

〇

〇

〇

奇

祇

〇

〇

〇

〇

〇

羇

〇

〇

〇

縻

弥

〇

〇

皮

陴

〇

〇

鈹

披

〇

〇

陂

卑

这些同源异形词被称为重纽,一些是重纽三等,一些是重纽四等。在白一平的转写中,
重纽四等被标记为附加一个i或者j。例如,“陂”被标记成pje然后“卑”被标记成pjie。这

种对立的语音学性质可能是因为重纽四等字有一个轻微的擦音介音*-ʑ-,但是重纽三等字

只有一个简单的-j-介音。
在越南语中,从中古汉语音节而来并拥有唇音声母的重纽四等字有一个特别的演变:在

口腔塞音中它们的声母变成t-,在鼻音中变成d-(在现代越南语中的z-或者j-发音却从上腭

音演变而来):
表14 越南语中的重纽对立

中古汉语 重纽 普通话 越南语

秘 pijiH 3 bì bí

庇 pjijH 4 bì t􀆪

贫 bin 3 pín bần
频 bjin 4 pín tầ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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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中古汉语 重纽 普通话 越南语

縻 mje 3 mí my
弥 mjie 4 mí di
岷 min 3 mín mân
民 mjin 4 mín dân

这种情形是因为越南语①中的一种语音改变,这种改变导致所有古代舌尖音、上腭擦音

和塞擦音混同为t-。对于重纽四等,语音变化例如*pʑ->*tɕ->t-出现。重纽对立的痕迹

在朝鲜汉字音的牙音声母中被发现,但是汉语方言中似乎没有重纽的痕迹。

4.结论

在普通话中,声母系统受到了相当的简化。除了声调的对立(见下一课),三等中的齿间

塞擦音和牙音变成上腭音塞擦音。这两组声母的混同相当晚,但是京剧演员则会做这种区

分。从齿音演变而来的上腭音称之为尖音,由牙音演变而来的上腭音称之为团音。

(四)反切分析

就像我们已经展示过的一样,《韵镜》系统和三十六字母系统相比,保持了更多的区别性

特征。对《广韵》中反切的彻底分析也可以确定这些韵的区别之处。
陈澧在他1842年出版的《切韵考》中,设计了一种方法可以发现这些漏掉的区别性征,

这种方法叫作系联法。反切法对应于同一个字的韵母和声母,经常用不同的反切下字和反

切上字。
系联法的原则来自反切上字的关系是传递性的,也就是说,拥有相同反切上字的字则有

相同的声母。所以,如果我们找出每个反切上字本身的特征是什么,然后把它们联系起来,
那我们则得到了一系列的代表相同声母的反切上字:

表15 声母溪kh-的一些反切上字

反切上字 字的反切

可khaX 枯我切khungaXtshet

枯khu 苦胡切khuXhutshet

苦khuX 康杜切khangduXtshet

康khang 苦冈切khuXkangtshet

空khuwng 苦红切khuXhuwngtshet

楷khojX 苦骇切khuXhojXtshet

口kuwX 苦后切khuXhuwXtshet

客khæk 苦格切khuXkæktshet

① 米歇尔·菲尔鲁斯(MichelFerlus).越南语及汉越音声母简史(Histoireabrégéedesconsonnes
initialesduvietnamienetdusino-vietnamien)[J].孟—高棉语研究,1992(20):11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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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的数据表明反切上字“可枯苦康空楷口客”都代表相同的声母。但是,这个方法也

有它的局限,因为一个声母的反切上字不可能总是被系联起来。例如,声母端t-有以下7个

反切上字:
表16 声母端t-的反切上字

冬towng 都宗切tutsowng

都tu 当孤切tangku

丁teng 当经切tangkeng

当tang 都郎切tulang

多ta 得何切tokha

得tok 多则切tatsok

德tok 多则切tatsok

在上表中,看起来“冬都丁当”和“多得德”是不同的两个组,而且相互无法系联。解决这

一难题的方法是使用“又音”:就像我们上面显示的那样,当一个字拥有一个以上读音的时

候,它的第二个读音总是会出现。所以,这个字和它的两个读音会在文本中的两个地方多余

地出现。然而,给出的读音并不是用相同的反切来标记的。
例如,在《广韵》的第1页,“涷”有两个反切tuwng德红切和tuwngH 都贡切(ta

kuwngH)。但是,在去声的部分,涷字去声读音的反切是多贡切(tukuwngH),所以我们能

确定这两个反切,都贡切和多贡切代表相同的发音。所以,这意味着“都”和“多”是相同的反

切上字,所以表16的两组反切上字因此能够系联起来。
通过系统地应用这个方法,为《广韵》中声母的反切上字、韵母的反切下字分类变成可

能。当两组字用任何手段都无法系联的时候,我们能推断出它们代表不同的声母或者不同

的韵母。
利用这种方法,陈澧证明“正齿音”和“喻”要分成两个声母集合。

第三课 中古汉语的声调

就像在《广韵》中表明的那样,中古汉语有四个声调:
平bjæng   level
上dzyangX rising
去khjoH departing
入nyip entering
每一个声调本身的名字就是该声调的例字。入声以塞音-p、-t、-k结尾,而且也可以不

作为声调分析,而看成是一种声调对立被中和的语境。高本汉、蒲立本和白一平没有标记平

声,但是对于上声和去声,他们采用了以下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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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 在不同转写系统中的上声和去声

高本汉 蒲立本 白一平

上 : ʔ X

去 - h H

中国方言学家使用的另一个系统是在字的四个角加半圆:

c平 c上 去ɔ 入ɔ。

(一)唐时期的声调

自奥德里库尔①以来,大多数语言学家一致认为中古汉语的声调从丢失的辅音而来。
通过比较越南和其他孟—高棉族语言,奥德里库尔第一个演示了越南语锐声和重声声调来

自韵尾-ʔ,跌声和问声通过一个*-h阶段来自于*-s。他得出结论:在汉语中也有类似的变

化发生,还提出上声来自声门塞音、去声来自*-s。
在现代方言中,我们能够找到这些早期音段的直接痕迹。在山西的孝义,上声有喉化

音,去声有一个轻微的-h。梅祖麟②和蒲立本发现了为上声构拟喉塞,而为去声构拟-h的独

立证据。
古人对唐代声调的描述是难以诠释的,而且有时候是相互矛盾的。根据《元和韵谱》所

载:平声者哀而安、上声者厉而举、去声者清而远、入声者直而促。

(二)汉语方言中声调的演变

就像东南亚的大部分语言一样,汉语方言经历了声调的分化,这是由声母辅音浊音的消

失和音域的创造所引起的。
这里是粤语的一些数据(入声没有讨论):

表18 中古汉语和粤语声调的对应

粤语 中古汉语 粤语 中古汉语

都 tou 53 tu

赌 tou 35 tuX 土 thou 35 thuX

妒 tou 33 tuH 兔 thou 33 thuH

奴 nou 21 nu 徒 thou 21 du

怒 nou 24 nuX 肚 thou 24 duX

弩 nou 22 nuH 渡 tou 22 duH

低 tɐi53 tej 梯 thɐi53 thej

①

②

奥德里库尔(HaudricourtAG).如何构拟上古汉语(OmmentReconstruireLeChinoisArchaïque)
[J].语言文字,1954(10):2-3,351-364。

梅祖麟(MeiTsu-lin).中古汉语的声调和音律以及上声的起源[J].哈佛大学学报(亚洲研究),1970
(30):8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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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语 中古汉语 粤语 中古汉语

底 tɐi35 tejX 体 thɐi35 thejX

帝 tɐi33 tejH 替 thɐi33 thejH

提 thɐi21 dej 泥 nɐi21 nej

弟 tɐi22 dejX 礼 nɐi24 lejX

第 tɐi22 dejH 丽 nɐi22 lejH

这些数据能做如下分析:
表19 中古汉语和粤语的声调

平 上 去

t全清(不带音) t53 t35 t33

th次清(送气) th53 th35 th33

d全浊(带音) th21 th24(t33) t22

n次浊(响音) n21 n24 n22

中古汉语三个声调中的每一个对应粤语的两个声调。一个声调出现在声母是清音(阴
声调)的音节中,其他的出现在声母是浊音(阳声调)的音节中。

表20 粤语中的阴声调和阳声调

平 上 去

阴(高音域) 阴平53 阴上35 阴去33

阳(低音域) 阳平21 阳上24 阳去22

我们注意到,与阴调相比,对应的阳调有一个高一些的基频FO。这一现象能在亚洲语

言中普遍观察到,而且和生理学倾向相联系。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复杂的声调演变会导致

阳调比阴调的FO还要高的情形(例如在标准泰语或者天津方言中)。
来自同一个中古汉语声调的不同粤语声调调型相同:平声都是下降的,上声都是上升

的,去声都是平的。
而且,我们注意到中古汉语浊塞音在现代汉语中根据声调的不同,能变成送气或者不送

气的塞音。粤语中的全浊上声有几种可能的变化:24(送气)或者22(不送气)。在第二种情

况下,上声的字合并到去声里面。这种现象的成因是方言混合。
从表20中,我们也能推断声调的分布是有空缺的:阴声调53,35和33都能和送气和不

送气的声母一起出现,但是阳声调只能和其中一个出现(送气和21,24,不送气的和22)。这

是粤语的普遍情况,不过细节有些复杂。
普通话的声调系统比粤语简单得多,但是它的声调演变更为复杂。
在普通话和粤语的一些层次,我们观察到低音域上声(阳上)变成了低音域去声(阳上归

去)。它只在古代浊塞音声母后发生,响音没有受到影响。蒲立本将这一现象解释为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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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本汉的想法相反,我们知道中古汉语的浊塞音在唐代的时候变成送气的浊塞音。然后,
在上声中,声母的送气性质将上声所带的韵尾喉塞同化为送气音,故而使上声变为去声。最

后,发生了一次类似格拉斯曼(Grassmann)法则的异化,在去声有-h韵尾的音节中,送气变

成不送气。
表21 蒲立本研究出的声调演变

浊音送气 清音化 同化 气声 异化

全清—平 p_ p_ p_ p_ pV pV

次浊—平 m_ m_ m_ m_ mV
 ̈

mV
 ̈

全浊—平 b_ bɦ_ pɦ_ pɦ_ pɦV
¨

phV
¨

全清—上 p_ʔ p_ʔ p_ʔ p_ʔ pVʔ pVʔ

次浊—上 m_ʔ m_ʔ m_ʔ m_ʔ mVʔ
¨

mVʔ
¨

全浊—上 b_ʔ bɦ_ʔ pɦ_ʔ pɦ_h pɦV
¨
h pV

¨
h

全清—去 p_h p_h p_h p_h pVh pVh

次浊—去 m_h m_h m_h m_h mV
 ̈

h mV
 ̈

h

全浊—去 b_h bɦ_h pɦ_h pɦVh pɦV
¨
h pV

¨
h

然而,这个解释有一个问题,因为浊声母在入声中也变成不送气,尽管在这些音节中不

大可能产生过这样的异化。
普通话将上声的“上”字念成第三声shǎng是约定俗成,根据常规的音变规则,在中古汉

语中读成dzyangX只能变成去声。

(三)声调和诗歌

唐宋诗词的格律并不仅仅只是根据音节的数量和韵,还要根据声调。四声被分成两组:
平和仄,仄包括上、去、入。在一种给定的格式中,一个音节能够用平、仄或可平可仄来划分。

例如,我们选择《菩萨蛮》这个词牌:
表22 《菩萨蛮》的词谱

〇

〇

平

平

〇

〇

仄

仄

平

平

平

平

仄1

仄1

〇

〇

仄

平

〇

平

平

仄

平2

平2

〇

〇

平

仄

平

〇

仄

平

仄3

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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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〇

〇

平

平

〇

〇

仄

仄

平

平

平

平

仄1

仄1

〇

〇

仄

平

仄

〇

平

仄

平4

平4

圆圈标志着可平可仄的音节,数字表示押韵的音节,这里给出一个中古汉语转写的例子:
平林漠漠烟如织

bjænglimmakmak̒ennyotsyik
寒山一带伤心碧

hansrean̒jiettajHsyangsimpjæk
暝色入高楼

mengsriknyipkawluw
有人楼上愁

hjuwXnyinluwdzyangHdzrjuw
玉阶空伫立

ngjowkkeajkhuwngdrjoXlip
宿鸟归飞急

sjuwktewXkjwɨjpjɨjkip
何处是归程

hatsyhoHdzyeXkjwɨjdrjeng
长亭连短亭

drjangdengljentwanXdeng
在表23中,我们写出了这首词的声调,不确定声调的音节用括号标出,仄声用加粗来表

示:
表23 李白词的声调

(平)
(平)

平

平

(入)
(入)

入

入

平

平

平

平

入1

入1

(平)
(上)

入

平

(入)

平

平

去

平2

平2

(入)
(入)

平

上

平

(平)
上

平

入3

入3

(平)
(平)

去

平

上

(平)
平

上

平4

平4

我们能够看到这首诗充分尊重了词牌要求(并不总是这样)。从《切韵》的角度来讲,有
一些韵并不完美:三等韵与四等韵通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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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中古汉语的韵母

中古汉语的韵母经常用“摄”来分类,摄代表了晚期中古汉语中的韵母对立,而不是早期

中古汉语。以下列出《切韵》韵母在不同体系中的构拟,不包括声调,但考虑到了介音-w-:
表24 《切韵》韵母在不同体系中的构拟

摄 韵 高本汉 蒲立本1991 白一平1992
陈以信2004

金陵 洛阳

果

歌一

歌三

戈一

戈三

开

合

â a a ɑ ɐ

i
^
â ɨa ja ɑ œ

uâ wa wa wɑ wɐ

i
^
wâ ua jwa wɑ wœ

假

麻二

麻三

麻二

开

合

a aɨ æ æ ɛ

i
^
a ia jæ jæ jɛ

wa waɨ wæ wæ wɛ

遇

模一

鱼三

虞三

合

uo ɔ u u ɔ

i
^
wo ɨə̌ jo œ 􀱼

i
^
u uə̌ ju 􀱼 􀱼

蟹

咍一

泰一

皆二

佳二

夬二

祭三

废三

齐四

灰一

泰一

皆二

佳二

夬二

祭三

废三

齐四

开

合

â·i əj oj əj əj

âi- ajh ajH ɑj ɐj

􀅢i əɨj ɛj ɑj ɛj

ai aɨj ɛɨ ɛ ɛj

ai- aɨjh(s) æjH æj ɛj

i
^
äi- iajh/jiajh jejH/jiejH ej/jej ej/jej

i
^
ɒi- ɨajh jojH 􀱼j 􀱼j

iei ɛj ej ɐj ɪj

uâ·i wəj woj Yj Yj

wâi- wajh wajH wɑj wɐj

w􀅢i wəɨjh wɛj wɑj wɛj

wai waɨj wɛɨ wɛ wɛj

wai- waɨjh(s) wæjH wæj wɛj

i
^
wäi wiajh/jwiajh jwejH/jwiejH wej/wjej wej/wjej

i
^
wɒi- uajh jwojH w􀱼j w􀱼j

iwei wɛj wej wɐj wɪ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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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韵 高本汉 蒲立本1991 白一平1992
陈以信2004

金陵 洛阳

止

支三

脂三

之三

微三

支三

脂三

微三

开

合

ie
^ iə̌/jiə̌ je/jie e/je i/ji

i i/ji ij/jij i/ji i/ji

i ɨ i i e

e
^
i ɨj jɨj yj yj

wie
^ wiə̌/jwiə̌ jwe/jwie we/wje wi/wji

wi wi/jwi wij/jwij wi/wji wi/wji

we
^
i uj jwɨj wyi wyj

效

豪一

肴二

宵三

萧四

开

âu aw aw ɑw ɐw

au aɨw æw ɛw ɛw

i
^
wäu iaw jew/jiew ew/jew ew/jew

ieu ɛw ew ɪw ɪw

流

侯一

尤三

幽三

开

ə
^
u əw uw ʉ u

iə
^
u uw juw y y

i
^
ěu jiw jiw iw iw

咸

覃一

谈一

咸二

衔二

盐三

严三

添四

凡三

开

合

â·m əm om ɔm ɔm

âm am am ɑm ɐm

􀅢m əɨm ɛm ɛm ɛm

am aɨm æm æm ɛm

i
^
äm iam jem 􀱼m 􀱼m

i
^
ɒm ɨam jæm em/jem em/jem

iem ɛm em ɪm ɪm

i
^
wɒm uam jwom œm 􀱼m

深 侵三 开 i
^
əm im/jim im/jim im/jim im/j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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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摄 韵 高本汉 蒲立本1991 白一平1992
陈以信2004

金陵 洛阳

山

寒一

山二

删二

仙三

元三

先四

桓一

山二

删二

仙三

元三

先四

开

合

ân an an ɑn ɐn

􀅢n əɨn ɛn ɛn ɛn

an aɨn æn æn æn

i
^
än ian jen/jien en/jen en/jen

i
^
ɒn ɨan jon 􀱼n 􀱼n

ien ɛn en ɪn ɪn

uân wan wan wɑn wɐn

wǎn wəɨn wɛn wɛn wɛn

wan waɨn wæn wæn wæn

i
^
wän wian jwen/jwien wen/wjen wen/wjen

i
^
wɒn uan jwon w􀱼n w􀱼n

iwen wɛn wen wɪn wɪn

臻

痕一

真三

殷三

魂一

谆三

文三

开

合

ən ən on ən ən

i
^
ěn in/jin in/jin in/jin in/jin

i
^
ən ɨn jɨn in yn

uən wən won Yn Yn

i
^
wěn/iuěn win/jwin win/jwin win/wjin win/wjin

i
^
uən un jun yn yn

宕

唐一

阳三

唐一

阳三

开

合

âng aŋ ang ɑŋ ɐŋ

i
^
ang ɨaŋ jang œŋ œŋ

wâng waŋ wang wɑŋ wɐŋ

i
^
wang uaŋ jwang wœŋ wœŋ

江 江二 开 ång aɨwŋ æwng ɔŋ ɔŋ

曾

登一

蒸三

登一

蒸三

开

合

əng əŋ ong oŋ oŋ

i
^
əng iŋ ing iŋ iŋ

wɔng wɔŋ wong woŋ woŋ

i
^
wəng wiŋ wing wiŋ wi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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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摄 韵 高本汉 蒲立本1991 白一平1992
陈以信2004

金陵 洛阳

梗

庚二

耕二

庚三

清三

青四

庚二

耕二

庚三

清三

青四

开

合

ɒng aɨjŋ æng æŋ ɛŋ

ɛng əɨjŋ ɛng ɛŋ ɛŋ

i
^
ɒng iajŋ jæng eŋ jɛŋ

i
^
äng iajŋ/jiajŋ jeng/jieng eŋ/jeŋ eŋ/jeŋ

ieng ɛjŋ eng ɪŋ ɪŋ

wɒng waɨjŋ wæng wæŋ wɛŋ

wɛng wɔɨjŋ wɛng wɛŋ wɛŋ

i
^
wɒng wiajŋ jwæng weŋ wjɛŋ

i
^
wäng wiajŋ/jwiajŋ jweng/jwieng weŋ/wjeŋ weŋ/wjeŋ

iweng wɛjŋ weng wɪŋ wɪŋ

通

东一

冬一

东三

钟三

合

ung əwŋ uwng ʉŋ ʉŋ

uong awŋ owng uŋ uŋ

iung uwŋ juwng yŋ yŋ

i
^
wong uawŋ jowng 􀱼ŋ 􀱼ŋ

对于这些韵母,我们可能加上“臻”,除了高本汉和陈以信,所有作者都构拟成“真”。这

个韵包含有卷舌塞擦音/擦音声母的字,例如榛瑟虱。高本汉的重构是i
^
ɛn。

(一)韵尾

中古汉语韵尾的构拟并不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8个韵尾能够被区分出来:-j(蟹),-
w(效、流),-m(深、咸),-n(臻、山),-ŋ(通、宕、梗、江、曾)和-p,-t,-k(入声中相当于鼻音者)。
唯一的问题是,流摄是否有韵尾-w,脂韵和佳韵是否有韵尾-j。

然而,主要元音的构拟更为复杂,因为邻近语言中的外来词和唐代字母语言的转写资料

都代表了晚期中古汉语而不是早期中古汉语,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足够的证据去构拟

元音系统,而不会产生歧义。
除此之外,《切韵》系统的本质是有疑问的。可以确定的是所有这些区别,包括被高本汉

忽略的重纽问题,都是真实的,而且透露给我们关于上古汉语的信息。然而,《切韵》并不是

同质的方言,而隋朝存在至少两种文学规范形式的融合,也就是金陵和洛阳音的融合。在当

时,就可能没有方言拥有所有这些区别。
白一平的系统并不是一套真正意义上的构拟,而是对这些区别特征的书面表示,相比于

传统术语,更具有实用性。对于那些开始学习中国历史音韵学的人来说,在学习声母和韵母

的传统名称之前,用一段时间先熟悉这些构拟系统会更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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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等

四等并不是对早期中古汉语的分类,而是晚期中古汉语的分类。在高本汉的构拟中,四
等之间的不同之处如下。一等和二等有不同的元音:一等:â,âi,ə,u,二等:ɛ,􀅢,a,å,o(大多

数时候在许多方言中前元音能够解释腭化现象)。三等被构拟成有一个i或者介音i
^
。四等

有ie,有介音i。
所有的构拟都同意一等韵除了-w-以外,没有介音,而且没有前元音。
跟随着马伯乐和陆志韦,蒲立本阐明四等中的双元音发音ie是一个晚期中古汉语的特

征,但早期中古汉语的四等韵,必须构拟单个的ɛ元音。除了斯塔罗斯金(Starostin)的构拟

系统,没有一个中古汉语的构拟系统保存了高本汉的错误。
三等的性质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
高本汉把他的-j-介音上推到了上古汉语中,但是蒲立本和罗杰瑞(Norman)给出了让人

信服的论证,来证明这些韵在上古汉语中可能没有介音:在其他汉藏语系的语言中和更老的

外来词中找不到这些介音的痕迹,在闽方言较古的层次甚至是在印度借词中也找不到(三等

音节经常被用来记录不带腭化的字)。此外,汉语词汇中一半以上是三等字,多数字具有这

样一个带标记(marked)的特征,这一点似乎并不正常。
蒲立本构拟了高元音,开发了晚期中古汉语的二次腭音化。似乎有些三等韵,像“钟”,

在许多方言中没有腭音化。例如:共gjowngH,普通话gòng,粤语kuŋ22。此外,有一些韵,
例如之-i在go􀆳on(来自*ə)中是o,在有些汉越语中是 :

表25 在汉越语和汉日语中之韵的例子

白一平 蒲立本 汉越语1 汉越语2 go􀆳on kan􀆳on

棋 碁 gi gɨ c̀ kỳ go ki

起 khiX khɨʔ kh i kh

在早期的中古汉语中这个元音并不像是前元音。khi不可能借自上古汉语,因为汉语

的上声对应于问声,如果的确是古词,则应该对应锐声。
在二等韵中,蒲立本1984年构拟的卷舌元音次要发音ar 和ər,但是在他1991年的书

中,这两个音被构拟成双元音aɨ和əɨ。这些构拟受上古汉语中二等来自有-r-的音节这种观

念的影响。潘悟云和郑张尚芳对中古汉语的构拟在二等中有介音-Ɣ-也是根据这种观念。
然而,在中古汉语中构拟这样一个介音似乎很困难,它将意味着卷舌塞擦音经常有一个介

音-j-或者-Ɣ-,而从来不会直接跟一个元音,那么这里会反对-w-(合口一等),-Ɣ-(开口二等)
和-wƔ-(合口二等)。例如,在郑张尚芳构拟的早期中古汉语中“撰dzrwænX”会变成

“dʒƔuan”,而且这里就没有*dʒuan。有前开元音的构拟更符合这些数据。
陈以信对早期中古汉语的一个新的构拟值得我们关注。跟随蒲立本的观点,他做了两

个不同的构拟:一个是北方方言,一个是南方方言。根据他的观点,《切韵》的韵类是把在两

种方言中找到的韵类进行了合并,但是他和蒲立本主要的不同是,他不认为北方方言保存了

所有韵的区别。例如,对于“支脂之”,他认为洛阳音合并了支和脂,但是金陵音合并了脂和

之:这三者之间的区别在隋朝不再是共时性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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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认为,对早期中古汉语的构拟应该成功解释《切韵》中韵的区别(为什么一些合口韵

被区别开来,有一些却没有;为什么麻和庚都有二等字和三等字),和在晚期南北朝与隋朝时

期的诗文韵例。
在表26中,符号C代表任何韵尾辅音。陈的构拟试图系统性地给通押韵部构拟完全

相同或相似的元音。
表26 南北朝/隋朝诗文韵部同用例

蒲立本 白一平 陈1 陈2

三等/四等(相同韵尾) iaCɛC jeCeC eCɪC eCɪC

二等具有相同韵尾(北方) aɨCəɨC(ɛ:C) æCɛC æCɛC ɛC

没有韵尾

脂之(南方) iɨ iij i ie

支脂(北方) iə̌i jeij ei i

模鱼虞(北方) ɔɨə̌uə̌ ujoju uœ􀱼 ə􀱼

-j

废灰咍 ɨajwəjəj jojwojoj 􀱼jYjəj 􀱼jYjəj

脂(合口)微(南方) wiuj wijjwɨj yj wiyj

泰皆(南方) ajəɨj ajɛj ɑj ɐjɛj

-n

元魂痕 ɨanwənən jonwonon 􀱼nYnən 􀱼nYnən

真殷臻(南方) inɨnin injɨnin in inynun

殷文(北方) ɨnun jɨnjun inyn yn

-ŋ
唐阳(北方) aŋɨaŋ angjang ɑŋœŋ ɐŋœŋ

冬钟(北方) awŋuawŋ owngjowng uŋ􀱼ŋ əŋ􀱼ŋ

-m 严凡(北方) ɨamuam jæmjom œm􀱼m 􀱼m

在陈的理论中,等是以舌面外部元音为特点的:ieæɑouy􀱼œ(非舌面外部元音是ɛɔ
ɪYəɐʉ)。

然而,陈的构拟也有一些缺陷:
(1)模,在早期中古汉语中不是高元音(最早的藏语转写,早期的汉越语)。
(2)登,根据这个韵的字的使用他构拟了-oŋ来注释上古日语万叶假名中的o2。但是,

我们都知道o2是一个ə音,在任何情况下,万叶假名的用字并不是基于早期中古汉语,而是

根据汉语中的一个更古老的形式。
(3)之,陈构拟了一个前元音i或者e。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在早期中古汉语中这并不

是一个前元音,就像汉越语中显示的那样。
(4)重纽4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上腭介音-j-,而是一个上腭擦音-ʑ-。
三宅对蒲立本早期中古汉语提出了一些修正,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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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7 三宅对蒲立本早期中古汉语的校正

白一平 蒲立本 三宅

二等
æ aɨ æ

ɛ əɨ ɛ

四等 e ɛ e

一等 u ɔ o

三等

je iə iə

jo ɨə ɨə

ju uə uə

je(jtn) ia(jtn) iə(jtn)

jo(jtn) ɨa(jtn) ɨə(jtn)

jwo(jtn) ua(jtn) uə(jtn)

jæ ia ja

(三)《古今字音对照手册》

早期中古汉语数据的实用资源是丁声树的《古今字音对照手册》。这本书通过六个字将

《切韵》的分类进行编码,而且所有的中国音韵学家都使用这个系统:
褒—博毛切 效开—平毫帮

这些字代表以下的分类(第一个和第四个是多余的)
(1)摄
(2)开口/合口

(3)等
(4)调
(5)韵
(6)声母

除了在麻韵或者庚韵中,等是一个冗余信息。开口/合口在韵中如果没有这个对立的话

也是冗余的。只有重纽没有在这六个特征中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要在字之前加上一个黑点:
碑—彼为切 卑—府移切 止开三平支帮

这表明碑pje是重纽三等,但是卑pjie是重纽四等。

第五课 上古汉语

上古汉语能够用多种不同方式来定义,或者是作为一切有记载的汉语形式的共同祖先

(用原始汉语这个术语可能更合适),或者是作为先秦文本(尤其是韵文)的语言。
构拟上古汉语的方法论并不是基于比较法。尽管对汉语运用比较法很困难,但这也是

有可能的,然而,现代方言从汉代才开始分化,比较法很难提供汉以前的资料。为了构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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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汉语,我们使用先秦韵部,并结合谐声字的声旁,然后有系统地将它和中古汉语比较。上

古汉语中从其他语言来的外来词,汉藏语系中的同源词同样也能提供帮助。

(一)四等的起源

我们在早期中古汉语中看到有一些声母是处于互补分布的:
表28 中古汉语中声母的互补分布

1唐 2庚 3阳 4青

t端 当tang 丁teng

tr知 趟træng 张trjang

ts精 赃tsang 将tsjang 青tsheng

tsr庄 铛tsrhæng 庄tsrjang

tsy章 章tsyang

p帮 帮pang 彭bæng 方pjang 瓶beng

k见 冈kang 羹kæng 疆kjang 经keng

l来 郎lang 良ljang 灵leng

最主要的对立是处在三等韵和一、二、四等韵之间:超过一半的字属于三等,除了齿塞音

以外,它几乎能和所有的声母相拼。一等、二等和四等只和塞音、塞擦音相拼,但是三等和每

一系列的声母相拼。这种情形暗示在上古汉语中只有塞音和塞擦音,卷舌音和塞擦音是后

起的(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①

如果我们按照分布将上表中的齿音重新整理为两类,那我们需要区别三等字的两个种

类,即那些在卷舌塞音/塞擦音之前的和那些在上腭音/齿间塞擦音之前的。
表29 舌尖塞擦音和四等

1唐4青 2庚 3阳 3阳

塞音 当tang 丁teng 趟træng 章tsyang 张trjang

塞擦音 赃tsang青tsheng 铛tsrhæng 将tsjang 庄tsrjang

一方面,一、二、四等/三等对立的本质是什么? 另一方面一、四等/二等对立的本质又是

什么呢?
第一个对立是一个具有重要争论性的问题。高本汉在上古汉语三等中构拟了j,但是现

在大多数音韵学家拒绝这种构拟,除了龚煌城。蒲立本认为这种对立来自元音的长短,然后

郑张尚芳和斯塔罗斯金(Starostin)发展了这一想法。
雅洪托夫(Jaxontov)和米歇尔·菲利鲁斯(Ferlus)曾提议把前缀的出现作为这一区别

的源头(雅洪托夫在B音节这一类中有一个*d-,而菲利鲁斯在A类中构拟了塞音前缀)。
罗杰瑞(Norman)提出一个和咽化(pharyngealization)相联系的发声方法区分。我们在这里

① 第一个提出这个观点的是钱大昕(1728—1804):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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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沙加尔(Sagart)的标记符号a和b来区别在上古汉语中这两种类型的音节,以免囿于

一家之见。
第二个对立是根据雅洪托夫①的理论,来自二等中的介音a*-r-(最初构拟成*-l-)。有

几个独立的事实支持这一观点。第一,二等不和来母相拼(来自*r-)。第二,在不少谐声系

列中,既有来母字,又有塞音声母字,而且塞音声母字属二等,例如监kɑm 和蓝lɑm。在

“蓝”字中的复辅音能被泰国语gra:m确定。
重纽问题也和*-r-介音相联系:在唇音和牙音前面的重纽四等音节来自没有介音的上

古汉语音节,在重纽三等中有一个*-r-。
表30 上古汉语中四等的起源

一、四等 二等 三等 三等

塞音 t-端组*at- tr-知组*atr- tsy-章组*bt- trj-知组*btr-

塞擦音 ts-精组*ats- tsr-庄组*atsr- tsj-精组*bts- tsrj-庄组*btsr-

在这个表中,我们看到对中古汉语的舌尖音上古汉语的构拟。这些通用的法则应用于

不同的塞音和塞擦音,无论是浊音还是送气音(例如,dzy<*bd-等)。

(二)上古汉语和声调发生学中的塞音韵尾

自清朝以来吸引着语言学家注意力的一个现象是在阴声韵(尤其是去声、上声和平声例

子很少)和入声韵之间的韵律和谐声接触。例如,《汉文典》(GSR)系列766的语音是“各”,
有入声字,例如“各kak”,“格kæk”或者“客khæk”,去声字例如“路露luH”。在《诗经》的韵

律中,我们观察到去声和入声之间相同种类的接触:
《小雅·楚茨》209
《经典释文》注音如下:
执爨:七乱反(tshwanH)
踖踖:七夕反(tshjek),又七略反(tshjak)
或燔:音烦

炙:之赦反

莫莫:音麦(mɛk,通常读为mak)
献酬:市由反(dzyuw)
卒度:如字(duH),法也。沈(沈重)徒洛反(dak)
执爨踖踖 tsyiptshwanHtshjektshjek
为俎孔硕 hjwetsrjoXkhuwngXdzyek
或燔或炙 hwokbjonhwoktsyæH
君妇莫莫 kjunbjuwXmɛkmɛk
为豆孔庶 hjweduwHkhuwngXsyoH

① ЯхонтовС.Е.上古汉语语音研究(韵母系统)[Фонетикакитайскогоязыка1.тысячелетияд.н.э.
(системафиналей)][J].东方学问题(Проблемы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1959(2):137-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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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宾为客 hjwepjinhjwekhæk
献酬交错 xjonHdzyuwkæwtshak
礼仪卒度 lejXngjetswotduH
笑语卒获 sjewHngjoXtswothwɛk
神保是格 zyinpawXdzyeXkæk
报以介福 pawHyiXkɛjHpjuwk
万寿攸酢 mjonHdzyuwHyuwdzak
在这些韵中,两个去声字“庶syoH”“度duH”和入声字一起出现。除此之外,度(GSR

801)有一个入声的读音dak。
高本汉认为,属于有入声音节或者与入声音节押韵的阴声韵字有浊音韵尾-g(有韵尾-

k)或者-d(有-t)。浊塞音没有留下痕迹地消失了。这一观点直到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都

被大多数研究上古汉语的专家学者所接受(董同龢、李方桂),但是却被王力和六元音派所拒

绝,它面临四个问题:
(1)可证明的汉藏语系中塞音韵尾都没有浊音对立,尽管它在其他的亚洲北部语言中存

在,如突厥语。
(2)在这种类型的重构中,几乎没有阴声韵(高本汉的系统中有3个韵,董同龢的系统中

有1个韵,李方桂的系统中则没有)。
(3)为什么祭部字(有韵尾*-d)只有去声这一问题没有任何解释。
(4)几乎构拟不出任何的*-b。在少数语音系列中,阴声韵字和有-p的字出现(除开

“去”这一系列),例如GSR695(内nwojH和入nyip/纳nop),高本汉构拟了高度不可能的音

变*-b>-d:对于内*nwəb>*nwəd。
我们在第三课里看到的奥德里库尔(Haudricourt)的声调发生学理论能够解释所有这

些现象。
通过把去声构拟成*-s和把上声构拟成*-ʔ,阴声韵和阳声韵之间接触的理由变得清

晰起来。例如在“各”系列中,去声字例如“路”,属于上古汉语的鱼韵,需要被构拟成带有*
a,而且luH能够被构拟成*ras。根据韵尾串(塞音+s),塞音脱落的规律,如果我们假设这

个*ras来自一个更古老的*raks,那么格*krak和*ras之间的接触能被更好地理解。我

们再也不需要构拟浊音韵尾来解决了问题1。这条规律也适用于《诗经》的韵律:
执爨踖踖 btɨpatshon-sbtshakbtshak
为俎孔硕 bwajbtsraʔakhoŋʔbdak
或燔或炙 awɨkbbanawɨkbtak-s
君妇莫莫 bkunbbɨʔamrakamrak
为豆孔庶 bwajadosakhoŋbstak-s
为宾为客 bwajbpinbwajakhrak
献酬交错 bhŋan-sbduakrawatshak
礼仪卒度 brijʔbŋajatsutalak-s
笑语卒获 bs-ʔaw-sbŋaʔatsutawrak
神保是格 bmlinapuʔbdeʔakrak
报以介福 apusblɨʔakrɨtsbpɨ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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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寿攸酢 bmansbdosbliwadzak
*-k没有直接痕迹地脱落了(*-ks和*-s拥有相同的演变),但是*-ts和*-s不同,

它有一个变化:*-t成为韵尾-j。只有去声的韵,如jH来自有复韵尾*-ts的音节。例如:

GSR337:
祭 tsjejH<*bts[e,a]t-s
蔡 tshajH<*atshat-s
察 tsrɛt<*atshret
或GSR302:
括 khwat<*akwat
活 hwat<*agwat
话 hwæjH<*agwrat-s
这种类型的重构比高本汉和李方桂的构拟做出更多的区别:和入声字押韵或有谐声接

触的去声字(例如路luH<*arak-s)跟那些没有的(如故kuH<*aka-s)相比构拟得不同。
在李方桂的系统里,两个都会被构拟成有*agh。这里已经再也没有必要去重建一个没有阴

声韵的语言:问题2得到了解决。
最后,韵尾*-b的问题也得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古复辅音*-ps通过同化变成*-ts:

内*-anups>*-anuts>nwojH。在谐声系列和韵例中去声和-p接触的缺乏只是由于中

国历史上*-ps>*-ts的变化出现得很早这一事实。在这一变化后造的字就与收-t尾的入

声字发生谐声/押韵接触了。
不是所有人都接受奥德里库尔(Haudricourt)的理论。这里是几个主要的反对观点:
(1)上声构拟成*-ʔ并不能服人,因为建立在越南语和其他南亚语系的比较上的这个模

型,并没有解释有鼻韵尾的上声字:可能要构拟*-mʔ,*-nʔ或者*-ŋʔ,尽管这样的复辅音

在南亚语言中并不存在。解答:这样的音串在南亚语音中非常少确实是真实的(尽管它们存

在于原始越芒语),但是在汉藏语系中相当常见,例如嘉绒语和彻旁语(Chepang),所以这个

类型学的论证也因此无效。
(2)构拟浊塞音韵尾对于解释对转现象是有必要的,在早期中古汉语中的阴声韵字和鼻

韵尾字构成的字族可以证明。例如(龚煌城的构拟)。
往*gwrjangx  于*gwrjag
扬*lang 舁*lag
解答:阴声韵和入声韵之间对转的例子很少,而且没有常见的意义。它们可能或者是不

相干的字,或者是通过后缀相联系的字。

(三)六元音系统

雅洪托夫(Jaxontov)①是第一个发现中古汉语中合口音节的不规律分布的。一些有阳

声韵例如唐阳-wang/jwang,登-wong,庚二-wæng,耕-wɛng,先-wen,只和牙音或者喉音声

母(或者唇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合口的对立就没有区分了)一起出现。中古汉语中没有

① ЯхонтовС.Е.上 古 汉 语 语 音 研 究(圆 唇 元 音)[Фонетикакитайскогоязыка1.тысячелетияд.н.э.
(лабиализованныегласные)][J].东方学问题(Проблемы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1960(6):5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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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trwæng,*tswen,*lwong或者*dwang这样的音节。然而,其他的合口音节和所

有的声母都能一起出现,例如-win,-won等等。
雅洪托夫的结论是我们不应该像高本汉那样在上古汉语中构拟一个介音*-w-。中古

汉语介音-w-有两个来源:只在牙音和喉音(同样也有部分其他合口音节)前面出现的合口音

节在上古汉语中拥有唇软腭音声母*kw-,*khw-,*gw-,*hw-,*ʔw-。在这种情况下,中
古汉语介音-w-来自古代唇软腭音的唇音部分。

表31 中古汉语介音-w-来自古代唇软腭音举例

光kwang<*akwaŋ 狂gjwang<*bgwaŋ

获hwɛk<*awrak

犬khwen<*akhwir 玄kwen<*gwin

在其他的合口音节中,介音-w-是来自圆唇元音*u和*o的裂化:
表32 介音-w-是来自圆唇元音*u和*o的裂化举例

敦twon<*atun 谆tsywin<*btun

端twan<*aton 专tsywen<*bton

卒tswot<*atsut 出tsyhwit<*bthut

掇twat<*atot 拙tsywet<*btot

这些是在上古汉语中有锐音尾的音节*-j、*-r、*-n、*-t,这个分析,如在上文中所见

的结合了-r-介音理论,就能够重新安排上古汉语的元音系统。为了确定上古汉语中元音对

立的数量,我们应该看看在阴声韵中有多少区别必须要构拟出来,然后是在阳声韵中。
早期中古汉语阴声韵(或者韵尾-j,-w)来自上古汉语中的十个传统韵部。
这里列表(不收*-r-的音节)是:

表33 早期中古汉语阴声韵与上古汉语中十个传统韵部的对应

高本汉 李方桂 六元音 早期中古汉语一、二、四等 早期中古汉语三等

鱼 *o *ag *a u模 jo(ju)鱼虞

侯 *u *ug *o uw侯 juw尤

之 *əg *əg *ɨ oj咍 i之

幽 *ôg *əgw *u/*iw aw豪 juw尤

微 *iər *əd *ɨj<*ɨl oj(ej)咍齐 jɨj(ij)微脂

脂 *iər *id *i/*ij<*il ej齐 ij脂

支 *ieg *ig *e ej齐 je支

歌 *âr*â *ar *aj<*al<*oj<*ol a歌 je支

宵 *og *agw *aw/*ew aw豪 jew宵

祭 *âd *adh *ats/*ots ajH泰 jojH(jejH)废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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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定阴声韵中有多少个元音区别,我们需要对上古汉语那些韵部中有单纯元音和

有韵尾*-j和*-w的加以区分。祭韵,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有一个复韵尾*-ts,而且在上

古汉语中没有回到阴声韵。
对于“歌”,在例如傩na<*anajor或者难nan<*anar的系列中,我们需要构拟韵尾

*-j和*-r,把这个韵和“元”接触。古代的越南语和泰语借词也保留了-j韵尾。例如多ta<
*at-laj在泰语中是借给hlaaiA。

这里有一个链式音变*-a>-ɔ,*-aj>-a最后*-ats>ajH。这个韵里面*-s的脱落比

在其他韵里面发生得晚。对于“鱼”构拟了*a是没有争议的,它在其他汉藏语系语言中的

同源词中得到确认(苦*akhaʔ::kha-ba,吾*aŋa::nga,五*aŋaʔ::lnga,鱼*bŋa::nya等

等)。
甚至在中古汉语中微韵字与-n韵字之间也有一些接触,故而对这些字构拟*-r尾是合

理的。我们暂时不考虑“宵”,因为这个韵在早期中古汉语中都有韵尾-w,只剩下6个韵部。
李方桂的系统有相同的区分,但是大部分的对立处于韵尾和介音部分,而元音只有4个。

牙音韵尾的音节中,有5个韵部:
表34 有牙音韵尾的音节中的5个韵部

六元音 早期中古汉语一、二、四等 早期中古汉语三等

蒸 *ɨŋ ong ing

冬 *uŋ owng juwng

耕 *eŋ eng jeng

阳 *aŋ ang jang

东 *oŋ uwng juwng

在早期中古汉语中的*iŋ韵和*in真韵合并,例如在年nen<*aniŋ这些字中。这里

也有6个元音。对于有牙音或者唇音韵尾的韵,早期中古汉语字音是两可的:我们经常需要

使用谐声系列和《诗经》用韵。

(四)怎样构拟上古汉语的字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能够从早期中古汉语的形式直接决定上古汉语。例如堵tuX能只

来自*ataʔ。这些情况并不普遍(模只来自鱼部*a①)。就像在表中能观察到的那样,麻韵

-æ既能来自鱼*-a,也能来自歌*-aj。所以,马mæX和麻mæ能够首先被构拟成*amrajʔ/

*amraj或者*amraʔ/*amra。我们需要使用《诗经》用韵和语音系列来决定。
对于这些字,我们很幸运地拥有《诗经》用韵。“麻”在韵脚出现3次,其中部分韵字是清

晰的,例如歌ka<*akaj或者娑sa<*asaj,其他的尽管模糊,但是很明显是来自歌*aj韵。
马韵出现了21次,而且它的韵字是很明白的鱼*-a部字,例如组tsuX<*atsaʔ。所以,我
们必须构拟麻*amraj和马*amraʔ。

① 即使对这个韵来说,在小舌音前还是有一些歧义。例如ku这个音节能够被构拟成有一个牙音*a

ka或者一个唇软腭音*akwa。



汉语音韵学导论 译 文

2016年3月·第三辑 229  

谐声系列也能被用来解决一些两可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声母的构拟,这个《诗经》用韵中

没有给出信息。
早期中古汉语和上古汉语的对应

一等、二等和四等

A:尖声母

G:团声母

L:唇音声母

V:牙音声母

表35 早期中古汉语与白一平构拟上古汉语的对应

早期中古汉语 上古汉语(白一平)

-a歌 -aj歌

-æ麻 -raj-ra歌鱼

-æjH夬 -rats祭

-æk陌 -rak职

-æm衔 -ram谈

-æn删 -ran元

-æng庚 -raŋ阳

-æp狎 -rap盍

-æt鎋 -rat月

-æw肴 -ru-riw-raw-rew幽宵

-æwk觉 -rawk-rewk-riwk-rok-ruk药觉屋

-æwng江 -roŋ-ruŋ冬东

-ajH泰 -ats祭

-ak铎 -ak-awk铎药

-am谈 -am谈

-an寒 -an元

-ang唐 -aŋ阳

-ap盍 -ap盍

-at曷 -at月

-aw豪 -aw-u宵幽

-ɛj皆 -rij-rɨj-rɨ脂微之

-ɛjH皆 -rits-rɨts-rets脂微祭

-ɛk麦 -rɨk-rek职锡

-ɛm咸 -rem-rom-rɨm-rum-rim谈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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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早期中古汉语 上古汉语(白一平)

-ɛn山 -ren-rin-rɨn真文元

-ɛng耕 -reŋ-rɨŋ耕蒸

-ɛp洽 -rep-rop-rɨp-rup-rip缉盍

-ɛt黠 -ret-rit-rɨt月质物

-ɛɨ佳 -re-raj支歌

-ej齐 -e-ij支脂

-ejA齐 -ɨj微

-ejH齐 -its-ets质祭

-ejHA齐 -ɨts物

-ek锡 -ek-iwk-ewk锡觉药

-em 添 -em-im谈侵

-en先 -en-in-iŋ元真

-enA先 -ɨn文

-eng青 -eŋ耕

-ep帖 -ep-ip盍缉

-et屑 -et-it月质

-ew萧 -iw-ew宵

-oj咍 -ɨ之

-ojV咍 -ɨj微

-ojHV咍 -ɨts微

-ok德 -ɨk职

-om覃 -om-ɨm-um谈侵

-onV痕 -ɨn文

-ong登 -ɨŋ蒸

-op合 -op-ɨp-up盍缉

-owk沃 -uk-awk觉药

-owng冬 -uŋ冬

-u模 -a鱼

-uw侯 -o-ro侯

-uwL侯 -u幽

-uwk屋 -ok-awk屋药

-uwng东 -oŋ东

-wa歌 -oj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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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早期中古汉语 上古汉语(白一平)

-wæ麻 -roj歌

-wæLV,L麻 -ra鱼

-wæjH夬 -rots祭

-wæjHLV夬 -rats-rets祭

-wæt鎋 -rot月

-wætLV鎋 -rot-rat月

-wæn删 -ron元

-wænLV删 -ren-ran-ron元

-wajH泰 -ots祭

-wan桓 -on元

-wat末 -ot月

-wɛj皆 -ruj

-wɛjLV皆 -rɨ之

-wɛjH皆 -rots-ruts祭微

-wɛn山 -run文

-wɛnLV山 -rɨn文

-wɛt黠 -rot-rut月 物

-woj灰 -uj微

-wojL灰 -ɨ-ɨj之

-wojH灰 -uts微

-wojHL灰 -ɨts微

-won魂 -un文

-wonL魂 -ɨn文

-wot没 -ut物

-i之 -ɨ之

-ij脂 -rij-rɨj脂微

-ijA脂 -ij-ɨj脂微

-ijL脂 -rɨ之

-ijH脂 -rits-rɨts脂微

-ijHA脂 -its-ɨts脂微

-ik职 -ɨk-rɨk职

-im侵 -rim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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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早期中古汉语 上古汉语(白一平)

-imA侵 -im侵

-imA,V侵 -ɨm-um-rɨm-rum侵

-in真臻 -rin-rɨn真文

-inA真臻 -in-ɨn真文

-ing蒸 -ɨŋ-rɨŋ蒸

-ip缉 -rip缉

-ipA缉 -ip缉

-ipA,V缉 -ɨp-up-rɨp-rup缉

-it质 -rit-rɨt质物

-itA质 -it-ɨt质物

-jæA麻 -aj-a歌鱼

-jæk陌 -rak铎

-jækG陌 -rek锡

-jæmG严 -ram谈

-jæmV严 -am-om-rom谈

-jængG庚 -raŋ-reŋ阳耕

-jængTS庚 -reŋ耕

-jæpG业 -rap盍

-jæpV业 -ap-op-rop盍

-jak铎 -ak-awk-rawk-ewk-rewk铎药

-jakA铎 -rak铎

-jang阳 -aŋ阳

-jangA阳 -raŋ阳

-je支 -raj-re-aj歌支

-jeA支 -e支

-jejH祭 -rats-rets祭

-jejHA祭 -ats-ets祭

-jek昔 -ek锡

-jekA昔 -ak-rek铎锡

-jem盐 -ram-rem谈

-jemA盐 -am-em-om-rom谈

-jen仙 -ran-ren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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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早期中古汉语 上古汉语(白一平)

-jenA仙 -an-en元

-jeng清 -reŋ耕

-jengA清 -eŋ耕

-jep葉 -rap-rep盍

-jepA葉 -ap-ep-op-rop盍

-jet屑 -rat-ret月

-jetA屑 -at-et月

-jew宵 -aw-raw-rew宵

-jewA宵 -ew宵

-jieG支 -e支

-jiejHG祭 -ets祭

-jiemG盐 -em谈

-jienG仙 -en元

-jiengG清 -eŋ耕

-jiepG葉 -ep盍

-jietG屑 -et月

-jiewG宵 -ew宵

-jijG脂 -ij脂

-jijHG脂 -its脂

-jimG侵 -im侵

-jinG真臻 -in真

-jipG缉 -ip缉

-jitG质 -it质

-jiwG幽 -iw-riw幽

-jo鱼 -a-ra鱼

-jojHG废 -ats祭

-jomL凡 -am谈

-jomL凡 -om-rom谈

-jonG元 -an元

-jopL乏 -ap-op-rop盍

-jotG月 -at月

-jowk烛 -ok-rok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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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早期中古汉语 上古汉语(白一平)

-jowng钟 -oŋ-roŋ东

-ju虞 -o-ro侯

-juLV,L虞 -a-ra鱼

-junG文 -un文

-junL文 -ɨn文

-jutG物 -ut物

-jutL物 -ɨt物

-juw尤 -u幽

-juwA尤 -ro-iw-riw侯幽

-juwA,V,L尤 -ru幽

-juwL尤 -ɨ之

-juwk屋 -uk-ruk-iwk-riwk觉

-juwkL屋 -ɨk职

-juwng东 -uŋ-ruŋ东

-juwngL东 -ɨŋ蒸

-jwe支 -oj-roj歌

-jwejH祭 -rots祭

-jwejHA祭 -ots祭

-jwen仙 -ron元

-jwenA仙 -on元

-jwet薛 -rot月

-jwetA薛 -ot月

-jwiejH祭 -etsLV祭

-jwiet薛 -ot-et祭

-jwojHG废 -ots祭

-jwonG元 -on元

-jwotG月 -ot月

-jwɨjG微 -uj微

-jwɨjHG微 -uts微

-jɨjG微 -ɨj微

-jɨjHG微 -ɨts微

-jɨnV殷 -ɨn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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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早期中古汉语 上古汉语(白一平)

-jɨtV迄 -ɨt物

-wij脂 -ruj微

-wijA脂 -uj微

-wijLV脂 -rɨ-ru之幽

-wijH脂 -ruts微

-wijHA脂 -uts微

-win真 -run文

-winA真 -un文

-wit质 -rut物

-witA质 -ut物

(学术编辑:刘镇发)

向柏霖,男,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东亚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罗琳,女,厦门大学中文系2012级硕士研究生。
李无未,男,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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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汉语教育史的重大收获
———评《日本汉语教科书汇刊(江户明治编)》*

陈明娥

(厦门大学 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近年来,随着海外汉学蓬勃发展、汉语热的全球化,很多学者将目光转向海外汉语教育

史的研究。“当今世界,汉语教育方兴未艾,无论是各国交流发展汉语教育经验,取长补短之

需要,还是扩大对外汉语教学学科领域,构筑这一新的学科殿堂之要求,对国外汉语教学情

况的了解与研究,均已成为一项不可忽视的任务。”①在海外汉语教育史上,日本的汉语教学

与研究始终走在前列,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留下了丰富的教育文献资料。因此,及时总结日

本汉语教育的成果,挖掘其语言意识、教学意识以及教学理论等,可为世界汉语教育史,特别

是日本汉语教育史以及海外汉语教学等提供重要的借鉴和参考。
为适应这一需求,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李无未教授主编的大型海外汉语教育文献丛书《日

本汉语教科书汇刊(江户明治编)》(以下简称《汇刊》)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发行。该丛书由

中日几十位学者精诚合作、倾心关注,历经十几年辗转求索而成。它的问世,弥补了日本汉

语教育史乃至世界汉语教育史文献的缺憾和不足,对于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汉语史研究以

及汉语方言史研究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亦为近代中国社会历史、中日文化交流史和中

日关系史等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参考资料。

一、汇集珍贵文献134种,并配以题解,是目前最完备的
日本汉语教育文献汇编

  日本的汉语教育在世界汉语教育史上占有显赫地位,自然会引起学者的关注。日本学

者波多野太郎先生搜集影印的《中国语文资料汇刊》第三至第五篇(不二出版社,1993—

1995)分别涉及了一些汉语教材;六角恒广先生主编的《中国语教本类集成》共10集40卷

(不二出版社,1991—1998),则对这些宝贵的教育文献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搜集整理,他还先

后出版了《中国语有关书书目》(不二出版社,1985)和《中国语书志》(不二出版社,1994),列
出了日本近代教育史上出版的各种教科书、工具书目录,清晰地揭示了日本近代汉语教育的

基本面貌,为中国文化史(包括中国语学史)、日本文化史和中日文化关系史的研究给予了有

*

①

基金项目: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编号:JAS150070),
中央高校专项基金(编号:20720161024)。

六角恒广.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M].王顺洪,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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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支持;①李无未先生等主编的《对外汉语教学论著指要与总目》(作家出版社,2008),是
我们目前所见收集最为完备的中国和世界相关国家对外汉语教学论著总目汇编,其下卷“对
外汉语教学论著总目·日本卷”部分,则收集和整理了日本以中国语研究为对象的论著共

4956条。这些材料的整理和介绍,为日本汉语教育史研究的继续深入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张美兰先生主编的《日本明治时期汉语教科书汇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则选择收

录了日本明治时期的汉语教科书50余种,进一步引发了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开拓了日本

汉语教育史以及汉语史研究的空间领域。
然而,作为世界汉语教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汉语教科书这笔宝贵的学术财富,虽

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注意,但日本近现代汉语教育文献的汇集工作还存在相当大的空间,中
日两国已面世的几部重要资料汇编无论在文献收集的全面性还是文献选择的多样性上都存

在一定的缺憾,一些颇有价值的语料尚未挖掘,这一现状对于理论研究的深入无疑造成了极

大的限制。因此,全面挖掘日本汉语教育史第一手资料文献的工作变得更为重要和紧迫,对
广大中国学者来说,原始文献的获取必然会成为推动研究深入的有利契机。

《汇刊》汇集了日本汉语教育体系下所采用的具有代表性的珍贵汉语教科书和工具书文

献共计134种,全书分为八卷九编,计六十册。该丛书横跨日本享保元年(1716)到明治四十

五年(1912)间江户和明治两个时代,是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关于日本近百年来汉语教育最

全面、最详尽的资料汇编,亦是世界汉语教育史上的丰碑之作。相对于中日已有的资料整理

成果,《汇刊》在文献选择上,同样重视那些彰显日本汉语教育史独特价值的文献,这便与前

辈时贤的选择保持相当的一致性,比如《唐话纂要》(1716)、《亚细亚言语集———支那官话部》
(1880)、《官话指南》(1881)、《官话急就篇》(1904)、《官话应酬新篇》(1907)等处于日本汉语

教育史核心地位的汉语教科书文献,这次仍然收录进来。除此之外,《汇刊》编者还站在“世
界汉语教育史”和“海外汉学”的高度,运用“域内外互动”和“汉字文化圈”等独特视角,进一

步扩大了教材的选择范围。比如,一方面,为了体现日本的“国别化”教材在世界汉语教材史

上的共性和个性,从而将选取范围扩大到了与欧美教材的关系,收录了英国传教士威妥玛的

早期汉语教材《寻津录》和《文件自迩集》,这两种教材对于明治早期日本的北京官话口语教

材和时文教育教材的编写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为了揭示日本汉语教育文献的

语言研究价值,编者还收集了一批在汉语史、汉语方言史以及汉语语法学史上意义重大的文

献,如第三卷“明治语法语音文字课本”就收录了27种、第六卷“明治方言课本”收录了17
种,其中有《粤东俗字便蒙解》(1870)、《岡氏之支那文典》(1887)、《支那文字史》(1900)、《汉
字原理》(1904)、《上海语独案内》(1904)、《现代支那语学》(1908)、《汉字要览》(1908)、《日用

和教育上汉字活用》(1910)等,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之前从未在中国大陆公开过,本次影印

出版适应了海外汉学发展的需要,其语言方面的价值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挖掘。
为了方便广大读者和研究者更清楚地把握各卷教科书的发展脉络,编者还为该大型丛

书精心编写了《日本汉语教科书汇刊(江户明治编)总目提要》,作为配套书目同时出版。每

种书的提要主要对其版本、著录、流传、内容、体例、特点以及学术价值等基本情况做一介绍,
便于读者快速地把握文献信息,为深入了解日本的汉语教育史提供了便捷的研究途径。

① 严绍璗.跋[M]∥六角恒广.日本中国语教学书志.王顺洪,译.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0: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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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心选择编排,为世界汉语教学及“国别化”
教材编写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汇刊》的出版,不但为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语料,而且,作为对外汉

语教学教材编写的早期形态,这些汉语教科书文献加速了汉语在国际的传播,亦为今天的世

界汉语教学以及“国别化”教材编写都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具有很高的语言教学研究价值。
日本学者六角恒广先生的论著《近代日本的中国语教育》(不二出版社,1961)、《中国语教育

史の研究》(东方书店,1988)、《中国语教育史论考》(不二出版社,1989)等;日本学者安藤彦

太郎先生的《中国语与近代日本》(岩波书店,1988)等,分别指出了研究日本汉语教科书的一

些基本思路和方法,对日本中国语教育特点以及汉语教育史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中国学

者王顺洪先生的《日本汉语教育的历史和现状》(1989)①、《六角恒广的日本近代汉语教育史

研究》(1999)②、《日本人汉语学习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等,亦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

日本汉语教材的一些基本特点。李无未先生、陈珊珊先生、张美兰先生等以及各自的研究团

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日本教科书所体现出的教学特点和教学意识等做了个案的分

析和研究,不同程度地挖掘了它们的世界汉语教学价值以及影响。
《汇刊》选择了日本近代汉语教育史上从1716年至1912年近200年间具有代表性的汉

语教科书文献134种。据统计,日本这一时期出现的各类汉语教科书共计400余种。这些

汉语教科书种类繁多,性质不一,编者在搜集整理这些语料时,综合考虑编者、体例、语言、内
容和地位等多个方面的因素,致力于挖掘那些教学理论价值较高和对日本教育史意义重大

的典型材料。比如日俄战争两年期间出版的各类教科书就近百种,出现了许多应时所需的

“速成”类小册子,因为针对性太强、语言价值较低而不予收录。而《官话指南》(1881)的经典

地位贯穿了整个“支那语”时代,不断地重新修订出版,并有了英语版、法语版和注释本等不

同的版本;《日汉英语言合璧》(1888)到明治四十年已重印了10版;《官话急就篇》(1904)则
重印了126版,这些日本人学习汉语必备的经典教科书,都集中收录到了《汇刊》中。再如

《岡氏之支那文典》(1887)、《现代支那语学》(1908)等文献,作为一般汉语教科书的实用性价

值虽然不高,却具有很高的语言教学理论价值,这类专科性教科书的收录,对世界汉语教育

史研究来说,也是十分必要的。
《汇刊》以发表年代先后为准,立足于语言教学和语言研究的角度,将这些教育文献分为

八卷和一个附录,内容翔实,分类清晰并且方便检索。第一卷,江户唐话课本共计12种,主
要收录江户时代以普通汉语学习者为对象而公开发行的汉语教科书如《唐话纂要》《唐译便

览》《唐音雅俗语类》等4种以及唐通事教育子弟学习汉语所用的家传性质的教科书如《小孩

儿》《闹理闹》《养儿子》等6种,另外,明治前期完全继承了江户唐话教科书形式的两部文献

《汉语跬步》《雅俗清韩通语集》也收入本卷,体现了教科书之间的传承脉络;第二卷,明治一

般课本共计25种,主要收录明治时代广泛应用于汉语教学活动的综合性汉语教科书如《亚

①

②

王顺洪.日本汉语教育的历史与现状[J].语言教学与研究,1989(4):26-41.
王顺洪.六角恒广的日本近代汉语教育史研究[J].汉语学习,1999(4):6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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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亚言语集》《清语教科书》《官话急就篇》《清语正规》等,体现了教学内容的丰富性;第三卷,
明治语法语音文字课本共计27种,主要收录明治时代以汉语语言知识要素为主要教学内容

的汉语教科书,如语法教材《虚字解》、《支那文典》(大槻)、《岡氏之支那文典》等,语音教材

《支那音独案内》《日清字音鉴》《支那音速知》等,文字教材《汉字原理》《汉字要览》《日用和教

育上汉字活用》等,展现了日本汉语言理论研究方面的成果;第四卷,明治会话课本共计22
种,收录明治时代以北京官话会话为主要教学内容的汉语口语教科书,如《官话指南》《日清

会话》《北京官话实用日清会话》《官话应酬新篇》《清语读本》等,体现了日本“会话主义”的教

学理念;第五卷,明治时文课本共计9种,主要收录明治时代以汉语官话书面语及公务、商业

用文写作为主要教学内容的汉语教科书,如《清国时文辑要》《冠注高等支那时文读本》《支那

文件小解》等,体现了日本应用文教学的成果;第六卷,明治方言课本共计17种,主要收录明

治时代以中国广东、南京、台湾、上海、东北等各地方言为主要内容的汉语教科书,如《粤东俗

字便蒙解》《支那南部会话》《台湾会话编》《上海语独案内》《满洲话会话一月卒业》等,展现了

日本学者对汉语方言复杂性的全面认识;第七卷,明治文化阅读课本共计10种,收录明治时

代以中国风俗、政经时事、寓言故事等为内容的汉语读本,如《北京官话伊苏普喻言》《言文对

照北京纪闻》《生财大道》等,体现了日本教材对汉语文化要素的观照;第八卷,明治字辞典课

本共计10种,收录供日本人学习汉语或辅助教学的实用工具书如《日汉辞汇》《日华会话辞

典》等,展现了多样化的汉语教学或学习成果;附录则收入了英国外交官威妥玛编写的《寻津

录》和《文件自迩集》两部对日本汉语教科书发展具有极其深远影响的文献。
《汇刊》所选日本汉语教科书文献,时间跨度近200年,清晰地体现了近代日本汉语教学

意识的发展变化,如从南京官话到北京官话的转变,从“长短话”模式到“散语—问答—谈论”
这一会话模式的普及,语言知识和文化项目讲解的逐渐加入、“功利性”教学意识的形成等;
从编纂体例看,很多教材之间都有比较明显的继承和创新关系;从汉语水平等级看,除了初

级教材外,亦收录了一部分中高级汉语教材;从功能角度看,不但收录了一般性的综合教材,
还分别收录了以会话、阅读、方言以及语言专项知识理论教学等为主的多样化教材。这些教

材为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真实的语料,其在编排体例、词汇选择、会话主题、注释

方法、教学意识等方面表现出的若干特点,也为“国别化”教材的编纂及对外汉语教学提供了

重要的借鉴。

三、保存真实汉语,为汉语史研究及汉语方言史研究
提供了宝贵的语料

  《汇刊》保存了18世纪至20世纪初真实的汉语,丰富了汉语史研究的语料。这一时期

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动荡的交替时期,汉语与其他语言之间的接触频繁,发展变化的速度很

快,而这一时期中国的本土文献中,能真实反映当时社会的口语发展步伐的材料较少,因此,
日本汉语教科书的语言面貌,能为汉语史研究特别是近代汉语研究提供丰富翔实的语料,具
有重要的语言研究价值。这些教科书中保存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语言现象,例如:语音方面,
创制了独特的语音标记符号,出现了明确的连读变调、轻声和儿化的描写意识,揭示了汉语

语音的语流音变和历史音变特点;词汇方面,出现了一些带有明显地域特色的口语和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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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大量的近代新词新语和日语借形词,反映了清末以来汉语词汇发展的基本面貌和中

日两国在语言文字方面的复杂关系;语法方面,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词类和句法现象。
《汇刊》还特别选取了以语法语音文字各语言要素教学为主的专科性教科书27种,别为

一卷。然而,长期以来,这些重要的语言学术著作因为理论性太强,实用性价值较低而被中

外学者忽视,这是十分遗憾的。该卷所收教科书在“现代汉语语法体系”的认识、“现代汉语

性质特点”的阐释、“汉字字源系谱”的发明、“语流音变”的描写等方面都多有创获,具有很高

的语言理论价值,对于我们研究汉语语言学引进、借鉴、改造国外近现代语言学理论成果,进
而构建自身理论体系的历史过程也是很有价值的。

清代以来的汉语,处在一个动荡的变革时期:书面语系统中,古白话逐步全面取代文言,
唱响了“言文一致”白话文运动的前奏;口语系统中,汉语方言的分歧日趋明显,以北京话为

基础“北方官话”已基本上代替了以南京话为基础的“南方官话”,汉民族共同语也正在经历

着一次全面转型。日本的汉语教学十分注重口语,从明治九年(1876)开始,明确以“北京官

话”为主要教学对象,并将这一教学原则贯彻在教学实践和教材编写中。《汇刊》中大量的汉

语教科书文献向我们证明了汉语官话由南京官话转向北京官话的历史事实。比如为了配合

北京官话教学的转型,大量的教材直接以“官话”“北京官话”“支那官话”或“京话”命名。《官
话指南》《官话篇》《北京官话支那语学捷径》《北京官话谈论新篇》《北京官话实用日清会话》
《北京官话常言用例》等,这些教材更加注重口语和会话,反映了北京话口语的基本面貌,在
现有文献资料缺乏的情况下,日本官话教材中的这些语言事实体现了北京话的发展轨迹,为
清末北京官话研究、北京方言史研究以及北京方言字典辞书编纂等提供了真实丰富的资料。
日本官话教材中,作者还经常通过词汇对比教学的方法,有意识地将一些同义或近义的词汇

编排在一起,再现了清末汉语使用的真实面貌。而通过这些词汇,我们不但可以了解当时汉

语使用中呈现出的文白之别,亦可以了解汉语发展中体现出的南北官话的地域差异。
《汇刊》除了选取大量北京官话口语教科书外,第六卷还精选17种其他汉语方言课本,

涉及了大量有关台湾方言、东北方言、上海话、广东话、南京话等地的方言语料,为汉语方言

字典辞书编纂乃至汉语方言史研究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比如《台湾土语全书》等教科书为

了解闽南方言词语近百年来语音和词汇的发展变化等提供了客观依据;《粤东俗字便蒙解》
与马礼逊的《广东省土语字汇》有相当的一致性,对研究19世纪以来广东话的发展亦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上海语独案内》等教科书则真实地反映了清末上海话的面貌,对研究上海方言

史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反映18世纪以来中日两国的社会生活现实,
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和关系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汇刊》所收录的汉语教科书文献,真实地再现了18世纪以来中国、日本乃至世界其他

各国经历的社会变化,为中日历史乃至东西文化交流史、关系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份独特的资

料清单。

18世纪至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迅速发展和急剧动荡的时期,也是世界语言文化接触

十分活跃的时期,这时中外交流日益频繁,西方的新事物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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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教科书文献,真实地记录了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新变化,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与

碰撞都能在这些汉语教科书文献中窥得端倪。这些教科书所包含的会话主题,涉及中国社

会政治制度、商业经济、对外贸易、文化教育、风俗土产、军事生活、农业生产等方方面面。比

如这些教科书中保留了大量的意译新词,经济方面的如“洋钱”“洋货”“钱铺”“洋行”“银行”
“股东”“股份”“股票”“拍卖”“销路”等;邮电方面如“邮政局”“信票”“明信片”“电报”“存款”
“汇银”“汇兑”等;车船方面如“车票”“东洋车”“护照”“火车”“火车站”“轮船”“自行车”;物品

方面如“钢笔”“领带”“钟表”“洋灯”“洋油”“自来火”“千里眼”“激筒”“名片”“灯罩儿”“油画”
“牙刷子”“刷牙散”“胰子”等;军事方面如“鬼子”“红十字会”“水雷”“守备兵”“战地医院”“军
务处”“砲队兵”“水母船”等;政治方面如“领事馆”“租界”等;文化方面如“戏馆子”“洋文”“新
闻纸”等;饮食方面如“面包”“黄油”“荷兰水”等等。这些意译新词是当时中外语言接触的真

实写照,为我们全面了解清末社会提供了一幅幅逼真的画卷,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近代社会

学、历史学、经济史、军事史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不仅使日本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也使日本的中国语

教育走上了同政治挂钩的语言教学之路。……教育主要是作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工具,
同远东政治格局紧密相连。”①这一时期日本的中国语教育,是为了满足经济和军事扩张的

需要而展开的。《汇刊》中收录的大量教科书文献,也表现出明显的“商用”和“军用”特色。
比如《北京官话日清商业会话》《中国商业用文》《沪语便商》《燕语生意筋络》等商业专门教科

书不断增加,广泛涉及日常商业用语、商贸专用语、商贸活动、商业官司、商贸谈判、商业文的

写作和翻译等有关商业社会的多个方面,这些都为现代商业汉语教材的编写提供了参考价

值。事实上,很多教科书都体现出商业与汉语教育相结合的特点。比如《清语正规》专门设

立“商用语”章,列举了商贸方面的常用名词近50个;《日清会话语言类集》67篇课文中,有
36课都涉及了与经济活动相关的对话;《支那语学校讲义录》分别设有“商业语言”“商业会

话”和“经济论”,还列出了中国当时重要的通商口岸26个。这些教科书都不同程度地反映

了外来经济文化影响下的中国社会生活,反映了中国商业发展的大致情况,对于商业文化生

活和经济史研究,也具有重要的价值。此外,为了竭力满足当时日本侵华战争在语言和文书

上的需求,很多汉语教科书也在不同程度上留下了军事与战争的烙印。一些军用教材都是

军方直接参与编写的,且大多为速成类教材,带有明显的功利性。如《兵要支那语》《兵事要

语日清会话》《笔谈自在军用日清会话》《支那语速成兵事会话》等汉语教科书,直接以“兵要”
“兵事”或“军用”为名,带有鲜明的军用色彩;这些教科书的内容主要是围绕“军营”“扎营”
“探听”“审问”“操演”等话题展开,直接暴露了日本以侵略和扩张为目的的汉语教育。即使

是一些综合性教材,也在不同程度上引入了军事方面的话题。如《英清会话自学入门》中,就
有长达20页共计212条“兵要常语”;《自迩集平仄编》则隐含着当时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所需

的各类情报;《实用日清会话》第一编中的7篇课文全部是军事话题;《北京官话实用日清会

话》专设“军营”一章,列举了诸如“枪炮”“通条”“夯药”“营房”“操演”“奸细”“劫营”“哨官”
“水雷艇”等军事词语共计112个;《清语正规》亦专门设立“军用语”章,列举了军事常用名词

40个;《日华会话筌要》也列出了有关“军事”方面的词语200余个;《支那语学校讲义录》多
次设立了“兵事会话”等相关话题。这些汉语教科书都从不同侧面将日本军事扩张中的野蛮

① 王幼敏.近代日本的中国语教育[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06(4):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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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和军国主义野心暴露无遗,亦在一定程度上为中日关系研究以及中国军事史研究等提

供了可靠的语料。
虽然,受功利主义教学意识的影响,很多汉语教材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缺陷:重短语会话、

轻语音语法;重商业军事,轻传统文化;针对性强、系统性差;交际性强,知识性差;在生词复

现、内容编排、词汇练习等方面亦存在较大的随意性,甚至到处可见文字语法等方面的错误。
但从世界汉语教学史的角度看,近代日本汉语教科书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理论与实践模式,功
利主义的教学意识在特定的时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实用主义教学理念为指导的汉语教

科书,特别是那些以军用、商用、政用等职业应用之需编写的专门类教材,又具有了一定的社

会史价值。这种“速成”“急就”“快捷”式的汉语教育也为短期速成教育、专门汉语培训以及

汉语国际推广等提供了一定的借鉴经验。
当然,受研究条件的限制,有些散见世界各地的珍贵汉语教科书文献尚未收录,有待于

进一步搜集整理;有些跟教科书关系密切的工具书或辅助教学材料尚未收录等,这说明,《汇
刊》的编印仅是一个开始,以后还有更长的路要走。另外,在分卷编排方面存在一些欠妥之

处,比如第二卷“明治一般课本”与第四卷“明治会话课本”的性质类别界限模糊,内容上多有

交叉,如第二卷收录《清语读本》,也是典型的会话教材,第四卷收录的《二十世纪清语读本》
则更适合看作“一般课本”;第二卷收录的《日清商业作文与会话》,却是为特定人群编写的商

务专门教科书,作为“一般课本”归类似有所不妥;再如把口语教材《生财大道》归入“明治文

化阅读课本”、把《北京官话常言用例》归入“明治字辞典课本”等,都值得商榷。然而,对教科

书性质和特点的认识是见仁见智的,而且,在分类依据和理论意识等方面亦可各有侧重,《汇
刊》在篇目编排方面的瑕疵与其本身呈现出的学术价值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总之,无论从日本汉语教育史或海外汉语教材编写史的角度,还是从汉语史、汉语方言

史、汉语学研究史的角度来看,《汇刊》都是一部难得的资料汇编,已经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

的充分关注。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珍藏明清汉语文献发掘与研究》成果之一,
《汇刊》的编者已经对其中的一些重要文献展开了相关的研究,我们相信,以此为基础,深入

探讨汉语史、世界汉语教育史以及近代中国经济、军事、文化交流等的发展历史,必将会有新

的收获。如果我们站在“海外汉学史”的角度,用“跨文化”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些材料,《汇刊》
所蕴含的学术价值也许已经超出了我们认识所及的范畴,由此展开的广阔的学术前景,是值

得期待的。

陈明娥,女,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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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独特 亮点纷呈
———评《台湾女性文学史》

朱郁文

(佛山市艺术创作院 文化与文艺理论研究部 广东 佛山 528000)

  《亚洲周刊》于1999年邀请海内外十四名评委投票选出了“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
其中台湾作品有28部,这28部作品中有10部出自女性之手(作者分别是朱天文、于梨华、
施叔青、聂华苓、林海音、李昂、琼瑶、苏伟贞、朱天心、陈若曦),占三分之一。相比较而言,入
选的近60部大陆作品中,出自女性作者的不到10部,远低于台湾女性作品占入选台湾作品

的比例。
当然,这份“百强”名单也许并不“权威”,也未必能代表大多数人的意见,但它从一个侧

面佐证了台湾女性文学的强势。想想琼瑶小说及其改编电视剧对大陆的影响,想想初读李

昂带来的心灵震撼,这些人的入选也在情理之中。
而这只是一份小说书单,不包括散文、诗歌等其他文类。三毛、席慕蓉、罗兰、张晓风、龙

应台……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也同样贯穿于我辈大陆学子的阅读史和心灵史,我们初次遇

见她们文字的那种“惊艳”之感依然历历在目。
我们能读到她们的文字,能被她们的文字吸引和影响,正说明优秀作品的传播和接受,

是不受地域和作者身份限制的。但是,不受“限制”只是相对而言,众所周知,由于历史、政治

和地理的种种因素,时至今日,我们对台湾文学的了解、对台湾文学的研究,远远不够。
事实上,在我们的主流文学史叙述中,“台湾”和“女性”都具有某种程度上的边缘性,而

对边缘性的关注、梳理和呈现,本身即是一种纠偏。这种纠偏代表着对文学史的一种重构,
当然亦是一种颇具挑战性的尝试,其目的在于更真实地接近文学及其书写者的历史与现状,
呈现文学的多样性,呈现文学写作主体的多元化,呈现世界与情感的丰富性。

令人欣喜的是,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林丹娅教授及其同仁以一部《台湾女性文学史》勇敢

地进行一次这样的尝试。在笔者看来,这个尝试是成功而有效的。这部视角独特的文学史

亮点纷呈,笔者尝试将这些亮点梳理如下。

亮点一:填补“台湾女性文学”研究之空白

如前所述,在大陆的主流文学史叙述中,台湾文学和女性文学常常是被弱化或忽略的。
举例来说,大陆高校中文系几部常见的权威教材,比如《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国当代文

学史教程》《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等,台湾文学尤其是台湾女性

文学在其中显然是弱化的,甚至是缺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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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以降,大陆学界的台湾文学研究渐兴,出现了相关的文学史著作,比如《台湾

新文学概观》《现代台湾文学史》《台湾文学史》《近二十年台湾文学流脉———“战后新世代”文
学论》《台湾文学论稿》《20世纪台湾文学史略》《台湾现代文学史稿》《台湾文学创作思潮简

史》《多源多流———双甲子台湾文学(史)》等多种问世。但迄今为止,包括台湾本土在内,尚
未有全面深入梳理台湾女性文学的史著出现。

由厦门大学中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该课题团队成员撰写、林丹娅教授主编的《台湾女性文

学史》,这部近百万字的煌煌巨著的问世可谓正当其时。从纵向上来说,此书涵盖了从远古

时期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台湾女性文学写作,时间跨度最长;从横向上来说,此书涵盖了

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及文学批评等各文类在内的所有台湾女性写作,空间和文学门类

跨度最广(本书单独给予详细阐释与评论的女作家超过一百人,涉及者面更是此类研究之空

前)。而且,厦门大学是台湾文学研究的重镇,在海峡两岸文化与文学交流中具有得天独厚

的优势,因此此书在资料的获取上具有良好的基础和条件。对海峡两岸新旧报纸、书刊、文
献等大量一手资料的搜集和掌握,使得此书在资料完备、翔实、新颖上无可比拟。

综上,《台湾女性文学史》做到了“在历时性与共时性层面上全方位的详尽体现”,不无开

拓性,可以说填补了文学研究界的一个空白。

亮点二:“女性文学”概念之厘清

此书在前言中,特意对“女性文学”这一概念做了界定。曾几何时,“女性文学”这一概念

颇受争议。首先,此概念提出的必要性遭到质疑;其次,此概念的内涵界定众说纷纭,无法统

一。此书前言写到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女性文学概念本身在形成过程中因

国情族情等有差异而产生不可避免的多种阐释和理解,使其呈现出某些不清晰乃至多重交

合或混淆的情况;二是认知主体本身所具有的性别意识形态所起的潜性而显性的微妙作

用。”这两点刚好从认知主体内外两种因素方面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而在笔者看来,外因看

似复杂却相对容易厘清,而内因就没那么容易厘清了。因为,很多时候,反对这一概念使用

的恰恰是女性作者而非男性作者,她们“意欲在以男性价值为普遍价值的主流文化中取得认

可,以期不成为男性之‘她者’而存在”,也就是说她们不愿意被贴上“次等”的“女性”标签。
时至今日,笔者相信,依然会有很多女性作家排斥这一个概念,也同样会有很多读者和研究

者对此概念感到困惑。
有鉴于此,此书再次对“女性文学”这一概念的合法性做了解释。书中认为,人类绵延数

千年的父权宗法制,造就了以男权话语为中心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直至人的意识等无所

不在的形态;男性意识直接侵蚀每一个人,成为其与生俱来的人性意识;男性即是人类的主

体,具有普遍性;人类的历史就是“他的历史”,人类的文学史也即是男性文学史。男性不必

标识自己的性别,就具有天然而成的国族身份。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女性文学”的
提出不是为了标新立异,更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标识和彰显一直被遮蔽的“她们自己的

文学”。
鉴于学界对如何理解与界定这一概念存在颇多歧义,此书前言用极其简明的语言对“女

性文学”做了界定———“女性文学是、也只能是女性所创造的文学”。但是,对概念的理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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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就此打住。编者强调,这里的“女性”“既是生理层面意义上的本质性的‘女性’,又是社会

性别意义上的非本质的‘女性’”———因为男权社会的一系列性别成规最先针对的是本质性

的性别对象,进而延伸到非本质化的系统性的性别歧视。
既然如此,所有主体文本,不管“是很有性别意识和立场的,还是毫无性别意识与立场

的,是形有而实无的还是形无而实有的,是明晰准确的还是模棱两可的,甚至是有悖于自己

性别利益与立场的,是极端的还是中庸的……”,只要是出自“女性”之手,都将被纳入到该书

的研究范围当中。
需要指出的是,“女性文学”这一概念与“女性主义文学”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有所不

同———后者同样在学界引起了巨大争议。后者更强调了写作主体的性别意识和性别立场,
而并不限定写作主体的性别身份。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此书的研究对象为什么选择前者

而非后者。道理很简单,此书旨在“呈现和勾勒被男性叙述所忽略的、埋没的、遮蔽的,或曲

解的、误读的女性文学作品和女作家,从女性自己的书写中发现被意识形态所压抑、藏匿、扭
曲了的女性的生存体验和生命存在的真实,发现并阐释女性写作与其文本的价值与意义”。
所以,将作者的性别身份限定在“女性”就是必然和必须的———尽管书中也涉及一些古代男

性作家的作品,但那只是为了在对比中参照出其时的女性境遇;此外,正如书中所言,不管是

否具有或自觉或明晰的性别意识和性别立场,所有女性文学文本“都是女性文学本身所经历

的历史过程与事实,也是女性文学研究需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的内容和对象,也都是、
正是我们要对女性文学进行性别研究的原因与意义之所在”。

亮点三:女性主义批评的专章论述

与大陆相比,台湾女性主义批评的崛起与台湾女性文学的发展二者之间的联系更为紧

密。尤其是1970年代以降,二者之间的亲密关系显得尤为明显。性别/女性主义理论对台

湾社会的影响巨大而深远,这种影响波及台湾社会的各个层面,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制度、道德观念等等,女性的地位和境遇、女性的声音和话语权、女性自身的独立与发展等

等,也与此前大不一样。这种影响快速地传递到文学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方面如《中外

文学》《联合文学》《当代》等各大文学刊物,频繁地集中推出关于女性主义研究专号或专栏,
极大推动了性别研究与女性主义批评;另一方面,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崛起又极大地促进了

台湾女性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催生了一批性别意识和性别立场极为鲜明的女性主义文学文

本,比如李昂三姐妹、龙应台、廖辉英、吕秀莲、朱天心、朱天文、朱秀娟、李元贞、邱妙津、钟
玲、洪淑苓、江文瑜、张芳慈、杨佳娴、廖之韵等人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作家既是出色

的女性(主义)文学写作者,又是女性主义理论的倡导和女性文学研究的佼佼者,比如吕秀

莲、李昂三姐妹、欧阳子、龙应台、钟玲、李元贞等等,这也是其区别于大陆文学界的一个特

色。
我们知道,由于历史、政治、社会氛围等因素的潜在性和决定性影响,无论是女性主义文

学写作,抑或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大陆与台湾面临的环境是不同的。尽管在整体发展脉

络与趋势上,海峡两岸是相近的,但并无完全一致。有些时候,台湾女性主义显得更为先锋

和激进,走得也更为深远。这种激进和深远不仅体现在妇女运动,还呈现于女性文学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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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批评。从这个意义上说,台湾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多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之处,台湾

女性文学也更有值得研究的内容。但与台湾地区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探讨与话语实践的

热烈程度和重要性来说,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著作,却鲜少对其进行较为全面的呈现与梳

理,缺乏对其存在与发展的整体性面貌与态势的把握,遑论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认知与研

究。因此,该著专辟“台湾女性主义批评”一章,用心发力所在,开辟研究且以此强调彰显其

理论渊源与批评脉络,在笔者看来是极为必要的,也是此书的一个亮点。
本一章节概述部分对台湾女性批评家和台湾女性主义批评的兴起与发展,做了一个简

要的梳理,随后选取了欧阳子、龙应台、钟玲、李元贞、张小虹、何春蕤、邱贵芬、施淑、刘纪蕙、
范铭如等十位女性批评家,对她们的研究及代表性著作进行了评述。此章提到的这些女性

学人是新批评、女性诗学、空间批评、文化研究、后现代女性主义、性权派女性主义、后殖民女

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等文学批评领域的重要学者,她们的研究

既具有创新和开拓性,又富于思想深度,是台湾文学研究领域极具代表性的重大成果,她们

的成就甚至超越了文学研究领域,在文化、政治、传媒、社会心理等范畴以及知识分子和大众

中间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成果也是体现西方理论本土化、在地化的良好范例,它们与大陆

的女性主义理论和性别研究成果遥相呼应,极大地丰富了华语文学研究。需要指出的是,这
些批评家当中有些并未有意张扬自身的性别意识和立场(如欧阳子、龙应台、刘纪蕙等),她
们的研究对象也并不局限于女性作家的作品(如《王谢堂前的燕子》《龙应台评小说》《两岸文

学论集》《心的变异:现代性的精神形式》等),但这对于她们进入本书论者视野的“合法性”并
不构成威胁。因为,首先这些论著本身就是一种女性写作;其次,这些女性批评家及其论著

的存在本身构成了对男性中心主义话语的反拨,她们理性的思维、宏阔的视野、锐利的分析、
深刻的论述恰恰是对二元对立化的性别(气质)划分与界定的挑战,让“女性擅于感性书写,
男性擅于理性思考”“做学术女不如男”等性别偏见不攻自破。

总之,无论对于台湾文学研究者还是女性主义文学研究者来说,此章所呈现并论及的这

些代表性论著,都不能不读,这也许是此章提供给人们的一个最直接的功用吧。

亮点四:视角之新颖与解读之深刻

正如前言中所说,此书在编著时突出了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把台湾女性文学“置放在中华母体文化与母体文学的视角下,以揭示两岸文化的

同源同根,同秉同性”。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不说同用中文进行写

作,单是有史以来两岸文人之间的往来游走、文化交流、民间互动,是任何力量无法割裂的。
从近代到当下,我们看到始终有个大陆“母体”的身影在台湾文学中或显或隐地呈现———“五
四”新文学经验的传承、怀乡思旧的主题、国族身份认同的寻觅、文化之根、家国意识等等,即
便是对“反共复国”这一政治意识形态的应和,也无不在寓示着深沉绵长的“大中华”情结。
正所谓“立高望远”,作为一部台湾女性文学史,不能孤立地来看待研究对象,只有在更高更

大的地域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才能对之进行全面、客观、真实的观照。第二,此书“突破

历史在主流文学史与女性文学研究中的瓶颈,开展对远古直至台湾光复以前的女性书写的

寻找与描述”,通过对较早时期文字的清理,“发现被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女性创作,呈现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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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蔽的女性文化元素”。比如在对“原住民”民间文学进行发掘整理时,论者大胆推测女性是

台湾“原住民”神话、传说及歌谣创作的主体,并给予了合乎情理的分析;不仅如此,论者还发

现,与西方(比如《圣经》)创世神话中男神造人以及先造男后造女不同,台湾创世神话往往是

女神造人且是女先男后,论者从这些远古口传文学中令人信服地推论出:母系社会的存在以

及妇女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作为社会生活的主导者存在这些基本事实。这些新颖独到的

“性别分析”的视角与论断都有利于打破学界中顽固的男性中心主义思维定势和话语霸权。
又比如,在论及明郑(1661—1683)至清治(1683—1895)时期的台湾文学时,论者将视野放

宽,对“女性文学”的内涵加以扩容,不仅论及了女作家及其作品,还涉及男作家创作的有关

女性的作品,并将二者相互参照进行对比研究,并从中透视其与同时期大陆文学特征之不

同。对于处于酝酿、萌芽时期的女性文学而言,这样的处理是科学合理的,也是必要的。第

三,台湾文化中的漂泊心态与孤儿意识恰与女性的文化处境相似,这种关联性很少有人注意

到。从主题(如怀乡、忆旧、离散、流浪、家国、母亲、孤岛)到意蕴,我们不难在台湾女性文学

中观察到这种内在逻辑,此书对这种关联性进行了呈现。第四,海峡两岸女性写作在时间上

并不同步,但在思想资源、演进历程、文化处境等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对这种相似性的深度

揭示是此书的又一创意所在;此外,此书在呈现这种相似性的同时,也将台湾女性文学因“地
理位置、政治环境、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而具有的“丰富的独特性”呈现出来,这种有别于大

陆女性文学的独特性,我们从台湾女性文学史及女性主义批评的前卫性和解构性可窥一二。
除了上述几点,此书的新颖、独特、深邃还表现一个重要方面,即观照与解读上的性别/

女性主义视角,这一点使此书“在思想的阐释上、研究的立意上,找到一个新的突破点与出发

点”。此书主编林丹娅教授是大陆女性文学与性别文化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同时又是一名

成熟的作家,对女性写作有着自己独特的体认和思考。此书各章的执笔人员,或是从事女性

文学研究或是对这一领域深有关注和了解的专家和学者,他们的学力保证了一部女性文学

史所必需的立场、视角和专业水准。通读全书,我们不时遇见对台湾女性作家及其文本的精

彩解读和评价。应该指出的,编写团队虽然自身有着清醒的性别意识和立场,但并不一味对

研究对象进行肯定与褒扬,客观、公允地分析并指出其问题和缺憾亦是研究者的使命所在,
这一点同样在书中并不鲜见。

此史书的定位是“对台湾女性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过程进行初步的梳理与厘清,在此基

础上,呈现与勾勒被男性叙述所忽略的、埋没的、遮蔽的,或曲解的、误读的女性文学作品和

女作家,从女性自己的书写中发现被意识形态所压抑、藏匿、扭曲了的女性的生存体验和生

命存在的真实,发现并阐释女性写作与其文本的价值与意义”,笔者认为此书做到了这一点。
通过此书的论述,我们看到无论是台湾的女性文学,还是台湾的女性文学研究,都是极富于

多元化、独特性和差异性的存在。相信这样一部史著,一定能让读者在感到“惊艳”的同时深

入思考。
上述几大亮点我想并不能囊括此书的所有特色,以笔者学识之浅薄,一定会有“遗珠”之

处。相信还有很多细节会给读者带来惊喜,比如:台湾1950年代的文学三大论争,1970年

代以来的台湾妇女运动和女性主义发展脉络,张爱玲对“三三”集刊作家群的影响,众多女诗

人(如洪淑苓、罗任玲、吴菀菱、廖之韵、杨久颖等)对经典童话的女性主义式重写与解构,著
名的“文坛三姐妹”(施淑、施叔青、李昂三姐妹和朱天文、朱天衣、朱天心三姐妹),性别色彩

鲜明的“莎士比亚的妹妹们的剧团”“女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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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希望能有更多的两岸读者和文学爱好者读到此书,因为,这样的一部女性文学史,
无论是其编著本身,还是读者对它的接受,都意味着是对主流文学史的纠偏,意味着对男性

中心主义话语的反拨,意味着对文学写作史和接受史以及整个文学(写作)生态的重构。从

这个意义上说,此书的确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此书既适合于对台湾女性文学有兴趣的读者的入门指导,也可作为中文专业师生的必

要参考,同时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台湾女性文学后续的研究颇有意义。也许此书或多

或少有一些不足和遗憾(比如有学者指出时间分段上的问题),但这并不妨碍其成为一部具

有开拓性和重要参考价值的女性文学研究著作。

朱郁文,男,佛山市艺术创作院文化与文艺理论研究部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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